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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是为 2004 年 10 月 1 日~4 日召开的联合国人居会议起草的文件，


在会议召开后可能还需要加以修订，然后出版。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回顾和总结了 2002 年 9 月在柬埔寨暹粒市(Siem 


Reap)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ESCAP)——联合国人居署工作组的报告，该报告已


经被联合国人居署公布在互联网上。报告在第二部分对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的区域


研究进行了介绍，会议报告的作者就是这个研究组的领导者。 


本报告由个人撰写，报告中提供的有关事实和观点与联合国以及亚洲开发银


行无关。 


 


引言 


 


2004 年人居日的主题是“城市——农村发展的发动机”，它与“城市是增长


的发动机”这一众所周知的说法以及城市化扩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城乡分离等


新自由主义所默认的观点形成了对照。尽管新的说法听起来有些不现实，但是我


个人很愿意接受“均衡城市化”(balanced urbanization)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我在


这个有些理想化的方向上工作了 25 年之久。粗粗地掠过出席会议者的名单，我


看到很多早就熟识的名字，其中许多人相信一定存在着一种使乡村与不可避免的


全球城市化趋势和谐发展的方式。 


联合国人居署最近发布了带有注释的参考书目（2004），为参考文献又增加


了一笔财富，1998 年 Cecilia Tacoti 曾对此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导。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城乡关系，一个正在显现的优先政策”


（2000），明确表达了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城乡议程要进行重新研究。这种关


系是正在显现吗？难道在 30 年以前，当实践中失败多于成功、有很多过高的愿


望难以实现时，它们不是已经成为发展政策的一个议题了吗？ 


UN-ESCAP 的人居部在 2001 年出版了一本新书，用了一个看似陈旧但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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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意的标题“减少差异：亚太国家城乡地区和区域的均衡发展”。与此同时，


其他国际组织也针对上个世纪 70~80 年代的迅猛发展推出了相应的复苏政策。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结了城乡联系的概念和问题，概述了中小城


镇的发展，以及在相关领域内近期的国际政策分析和实践。第二部分是对大湄公


河次区域研究的早期报告，该研究是由亚洲开发银行（ADB）主持和赞助的，


主要针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 


亚洲开发银行进行这个研究，表达了广泛的国际利益是如何将理论概念转化


为发展政策和实践的。 


 


1 概念和经验 


1.1 城乡联系：老问题和虽旧犹新的概念 


 


虽然城乡联系是一个老问题，但是由它所带来的在国家发展政策中关于振兴


中小城镇的尝试，和正在出现的对于这个旧话题的新探讨有着明显不同的内容，


它包含了新的发展关系和前景。与20或25年前很多国家的政策和项目相比，现在


的思考和行动方向更倾向于政策分权，并最终会将减少贫困作为发展政策的最高


目标和准则。 


因为这个研究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才开始（2004 年 7 月），所以还无法报道有


关投资和影响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允许下，我很愿意将研究的


范畴和目标以及整个研究队伍在进行这个研究时的理念做一个略述。 


发展产生于改革的三个相关过程中：（1）从乡村主导型向城市经济和环境主


导型转化；（2）从人口统计较高程度的平衡到相对较低程度的平衡；（3）从第一


产业的就业转化为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就业。“不均衡发展”的问题在于，这


三个转化的过程并不是同步进行的，人口上升往往先于经济的发展。无法停止的


城市发展，尤其是对大城市发展的偏爱，对乡村社会、谋生和环境都造成了不好


的影响，而“均衡化”的城乡发展在理论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定义，但是却很难


付诸实践。在这种情况下，Satterthwaite 和 Tacoli 在 2003 年总结了“在乡村发展


中的城市”，清晰地阐述了在城乡相互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图1概述了区域和地方发展的模式，这是在对城乡联系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


上做出的总结。明确的城市和区域规划方法（explicit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pproaches）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被引入亚洲，它们都经历了转化的这几个


步骤。图中的关键词显示了当前在国际发展协作中应用的一些普遍方法。审视过


去40年来的主要发展战略，表现出起伏的变化，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及激烈的讨


论，而不是像图1中所显示出的那么稳定的运动趋势。比如，1970年代的发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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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在发展规划的方向和结构中的长期变化 
资料来源：Sundaram，1997：99。 


注：UFRD (Urban Func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乡村发展中的城市功能。 


UMP （Urban Management Programme）城市经营项目 


场址和服务（Sites and Services）最初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术语，在这里是指各种用于资助自


助式住房的其他方法。  


于“从下至上”意识形态而后退了，就像ILO所提倡的基础最低需求模型；相似


地，那些最初的安居战略（pro-poor housing strategies）冲击了当时正在盛行的以


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 15 年中，由新自由主义政策复兴所建立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发


展模式，在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然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分权


运动的倡导下，更广泛的地方自治和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也加入进来了。 


因此当前盛行的发展范式结合了地方主义（民主化的地方分权、公众参与、


非政府组织）和全球化（国外直接投资、市场自由化、信息/通讯技术），形成了


一个特殊的混合体，其中包含了自然社会中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城乡联系概念的复苏。 
 
1.1.1 不均衡的城乡发展，小城镇的发展潜力 


 


对于城乡关系和小城镇潜在的重要角色，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的国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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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政策试验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改变，还有理论性


的讨论，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最合适的城市化战略方面，也受到了


国家和区域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影响。其中一些关键性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增长点和增长中心：上个世纪 60 年代在亚洲，由于试图将它转变成空


间政策所进行的多次不适当的尝试，这种发展模式变得非常有名。文献上反映的


区域政策的讨论范围极广，但是其实际影响却是有限的。然而，这些术语（以及


这些术语所带来的一些错误期望）在一些国家似乎仍在使用。 


（2）反极化（polarization reversal，源于 Williamson, 1965）：这种模式反映


了这种不均衡的极化现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增长，但是在一个更加成


熟的阶段它们将会自动消失。只有当国家发展到中等水平“反极化”才会出现，


而像老挝和柬埔寨这样的国家要达到中等发达程度还需要 20 或 30 年。 


（3）贸易不平等：在工业发展早期，农业贸易条款与新兴的工业贸易条款


相比，有内在的不平等性。而在转型初期，农业一直在资金上支持着工业，因此


农村地区（包括农村市场集镇）一直远远落后于城市工业化地区。这就是 Michael 


Lipton（1997）的主要观点，他一直责备并强调要防止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政策


中出现 “城市偏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关于“城市偏好”的争论和为


了更好实现城市发展的政策相混淆，因为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正是一个在日益增


长的城市。 


（4）城市集中化和首位度：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已得到确


切的论证，但是经济发展和“首位城市”的城市集中似乎没有这样的相关性存在


（Corbin，1982）。再有，有意均衡化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比如加大发展


中小城市，抑制首位大城市的自主发展。 


（5）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考虑到历史社会划分了农村和城市发展，现代


的发展政策又加强了这种区别，那么就需要有可供选择的其他发展模式来替代不


成功的增长极理念，其中之一发展为乌托邦式的“农村城市”（agropolitan）发展


模式（Friedmann and Douglass, 1978）。 


（6）重点关注中小城市的经济原理：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


一系列争论，主要集中在制定中小城市发展政策上。其理由各不相同，甚至来自


不同的政治立场。在这些论点中，有为了实现农村地方发展的社会平等和自给自


足的“自下而上”的理论，它们尝试通过在次级城市中建立“增长极”来“减缓”


向工业中心大量移民的情况，以及有关中等城市基础设施低成本的经验知识。这


些经济学原理已经在许多文献中提出（Richardson，1984）。 


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讨论并提出了若干发展模式，但真正的城市化政策


及其执行仍然相对较弱，因为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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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持续增长，而区域间的不平衡也在加剧。农村和城市发展被当作独立的政


策事务分开处理，相互间的联系没有被有效地转化到明确的政策制定和财政行为


中去。这两个结论可以被 ADB 研究中提到的国家案例所证实——这是执行城市


化政策的强有力的原理。 


 


1.1.2 “均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需要将城乡关系放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来理解：政治经济以及对“农民”


和“地主”的划分；本土文化和殖民势力；“先进的”城市文化和“落后的”乡


村文化。变化在以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发生，而现在则只要越来越短的时间，


转变为多元化和专业化（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力），以及跨越地理空间的创新的


传播。 


在原因的背后是一个重要的“鸡和蛋”的问题：增长和变化发生在城市里吗


（比如因为政治权力的集中）？变化是否使得城乡联系更加活跃呢？或者某个特


定的联系会首先发生（比如长距离贸易路线），促使所有相关地区在将来都得到


发展和改变？首要问题涉及到加强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城乡关系，其目的是


为了减小或者终结两者对所有公民在财富、生产力、能力和远景发展方面的差距。 


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被日益增长的城市就业市场所吸收，城市化过程可


以被称为“均衡化”的过程。另一个有关“均衡”的概念是，作为财富分配的指


示器，应该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一种合理的城市分配。 


为了实现更加平等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分配模式，有关政治和管理分散化


的争论作为一种方法而被提出。“均衡发展”（ESCAP, 2001）在城市发展和城市


政策的综述中提出了贫困问题。这些政策建议反复强调了包括城市经营在内的长


远发展的关键问题，也强调了城乡联系的关联性。 


在这个文件的结尾里面说：“随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进入21世纪，会在人口、


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出现变化，这些变化将使这个区域从以农村为主导转变为


以城市为主导和全球化。就像其他的转化一样，这个转化也需要经历变化所带来


的阵痛。但是，如果政府在政策实施上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创伤是可以避免的”


（ESCAP, 2001 : 117）。 


值得考虑的是，更加均衡的人口分配（伴随这个空间范围内的空间均衡）的


范围。图 2 表现了快速城市化国家人口图表。 


第 3 条时间线显示了目前快速发展中国家的大致情况，重点在于国家总人


口、城市总人口和都市区总人口之间的关系。第 1 条和第 2 条时间线是过去的人


口加速增长模式，增长速度在后来的步骤（第 4 条和第 5 条时间线）中有可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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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缓慢。城市化的比例目前的水平达到 40%，其中一半以上人口分布在大都市中。 


 
图 2：中小城镇人口规模预测 
 
图 2 表现出未来预期的城市化比率大概是 75%。在简单化的概念推测中，必


然要预测城市人口的总比率，但重点是在未来增长和变化中以及在选择性的人口


分配中所表现出的巨大潜力。中小城市规模的范围应该与上箭头的范围相一致，


或者是上箭头和下箭头的范围都考虑在内，主要依据城市化政策和其他因素。 


 


1.1.3 城乡联系的分类 


 


表 1 总结了村镇及其周边地区在农业方面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涉及到农业生


产、生产率、生产强度、农业产化和非农就业等方面。 


为了研究这样复杂的关系，可以把几种联系的类型加以区分，作为定量和定


性分析的基础。像道路、水路和其他交通通讯等物质联系，与经济联系、消费和


服务联系都密切相关。依赖于区域条件，根据联系的程度，在物质联系和用途的


大范围内还可以往下再区分出好多种类。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没有这么明显，但是


更复杂，比空间和经济联系更重要。同时，对后者的跟踪和定量分析也远远比前


者难度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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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乡联系和相互依赖性：低等级的村镇 
城市系统功能 相互关系 乡村系统功能 


农业贸易/交通中心（与区域 农业生产（变化）和生产率 
外部地区有着进一步的联系） （增长） 
农业支持系统（复杂化和 
高附加值）： 
- 生产投入 
- 修理服务 
- 生产性贷款 
- 有关生产方法的信息 
（创新） 


 
 


 
 
 


农业生产强度的影响因素： 
- 农村基础设施 
- 生产的刺激因素 
- 教育和能力对创新适应/应用


的程度 


非农业消费市场（复杂化）： 
- 经过加工的农产品 
- 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 
- 公共服务（医疗、教育、 
管理） 


 
 


 


农业收入增长带来需求增长 
（关注权力和消费者的偏好） 
- 非农产品 
- 非农服务 


农业产业（在区域中保持 
高附加值） 


商品作物的生产和多样化 


非农就业（随着农业繁荣 
和教育的提升） 


与上述所有要素都相关 


资料来源：基于 Douglass（1998：11）；经过修改，以满足动态的变化。 


 
对于联系的研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研究方法包含了一种精心挑


选和反复核对的次级数据，以及经过特殊设计的综合调查，从而产生主要的原始


数据。通过这种方式，政策研究者希望能找到以下这些问题的答案： 


（1）长期以来城乡联系的发展和转型，对每个区域网络来说各不相同：为


什么城乡联系会出现增长或是衰退呢？ 


（2）谁获得或失去了有益的（有创造力的）或有害的（寄生的、榨取的）


城乡联系？ 


（3）变化的推动力是什么？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与城市互动较好的乡村地区要比那些不太好的地区更具有发展优势


吗？ 


（5）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有可能对城乡联系产生影响并加速其进程？是


否应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或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来取得这种效果，抑或两者都需


要？ 


（6）通过改进过的城乡联系最终应该实现什么目标？是农村人口质量的提


高，还是为了城市投资者和居民的舒适生活？ 


回答这类问题并不容易，每个城乡联系的类型都有各自乐观和悲观的效果，


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穷富不等的农民，而且很有可能为权力阶层在都市区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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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利益。 


全球化，作为日益增长的“无边界的世界”的成因和结果，已经为南半球和


北半球、城市和农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区域或国际关系加入了直接的全球联结


因素。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国外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包括城


乡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国际资金流动是 1975 年时的 30 倍，并且远远


超过世界贸易的总量（世界银行，2002a）。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像老挝和柬埔寨


这样最穷的国家都受到了影响。（VVTO 成员，FDI，美国出口限制，来自日本、


台湾、韩国和泰国的国际投资）。 


 


1.1.4 可供选择的区域发展方法 


 


替代增长中心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农业都市发展”（agropolitan development），


这是指贫困的农业地区在政治自治的基础上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展方法。这个


概念首先在 1975 年吉隆坡区域规划会议上提出来，但由于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


可行的，所以从未付诸实践。20 年后，其概念框架在民主分权和管治的新范式


中重新得到了肯定（Douglass，1998：5）。与以前的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区


域网络”（regional networks）或“簇群”（clusters）的模式已经被经验所证实（尤


其在印尼），并且被广泛地传播。它已经具有相当的理性吸引力和实用性，足以


使亚洲国家将其作为引导当前城乡相互联系政策的模式。这种模式将最初的“农


业都市”（agropolitan）的概念与政策导向结合起来，而这些政策导向已成为目前


“主流”思考的一部分（环境、民主分权、全球化）。如果所有的组成部分正常


运作，那么区域关系的良性循环能带来城市和乡村增长的双重效益。否则，被删


去了一端的城乡联系循环，将导致极其有限的农业生产和低速的城市增长。 


 


1.1.5 对城乡联系的理解：区域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设置优先权和预算安排，一般被归类于传统学科和线性代理方式。


但是，为了成功发展协调的城乡关系，地方政府和区域政府必须能够有所作为，


而不必需要外部的和中间的参与者（国际援助和国家大学）。因此。包括规划和


实施在内的分析方法必须是强有力的，并且是易于执行的。虽然可以获得一般数


据，但是对这些数据进行编辑和解释并不是非常容易的。用于区域和地方层面研


究的现有的研究方法不存在缺陷（Kammeier，2002）。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


缺少合格的人员，以及适当的数据系列，这些方法就很难应用。（在 GMS 研究


中，我们不得不仅限于快速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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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小城镇：问题和经验 


 


对于“城市”的定义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城乡界限，造成了国家统计数据进行


国际比较分析时的困难，因为统计基础是不规范的（对于老挝和柬埔寨，我们不


得不采用特殊的定义）。 


随时间流逝，一些城镇在增长，它们的边界在调整，它们的行政机构等级在


变化，而一些城镇也进入更高的“城市等级”。而另外一些城镇发展的比较缓慢


而落后了。因此每个城镇之间的相对位置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附录 1 引用了在


柬埔寨能获得的很少的数据，显示了这个简单的分析）。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 80年代早期，国际上的相关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


成为许多国家的协助研究项目和试验项目（Kammeier 和 Swan 1984，Hardoy 和


Satterth Waite 1986）。其中包含了很多案例研究资料（这些资料现在仍然非常有


用）和政策讨论。对于这些中等城市（次级城市）的特殊支持政策的基本理论包


含两个重要观点： 


（1）作为过度发展的大都市地区可行的替代者，它们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将有可能带来空间上更均衡的城市形态； 


（2）它们的人均基础设施花费接近最少，比大城市便宜，比小城镇也便宜。 


相对比而言，小城镇作为乡村发展的补充元素，尤其是作为区域层面上乡村


服务功能的位置已经做过很多讨论。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确定小城镇或中


等城镇的人口范围也各不相同（在 GMS 中，越南的小城镇在老挝和柬埔寨将被


划分为中等城镇。） 


对城市中心的特征性功能已经做过很多研究，发现其空间延伸、物品和服务


的覆盖范围，依赖于人口密度、交通费用、交通网络和服务的可达性。基于这些


观察，与人口规模相关而产生的一些功能，将导致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功能拥有不


断增长的门槛值（就城镇及其腹地的人口规模而言，是购买力的代表）。门槛值


和服务区范围一直在应用，与不同等级的公共服务相结合，为教育、医疗和公共


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提供标准和目标。 


对与中小城镇相关的私人部门的作用也有相似的研究。由于私人经营中有利


益动机（比如商业银行或专卖店），因此如果使服务区（作为最小购买力的代表


需要支持一些特定功能）与特定场所的功能发生联系，将比公共部门更有意义，


公共部门追求服务覆盖范围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 


城市等级系统一般是基于对公共服务的服务功能与标准的经验性推导而形


成的。表 2 列举了多种标准，在城市等级系统的划分中需要考虑这些标准（引用


肯尼亚数据）。这里考虑了 33 个城镇的条件，从“首位城市”、次级城镇，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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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心。因此，两个次级分类将被提出来（中等城镇和小城镇）。地方政府的状


况和功能将随人口等级而变化（如图中箭头所示），省、地区和分区的情况也类


似。对私人部门功能的预测分布，表示在最后的三栏中。在等级系统中，制造业


迅速下降，而且在乡村中心层次以上完全结束；而农业加工作物下降得更低，而


且集中在中等城镇这一层次；而农业贸易活动的分布下降得更低。很明显，对私


人部门功能分布的解释性因素包含了腹地的条件，它们是非常不同的。 
 


表 2 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通用模式 
分类 政府功能 私人部门功能 


功能等级 人口 地方政府 管理功能 教育 制造业 农业 农业 
千人 地位 机构 加工 销售 


国家级 
城市（2） 


＞500 城市 大学   省  
 


主要城市


（6） 
70~200 自治市 学院  


 
 


中等城市


（6） 
30~70 城镇 地区 


委员会  
技 术 学


校、职业


学校 


 


小 城 镇


（27） 
10~30 城市 分区   


委员会  
农村中心


（97） 
＜10 -  中学   


资料来源：肯尼亚中小城镇发展政策研究中的数据（GITEC，1993） 


 
1.2.1 地方分权，管治和城市经营 


 


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但快速增长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亚洲似乎进入了


“分权时代”。很多不同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国家，甚


至不丹这个最小的国家，都非常活跃地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动机推行分权政


策。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不管穷国或富国，也不论它们有没有长久的民主历史，


都在追求有独特的不同形式的分权。像管治、解除管治、可持续发展和 21 世纪


议程，这些术语代表了把分权这个复杂问题推向政治热点的相关议题。政治分权


的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机构支持，因此，如果很简单地得出“越分权


越好”的结论是很明显错误的。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规划常常在空间分散发展方面引用“分权”


这个术语，比如人口和工业在国家范围内的更好的分配，或者是都市区管理的战


略措施。这样的政策常常归于失败，因为它们没有得到政治、财政和经济方面对


分权的足够支持。但是现在，地方和区域发展项目的出发点是分权和管治，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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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必须要提供强大的空间基础（Kammeier，2001）。 


当前城市规划和城市经营（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已经被接受，虽然还没有实


现理论界对它的提升）的框架包括三项主要改革，将城市经营定义为一个多角色


和多标准的过程： 


（1）城市经营的目标，作为城市中规划和经营的更广大的框架，要考虑非


空间的元素； 


（2）可操作的目标，使那些法律上可行并授权的市民团体、非政府组织和


其他地方参与者能够在城市经营中展开合作； 


（3）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比如在与城市的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相关


联的城市开发活动中，强调环境方面的思考和行为的重要性。 


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能力，过去常常在不考虑乡村地区的情况下


进行讨论。虽然目前对地方分权政策和分权发展有了清醒的认识，地方政府和乡


村发展仍然是一个常见的政治争辩（Kammeier 和 Demaine，2000）。国家的可持


续性和可行性角色在城市经营方面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或城市中呼吁


要有好的政府的要求因此在理论上趋于一致，虽然在传统、管理力量和新挑战的


基础上，政治现实仍然是分立的。 


为加强地方层面管理的能力建设，相应的国际援助在重要性和覆盖面上都有


了提高。在所有的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国家和双边代理机构中已经形成了统


一。虽然这个制度上的程序性要素已经成为区域发展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它过去


常常没有 “硬件”要素来得重要，比如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1.2.2 支持中小城镇发展及城乡联系的政策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提出来的次级城市发展国家战略中，许多元素在今天仍


然有效，其建设方法的重要性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参与）提


高了很多。 


其政策建议反映了在国家层面上管理和财政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将在授权


的次级城市中得到贯彻。更为典型的是，在这些挑选出来的城镇中有特殊的管理


和财政制度，因为发起一项国家性的改革项目要求很多，最明显的因素就是对升


级改造区域和国家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经常包含的项目有：道路、能源供应、


供水、固体废弃物和废水处理，以及提供市场和工业区。这些建设项目将包括地


方性的服务、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和财政管理。它们将使升级后的地方权力机构


能够管理和进一步发展这些要素，而它们通常能够得到国家代理机构的帮助，往


往还包括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帮助。 


在指定区域和城镇的所有项目中，包含有“硬件”和“软件”的组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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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和能力建设），由国家、区域和地方各个层面代理机构与私人部门共


同分担责任。即使加强次级城市发展的理念已经被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很


多人还是对这些项目缺乏信心（Kammeier 和 Swan 1984，Hardoy 和 Satterth waite 


1986）。 


关于将要被引进城市支持计划的创新政策，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鸡


和蛋”的问题。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最终的政策改革之前，在区域或地方层面制定


和实施先行计划是否具有意义？抑或只有进行了先行项目的试验以后，才能发起


国家层面的改革？“改革的政治意向”常常被作为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但是它


很难被确定，因为在政府系统中，常常有改革派或保守派，谨慎小心的改革行动，


以及行动迟缓的立法改革。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政府要采取主动


的态度在指定城镇和区域建立“政策试验”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在目前的


基础上采用有限制的试验框架。 


国际援助相关的经验揭示了以下几点问题： 


（1）对于一个经过规划分阶段进行的长期合作项目，合作伙伴之间应该有


长期的责任约定； 


（2）在条件和需求变化时，计划的调整和适应具有弹性： 


（3）汇集各种资助者的活动共同支持分权； 


（4）最大程度地动员国家和地方力量，包括南南合作的可能性。 


 


在国际技术和财政支持下，国家项目的构架方式应该与促成城乡发展的多种


因果关系相协调（见附录 2）。 


在城乡联系中重新形成的利益必须用过去的失败经验来进行调整。以下列出


的是 7 点主要教训(UNDP, 2000: 44)： 


（1）缺少对大范围空间区域的关注，不应将城市和乡村空间割裂开来； 


（2）政策执行仍然是从上而下，中央集权，缺乏参与，以城市为中心； 


（3）对部门和财政政策产生的非预期结果没有充分的考虑； 


（4）缺乏与经验信息相关的政策基础（Douglass, 1998）； 


（5）将发展的优先权给与了乡村区域和首要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地方


腹地的联系； 


（6）低估了农村贫困是收入贫困和生存贫困的本质； 


（7）过分依赖市场机制来缓解贫困，而没有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 


 


在总结上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3 个相互作用的指导原则来促进城


乡联系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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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倡民主分权政治和“生态管治”（the ecology of governance）方法，


作为关注贫困问题的发展政策； 


（2）“新区域经济”（New Regional Economics），强调社会资本和创新环境； 


（3）建立全球—地方框架，对发展理论进行大胆的再思考。 


这些原则是对“旧”政策的补充，比如对城乡联系基础的刺激政策、农业发


展和能力建设政策等。 


 


与第一部分概念性讨论的背景有所区别，第二部分将展示引导政策研究的计


划，主要内容是当前关于城乡联系的分析和政策中最核心的部分。 
 
2  2004~2005 年亚洲开发银行地区研究：初步进展报告 
2.1 背景：处于转型期中的地区 
 


湄公河是亚洲的一条大河，发源于西藏，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


埔寨和越南，连接了这些国家的灌溉水源、渔业，并作为一种原始交易通道，在


贸易协调、边界争执，以及与水相关的传统节庆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湄公河


是现印度支那半岛开放性边界的一个重要标志，直到现在这里还是一个高度警戒


的边界地区，处于苦苦挣扎之中，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经历了殖民和后殖民时


期的外国统治。直到 1980 年代中期，边界问题才有所缓和，并开始有了区域合


作，而这一地区自 1953 年殖民时期结束后很少将进行交流（Dien Bien Phu）。 


1980 年代末期，泰国的远景规划中区域改革的格言是“从战场到市场”（引


用当时泰国首相的说法）。1986 年是越南开始推行“Doi Moei”（改革），从社会


主义体系向市场经济转变（虽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在同一年，老挝也随之出台


了一系列相似的改革政策；柬埔寨于 1991 年 12 月（巴黎和平协议）为完整重建


社会、经济和国家发展进行准备；中国于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泰国


已加入前西方的开放经济体系（从 1980 年开始维持日益稳定的民主体系）；缅甸


是 6 个湄公河流域国家中唯一还在期待改革的国家。这一地区是世界极有趣的地


区之一，从史前时期就拥有多种族、多元文化和语言，差别迥异的环境和耕种制


度，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不可思议的工业发展（ADB 和 UNEP，2004）。 


 


2.1.1 亚洲开发银行承担的角色 


 


从 1992 年开始，亚洲开发银行（ADB）就在大范围的国际发展结构规划中


处于领导地位，其目标是推进东南亚国家的转型，补充东盟（ASEAN：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一些东盟国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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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 正在与 6 个国家进行一项称作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工作，为这一区


域内的 3 个国家——中国（仅包括云南省）、泰国和缅甸进行城乡联系的概念研


究。 


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 30 年中受到了打击，即使这样，这一


地区与北方大部分地区有很多不同。泰国作为湄公河流域中相当富裕的国家，越


南则作为快速增长的大国，还有两个在中长期拥有大量潜能的小而穷的国家（老


挝和柬埔寨），缅甸的情况也有些类似。 


“转型”和“改革”这两个词都正确地描述了发生在这一区域的过程。在本


文中研究的经济转型次区域中的 3 个国家，在过去的 10~15 年间政治和经济结构


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 3 个国家都在快速发展，通常是不均衡的，但稳定地推进了社会、经济、


环境和自然景观的转变。 


在GMS完成了十年发展计划时，ADB出版了一份回顾报告（GMS十年回顾，


2002），这份报告是关于城乡联系区域研究的重要文献。GMS的战略报告总结了


GMS进行的 11 个“最佳项目”。这些项目产生了一系列值得考虑的试验性报告


和可行性研究，其中不仅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对其影响和效果还有综合而典型


的评价[ ]1 。 


                                                        
[1] 南北经济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南部经济走廊；远程交流中枢；区域能量联系和贸易安排；促进跨区


域贸易和投资；提高私人部门参与和竞争；开发人力资源和能力；环境战略网络；防洪措施和水资源管理；


旅游开发。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区域研究的重点——城乡联系和跨区域联系有关。边界开放以后，有合法的


物流和人流，但也有不合法的（如木材、药品、野生动物、劳工、妓女）。研究小组根据这些数据评价各种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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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 
资料来源：ADB，GMS 第一年，2002 


 


图 3 显示了在跨国界基础设施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走廊，贸易政策，以及


供电和电子通讯光缆系统 


这 3 个国家的潜力还需要通过合适的政策和重要基础设施创新来加以发挥


利用。在柬埔寨和老挝有大量可耕种的土地，但越南没有，而越南是世界上农业


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老挝有电力生产的巨大潜力（出于环境保护的原因不允许


过度开发）；这个地区还有大量矿产资源（老挝有黄金和煤矿，越南有其他矿种）。


同时，这 3 个国家在海洋渔业和沿海水产养殖业上都有增长潜力。 


在这 3 个国家中，旅游业刚刚开始兴起但是增长势头迅猛。学习泰国的经验


（现在每年旅游人次达 1 100 万人），这 3 个相邻的国家也许可以更好地经营它


们的资源和在这方面的投资。联合泰国和中国，这些国家在文化和旅游方面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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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未开发的资源，通过明智的经营管理有助于预防过度的和对社会有害的开


发。 


 


表 3~4 提供了这 3 个国家的数据汇编，同时也提供了泰国的一些指标数据来


做比较。泰国的经济与老挝和柬埔寨密切相关，而越南与泰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增


长非常快，相当于从中国流入整个区域的商品数量。 
 
表 3 重要经济指标 


 老挝 柬埔寨 越南 泰国（用于比较）


人均 GNP（$）（2001） 390 260 260 2000 
人均 GNP/ PPP（2000） 2000 1540 1440 6400 
贫困率（1990~1993） 51 46 39 18 
贫困率（1997~1999、2000） 29 38 36 12 
农业对 GDP 的贡献 24 51 39 9 
农业人口密度 1031 454 268 323 
（人/平方公里可耕种土地） 


 
表 4 人口指标 
（2001）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泰国（用于比较）


总人口（百万） 78.9 5.3 13.3 62.9 
年人口增长率（%） 1.6 2.5 2.5 0.8 
城市人口增长率（%） 24 20 16 30 
城市增长率（%） 2.2 4.9 4.2 2.7 
农村增长率（%） 1.1 1.7 1.3 0.3 
 
2.1.2  亚洲开发银行关于大湄公河区域的发展框架 
 


关于城乡联系和次区域联系的区域性研究已经成为 GMS 发展中的一部份。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研究中的目标国家都是 GMS 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泰


国也是这个分析研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它与周边国家柬埔寨和老挝之间


有重要的边界关系，另一方面因为泰国也是 GMS 发展走廊中重要的发展节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连中国的云南省也是南北发展走廊的一部分，因为它与


越南北部地区相连。 


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许多项目和工程（参见 ADB 的报告组织）中，


其强调重点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经济政策（贸易和工业发展），以及环境（可参考


ADB 最近编制的环境地图集）。每个国家都有规律地更新过的国家发展战略和项


目，这些将在我们的研究中进行回顾。在与其他资助者密切合作的基础上，ADB


致力于推进城市发展，这一点已清晰地体现在对老挝和越南的一系列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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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技术支持和贷款）中。本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进行总结，如果可能，还要


在城乡联系和区域相互作用的原则下修改这些城市发展政策。 
 
2.2 授权调查范围和运行安排 
 


这个研究的正式名称是“湄公河区域乡村、城市和次区域联系研究：越南、


老挝、柬埔寨”（RETA，6121）。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这个项目直接由 ADB


总部管理。 
顾问组有 8 个人组成。 
研究总负责：2 个国际顾问 
——小组领导，城市和区域规划师（曼谷） 
——经济师（河内） 
越南、老挝、柬埔寨国家工作组，每组有两个专家 
——城市规划师 
——金融专家 
 
指定 3 个重点机构作为下列国家项目的协调者： 
越南：建设部，国家城乡规划协会。 
老挝：通讯、交通、邮政和建设部，住房和城市规划局。 
柬埔寨：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部，研究与管理局。 
 


顾问与国家重要机构以及相关的工作组密切合作，这些工作组在推进研究运


行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整体性的工作环境，使所有机构都了解研究的进


展情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2.2.1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研究的目标包括：（1）对 3 个国家及其发展、机构框架进行具体的现场研究；


（2）研究相关国家和主要资助者将要执行的政策目标；（3）在 GMS 的框架下


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区域发展前景。GMS 所进行的区域研究期待能够支持区域和


国家政策，对国家政府和所有的主要资助机构所选中的投资优先项目进行指导。


这就意味着对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在分析和推荐中是同等考虑的。 


 


在这个区域研究中，具有综合性的和挑战性的议程可以归纳如下： 


（1）对 3 个参与国家城乡之间的经济和人口联系进行总结和评价，分析它


们与特定的城市化模式、不同种类的城市住区的关系，评价这种联系对城市和乡


村发展的意义； 


（2）评价主导性的城市化模式和国家城市体系对农村发展和降低贫困以及


次区域整体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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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城市地区、国家城市体系，以及因国家之间相互影响日益加强而


产生的次区域城市网络不断变化的特征； 


（4）分析次区域整体发展的影响，包括 4 个 GMS 最佳项目对城市区域与


其国家区域范围、乡村腹地的影响，以及区域发展和解困所面对的机会和挑战； 


（5）评价城市地区在次区域整体发展下产生的新需求，以及在加强与农村


腹地积极联系的同时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措施； 


（6）检验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城市和区域政策和战略、机构和管治框架，以


及部门政策，包括贸易、工业和农业等对城市-农村-次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具有重


要意义的部门；评价这些政策对于提高城乡互动发展以及为国家贫困人口提供机


会方面的实力和缺陷； 


（7）决定城市政府干预的范围和性质，包括在政策（空间、财政、经济）、


管理、制度和实践等方面，这将加强城乡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能使城市从次区


域合作中在解困方面最大程度地获益。 


上述综合性的议程为我们带来了挑战。在研究中存在不同的层次，包括国际


宏观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典型代表的事实和观念），以及微观区域或地方


性视角，包括各方面的利益相关人。虽然有人尝试将这个研究作为一种训练有素


的学术研究项目，但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正着手


进行一个政策评价和研究的项目，希望能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要求。 


 


2.2.2 规划的操作 


 


制定规划对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评价，同时要对具有区域


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其成果之一可能会提出一个新的区域类型，作为形成“最


适合于”城乡联系计划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服从于最终讨论，我们希望通过


应用表 5 中的原始和二手数据，进行 6 个专项研究。 


在研究中最好采用同时展开工作的协调方法，在 3 个国家使用 5 种不同的语


言，并在河内设立一个临时的“办公总部”负责编写中期和最终报告。随着工作


组成员的工作进展同时，要召开有国家工作组和合作团体参加的信息会议，比如


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召开各方资助者参与的“圆桌会议”。一旦研究具有充分


的结果，在向 ADB 总部提出研究结果之前，我们会举行一个国家会议来讨论这


个工作。现代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技术的应用，允许我们与执行部门（ADB，马


尼拉）以及分布在 4 个不同地点的工作团队之间进行交流。计划建立的项目网站


现在还没有建成，但是有望在 2004 年 11 月或 12 月建成。 


在研究完成（有希望在 2005 年 5 月或 6 月）并被 ADB 和 3 个国家正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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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后，将会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有可能 2005 年 6 月以后在河内召开）。向其他国


际机构公开发布研究结果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机构在城乡联系研究和政策发展


中也非常活跃。 
 
表 5 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提出的个案研究 


案例名称 调查地点 主要特征 
1 东西走廊 Mukdatan（泰国） 经济走廊政策的赢家还


是输家？ Savannakhot（老挝） 
Quang Tri（越南） 


2 越南-中国 lao cai（和 lang son） 正式或不正式的边界


“新兴城市” 西北走廊 
3 老挝-中国边界 琅勃拉邦（老挝） 由于边界开放农业和城


市的快速发展 
4 湄公河三角洲/柬埔寨 新兴城市 Suong（柬埔寨） 改善交通和安全产生的


影响 
5 城市周边工业发展 河内-hal phong 工业走廊 高密度的城市工业带，住


在农村的工人的通勤 （越南） 
6 柬埔寨-泰国 Battambang- Sisophon- 


Poiphet（柬埔寨） 
边界地区的城市动力 


  西北走廊 
 
表 6 区域研究的时间框架 


时间 主要活动 成果 
2004 年 形成工作组 初始报告（简单的月报）


4 月-5 月 初始调查，形成机构框架的 
6 月 方法论，广泛的政策回顾 
8 月-12 月 试点案例初次研究 
2005 年   
1 月-3 月 进一步的案例研究 中期报告 
5 月 完成区域研究 国家研讨会 


网站 
6 月/7 月 政府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审查 最终报告的草案 


最终报告 
国际会议 
出版 


 
2.3 预期结果和影响 


 


在现阶段，当提到结果和影响时只有希望或思考的表述。在这个研究中，必


须包括对大量不同趋势和政策的彻底评价，但是它必须为行动和以后进一步的研


究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国家往往对区域技术援助项目并不感兴趣，因为其结果虽


然有最好的间接影响，但却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以下几点可以足够地定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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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结果所在： 


（1）这个研究很明显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而是一个正式的政策研究，


强调在区域和全球因素影响下的城乡关系； 


（2）从 GMS 创新活动中取得的经验，有利于我们在评价区域重大项目时


保持现实的态度； 


（3）从其他国家取得的经验教训主要聚焦于泰国，因为泰国在 30 年前就经


历了一个转型过程，有关公共和私人部门合作的机制在这种环境下运行非常有效


（虽然政治过程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4）TOR 要求与重要部门进行政策对话，这将需要 8 个多月时间，尤其是


通过国家和区域工作室来建构。但是，我们可以期望在完成最终的报告草案后更


有效地促进对话的形成； 


（5）对于实行政策干预的重点地区正在考虑中，一些新的想法也正在形成。


这个研究建议的主要对象是 ADB（以及其他国际资助者）和 3 个相关政府； 


（6）现在就对研究结果和建议加以评论还为时过早。随机选择的要素包括：


RUL 背景下城市产业部门政策的重点内容，在特定地区区域发展的创新项目，


土地管理的优先排序，越南沿海港口开发的重要性，柬埔寨次级城市发展计划，


以及许多针对专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对于表格中的内容达成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工作组成员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见表7）。 
 
表 7 区域研究的建议框架（最终报告，2005） 


第 1 部分：概要 用 4 种语言（英语、越南语、老挝语、


高棉语）独立成册出版 
第 2 部分：主要研究报告 是研究中最大的一个部分，强调跨越国


家界限进行论题和主题的讨论，而不是


从某个国家的角度出发。 
1 引言 
2 概念框架 
3 转型 
4 GMS 中的联系 
5 结论和建议 


第 3 部分：国家政策 国家概况以及在第 2部分中为能展开的


具体问题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第 4 部分：6 个案例研究 其中一些案例研究需要在两个国家进


行现场工作 
第 5 部分：附录 包括大量关于湄公河区域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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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柬埔寨城市人口变化 
1962~1998 年（从 1992 年国家重建后第一次人口统计）。 


A 人口 B 人口 
排


序 
A : B 城市名称 (千人) 排序 (千人) 城市名称 


[1] [2]1962 1998


Phnom Penh 393.9 1 1 1 078 0 Phnom Penh 2.74  


Battambang 38.8 2 2 124 3 Battambang 3.20 


Kampong 


Cham 
28.5 3 3 97.1 Siem Reap  


Pousat 14.5 4 4 85.4 Mongkol Borei >10 


Kampong 


Chhnang 
13.0 5 


5 
66.7 Sihanoukville  


Kampot 12.7 6 6 45.3 Kampong Cham  


Kracheh 12.1 7 7 44.6 Suong >10 


Svay Rieng 11.3 8 8 43.4 Poipet >10 


Seim Reap 10.2 9 9 41.7 Kampong Chhnang 3.21 


Kampong 


Thum 
9.5 10 10 41.5 Kampong Speu  


Prey Veang 8.8 11 11 36.0 Kampot 2.83 


Kep[3] 7.7 12 12 31.4 Kampong Thum 3.30 


Kampong 


Speu 
7.5 13 13 28.9 Kracheh  


Takeo 7.3 14 14 27.2 Pousat  


Sihanoukville 7.1 15 15 26.8 Smach Meanchey (kk)  


16 20.4 Prey Veang  


17 17.0 Svay Rieng  


18 15.5 Kanai 


19 15.1 Stueng Traeng 


20 15.0 Srae Ambel (K Kong)  


21 14.9 
Kampong Leav 


(Prey V) 


小城


镇在


快速


增长 


22 13.6 Takeo  


23 12.1 
Samroang 


(Outd Mean) 
 


24 11.2 Labansiek (Rotan Kiri)  


   


 


(33) 4.0 Kep (3)  


582.9 1672.8总计：15 个城市地区(1962) 总计：相同的 15 个城市地区(1998) 


2.87 15 个城市在 1962~1998 年之间增长大于城市增长的平均值 


 
 
                                                        
[1] 所有 15 个城市地区使用的是 1962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2] 此处的城市地区使用的是 1998 年人口普查数据。 
[3] Kep有特殊的城市界定问题：1962 年，其大部分人口属于城市人口；但 1998 年，在 28 000 总人口中只


有 4 000 人生活在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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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城市发展政策和方法，分权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各要素


之间的关系 
A：一般性的立法、改革


和分权的政策目标 


B：以城市发展为目标的特殊政策和


措施 


C：影响城乡发展的其他政策和


因素 
分类 


 


管理层面


和行动 


类型 


政治 


改革 


行政 


管理 


改革 


财政 


改革 


公-私


部门 


关系 


(城市)


土地 


政策 


基础设


施政策


和措施


空间 


规划和


管理 


国家经


济政策


和国际


影响 


社会政策 


(医疗,教育, 


劳动力,农业) 


环境


政策


国家层面: 


政策制定


和立法,国


家计划 


   


国家次级


层面(省,


地区): 更


详细的计


划及其实


施  


地方政府


层面(包括


传统社


区): 地方


立法,管理


和计划实


施 


清晰的城市 其他相关 
一般性分权政策 


政策和方法 政策及影响 


 
 
 
 
 
 


 


作者：Detlef Kammeier，亚洲技术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 


译者：毛丽青，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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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联系方法的概念、实践以及有关问题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 Urban-rural Linkage Approach and the Emrging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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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发展的城乡联系方法——理论基础 


 


有一种空间系统理论是将发展过程与拥有一系列动态节点的区域结合起来的。


为了使整个国家都能从富有活力的城市中心获益，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之间形


成紧密联系是一个必要的前提。Misra（1972: 157）认为，如果在不发达地区出现了


区域增长极或区域增长中心，则扩散作用将开始发生。Kimani 和 Taylor（1973: 1）


曾经强调，“小城市地区是发展中的农村系统和发展中的城市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界


面，因而十分重要。把这样的地方作为增长中心将会形成一种农村空间战略，摆脱


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割裂开来的观点，从而重视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论述关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积极的城乡联系时，Okpala 指出城乡联系正在成


为各国发展进程中公认的发展途径。Okpala 引用了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第


17 次会议第 17/10 号决议，指出在城乡之间存在很强协作关系的情况下，城乡之间


的相互依赖关系将成为实现联合国人居计划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在引用联合国人居


署第 19 次会议第 19/10 号决议时，Okpala 指出：联合国人居计划将鼓励各国政府把


城乡联系制度化，使之与各自国家级或次国家级的发展规划过程融为一体。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 1996 年进行的观察表明，贸易、移民和汇款、


货物流动、人口和货币是城乡关系的最明显的标志。 


 


城乡联系可以产生负面影响 


 


Kabwegyre（1979）认为，以发展城市中心来改变不发达状况为前提，小城市


中心是大城市中心的产物，而这类大城市中心已经成为来自非洲殖民地的原材料以


及来自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制成品进行交换的中心。农村地区小城市中心的形成，是


由于不断扩展的边缘资本系统渗透进入农村腹地，目的是吸收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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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下产生的盈余，这种状况目前仍存在于肯尼亚和非洲。根据 Kabwegyre（314-315)


的观点，“如果人民不掌握经济权力，当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当经济购买权


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当国家沦为新殖民地，或者在国家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中小城


市中不会形成节点的情况下”，发展就无法继续。 


Friedmann 和 Weaver（1979）指出，增长中心学说的一个本质方面是初始投资


的就业乘数应该被“内化”在这些增长中心之内。他们提出的这种假设较之于已知


事实有些偏于理想化，因为这种就业岗位的增加更容易被区域或国家范围内更大的


城市获得，或被它们国界以外的世界经济生产中心所获得。Berry, Friedmann 和


Weaver（1979:174 and 178）指出，尽管增长中心对于发展的作用之一是在不同城市


等级之间将创新向下渗透，同时还要扩散由增长所创造的利益，这包括在全国范围


内从核心地区到边缘地区以及在区域范围内从大都市中心区到边缘区的渗透和扩


散，但它还远不是一种促进均衡发展的方法，增长中心学说只是表达了资本不均衡


积累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一种进行空间控制的工具。 


 


城乡联系的分类 


 


城乡联系包括消费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农村地区被认为是城市地区所生产的


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城乡联系也可以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讨论，在生产关系中，城市


地区和农村地区通过产业之间的联系相互影响，这两个子系统彼此供应或获取原料；


城乡联系也可以从资本流的角度来讨论，在资本流中，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从农村地


区收取租金，或者设在农村的城市机构吸收农村的积蓄向城市地区投资。Rondinelli


和 Ruddle（1976:246-270）曾经就以下分类讨论空间联系问题：物质联系，经济联


系，人口迁移联系，社会联系，服务供应联系，以及政治和行政联系。下文将按照


以上框架来讨论城乡联系。 


 


物质联系 


 


Rondinelli 和 Ruddle（ibid）指出，交通网络“扩大了农业就业，改善了交流，


也扩大了非农产业就业……，并且延伸了服务的传递范围”。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在尼加拉瓜所做的一项调查，记录了在 1960 年代通过建设连接农场和


市场的道路网络，把十年前的若干小自治地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国家市场。该项


调查还记录了在非洲东部地区，“农场联系市场道路的建设催生了新的市场，增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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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之间的相互影响，把农业生产地区和农作物采集、销售中心联系在一起，并使


一些新作物得以在经济上获利”。 


肯尼亚总统在演讲中谈及运输和通信网络对于国家发展进程的作用时指出，政


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扩充和改造所有层次等级的道路网络。目前已经建立了


一个现代化道路网络连接城市中心和乡村地区。电话和邮政设施已经将肯尼亚人连


系在一起。农村电气化计划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机会”（Daily Nation, 12，December，


1988:6）。这里顺便提到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对城乡之间互补性联系的


发展给予应有的考虑，那么当农村地区向城市企业家开放时，地方发展的主动性有


可能受到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农村社会还没学会如何应对变化，就过于迅速地暴


露在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影响之下。 


 


经济联系 


 


城市中心为农村地区生产的主要产品提供销路，同时也提供非农业就业机会。


建立资源地区与市场中心之间的联系是农业商品化、生产多样化和市场空间系统扩


展的主要推动力量。Rondinelli 和 Ruddle 根据 Skinner 对中国城镇市场的研究提出，


“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向市场体系更高等级流动的起点，也是农民消费所必需的


重要物品向下流动的起点，这有赖于在农村和城市中心之间建立联系”。他们同时强


调，“既缺少城镇市场又缺少交通联系的地区较为闭塞，远离贸易和服务；而处于交


通和市场网络中的地区能够接近服务和市场。有人认为中间城镇的发展和完善的道


路网络的发展使区域空间更为清晰”（Ibid）。在肯尼亚，商业企业依靠农村地区来


提供消费产品，小城市地区是连接农村消费者和城市生产者的重要节点。城市批发


商常常在集市上获得城市家庭所需要的农村产品。在 Kiambu 区，经过改善的道路


网络和肥沃的农业土地使小规模农业生产者能够进入内罗毕的市场。大多数在内罗


毕街道边售卖农产品的妇女能够一直经营到深夜（如果城市管理人员不干涉他们的


话），因为她们任何时间都能搭乘公共交通回家。 


根据 Johnson 和 Whitelaw 对内罗毕的一项研究，Friedmann 和 Wulff（op: cit.: 18）


在报告中说，城市向农村汇寄的收入占到肯尼亚城市工资的大约五分之一。在很多


情况下，在城市地区工作的人将汇款寄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中，资助家人建立农村企


业，或补充住在农村地区的亲属的收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 1996）提出，


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货币流是城乡联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汇款甚至可以达到家庭


总收入的 50%~80%，同时汇款比例在低收入家庭，尤其是那些依靠农业收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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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最高的。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研究，对于比较贫穷的移民，汇款可以占到


他们总收入的很大比例。同时，汇款是联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促成了家


庭及其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在城乡体系中位于不同节点的社会集团之


间的联系。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分析，在很多文化中，家庭和文化事件如婚礼、生日、


殡葬仪式将分散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交换信息和物品的机会，也提供了保持


人际关系网络的机会，这可以促进进一步的交易和迁移。 


 


人口迁移联系 


 


从农村到城市或从城市到农村的短期和永久的人口迁移，是城乡联系的一个重


要形式。1960 年代初，殖民政府解除了对非洲人口迁往城镇的限制，位于肯尼亚丘


陵地带的欧洲人的农业区由关闭转为向非洲人开放。以上变化是促使人口从农村地


区向城市地区或向其他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迁移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国家独立以后，


肯尼亚的人口迁移表现为从所在农村地区迁往其他农村地区，主要是为了寻找务农


的机会。在独立之初，大多数人从以前归属非洲的地区迁往新开放的以前归属欧洲


人的农耕地区。这种迁移的结果是，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口数量从 1962 年的 671 000


人增长到 1979 年的 2 309 000 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从 1979 年的 230 万迅速增


长到 1992 年的将近 520 万，这要归因于每年以 6.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的城市移


民（Republicof Kenya 1994）。在肯尼亚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口比例在


1969~1979 年间从 7.8%上升到 15.1%，到 1999 年达到 32.1%（Republic of Kenya 1979: 


14）。 


 


社会联系 


 


Rondineli 和 Ruddle（261）提出，市场城镇和中间城镇……是发展中心之间以


及发展中心与其农村腹地之间广泛多样的社会联系的焦点。市场中心在农村地区扮


演着多种角色。在很多非洲国家，经济交换活动发生于传统的社会集会和仪式中。


经济活动的种类和频率与社会事件紧密相连，因为传统非洲市场提供了一个社会交


流的重要场所。Kimani 和 Taylor（1973）发现，肯尼亚中央省的集市中心是农村人


口的重要集会地区。同时，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绝大多数肯尼亚家庭的家长都在农村


长大。实际上，几乎所有这类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家庭主要成员都不把城市中心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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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家”，大多数人还是把某个农村地区看作是自己的“家”。因此，每当这些


家庭主要成员有机会离开自己工作的地方，很多人会长途跋涉回到农村与亲属团聚。


尽管如此，新的一代把城市看作自己家乡的肯尼亚人已经开始出现，这代人与农村


经济之间的关系尚未可知。 


 


服务供应联系 


 


在传统意义上，城市地区是其农村腹地的专门化服务的提供者。提高各中心地


区之间的物质、经济和技术联系对于服务辐射网络的扩展至关重要。Rondinelli 和


Ruddle（Ibid）提出，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必须紧密联系以便更广泛地分配社会和经


济服务，并提高农村人口享受城市生活的机会。由于肯尼亚城市地区率先开始社会


服务的供应，也由于公共机构在分配资源方面给予城市地区以优先考虑，因此，城


市地区比农村地区拥有质量更好、种类更多的服务。在城乡之间已经发展了交通和


通信网络的地方，靠近城市的农村家庭就能够享受到城市地区高水平和专业化的服


务。城市地区可达性的提高使农村人口有可能享受到城市地区高质量的服务，因此


城市规划师常常很难确切判断进行规划的服务对象是谁，而结果往往是可利用的城


市服务设施被使用到极限。 


 


政治和行政联系 


 


Rondinelli 和 Ruddle 发现，空间系统在一系列政治和行政的联系中发生着整合


和转变。这些联系反映在正式的政府结构关系、公共预算资金流动、行政权力、开


支监督及批准等方面。政治联系是确保农村社区项目能够从中央政府机构和城市社


会精英那里获得发展资金的重要途径。肯尼亚政治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由于


大多数立法者代表农村选民的利益，因此在城市政治利益与农村政治利益之间有着


紧密的联系，很多农村地区的议员与国会议员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自力更生或者


齐心协力的行动能够表现出肯尼亚的政治联系。1988 年 11 月 29 日的《国家日报》


有一篇报道阐述了这种联系。在 Kiambu 区农村举行的一次基金募集会上，报道了


一个部长助理为该地区两所小学筹集资金 440 644 肯尼亚先令，用于购买教科书。


在那次集会上，这位部长助理捐款 72 211 肯尼亚先令，一个内罗毕商人捐款 65 659


肯尼亚先令，一个内罗毕的出版商捐赠了 40 000 肯尼亚先令以及价值 20 000 肯尼亚


先令的书籍。当地一个高级官员捐赠 22 500 肯尼亚先令，而另一个参加集会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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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了 14 000 肯尼亚先令。基金募集会具有多项功能，除了为社区项目募集资金，一


般还能巩固现任国会成员与其“朋友”之间，城市精英和农村社区之间，特别是可


能怀有政治野心的城市精英之间的政治联盟。在谈到有关创新在肯尼亚发展中的作


用时，总统莫依（Moi 1988）特别提到“哈兰比”（Harambee，斯瓦希里语，齐心


协力之意）这一座右铭。基于社区的创新活动已经使农村社区建立了许多学校、水


处理设施和医疗设施。总统指出，这些项目是肯尼亚民族自力更生发展的典范。 


 


肯尼亚城乡联系的由来 


  


肯尼亚有四种类型的居住中心，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根源，经过发


展演变而形成。最早的一类城市中心是作为殖民地时代的行政中心而建立的。直到


最近，这些中心一直与国家法律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现在这些中心不管是在区域内


还是在地方层面都是肯尼亚主要的行政中心。第二类中心与世纪初传教士在肯尼亚


农村建立落脚点有关，其中的一部分现已成为国家各地区的重要城市中心。以这些


中心为立足点，传教士们将影响范围延伸到周边的农村地区。建立这类中心的理念


是使地方居民获得信仰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第三类中心是与商业相关的贸


易中心，其中重要的城市中心是随着国家铁路和公路网络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第


四类居住中心包含传统的市场地区，它们是在欧洲人进入肯尼亚之前由地方社区建


立以推动贸易和社会交流的。以上每个中心都有各自的影响范围，并随着时间的推


移与其腹地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 


在对肯尼亚的现代化问题进行分析时，Soja（1968）确定了以下四种肯尼亚社


会—经济次区域。首先，是被 Soja 确定为肯尼亚的“核心地区”（core area）、集中


围绕着首都内罗毕的区域，它与首都内罗毕的相互作用最为强烈。这里的城市化程


度最高，有发展最为完善的贸易、交通和通信网络，并容纳了最富有、最有文化和


受过最良好教育的非洲人。 


第二类地区被 Soja 称作“国家核心”（the national nuclei），集中在内罗毕及其


最邻近的腹地，包含 Kisumu, Nakuru 和 Mombasa 城镇地区及其最邻近的腹地。Soja


认为，这些地区是肯尼亚变革动力的最初发生地、诠释地和传播地。 


第三类地区包含 Soja 所称的“参与地区”（participant areas）。这是肯尼亚人口


最为集中的地区，并且与“国家核心”相似，与核心地区和国家核心有很强的相互


作用。国家主要交通和通信网络横贯这部分地区，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地区基础设


施和教育水平较高，核心地区、国家核心和参与地区在独立以前的时代控制着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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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这些地区现在继续在肯尼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上述三种类


型的地区构成了被 Soja 称为“有效的肯尼亚国家地域”（Kenya's Effective National 


Territory）。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包含了所有具有民族意识的人口、所有经济活动和基


础设施。这部分地区对中央政府有充分的忠诚，能够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和平变


革。 


按照 Soja 的说法，第四种类型包括“不受国家控制……，功能上不属于肯尼亚


国家”的地区，其原因是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接受国家统一规划。在这部分地区，人


们“以地方内部为中心，按传统形式进行决策，不肯丧失哪怕是一点点的自治权，


不肯给予中央政府哪怕是最少的贡献”。 


Soja 在研究中所揭示的肯尼亚现代化发展在城市中心周围体现得最为清晰。现


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那些紧靠城市的地方。Soja 的分析表明，在 1963 年肯尼亚


独立时，只有比例很小的一部分民族国家土地有效地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于是，


非洲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就是将这些边缘地区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主


流，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将服务业引入这些在早期发展计划中被遗漏的地区。 


直至肯尼亚独立以前，没有采取过切实的措施来整合这些空间子系统。因此，


与不同参与者团体相联系的中心区独立运作于其它子系统之外。肯尼亚获得独立以


后，规划师们一直在努力整合这些子系统。在 1965 年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第 10 号会


议文件及其提出的有关肯尼亚规划的申请中，政府声明要将规划延伸到省、区和城


市，以确保在每个行政单元都将获得发展。 


 


政府对肯尼亚二元经济的应对策略 


肯尼亚的增长和服务中心 


 


最早表明政府关注肯尼亚经济二元性质的官方文件，是在 1967 年由当时隶属于


“土地与住区部”（Ministry of Lands and Settlement）的“城镇规划局”（Town Planning 


Department）为中央省（Central Province）编制的“区域物质空间发展规划”（Regional 


Physical Development Plan）。以 Christaller 的中心地理论为发展模式，政府在中央省


确定了可能发展为中心地的市场中心，并明确划定了每个市场中心的辐射范围。在


1970~1974 年的国家发展规划中，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增长和服务中心。在中


心地等级体系中，最高等级是首位城市或增长中心（growth centers）。在增长中心以


下是城市中心（urban centers），预计拥有居住人口在 2 000 人以上，腹地人口达 


120 000 人；在城市中心以下是农村服务中心（rural service centers），预计居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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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人，腹地人口 40 000 人；在农村服务中心以下是市场中心（market centers），预


计居住人口 200 人，腹地人口 15 000 人；最低等级是地方中心（local centers），预


计服务于 5 000 人口的腹地。很明显，在空间政策上，肯尼亚政府意识到城市中心


对于实现完整的国家空间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在 1979 年的国家发展规划中，政府强调“农村发展不应该是一个只靠自身独立


发展的过程。如果农村地区想要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就必须与城市市场紧密


结合以获得原料、消费品以及打开农产品的销路。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只是满足基


本生存的条件，农村的发展机会受到限制直到它们建立起与城市地区的联系。城市


地区对农村地区的依赖更大，因为城市地区在实现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别无选择。城


乡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表明两者必须同时前进，并且在两者之间必须谨慎地保


持平衡。如果农村发展落后了，人们会大规模地涌向城市寻找机会以至于超过城市


的容纳能力。如果城市发展进度太慢，农村地区则会遭受供给缺乏以及产品需求不


旺的不利影响”（Republic of Kenya, 1979, p.45）。劳工党在 1982 年发布的一份关于


政府开支的报告中指出，“全国各地的有效发展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中


心，因为这里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它们提供了与农村地区的联系，包括向农村地区


提供产品并输入农产品。它们也是工业活动的主要中心，而工业是全国增长最快的


部门之一”。劳工党曾提出建议，在肯尼亚的城市体系中应该优先发展小城市和农村


中心，而不是扩展主要的大城市。报告进一步强调，期望城市中心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包括加强与农村发展的联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商业和工业活动”（Ibid:58）。


在近期的政府经济管理会议文件中，讨论了如何在 2000 年以前恢复肯尼亚的经济增


长。在文件中指出，“首要战略目标是促进一个城市体系的发展，这个城市体系的形


成将支撑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为居住在附近的农民工创造非农业就业机会”。前文已


经提到，政府希望利用“农村贸易和生产中心”作为集中居民的地区，以此引领农


村的发展进程。政府提出，“将农场与小型中心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就业机会将是采集、


运输和牛奶销售、小规模的谷物加工、烘干咖啡和加工茶叶、肉制品销售，包括从


门户城镇的半干旱地区收集家畜销售给附近的农业社区；批发和零售农业原料，尤


其是种子、化肥、杀虫剂和农具；生产和销售简单消费品，如加工过的食品、服装


和鞋类；生产简单的金属制品，如平底锅；制造比较简单的重要设施如雨水收集系


统和蓄水池；按照优化的建设标准建造住宅；建设供水设施以及联系农场与市场的


道路；运输各种货物；修理和维护车辆、农具和机器。这些只是一些最明显的联系，


在需求发生变化、新技术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发现了新机会等情况下，有关城乡联


系的就业还会有新的发展”（Republic of Kenya 1986:42）。在 3~4 年比较短的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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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瓶颈，就要在一个农村中心内将资源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使每个计划


的总体影响最大化，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和财政回报。 


 


不平等的城乡联系的负面影响 


 


肯尼亚在 1960 年代末期引入的增长和服务中心政策并未像预期那样得到长久


实施，现在这已是公开的事实。首先，在各种项目初期选址时，私人和公共部门投


资者并未显示出对这一政策具有的清醒认识。其次，尽管物质空间规划师认为如果


他们拥有合法的权力来强制执行政策，那么就可以达成积极的结果，但是政府并没


有通过立法来确保将发展项目引入所选择的中心。 


从政治角度来看，全国各地指定的中心具有广泛的地理范围，这保证了全国没


有任何部分被这一工作所遗漏。不管这些指定的地区是否伴随着增长，其产生诱导


的能力都要另当别论。政府现在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在经济恶化的背景下，政


府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贯彻增长和服务中心计划。政府投资一直集中在改善各城市的


服务设施上，其中很多是指定的增长中心或城市中心。 


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介入其中，帮助政府实施一项旨在发展农村贸易


生产中心（RTPC: Rural Trade and Production Centers）的计划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


了。由于政府渴望发展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联系，有关 RTPC 的提议受到了欢迎。


在增长和服务中心政策中，有一种假设是如果在增长和服务中心建设有助于增长的


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投资者就会被吸引到这些中心来。遗憾的是，政府为这些


中心提供服务设施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欢迎美国来帮助推动 RTPC 计划。


RTPC 计划的意图是为某些选择出来的中心提供基础设施，如供电、供水，提供一


些轻工业用地。一旦投资者迁入中心，就会因需求而提供服务设施。RTPC 计划预


期在 1986~2000 年期间，将 200 个中心纳入计划。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中心的管理


非常差，在计划中的 RTPC 还没有一个与其腹地建立起实质的持续联系之前，美国


方面就撤出了计划。 


 


其他国家的经验 


 


Kunz（2000）在撰写“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时，指出城乡联系方法的前提是承诺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建立合作


关系，以使边缘地区的发展不以牺牲核心地区的利益为代价。欧洲采用的方法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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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平衡，通过促进多中心的均衡的城市体系发展，以及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合


作关系来实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是提升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共同利益，


作为将富有活力的增长地区的利益扩散到它们的腹地，减轻增长地区产生的不利影


响，以及加强农村地区的地方创新活动（Kunz 2000）。城乡之间合作关系的发展对


现有的主导模式形成了一种挑战。在现有模式中，城市子系统被认为是将有益影响


扩散到受其影响的并且经常是“落后的”农村子系统中，或吸取了农村地区的剩余


价值。 


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发展缩减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这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趋


势。某些几年前还被认为处在某个城市中心影响范围之外的地区，现在已经借助交


通和通讯系统的发展被纳入了该城市中心的影响范围。发展进程的全球化使各地区


关于城市中心对其腹地产生影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城


市中心成为全球市场中的节点。 


在世界各地，很多提倡城乡联系的创新方法已经发展起来。以美国为例，“加利


福尼亚农业署联盟”（California Farm Bureau Federation 2003）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共


度“国家农庄—城市周”（National Farm-City Week）。这一活动的目的是加强农村家


庭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联系，并为地方机构提供教育项目，为生产粮食的农民提供资


料。通过农村—城市合作，消费者能够享用最安全、最充足、最便宜的粮食供给。


通过提供农村农民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这种直接联系，双方都能了解对方的需求和


关注的问题。通过这种途径，在城乡之间建立双赢关系成为可能。 


 


结论和展望 


 


Friedmann 和 Wulff（1975）在论述城乡关系时指出，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城


市发展都正在或曾经通过获取农村生产者剩余价值的途径获得资金。如果城市发展


资金的筹集从历史上就来源自农村，那么了解城市和农村共生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背


景、机制，以及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这些对于政策制定者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历是，当农村地区向城市贸易开放时，由于农村公共机构


的谈判能力有限，很多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城乡之间建立互惠关系并不容易。


如 Okpala（op.cit.）所说，人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城乡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多样性。 


农村贸易生产中心（RTPC）有可能对农村地区发展产生最大的影响。规划和国


家发展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曾提出建议，所选择的中


心应该是地方发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发展以促进地方经济活动的地区。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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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ng'a 区的增长中心进行的研究中，Kiman 和 Taylor 认为有可能发展为有活力的


增长中心的是地方委员会确定的那些中心。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中心是周期性的


市场地区。Kimani 和 Taylor 的研究表明，很多周期性的中心被殖民当局取消了。 


第二套标准包括对一个中心中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主导经济活动进行考察。在


论述有关增长中心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时，Safier 和 Appalraju（1976）指出，在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心是那些在生产、分配和贸易活动方面与其


腹地的地方经济和城市中心内部活动联系很强的中心，这也是选择城市中心以激发


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有关机构选择了与地方经济联系较弱的发展中心，


只有在该机构拥有足够的资金、人力和法律手段以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支持


系统的情况下，有关政策措施才可能获得成功。即使这种方法带来了增长和服务中


心表面的发展，但它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们不一定能够得


到地方社区的认同。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被选择的中心应该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


只需增加一两个新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因此规划和国家发展部


建议，那些作为农业产品的收集中心和农村经济原料的提供中心，虽然目前并无明


显的增长但应该作为考虑的对象。在有来自特定国家的企业充当先锋引领发展的地


区中，积极的城乡联系方法可能会获得成功。1968 年，由肯尼亚国家基督教会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Kenya）委任的劳工党（Working Party）做出的结论


表明，肯尼亚的大部分工业为外国人所拥有。Coughlin（1988）在评论肯尼亚工业


的发展经历时指出，“跨国公司最高层的管理职位拒绝接受非洲人，尽管有能力的肯


尼亚经理人越来越多”。如果地方发展完全牵系在属于外国所有的工业发展之上，那


么在拥有这类工业的城市中心和地方经济之间建立共生联系的机会是有限的。政策


转变向着依靠非正规部门活动促进地方发展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很多非正


规产业的工人可能来自城市中心的腹地。如果城市中心的企业和腹地的农村居民之


间建立起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那么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更容易建立互补关系。 


本论文开篇引用了一个辨证的观点。从一方面看，城乡联系被认为是积极的经


济利益在城乡村之间传递的方便的媒介；而另一方面，它也被认为是城市从农村地


区获取剩余价值的途径。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心显示出孤立性和寄生性，对农村


地区的发展几乎毫无帮助。 


肯尼亚试图通过确定“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的方法来加强城乡联系，从而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它在促进农村发展进程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有人指出物质


空间规划部门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缺乏合法的权力来强制执行有关政策；二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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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地方社区都显然不了解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政策可以提供的经济利益。人们常


常认为发展城乡之间积极的联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少资金、熟练技术工人，以


及用以引导积极的城乡联系发展的制度。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即使


资金不成问题，城乡之间的积极联系也可能无法实现。 


从 1979 年开始，规划部门开始热切关注空间规划。国家发展和计划部编制的地


区规划尽管在经济方面很有意义，但在空间方面还缺乏力度。计划部已经着手发展


RTPC 计划，他们不应重复物质空间规划部所犯的错误。在经济规划和社会福利规


划之间其实不存在明显的界限，政府的责任是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做到分配公


平。 


上述讨论表明，如果公共机构能回应城乡居民的需求，中央政府、地方社团和


私人部门的利益达成一致，就能在城乡联系的发展中取得丰硕成果。关于政治联系


的讨论表明，即使是常常被认为在农村发展进程中充当观众的城市精英，也可以在


地方发展中发挥作用。城市精英之所以能够参与农村发展进程，其部分原因是他们


中很多人有亲属住在农村，因此他们感到有义务回报那些帮助过自己提高社会地位


的人们，没有这种背景的人则可能认为没有必要使资金流向那些很可能没有直接经


济收益的地区。第二个原因是农村社区在确定代表他们的领导人物时，主要依据他


们为农村社区所做的贡献，来选择一些人在国会或其他影响农村福利的场合来代表


自己的利益。 


城乡联系方法在发展规划中被看作是一种促进国家、区域和地方发展的可行的


策略，在以往的实践中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影响有好有坏。在某些情况下，城乡联系


可以开放农村地区与城市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大部分农村居民常常成为精明的


城市企业的掠夺对象，这些企业从农村拿走的总是大于还给农村的，这种情况常常


导致了农村地区的贫困。发展规划中的城乡联系措施要想取得良性发展，则需要确


立农村公共机构的地位，使他们有能力以强者而不是被压迫者的地位与城市企业谈


判，使城乡联系为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带来益处。 


其次，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衰退，使非洲政府在城乡


互惠发展方面的领导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尤其是由于发展城乡联系所需要的资源很


多是来自捐赠机构。肯尼亚农村贸易生产中心（RTPC）的经验证明，捐赠机构有时


会中断农村发展的活动，从而对农村经济产生严重后果。肯尼亚一些在美国国际开


发署（USAID）资助下的项目已经开展了十年，但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肯尼亚很多地方，由于农村地区交通系统的落后状况，很多雨季生产的产品


不能进入市场。使农村生产者能够更容易地到达城市市场，并且得到服务供应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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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必要的。目前，国家不再负责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而准备将这一职责交给私人


部门，这很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村地区被排除在有效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主流之


外。 


肯尼亚的农村贸易生产中心（RTPC）计划表明，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对于发展


积极的城乡联系是一个关键因素，政府腐败是导致美国撤出该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


之一。 


我们有必要了解，应该如何发展相互支持的城乡联系和维护城乡利益；同时要


提高农村领导者的能力，使他们在与城市企业的谈判中处于强者而不是弱者的地位；


我们还需要制定能够促进城乡互惠和双赢的计划。 
 
 
 
 
 
 
 
 
 
 
 
 


作者：Elijah Ndegwa，内罗毕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 


译者：黄菲，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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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积极的城乡联系，促进可持续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区域整合 
Enhancing Positive 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A Regional Synthesis 
 


 


Ambrose Adebayo 著 


黄菲 译 


 


 


引言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城乡联系的重要性，并把其看作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非洲南部地区的实例为基础，研究阐述城市生活和乡


村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突出强调了积极的城乡互动以及农业、工业、服务


业之间的联系能够有效推动城乡均衡发展。案例研究描述了在土地使用上遭受的


不公平待遇，并因此被隔离在经济发展之外。土地重新分配被认为是解决农村人


口弱势问题的途径之一，但同时也由于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而带来了挑战。特别


是在非洲南部地区的案例中，提出了关于为城乡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型和微


型企业的政策。所有被研究的国家都制定了加强城乡联系的政策，进而影响着就


业策略。津巴布韦（Zimbabwean）的经验表明，土地再分配政策促进了野生动


物保护、利益再分配，并有利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博茨瓦纳（Botswana）


的土地利用实践，则表明了城市人口的收入不仅仅来自于城市就业，还可以来自


于在郊区养牛的收入。在马拉维（Malawi），农村发展政策的重点是加大对农业


的投资，从而生产更多产品供应城市。赞比亚（Zambia）通过地方分权政策，经


济从完全依靠铜矿业转向多样的经济门类，包括商业性质的园艺。 


 


背景 


 


古典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乡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其中城镇是农村地区的


服务中心，为农村提供产品市场、公共设施、商贸服务和就业机会。相应地，农


村地区被看作原材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以及城市服务的需求者。但


是，近年来城乡之间这种明确的分工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核心城市区域不断


扩大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扩散化。城乡联系在地方经济和农村人


口就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货物、人口、资金和信息的流动表明了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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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传递的动态过程，而这对制定旨在树立农村地区城镇中心的经济政策至关


重要。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小城镇中心的角色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们将成为


雇佣劳动或非正式部门活动的劳动力市场。小城镇中心也将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村


人口的聚集地，因为一些农民会选择住在这些小城镇中心，并通过定期回乡或邮


局汇款的方式方便地和他们住在农村的家人保持联系。农村人口对城市服务设施


（如银行、福利和医疗）和城乡间通信设施（如邮政、电话和运输）的需求正在


增加，非农业活动已经成为农村人口谋生方式的组成部分。在南非的城市中，城


市人口的谋生方式十分多样，在非正式部门之中尤为明显。 


移民是理解城乡联系的关键概念。有关移民的文献将这一现象看作一种结


果，或者说效果，而很少关注移民现象被引发的过程。对移民的宏观分析以人口


普查的统计结果为依据，关注人口数量的变化过程。分析人员认为，收入差异可


以部分地解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原因，而预期的收入增加则是男性比女性


具有更大移民倾向的原因。宏观分析没能解释循环移民和暂时移民的过程，也没


能探究到被遗留下来的乡村社会和被逐渐接受的城市新移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


入城市的移民和他们的农村家庭之间的的关系也从未被研究过，应该加以补充。


在将性别因素纳入到统计数据中时，妇女常常被视为因婚姻而迁移，而男性总是


被假定为因经济原因而迁移。只有在最近的文献中，妇女才被看作是独立的经济


个体，但这类文献又一次把她们对城市经济的参与归因于城市对廉价的女性劳力


的需求。 


城乡相互作用关系到人们谋生方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依赖于地


点、性别、年龄和种族等不同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是否能获得土


地、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基础设施等资产。Taccoli（1998）认为


社会资产非常重要，因为社会资产是获得物质资产的媒介。在人口由乡村向城市


大举迁移的背景下，社会资本“能够囊括移民网络以及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社


会关系。完整的社会和文化资本通过促进社会凝聚力、社会认同感以及加强能使


弱势群体与国家或地方政府谈判的知识来使其他各种资产变得具有意义”


（Taccoli, 1998: 2）。 


不断加强的城乡结合和城乡互动使城乡界限变得模糊，这反映在贫穷人口尤


其是妇女的谋生方式上。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及其城乡两种谋生方式并存的现


象表明，城乡联系本质上是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的范畴。当人口在城乡之间迁移


时，他们带来了新的观念、信息，甚至技术，这些都将影响城乡地区之间的联系。


这类信息有助于形成城乡间的互动。比如农村人口在城市地区销售他们的产品就


能够得出什么产品销路好，利润高，从而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自己的生产。当城市


中的私人商贩与工人相互影响，他们就能够了解自己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从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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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地方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现代技术工具——移动电话


的应用改变了城市和乡村人口之间的交互方式，使城乡联系在与人口统计学相关


以外，也与经济学和通讯相关。因此，要理解城乡联系，有必要来考察促成城乡


互动的政策基础。 


作为过渡的中小城镇中心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它们在空间和产业上的联系及


其对地方经济的作用。尽管如此，城市中心区的经济活动、土地以及劳动力市场


的规模和性质变化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都有影响。包括人口迁移和收入


变化等在内的城乡相互影响的性质和作用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到不同收


入集团的形成。以上问题与很多国家层面的政策密切相关，如国家的空间发展计


划、城乡发展框架、地方政府政策（政府公报，1995，1997），以至于与中小型


和微型企业发展相关的政策。 


 


案例研究 1：南非 


国家政策框架 


 


1990 年代，南非发生了政治变革，其结果之一是取消了对公民运动的限制。


1990 年代以来，正式部门的经济重组以及一项被称为“增长、就业和再分配”


（GEAR）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是裁员和失业的增加。这种状况使南非城


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谋生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当时的土地分配模式下，相


当一部分人口没有土地，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用农产品进行贸易，也不能自己耕


种农田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城市和农村中都有很多人需要依靠从事雇佣劳动来


谋生。但是，正式部门的经济重组导致了正式部门就业岗位的缩减，而农业企业


又在裁员，因此，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必要对就业政策进行变革。 


一些国家推出了影响城市和农村发展模式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某些政策


在确立城乡联系的性质方面比其他政策更具影响力。在南非的例子中，关于中小


型企业和微型企业（SMMEs）的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城乡之间发生的人口统计、社


会和经济上的联系。 


1995 年贸易和工业部（DTI）制定了关于中小型和微型企业（SMMEs）政


策的白皮书《南非发展和促进小企业的国家战略》，认可了曾一度被忽视的小企


业作为更大的南非经济体系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这些企业需要政府的支


持，需要政府提供一个环境以使小企业最大限度地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做出贡献。


政府的角色是一个辅助者而不是实施者，实施者的角色被指派给了能够反映小企


业性质和风险特征的机构，如地方非政府组织、私人顾问机构、合伙企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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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南非的小企业在结构、发展潜力和受支持程度方面有所不同。它们在从事的


经济活动门类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零售、制造业和采掘业。白皮书将小企业分


为四类，并使用小企业的称谓来将它们区别于南非的大企业。维持温饱类的小企


业其特征是从业人员无法在正式部门找到工作，在这种企业内工作收入往往低于


最低收入标准，企业也很少有投资追加，工人得不到技术训练，发展空间很小，


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另一种是微型企业，可以定义为由企业所有者及其家庭成员


或最多一两个雇佣员工参与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不遵循正式企业的运作规则，


比如执照、VAT 注册、正式办公场所、经营许可和财务手续，它们只有非常有限


的资金基础，员工中没有或很少有人有技术专长或商业技巧，这种企业有发展为


小企业的可能。小企业是拥有 5~50 个雇员、由企业主直接经营的企业，它们大


多从事商业或工业，需要进行税务注册并符合正式的注册要求。小企业在股份持


有方面可采用企业主控股，或更复杂一些的集体控股。 


“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国家战略”的目的是为小企业运作创造一个可以有所作


为的环境。具体来讲，是为了促进收入、财富和经济机会更为公平；创造长期的


就业机会；处理在种族隔离背景下倒闭的黑人企业的遗留资产；支持妇女在所有


经济部门的参与和进步；激励各产业部门增长；强化小企业之间的团结协作；平


衡大小企业之间以及城乡企业之间的竞争空间，并帮助小企业做好迎接国际经济


竞争挑战的准备。 


该文件把讨论的焦点由单一靠财政支持中小型和微型企业（SMME），转而


放在一种靠需求驱动的支持途径，其中注意到了在这个部门中需求的多样性。城


乡联系的观点出现在一个政策框架中，其基础是“一个连贯完整的展望……在这


种对南非的展望中，将 SMME 部门的不同单元看作更大的经济体系（大商业、


跨国公司、半国营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彼此紧密相连的部分”


（政府公报，1995）。对于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 SMME 部门的展望包含了部门与


产业观点，区域发展观点，以及地方发展观点。这种展望建立在对市场经济体系、


私人企业以及公私协作等做法认可的基础之上（政府公报，1995）。 


在推进 SMME 计划的过程中，黑人的经济权利被认为是一个关键方面。公


共机构被认为是 SMME 的最主要支持机构。这些机构也包括在提供商业化服务、


大小企业之间、合伙人之间、共同风险承担者之间和特权阶层之间的合作、社会


责任和与小企业发展相关的部门的义务中起关键作用的私人部门。其实例包括南


非境内的可口可乐公司对 SMME 的支持。建立合作企业被认为是小企业构建的


途径之一，而这些合作企业被认为是合法实体。贸易和工业部（DTI）这一机构


的职责是起草、颁布与 SMME 相关的国家政策，并起着协调和监督实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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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应尽快建立适当的省级政府代理机构，因为在这个层次上与私营或半国


营部门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机构框架 


 


关于小企业的国家战略为该部门的运作提供了引导，并且明确了确保国家计


划能够在城市和农村得以有效实施所必需的公共机构。更具体地讲，旨在发展


SMME 的国家战略为南非城市和农村的 SMME 确立了目标。有关的公共机构包


括微观财政调整委员会(MFRC)，工业发展公司(IDC)，Khula 企业基金(KEF)，国


家授权基金（NEF）等。这些机构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起管理功能，另一


类起到推进小企业发展的作用。在本质上，这些公共机构的作用是支持那些有助


于实现城乡共同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活动。一些机构放眼全国，而另外一些


机构则更关注区域发展，这从它们所支持的企业就可以看出。这样在政策和机构


上城乡地区之间就形成了联系，尤其是考虑到特定机构在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中


的作用，这种联系就会更为明显。 


 


政策实施：药品贸易 


 


在南非，城市和农村的小企业在经营上有很强的联系。德班沃里克三角地区


（Warwick）的 Muthi 商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Nesvag, 1999)，在祖鲁族语言中


“Muthi”是“药”的意思。Nesvag 对生物药品和“Muthi”意义下的传统药品


进行了区别，他指出“在英语中‘药’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用于治疗疾病的物质，……


而 Muthi 的字面意思是指‘树’或‘灌木’，当它用于表示‘药’时，既指有毒有害的物


质，也指有治疗作用的物质；所以有治病的药(umuthi wokwelapha)，也有能杀死


人的药(umuthi wokubulala)，或者是两者兼具的药”（Nesvag, 1999:17）。而某些


药被认为本身就具有疗效（来自于植物的），而有些药则需要经过特定程序进行


加工（来自于动物的）(Nesvag, 1999)。 


与有人提出的传统药品(Muthi)正逐步退出使用的说法相反，在南非，传统


药品的应用在整个 20 世纪都呈上升趋势。Muthi 贸易是南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


方面，既作为一项生意也是一种信仰，同时它还是非正式部门的核心组成部分。


德班是南非药品贸易的中心。在南非的非洲人中，有 80%~85%的人选择 Muthi


与生物药品配合使用，这相当于 2 700 万消费者(Nesvag, 1999)。每年消费的 Muthi


总量大约有 19 500 吨，价值 2 700 万兰特，如果把原材料贸易的收入也计入的话，


大约相当于每年 2 亿兰特。Muthi 贸易为祖鲁—纳塔尔地区（KwaZulu-Nata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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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造了 2~3 万个就业岗位，仅为德班就创造了 14 000 个就业岗位（Nesvag，


1999）。值得注意的是，Muthi 是在祖鲁—纳塔尔的农村地区采集，但是被运送


到德班进行销售。 


Muthi 贸易包含药草和动物贸易两部分。用药草制成的药（Amakhambi）包


含叶、树皮、根、茎、鳞茎，花和种子等部分，其中一些部分能够直接入药，而


另一些部分要经过干燥、保存、粉碎、煮沸或碾成粉末等加工过程（Ngubane, 1997 


引自 Nesvag, 1999）。据估计有400多种本地草药和20多种外来草药在南非销售，


Intelezi 是草药中最重要的种类之一(Cunningham, 1992:37, 引自 Nesvag, 1999)。 


根据种族隔离时代的法律对德班的城市贸易活动有严格的规定，1940~1980


年代期间，城市中主要的药品商人都是印度店主，他们的产品供给来自于乡下的


非洲人。但是到了种族隔离时代晚期，随着对外来产品控制政策的放松和街头贸


易的增加，“药品的供给由‘正规’的印度药房转向拉塞尔街（Russell Street）上迅


速发展的自由市场”（Nesvag, 1999：26）。这标志着城市中药品供应者在职业和


种族上的一个转变，转变为如今的绝大部分药品商人是非洲妇女，她们在德班拉


塞尔街的商人中占到了近 80%（Nesvag, 199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Nesvag 不


断提到药品和药品供应中所涉及的人（商人）都来自乡村，研究的焦点还是关注


到贸易的终点是落在城市的。但是药物的采集和销售可以追溯到祖鲁—纳塔尔的


农村地区，并且在祖鲁族人的文化习俗中有证可循，由传统江湖医生和药师控制


了药品贸易。药品商人在拉塞尔街上经营到 1999 年，之后迁到了沃里克（Warwick 


Junction），在这里，德班当局实施城市复兴计划，为他们提供了交易场所和市政


公用设施。 


 


城市复兴 


 


Dobson 和 Mncube（2004）指出，沃里克（Warwick Junction）位于一个曾


经因种族隔离而分裂的城市分界线上。在沃里克的城市复兴计划中，该地区是德


班最繁忙的火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交通枢纽中心，也是生鲜产品市场和非正式


经济的聚集地，有 5 000~7 000 个马路摊贩在此经营。 


《沃里克城市复兴计划》(WJRPP)负责引导包括 Muthi 贸易在内的整个地区


的发展，这项计划是城市当局尝试复兴内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举措的一部分。


这项计划以公私合作的方式推出，合作双方是城市议会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地方


非政府组织、地方纳税人和商业协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辅助城市政府以支持


和促进沃里克地区的发展。公众合作、私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有责任通过确


定发展的优先顺序，并监督发展的过程来引导复兴计划完整实施。这种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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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一个非正式的工作团体而建立，他们的想法得到技术项目领导者的推动。 


经过地方政府和各方利益相关人的磋商，形成了一个在该地区促进贸易、增


加就业的计划。在计划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贸易设施，包括路边摊点货架


和商亭、一个药品交易市场、粉碎设备、夜间商品存放处、夜间住宿、拖运货物


的小车、洗手间、废物回收站和一个有屋顶的市场交易区（可参见


www.streetnet.org.za/English/wisdom1.html）。 


 


公共机构的支持 


 


让 Muthi 贸易在德班成为一种被认可的贸易活动，是市政当局支持商业发展


的制度框架中的一部分。出于政策和战略规划方面的考虑，作为非正式经济一部


分的药品贸易归属于经济发展部门。作为街道贸易的一部分，Muthi 买卖也归属


于发展促进部门以及非正式小型商业机会（ITSBO）政策分部。DITSBO（现在


的 ITBSO）创立于 1991 年，旨在支持小型企业的发展。该分部管理已建成的市


场，建立了一些次级市场，设有区域经理和指导现场工作的现场督导。该分部也


负责为小企业经营者（包括药品商人）提供培训和其他支持，负责制定并实施有


关政策（Durban's Informal Economy Policy, 2001）。 


城市医疗卫生分部推出了教育项目，以提高街头商人的技能和工作环境。在


激励之下，非正式商人被鼓励申请并获得认证和注册。该分部研究类似把药品市


场由拉塞尔搬迁到沃里克城市复兴计划中的新址等问题，也商讨关于危险的塑料


桶的销售问题（Durban's Informal Economy Policy, 2001）。 


对非正式部门的扶持和培训由 Thekwini 商业发展中心（TBDC）提供，该中


心是由 21 公司建立用来扶持 SMMEs 的。但是这家公司并不针对太小的企业（维


持温饱部门）比如街头商人经营的企业，因此这把很多药品商人排除在公共机构


扶持的门外（Durban's Informal Economy Policy, 2001）。 


药品贸易的组织使我们初步了解了城乡联系的存在及状况。药品的供应者本


质上是采集产品并带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这使药品供应者的循环迁移成为必然：


药品零售商们有时不得不时常外出到乡下去做生意，因此他们必然在城乡之间循


环流动。药品商人的城乡联系对经济和人口统计都会产生影响。住在城市的药品


零售商在乡下有家人，因而需要邮寄汇款来养活他们在农村的家人。住在乡下的


供应商除了在经济上与城市紧密相连之外，还间接扮演着信息、城市时尚和生活


潮流的传递者的角色。由于城乡之间在经济上和人口上的联系，两者之间的界限


变得模糊，尤其是在现代电信（电话和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不断普及的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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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讯技术（ICT） 


 


1990 年代，南非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是移动电话的出现以及这种通讯技


术彻底变革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通讯方式。在南非的城市和乡村，人们热烈欢迎


移动电话，这一技术的出现减少了物理距离给通讯、合作和商业所造成的阻碍，


对人们的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能够克服距离阻碍的新技术对于那些所处


地点非常不利，特别是处在农村地区的个人、组织和团体尤其重要。长途电信和


移动电话网络都属于统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包括移动电话、固定电话


和互联网。 


分析家曾在文章中研究电信对美国农村地区的影响（Sell, Lesittritz and Allen 


undated；Wolford and Hollifield, 1997）。Nigam 指出电信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


电信作为一种发展工具消除了农村发展的一些障碍，比如偏远闭塞，而偏远会影


响经济活动在农村的发展(Wolford and Hollifield, 1997)。Nigam 指出了基础设施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据《世界发展报告（1994）》，基础设施存量每增


长一个百分点，GDP 也相应地增长一个百分点。信息和通讯技术促进了经济活


动由城市向乡村地区的扩散。但是在承认农村发展和电信之间积极联系的同时，


Wolford 和 Hollifield 也指出了一些方面理论研究的缺乏：比如对农村地区电信投


资的资产性质以及影响其成果的因素。在阐述移动电话在印度乡村应用日益广泛


的时候，Nigam 指出人们想要获得移动电话的原因主要与人们对安全、保护和对


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的关注有关。尽管如此，Nigam 也指出，因此类原因而发生


的通话实际上可能并不多。 


在评论 ICT 在非洲农村的重要性时，Paisely 与 Richardson（1999）指出，“建


立电话联系是分享城市市民所享有的众多选择的途径，是了解更多信息以做出更


好决定的途径，是与因工作或教育原因迁入城市的朋友和亲属保持联系的途径，


是把自己的生意与城市的贸易、运输和商业体系相连接的途径，也是获取提高人


们生活质量的服务（健康、教育、信息等）的途径”。到 1999 年，南非的移动电


话覆盖率达到最高，大约有 100 万用户（Jensen, 1999）。Jensen 指出，总的来说


移动电话在非洲农村最受欢迎。ICT 对于农村地区的益处是巨大的，但南非很少


有研究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更为潜在的益处还有，如果没有电话或手机，人们要


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在农村地区的交通上，ICT 通过减少出行节约了时间和开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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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2：津巴布韦 


国家政策框架 


 


在津巴布韦，可以通过土地政策来理解城乡联系性质和程度。“公共地区本


土资源管理计划”（CAMPFIRE：Communal Areas Management Programme for 


Indigenous Resources）是津巴布韦政府首创的一种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


（CBNRM：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计划。CAMPFIRE


强调了制度之间的彼此联系，认识到微观层面策略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战略决策


之间的内在联系(Murphree 1997)。 


  在津巴布韦获得独立之初，其土地由 41%的部落共有土地（communal land）、


42%的私有土地（commercial land）和 17%的国家土地（state land）构成。私有


土地为少数白人农民所有，分为适于耕种的和适于放养牲畜的两类。土地的产出


以市场价格在城市出售，用来供养城市中心，而部落共有土地不太适合耕种。获


得独立以后，土地重新分配大大减少了白人农民手中的私有土地。但是，部落共


有土地在法律上仍被视为未转让的国有土地，像以前殖民地时期一样。因此，在


部落共有土地上，农民对可耕种的土地和土地的一般性自然资源有使用权，而没


有拥有权（Murphree 1997）。 


为了改变前面提到的这种农民在土地拥有权上的差异，1982 年津巴布韦政


府修正了“公园和野生动植物法案”（1975），成立“乡村地区议会”（RDC：Rural 


District Council）作为部落共有土地的主管机构。这项修正使该法案的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延伸至在共有土地上谋生的农民，这使他们可以从野生动植物资源中


获利，也与城市地区的旅游产生了联系。除此之外，对《地区议会法案》和 1988


年的《乡村地区议会法案》也进行了修正，把公有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处置权授予


地区议会。依据被赋予的权利细则，修正案给了乡村地区议会代表公有土地的选


民进行土地出租和自然资源开采的权利（Murphree 1997）。 


1989 年的“野生动植物政策”给予了公有土地农民从野生动植物资源中获


利的机会。“在公园和野生生物区之外，政府将野生动物看成与驯养家畜形成互


补的资源，在国家发展中不会偏向任何一方。政府宁愿让经济过程来决定竞争结


果”（Murphree 1997 citing Government of Zimbabwe 1999:7）。这一声明将公园以


外的野生生物纳入了经济学和土地利用的领域。 


 


实施程序 


 


1986 年，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管理部（DNPWLM）发起了一个“营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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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必要的资金。于是，DNPWLM 转向津巴布韦大学应用社会科学中心


（CASS）、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WF）津巴布韦杂交动物生产体系计划，以及


一个乡村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津巴布韦基金,，来寻求有关的帮助（Murphree 1997。 


1986 到 1988 年期间，DNPWLM 和其他参与机构开始着手确定 CAMPFIRE


计划启动的地点，选址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该地区的社会团体和地区议会自愿参与计划； 


（2）该地区存在能够持续创造大量经济收入的野生动植物物种。 


在确认程序中，最初计划经过了多次调整。最大的妥协之一是拒绝了 RDCs


提出的对公有土地上野生动植物生产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期限施加影响的做法，而


代之以对经营和税收享有决定权。 


对于社会中公共财产制度的定义和描述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和自定义来形


成。但是，达成妥协的结果是，该计划在现存的次区域结构中付诸实施，在这样


的次区域结构中，将行政单元作为管理和生产的单元。作为主管机构，RDCs 把


所有权方面的问题作为项目的任务，委派给其下一级行政单元去完成（Murphree 


1997）。 


除此之外，对收入的分配也进行了调整。在向乡村地区议会（RDCs）授予


地方主管机构的权力时，附加了有关计划实施及收入分配的指导原则，这些导则


是必须要得到贯彻的。各地区主管机构被授予以下权利：与私人部门中的野生动


植物经营者签订协议，提取收入，并将“营火”精神传递到野生生物生存的地区


和村落。如果不遵守这些导则，将撤回对主管机构的授权。有关收入分配的导则


详细列明了乡村地区议会将提取收入的 15%，35%将作为地区野生生物管理开


支，另外不低于 50%的收入分配给经营的社区。导则还规定，这项收入的用途要


由地方行政单元来做出决定（Murphree 1997）。 


在刚刚做出并通过了上述调整时，“营火计划”于 1988 年 10 月得到了正式


确立，Guruve 和 Nyaminyami 的 RDC 被授权为地区主管机构。这使得这两个 RDC


在 1988 年得到了捕猎收入，使野生生物收入真正从中央政府下放到 RDC。在后


来的几年里，多个地区被授予主管机构地位。具体情况如下： 


• 到 1989 年末，另外 7 个区被授权为主管机构； 


• 到 1991 年末，有 12 个区被纳入计划，当年 12 个区的总收入为 110.6 万美


元； 


• 到 1995年末，25个区在实施该计划，当年总收入超过 160万美元（Murphree 


1997）； 


• 到 2003 年，该计划的成员发展到 53 个 RDC，其中 30 个已获得主管机构


的授权（Jong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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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扩展最终促成了“地区议会营火协会”于 1990 年 4 月成立。协会由


正式会员和辅助会员组成。有主管机构地位的议会作为正式会员，其他议会作为


辅助会员。 


依据以下标准，“营火计划”在 1989~2003 年间的发展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1）地理上的扩展规模； 


（2）人们对 RDC 的接受和参与程度； 


（3）公众和政界的认可程度； 


（4）创造收入以及收入支配权下放到 RDC 的程度（Murphree 1997）。 


下面的案例研究是用来说明该计划的某些成功之处。 


 


马索卡（Masoka）：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 


 


卡纽利拉行政区（Kanyurira Ward），地方上称之为马索卡（Masoka），它是


一个归属于 Guruve 乡村地区议会管辖之下的次级行政单位，Guruve 乡村地区议


会由 24 个行政区所组成。1988 年，这里有 60 户家庭，482 个居民。他们的主要


收入来源是在旱地上种植谷物，冬季在河滩地种植玉米和蔬菜，以及男性外出务


工寄回一些汇款。73%的家庭也种植经济作物棉花，但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偏僻，


从销售棉花获得的收入很少。饮食所需的蛋白质主要来自于非法偷猎的野味，但


农民们并不认为这是非法的，他们认为这是自然界中一种有益的平衡，因为野生


动物常常会毁坏庄稼，有时还会造成人的伤亡（Murphree 1997）。 


1988 年 10 月，Guruve 乡村地区议会被授予主管机构地位之后，这里的人们


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于主管机构的新地位，这里的RDC获得了 1988


年的狩猎收入。这些收入按各地区提供的外出狩猎捕获量的比例发给各地区，并


减征议会税收和管理成本。按此做法，马索卡（Masoka）从议会总共获得了 47 000


津巴布韦元，由各住户来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农民们决定每户人家分 200 津巴


布韦元，其余部分用来改善学校。这大大地改变了农民们对野生动物的理解。他


们认识到野生动物是一种属于他们的可以持续利用的宝贵资源（Murphree 


1997）。在有了这种新认识之后，农民们获得批准在他们的居住地周围建设一道


电围栏，以保护其住所和庄稼免受动物侵扰。这减少了对庄稼的破坏，也通过创


造农村就业机会而减少了贫困，同时在城市市场销售产品的收入也成为加强城乡


联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马索卡（Masoka）还不能控制其拥有狩猎权的期限，因此对市场谈判不负


最终责任。尽管如此，他们用野生动植物收入以外的资金，雇佣了 4 个猎场巡逻


员来监控所有的狩猎活动。经营者和地区议会的记录要受到详细的检查。一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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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的状态在农民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来，即双方的成功建立在相互合作基础


之上（Murphree 1997）。到本研究进行时，马索卡（Masoka）的野生动物资源价


值已十分可观，并且随着野生动物市场价值的提升和野生资源管理的优化而呈继


续上升的势头。通过进入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以及创造与国外交换机会的市场，


公有土地的农民依靠他们提供大型哺乳动物的国际优势获得了资本（Murphree 


1997）。城市中心为乡村地区的农民提供了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起点。 


开发利用一种“脱离农田”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些家庭的经济来源十分重要。


目前，每户人家来自于野生动植物的平均收入已相当于每户来自于棉花收入的两


倍还多。这个数字受到了分配方式的影响：棉花生产在马索卡（Masoka）十分


不稳定，收入范围从 0~40 000 津巴布韦元不等；而野生动植物收入按照成员名


单在所有家庭中公平地分配（Murphree 1997）。 


农村地区从野生动植物市场上得益，因为它们支持了城市市场。通过进入野


生生物市场，公有土地的农民对于干旱和不利的种植条件的抵抗能力有所增强。


1991 年，80%的总收入作为各户家庭的红利和干旱救济，因为在 1991~1992 年


的生长季节，全部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 1992~1993 年生


长季节庄稼的收成好，1992 年的收入主要用于发展地方基础设施。农民们从而


灵活使用来自于野生动植物的收入，在收成好的年头用于集体事业发展，在收成


不好的年头用于满足温饱。在顺利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到本研究进行时为止，马索卡（Masoka）已有一个 6 间教室的学校和一个投资


350 000 津巴布韦元的诊所，它们都是农民们自己规划和投资建造的（Murphree 


1997）。 


马索卡（Masoka）的案例是城乡经济互动发展中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这种


成功是通过地方授权将野生动植物利用和地方发展相结合而实现的。这种成功是


相对的，因为马索卡的授权尚未实现法律所承认的所有权。基于前文所述，


Murphre 的观点是“营火计划”不能被作为蓝图典范来复制，尽管该计划中可以


得出一些城乡联系在互动发展和经济方面的广义性理论和原则（Murphree 


1997）。 


 


案例研究 3：赞比亚 


国家政策框架 


 


赞比亚有着一个不平衡的城市体系，所有主要城镇都沿着从南部的利文斯顿


（Livingstone）到北部的奇利拉邦布韦（Chililabombwe）之间最早的铁路线分部。


这条城市带从北方延伸到卢萨卡（Lusaka，赞比亚首都），穿过中部，最终到达


 50







铜带省（Copperbelt）。这些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交通设施（柏油路、一条铁路线、


电视和无线电网络），并有国家电力网络从卡里巴水库（Kariba）和 Itezhi-tezhi


水坝、维多利亚瀑布一路延伸到卢萨卡的工业地区以及铜带省各镇。 


这些赞比亚的城市中心容纳的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的 40%，使赞比亚成为非


洲撒哈拉地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赞比亚，城市中心（Urban Centers）


是指那些人口超过 5 000 以上的城市集聚地区，而少于 5 000 人口的中心是增长


点（Growth Points）。城市中心是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也是国家的行政中心。


它们承担的重要功能要求其城市和管理形式应该是有效率的，并且为居民提供舒


适的生活环境。 


农村各省为城市地区提供不同的产品。卢阿普拉省（Luapula）被认为是赞


比亚的多湖之省，该省辖区内的 Mweru 湖、Mweru 湖、Bangweulu 湖、


Mweru-wa-ntipa 湖以及卢阿普拉河为鱼类和其他水产品的主要来源；北部省有也


拥有重要的水体，包括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Bangweulu 湖（与卢阿普拉省


共有），以及 Chambeshi 河。这里有很多尚未开发利用的潜在旅游资源，因为这


里有很多瀑布和野生公园。该省降雨量丰沛，是一个尚未醒来的农业巨人；西部


省以 Kuomboka 庆典而闻名，还拥有广大的赞比西河（Zambezi）平原湿地，其


所有渔业和耕种潜力尚未开发；而西北省则具有农业潜力，并且是蜂蜡中心，尽


管这一产业目前仅仅是一种维持生活的活动而非商业贸易活动。 


在殖民时期就存在的城乡联系受到了城乡之间移民的推动。尽管被殖民统治


者严格控制，人们仍然受到鼓舞从乡村迁移到城市。铁路沿线迅速发展的产业及


其服务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将男性劳动力都吸引到城市中来。起初不允许他


们携带配偶，由此产生的城乡社会联系是，迁入城市的工人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要


帮助他们的配偶。乡村地区的学校和医院最初主要由传教士创立，那里的教育在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城乡联系，很多矿工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家乡的教会学校就读和


教会医院就医。劳动力需求所引发的由乡村向城市的移民现象带来了城市地区的


很多不平衡发展。 


回顾赞比亚城市和乡村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Helmut Heisleir 认为，社会科


学和公共政策中的过度城市化理论的逻辑始于农村贫困。由农村贫困而推动人们


离开农村，从而产生三种结果。首先，这种迁移行动是不成熟的，因为这些农村


人口进入的是没有工作岗位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城镇。城镇并未解决他们的失业问


题，只能给他们很少的帮助，目的是一方面要说服他们不要成为社会负担，另一


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一些福利，尽管还是低于城市生活标准。为了支付这些开支，


城镇消耗了大量财力，而这些财力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投资生产或发展偏远的农


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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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达成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从独立起就开始制定“国家五年发展


计划”用以加强城乡联系。最近的一次五年发展计划重点是关于地方分权的政策。


第一个和第二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将重点放在土地的重新分配以及减少农村和


城市地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差异。地方分权的政策文件于 2002 年 3 月制


定（GRZ OP, Lusaka），依据分权政策，将责任、行政功能、权力和财力转移至


能够采用这种形式的省、区域和次区域层面。 


（1）分散 


把某些功能和资源转移到同一行政管理系统的下一级单位，而决策权和资源


利用权保留在中央（即从一个机构或行政系统的总部分散到下级层面）。在政府


管理部门，这种分权会使某些部门总部履行的功能转移到省、地区或次区级政府


机关，而权力仍归属中央。 


（2）移交 


一些权力、功能和财力按法律和宪法规定转移到下级机构。这种转移在正式


的政治框架之内并以宪法的形式制度化。例如，中央政府把一些权力和职权转移


给了民主选举的议会、地方政府或区域政府，依法给予他们决定地方税收、培育


自己的财政收入以及决定如何使用财政资金的权力。在这样的地方分权形式下，


通过选举体系，领导对地方人民是负责的。 


（3）授权 


把职责和资源转移至下级政府，使其能够代表上级政府部门行使职责而无需


同一部门的正式移交。例如一个下级机关被授权执行更高级机关的某些职责或任


务。但是，在涉及决策问题时下级机关仍需向上级机关进行咨询。 


（4）私有化 


国家利益从公共企业中退出并将这部分利益出卖给私有部门（例如将半国营


的国家航线卖给私人股东）。但是，在公共管理领域，私有化是行不通的，因为


政府和相关的公共部门无法进行私有化。 


除上述各方面以外，赞比亚还编制了经济报告来辅助和补充国家发展计划和


地方分权政策。 


1987 年的“年度经济计划”作为实施“第四个国家发展计划”（FNDP，


1989~1993)的第一阶段，并被称为“新经济恢复计划”。但是，后一个称号随后


被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在 1987 年 7 月开始实施，预计实行到 1988 年 12 月的“过


渡时期国家发展计划”（INDP）。尽管 INDP 关于区域的部分是作为 IMF 重建计


划的替补方案出现的，但在本质上其政策方针和目标仍然来源于 FNDP 和 1987


年度计划。年度计划和非常时期计划之间的区别更多地体现在方法和战略的不同


侧重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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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P 通过强调以下三方面内容，补充完善了年度计划中的战略措施：（1）


依靠地方资源的必要性；（2）为地区议会建立收入支持计划的必要性；（3）创建


灌溉发展计划，以减轻农民对变化难测的降雨情况的依赖。 


该计划期限内的区域投资模式，不仅反映了符合粮食生产计划的粮食生产优


先权，而且反映了使地方行政部门为迎接地方分权所需要的准备。该计划还反映


了政府希望充分资助服务部门，首先是教育和医疗部门的恢复和维持计划。 


主要城市中心迅速增长的人口也导致了在一些铁路沿线省份对医疗、教育及


其它服务业的需求或需求的扩展。尽管为了实现区域不平衡最小化的长期目标，


持续强调以不同空间区别对待的方式进行投资资源的分配（投资资源阶段性地向


欠发达、边远地区倾斜），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政策变化来应对在卢萨卡和铜带省


等铁路沿线新出现的不平衡现象。 


 


农业创新 


 


尽管农业在非洲的大多数地区都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赞比亚在发现铜


是一种可耗尽的资产之后，才刚刚开始尝试实行农业多样化。农业经济在农村人


口的谋生方式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因此城乡联系在性质和范围上的任何变动都可


能对地方经济和农民生计产生重大影响。都市农业正在逐渐成为城市贫穷人口的


一种重要谋生方式，尤其是在过去 20 年经济低迷时期的复苏阶段(Tacoli: 2001)。 


在全球层面，世界银行通过“农业部门投资计划”（ASIP）所资助的“农业


发展国际基金”（IFAD），已经在提高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方面运行了十多年。


在国家层面，很多农业计划不断涌现，在这一层次政府制定了用以指导“农业食


品和渔业部”（MAFF）运作的政策。MAFF 在国家层面运作，对内阁负责。合


作部门在这国家层面的有“赞比亚合作同盟”（ZCF）。下一层面是省级农业机构，


以及相应的团体“省级合作和行销联盟”（中央省有“中央省合作和行销联盟”


CPCU）。再下一层面是区农业办公室，当然还有“区合作和行销联盟”（DCMU），


各区都有一些基本合作成员。最后一个层面是个体农民。 


中央省的 Mumbwa 有 56 个基本合作成员。“区合作和行销联盟”（DCMU）


是 1981 年建立的“中央省合作和行销联盟”（CPCU）的下属单位，它的目的是


提高联盟中的成员在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采购和农产品加工等活动中的经济收


益。同样地，CPCU 对其上级团体“赞比亚合作同盟”（ZCF）负责。为了使这


些地区的合作成员向着他们的发展目标有实质性的改进，地方政府急需发展基础


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医疗设施和学校（Times of Zambia. May 14, 2004）。 


鱼类养殖也受到鼓励。地区农业办公室向全国各地派出农业发展官员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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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小规模鱼类养殖的农民。由于还没有像样的道路，官员们被鼓励使用摩托车


作为交通工具。一些被驱逐离开津巴布韦的农民被邀请到赞比亚投资农业，这是


一种提高赞比亚农村地区农业潜力的举动。大部分种植玫瑰花并向欧洲出口的农


业基地选址在主要国际机场附近以方便迅速出口。因此几乎所有这类产业都位于


城市地区，这提高了城市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种植并向城市中心和欧洲出口花


卉（玫瑰花）产生的收入用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案例研究 4：博茨瓦纳 


国家政策框架 


 


与津巴布韦类似，博茨瓦纳的土地政策也强烈地影响了城乡联系的性质和程


度。博茨瓦纳拥有 581 730 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有 1 700 万人口(Wilsenach 1985, 


AFREPREN/FWD & SIDA/SAREC 2001, Yahya 2002)。根据《博茨瓦纳年度经济


报告 2000》，在博茨瓦纳总人口中大约有 50.8%居住在农村地区，而 1981 年这一


数字为 80.8%（AFREPREN/FWD & SIDA/SAREC 2001）。大批人口离开农村的


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相对缺乏，而城镇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政府提出了


很多新措施来发展农村，期望一方面阻止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移，另一方面减少


农村的贫困。新措施之一是通过国家土地政策，这得益于充足的土地资源，政府


规定每户人家可以至少拥有两块土地，一块用来居住，一块用于维持生计（Yahya 


2002）。博茨瓦纳的家庭可以拥有三种土地： 


（1）自有/租赁土地 


这一类型的土地大多获得于殖民地时期。独立以后，自有土地的名称被改为


租赁土地。居住用地的使用年限是 99 年，其他用途的土地少于 99 年（Home 


2001）。被称为“租赁土地”的土地也可给予市民，目的是鼓励他们参与首都哈


博罗内的发展（Yahya 2002 citing Mathuba 1993）。占全国土地面积 6%的租赁土


地主要存在于哈博罗内西部的 Ghanzi 街区以及沿国家东部和南部边界的一些指


定地区。 


（2）国有土地 


国有土地占所有土地面积的 23%。这类土地主要分布在个人可以获得居住、


商业或工业用途土地的城市中心。这类土地依据《国家土地法》（Cap 32: 01）进


行管理，由国土、住宅和环境部的土地主管部门、城镇和区域规划部，以及测量


管理部协作执行。但是，这类土地的确定要由总统批准。 


（3）传统（部落）土地 


绝大多数博茨瓦纳人口居住在传统（部落）土地上，这类土地占全国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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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71%。地方社区通过土地委员会拥有土地以期使市民获益，并促进博茨瓦纳


所有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section 10, Government of Botswana, 1993, Tribal 


Land Act Chapter 32: 02, as amended by the Tribal Land Act 1993）。 


传统（部落）土地的拥有者享有一系列的好处，包括土地使用权安全可靠，


可以继承土地，以及拥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传统（部落）土地在城市居住区周


围普遍存在。个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这些地区获得用于建设住房的土地


（Yahya 2002）： 


（a）传统（部落）土地批准证书——按照此项批准，土地委员会将土地分


配为各类传统用途，如居住、耕作或放牧； 


（b）租赁——土地委员会可依法批准土地以居住为目的进行租赁，这种租


赁土地可以在土地契约登记处注册，并可以进行抵押。 


传统（部落）部落土地权允许农村人口得到土地以改善居住。城市地区的住宅发


展通过将城市和乡村的住房投资相结合而帮助很多低收入家庭维持生计（Yahya 


2002）。因此，城市住宅也可以被看作发展城乡联系的途径之一（Larsson 1998）。 


 


方法 


 


作为城乡住房联系的一个结果，自助住房机构（SHHA）于 1978 年成立，


归市政当局管辖，为最低收入阶层提供经济型的大众住宅。这使私搭乱建地区的


居住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地区和服务体系得到发展，使很多低收入人口能够建造


自己的住宅（Wilsenach 1985, Larsson 1998）。 


1975 年，政府承认了私搭乱建的居住地区为合法的郊区居住区，开始了对


这种居住地区的改善过程。这一决策使地方政府能够在这类地区进行更为长远的


规划，也使居民有信心建造更为耐久的住宅。郊区居住区的规划全面提供了各种


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和卫生设施，提供饮用水和电力，设置学校、诊


所和社区会所，以及发展小规模工业区（Wilsenach 1985）。SHHA 提供建设贷款，


以帮助住户以自助的方式改善目前的房屋结构。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完成


以后，该区域被划分为多个具有明确界限的地块。这一程序允许各家庭获得一个


“权利证书”（COR），证明持有者使用这一地块的权利，并规定在进行更新的地


块一旦被卖出，证书持有者可以获得补偿。SHHA 还提供建筑材料贷款，鼓励来


自农村的移民利用已建好道路、学校和其他服务设施的用地。这些家庭同样可以


得到 COR，从而获得土地的占有权(Wilsenach 1985)。 


COR 发展于 1970 年代，成为实施 SHHA 计划中一种低成本的简单的土地使


用模式。COR 因成功推行于 1983 年得到总统委员会的承认（Yahya 2002 c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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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f Botswana 1983）。COR 取代了临时占用许可，并使来自乡村的新


移民居住地正规化，因此有效地阻止了非法居住地在城市地区的进一步扩展


（Yahya 2002）。 


 


哈博罗内，Naledi 镇地区 


 


哈博罗内（Gaborone，从前被称为加贝罗内斯）是博茨瓦纳的首都，位于博


茨瓦纳东南角，临近南非边界。这个城市在 19 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直到 1880


年代初，首领哈伯罗内将他的 Batlokwa 部落从 Magaliesburg 山脉迁至这里，在


Notwane 河边的 Tlokweng 地区定居下来，才开始有了这个地方。哈博罗内一直


保持着一个小镇的样子，直到贝专纳（Bechuanaland，1966 年独立后改称博茨瓦


纳）的行政中心于 1986 年由 Mafikeng 转移到这里。1986 年，哈博罗内正式宣


布成为一个城市。今天，由于发现了钻石并使国家财富迅速增加，哈博罗内已经


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但其人口仍然保留着乡村特征。人们找出了很


多哈博罗内人仍然保持乡村特征的原因。Kruger（1998）认为，大多数人仍然保


持与乡村地区的联系是因为他们在乡下的资产是安全的。 


博茨瓦纳是一个偏干旱的国家，这使政府经常需要采取措施以避免饥饿，每


个家庭也经常想出很多方法对付干旱所带来的威胁。移民向城市的迁移带来了谋


生方式的变化，当人们从基于农业的谋生系统向城镇迁移时，这些变化是不可避


免的。在农村地区人们自己生产食物，而在城市则不得不依靠购买食品来解决温


饱。在城市里发展农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城市空间很小，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种


植，而且这种活动常常是被禁止的，因此城市里的贫困人口常常从事某种形式的


活动来取得收入。Kruger 在 Naledi 地区的研究发现了一系列增加收入的活动，


包括非法酿造和贩卖啤酒、美容美发、木工服务、无需技术的力气活，以及妇女


之间的非正式循环借贷。 


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最有用的资产是他们与农村资产之间的连


接。在老 Naledi 地区的 6 000 多人口中，有一半是依靠家乡的畜牧业或种植业资


产谋生。不过由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成本高于从邻国进口粮食的价格，因而在博茨


瓦纳畜牧业更为普遍，并且利润更高。在博茨瓦纳牛的平均价格是 600~800 博茨


瓦纳普拉或 160~180 美元（1 美元可兑换 4.6 博茨瓦纳普拉)，这一数字按最低生


活标准足够支撑一个人在城市里生活至少 3 个月。在城市边缘和乡村地区，常常


是雇佣牧人来照料牛群，这些牧人自己也从雇佣劳动中获利。这些牧人的工钱可


能以货币支付，但常常也采用以肉类和牛奶的形式来支付。这种与牛的联系一直


被保存下来，并视为比获得农村的土地还要来得重要，人们常常称之为“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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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Larsson 1990)。 


在 Naledi 新区，仍然拥有土地或牛的家庭很少。由于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


在场址和服务区方面都具有灵活性，村庄土地的发展允许这些家庭从承租人处获


得额外收入（Larson 1990）。但是新的住房政策调整如果停止低收入家庭住房政


策的实行，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案例研究 5：马拉维 


国家政策框架 


 


马拉维是少数将空间问题纳入国家发展政策的非洲国家之一，这一地区的农


村发展经验为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城乡联系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


子。马拉维国家发展计划的重点，是全面减少贫困和改善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


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编制于 1986 年的“国家物质空间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农村服务中心”


（rural service centre）的全面框架。国家物质空间发展规划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提


出了 6 级中心等级结构，其中包括： 


（1）国家中心； 


（2）区域中心； 


（3）次区域中心； 


（4）区/主要市场中心； 


（5）农村市场中心； 


（6）村庄中心。 


最后两个层次（5~6）被指定作为“乡村服务中心”，主要功能是提供与农村


地区人口的直接联系。第 2、3 和 4 层面被指定为“次级中心”，它们在国家中心


之下，而在乡村服务中心之上。1979 年，马拉维政府借助德国在财政和技术上


的帮助，在试验基础上着手改进“农村增长中心计划”。这一试验性的计划覆盖


10 个服务中心，4 个在北部区域，3 个在中部区域，3 个在南部区域。该计划的


具体目标是： 


• 通过为农村人口提供社会和经济服务，在马拉维的边远不发达地区创造经


济增长点； 


• 促进行政管理权向地方下放，进一步推进社区发展，给予农村人口更多参


与地方层面发展活动的机会； 


• 推进地方层面发展活动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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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阶段取得了成功，因而使马拉维政府在 1987 年将该计划改进之后推向


全国，这就是“国家农村中心计划”（NRCP：National Rural Centres Programme）。


NRCP 更为强调农村中心的服务功能（而不是增长功能），其长期目标包括： 


• 促进全国各地农村服务中心的发展和有效增长，特别是在服务业不发达的


地区；  


• 鼓励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该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在农村服务中心提供新的或改善原有的设施和服务，包


括医疗、教育、供水、卫生、邮政，以及商业（尤其是零售）服务设施。农村市


场中心是马拉维农村服务中心的主要类型，至少能够提供以下功能：零售商店、


邮局、康体中心、移动银行、产品集市、酒类商店（或啤酒和酒精饮料商店）、


休闲场所、多功能会堂、农业发展和销售公司（ADMARC）永久市场、服务产


业、农业扩展规划地区办公室、马拉维远程教育学院（MCDE）的地区机构，以


及初级中学。平均每个农村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大约是半径 15 公里以内 700 平


方公里的地区。 


马拉维的农村增长中心计划首批 10 个启动中心的实施成本总共是 7 799 000


马拉维克瓦查，包括 63%的直接投资成本和 37%的日常管理开支。接下来的 4


个启动中心的开销估计是 9 523 709 克瓦查，这样就构成了一项巨大的总成本，


是 17 322 709 克瓦查。实施“国家农村中心计划”由设在“总统和内阁办公室”


（OPC）之下的“农村发展部”（RDS）负责，通过“国家农村中心计划发展小


组”（NRCPDU）来进行实施。这个小组有一个多学科团队负责各个中心的规划、


设计及建造。任务完成之后，各中心即分别移交给各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资源进


行运作和维护。 


 


项目 1：城市结构规划项目 


(详情可参见 www.ifad.org/evaluation/public_html/eksyst/doc/prj/r070mwbe.html) 


 


这个项目的起因是要为 Blantyre 这个城市制定一个城市结构规划，计划于


2005~2015 年间实施。Blantyre 被认为是马拉维的主要工业和商业地区，人口规


模将近 520 000 人，土地面积约为 23 000 公顷。在历史上，这个城市的城市化是


一个未经控制的无序过程。像其他非洲国家里一样，人们从农村地区大量迁移到


城市地区。对于 Blantyre 的城市化进程，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发生在邻近国家的战


争。接近 50%的人口居住在设施水平很差的非正式居住地。并且，这个城市已经


好几年没有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了，这期间该城市属于距离首都利隆圭


（Lilongwe）400 公里的“国家地方政府部”管辖。 


 58







(详情可参见www.ifad.org/evaluation/public_html/eksyst/doc/prj/r070mwbe.html) 


在 Blantyre 进行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确定该城市目前在国家、区域和地方


各框架内的发展状况，包括物质空间形态、制度、财政、社会经济及环境等问题，


并把这些信息归入一个新的电子信息库”。 


(详情可参见www.ifad.org/evaluation/public_html/eksyst/doc/prj/r070mwbe.html) 


在这个地区范围内，将制定一个新的城市结构规划。同时，也将提出用于管


理城市的必要方法和导则，包括实施策略、沟通方案以及监控框架。项目组发挥


了多学科特征，其成员包括来自 AFRICON 的专家、各学科顾问专家，以及地方


代表。AFRICON 在向地方成员传授技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传授技术和知


识的一部分，AFRICON 组织主要的代表到南非进行了一次考察，以借鉴南非在


发展规划中的实践经验。 


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是为 Blantyre 的城市结构规划提出以下策略： 


• 新的视野，发展战略和目标； 


• 一个空间框架； 


• 确定绿地发展的优先地区，以防止城市过度蔓延，促进城市有序发展； 


• 明确被现状发展所忽视的地区； 


• 环境管理策略，以保存 Blantyre 丰富的文化和原有的遗产，使之实现可持


续发展； 


• 改善交通运输网络和其它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 起草城市建筑法； 


• 明确需要实施的最关键项目。 


 


项目 2：Kasungu 农业发展区 


 


如前所述，马拉维政府通过制定“国家农村发展计划”（NRDP）政策来关


注农村地区的发展。为了协助 NRDP 政策的实施，又建立了“农业发展区”（AD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ivisions），在 Kasungu 区域实施农村发展计划的地区，


被称作“Kasungu 农业发展区”（KADD：Kasungu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ivisions）。 


根据 1981 年的统计数据，Kasungu 地区有大约 154 000 人口。该计划实施地


区的南部和北部，人口密度估计为每平方公里 74~105 人。据报道在计划实施地


区内，土地耕种权要由村里执行死刑的人（首领的代表）来授予。大约 70%农业


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烟草（占用 10%的土地）。所有家庭种植玉米用于自家消费（占


用 60%的土地），还有落花生（占用 22%的土地），其余是甘薯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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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主要针对面积在 2.5 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小


佃农的农业产出，尤其是粮食或庄稼的产出来提高他们目前较低的收入；通过配


备更好的供水、医疗设施以及改进社区发展服务水平，来改善小佃农的生活质


量”。 


(详情可参见 www.ifad.org/evaluation/public_html/eksyst/doc/prj/r070mwbe.html) 


同时，该计划还期望建立一个机构框架并进行研究活动，为不久的投资规划


提供基础。实施这个计划的其他地区也正在致力于提高小佃农的生产能力和社会


经济福利，提高兽医服务、信贷和社会服务设施，创造经济收益。 


6 位专家在田野里工作了大约 20 天，他们是来自于社会学、农学、农业系


统、营养学以及负责监控和评估的专家。专家组还用了一周时间随马拉维政府官


员四处考察，项目报告的制作便于专家组进行评估。在计划的执行期间，还成立


了一个适应性研究组以补充项目中其他各组的工作。研究人员做的实验很少，但


他们的报告很实用。 


不仅如此，人们准备扩展该计划，并通过构成国家计划基础的“训练和访问”


系统来进行。人们已经发现其缺点之一，是大多数参加会面的人已经是信贷组织


的成员，使这一系统无法实现其接触社区贫困成员的最初意图。“这种状况的部


分原因是，很多指导都是关于穷人们并不种植的庄稼（比如杂交玉米、烟草）以


及他们的财力无法企及的实践（比如化肥的使用）”（UNCHS –Habitat）。 


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对农业部门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允许小佃农种植出口作


物比如烟草，则市场排序和定价体系将强烈影响小部门的发展和商业化。因此人


们提出建议，今后在计划的设计阶段就应明确宏观经济政策对执行这类计划可能


产生的影响。 


以下是如何创建一个能够触及目标人群的农村金融系统的建议： 


• 这一系统应该能够回应受益人的需求，这意味着需求评估和调查是至关 


重要的； 


• 应建立一个针对目标人群的供应机制； 


• 应该对目标人群进行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偿还贷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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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讨论城乡联系时，必须要先提出某些关键问题。国家政策似乎决定了人口


从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模式。本文中不同国家的案例涉及区域发展政策，也涉及部


门发展政策。虽然这些政策既不针对城市也不针对乡村，但它们无疑影响了这两


类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 


分析显示，国家政府的影响对政策形成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政策实施中，中


央政府的介入政策被证明效果不佳。本文认为，应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


权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有必要从中央政府下放权力至中间或下级各层面，以


使政策的实施更有效率。除此之外，机构的作用在影响政策有效实施方面也非常


重要，这一点在南非的案例中表现尤其明显。在南非，地方政府与商业和工业部


的机构一起支持药品和古董商人的活动。然而，服务供应并非仅仅是权利下放的


结果，它也受到市民团体参与市政管理的影响。没有市民社会的压力，服务业的


水平必定会低得多，“营火”计划和非正式贸易组织的案例就揭示了这一点。这


种市民社会机构如非政府组织、工会和社区团体的参与对政策的有效实施十分关


键。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一种共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这种影响不仅涉


及农村人口，也影响到城市人口。南非药品商人的例子和博茨瓦纳养牛对城市移


民生活影响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尽管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影响表现为不同的


形式，比如表现为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形式，交通和信息技术的作用


是提高这些不同方面联系的核心。电信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电话的出现改变了城市


和乡村之间的相互影响，缩短了两者间的时空距离。移动电话技术不仅为农村地


区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而且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普遍增长。移动电话技术渗入农


村地区，其正面和负面影响至今尚未被系统研究和记载。马拉维的国家发展计划


考虑了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因而提供了有关城乡联系方面一个很好的例


子。这表现为在国家不同地区发展“农村服务中心”，以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该战略还在农业部门通过各种针对小佃农的计划得以实施。马拉维的案


例为城乡联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基础，农村地区得到发展并成为城市地区的农产


品供应地。尽管本文讨论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积极的相互影响，我们可以设想这


些相互影响并非总是有益的，因此需要识别不同地区各自的弱点，以加强对双方


都有益的联系。 
 


作者：Ambrose Adebayo，南非 Kwazulu-Natal 大学建筑、规划与住宅学院教授、


院长。 


译者：黄菲，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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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城乡联系对可持续发展和增加就业的积极作用 
——来自东部和中部非洲的经验 
Enhancing Positive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Some Experienc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John Oucho 著 


罗希 译 


 


 


1 引言 


1.1  回顾 


 


发展中国家的开发规划领域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概念和脚本。30 年前乡村—


城市之间的二元化是显而易见的，但近年来城乡之间的差别已变得模糊，虽然城


乡的明显联系仍表明这两种地域的相互依存。发展一词已经用“可持续”之类的


形容词进行修饰，自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强调指出可


持续性后，即成为发展规划的核心哲学。虽然这一词的使用先于该委员会提出的


报告，用“空间的”一词定义发展的空间；用地理界的“乡”对“城”二元概念


来强化两种区域背景的发展过程。 


非洲国家在获得独立后，普遍制订涵盖特定时段的（一般时限多在 5 年）“全


国发展规划”（NDP）。每个 NDP 都详细说明规划期内的原则与指导思想，实施


规划的手段与途径、项目与内容。次撒哈拉非洲（SSA）国家 NDPs 的特色内容


包括国内外投资计划/项目、就业机会创造、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贫困的减少或消


除。不断寻求“城乡二元均衡”被认为是修订过去空间不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


也是城乡关联法演绎过程中的一个热望的理想，因此，城乡两种区域成为空间动


态发展的连续统一体。城乡联系采取不同的形式，下面仅举几例说明。Becker


等（1994：28-31）以农业为关注点，提出 4 个主要特点：第一，发展中国家人


口中城市与农村贫困群体与经济波动紧密关联；第二，已有的农业增长类型对城


乡收入水平指标具有重要影响力；第三，农村的繁荣将极大受限于既定的“现代


化产业发展战略”；第四，农村发展带来的对城市工业产品的需求是所有工业化


战略的关键。城市化分析家认为，农村增长对城市生产的提高在内容和结构上均


有影响（Becker 等，19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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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的性质与范围 


 


本研究试图分析城乡联系（Rural-Urban Linkages，以下简称 RULA）对东非


和中非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就业机会创造的积极影响。RULA 本身与可持续发展、


就业机会创造都是一种动态现象，上述两个次区域国家以及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ECA）的其它成员国家的“全国发展规划”（NDP）中通常都会加以强调。 


从地理学上而言，以上两个次区域包括了 18 个陆地国家和 6 个岛国。东部


非洲包括了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三个东非国家和四个半岛国家，即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1]。东部非洲岛国为科摩罗、毛里求斯、留尼


汪和塞舌尔。中部非洲（按联合国的分类为非洲的中部）的 11 个陆地国家是安


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CAR）、乍得、刚果、刚果民主


共和国（DRC）、赤道几内亚、加蓬和卢旺达。中部非洲的两个岛国是圣赫勒拿


岛、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所有的岛国不列入研究范围，


因为其农村-城市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东-中部非洲国家已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城乡联系政策措施，虽然这些方法出


自不同殖民背景和受其殖民背景影响的发展规划。在东部非洲，乌干达、肯尼亚


和坦桑尼亚发展了英式传统的发展规划[2]，吉布提采用了法式体系，索马里则介


于英式和意式体系之间。埃塞俄比亚虽然未被殖民化（除了意大利人的短暂占领


外），但它限制了厄立特里亚，直至 1993 年后者才获得独立。大多中部非洲国家


曾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布隆迪和卢旺达除外，它们曾


是比利时的殖民地；赤道几内亚曾被西班牙统治。然而这些国家均采用了各自殖


民政府建立的发展规划体系。在次区域层次上，一些国家共同分享着经验，例如


“东非共同体”（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IGAD，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和苏丹）、“中


非海税与经济联盟”（UDEAC，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和赤道几


内亚）。所有的东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除外）和中部非洲的安哥拉、布隆迪、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是“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的成员国。虽然这


些派别并不说明全国发展规划战略的原型，但它们揭示了成员国的城市—乡村发


展范例，这些范例吸引着不少国家去做尝试和试验。这一背景对于正确评价不同


的构成发展规划整体框架尤其是RULA的殖民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 


 


 


                                                        
[1] 苏丹虽然也位于非洲半岛上，但不在其列，因为地理学上将苏丹划入北部非洲。 
[2] 坦桑尼亚在上世纪 70-80 年代实行乌贾马（ujamaa，一种农村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后改变其发展规划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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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的目的与目标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一项调查经验文献的编集或将农村—城市发展战


略运用于或使用于全国的或次区域开发的计划/项目的个案分析。研究的特别目


标是： 


（1）回顾选定的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全国发展过程和各项计划或战略，


目的是评估这些国家采用城乡联系方法（RULA）或战略的程度。 


（2）鉴定、解释和评估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政策、各个国家策略或对这两个


次区域的总体观察。 


（3）回顾和分析选定国家正在进行的计划或项目，考察其范围和覆盖面、


实施过程、特定的活动、获得的经验、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4）通过个案研究评估正在实施的 RULA 计划/项目的各种影响尤其是开发


和/或投资、就业创造、提高收入以及减轻贫困与农村-城市发展关联/关系。 


（5）检讨和讨论负责特定国家农村-城市发展机构或组织的性质和管理内


容。 


（6）在观察到的 RULA 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定论；为开发政策提出建议，为


成功的实施总结重要的必要条件，为专题的进一步研究确定内容。 


 


1.4  概念的定义与关键变量的鉴别 


 


本节将对一些概念做出规定，对研究中多次使用的关键变量给予鉴定。其它


的概念或变量将在出现时再分别进行定义和解释。 


“城市”（urban）这一概念由于在一般意义和在学术领域的广泛使用而不容


质疑。然而“城市”的各要素却因国家的不同而相差甚远。该概念本质上是指人


口在不同规模聚居点的聚集，这些聚居点显示了与包含有重要的传统经济形式的


“农村”聚居点的明显差异。联合国对城市化的评估（强调人口规模）、国家政


府对城市化的评估（一些国家使用联合国的分类而一些国家使用不同的标准）、


世界银行和学者（例如 Cour，1985）对城市化的评估，这些都提供了不同的“城


市”景象，尤其是在像次撒哈拉非洲这样一个不同的区域。“城市”的定义通常


基于三个方面的要素，且三者之间常结合使用：（1）某一聚居点内的居住人口和


人口密度；（2）基础设施的获得程度；（3）有正式的界限，使次国家级层次的管


理得以组织。将“城市”和“城市化地区”两个词等同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所


有的城市均属城市化地区，但不是所有的城市化地区都是城市（Rabinovich: http:// 


www.urbancity.org/FullDoc.asp?ID=314）。这点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有关机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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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中心（urban centre）、城市（city）、大城市（big city）和巨型城市（mega-city）


的人口底线标准。强调这一点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采取自己的标准来确定一个城市


化地区，这些标准的确定就需要约定俗成。Tacoli（1998）认为将“城市”和“农


村”作为一目了然和毫无争议的两个概念会出现以下 3 个问题：（1）用于概念定


义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的标准在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会否定一般化；（2）


城市化地区界线的定义问题很大，因为农业仍在城市化周围地区占主导地位；（3）


城市的居民和企业依赖一个比建成区更大的区域作为基本的来源和生态功能


——即所谓的“城市的生态足印”。 


长期以来，城乡两地被看作是完全分离的空间，仅由于某些相互依赖的要素


而产生联系。而今，这两个概念被视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农村-城市联系法的


重要性不断提高。这里，农村-城市联系指公共与私人资本流动的增加、迁移或


通勤人口的增加、城乡之间商品贸易的增加。为此还会加上思想观念和信息的交


流以及新事物的传播，构成保持空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流动现象”。这一方法已


成为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的工作中心[3]。按照Tacoli（1998）的观点，


“农村-城市界面”由两种类型组成，即跨越空间发生的空间联系（即流动现象，


如人、商品、货币、信息和废弃物等）与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一种情形下，


原来的农村-城市人口迁移在城市化中占相当比重，但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实施减


缩城市工人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后，城市—农村（返回）迁移呈上升态势；


在城乡都有根基的“多空间家庭”共同存在着；农村—城市开发关系的“效力圈”


模式也存在着。Evans（1990，UNDP/UNCHS，1995；Tacoli 1998 年引用）认为


这一“效力圈”包括 3 个阶段：农村家庭从农产品生产中获得较高的收入从而增


加其对消费品的需求；这种需求带来非农就业岗位的产生和就业的多样化，尤其


在靠近农业地区的小城镇；非农就业的出现反过来去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力，带来


对农业生产需求的增加，再次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村收入。由于环境的退化、人


口的增加、土地的进一步细分等因素迫使农民对农业的依赖减少，而产业的相互


影响就使非农就业或“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成为必然，结果导致特定


文化背景的正式与非正式部门经济承载的非农业活动增大。 


“城乡发展计划”（RUDA）是一个综合的发展战略，它特别重视交通、通


讯、能源和配套服务等基础设施，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发展领域里是极为重要的。


一些相互关系刻画了这些基础设施的特性。例如，交通运输的改善将提高人口的


流动性，增加就业，同样也会提高收入水平；其次是改进农村的生产率；第三是


使男人和妇女都更接近市场、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 


抑制农村—城市之间的平衡意味着城市贫困的增加，尤其是那些妇女为主的


                                                        
[3] 联合国人居署 2003 年 12 月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城乡关系的区域会议。会上D.C.I.Okpala（2003）强调


了城乡关系在新方法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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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其大多数因缺乏挣钱的能力、无法积累财力而生活在当地所确定的贫困线


以下。因此，增加农村—城市的人口迁移将是城乡妇女创收和增收的一种途径


（Okpala，2003）。由于“城乡发展计划”（RUDA）使城乡地区相互依赖，互为


整体，所以产生了三种战略：“积累战略”——指农民从事非农业的农村就业，


将城市为主的活动投到农业生产中；“生存战略”——被社会学划为边缘地带的


个人和家庭所采取的战略（Baker，1995；Seppala，1996，Tacoli 1998 年引用）；


“生计战略”——以移民作为谋生策略，随着移民成为以城市为主的网络的一部


分，随着汇款的减少，最终会侵蚀以村庄为主的网络（Fall，1998；Tacoli 1998


年引用）。 


 


1.5  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城市化 


 


在讨论农村—城市联系的演变之前，有必要总结这两个次区域的城市化趋


势。不管城市化的定义如何，自 1975 年来总的趋势是城市人口比例的持续上升


（见表 1）。1975 年，只有加蓬一个国家的人口有 50%居住在城区；2000 年，刚


果加入到这一行列；到 2015 年，预计加蓬、刚果、喀麦隆和赤道几内亚的城市


人口将超过 50%。布隆迪和卢旺达为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国家，原因大概是难民经


常外流和国内人口的转移。这一趋势意味着城市的直接和区域腹地构成的等级体


系将使城乡联系多样化，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城乡之间的联系最终将减弱。 


 


表 1  1975 和 2000：中非和东非国家城市化趋势（单位：%） 
国家 1975 年 2000 年 2015 年 
安哥拉 17.8 34.2 44.1 
布隆迪 3.2 9.0 14.5 
喀麦隆 26.9 48.9 58.9 
中非共和国 33.7 41.2 49.7 
乍得 15.6 23.8 30.9 
刚果 35.0 65.4 72.5 
刚果民主共和国 29.5 30.3 39.3 
吉布提 68.9 84.0 86.9 
厄立特里亚 12.7 18.7 26.2 
埃塞俄比亚 9.5 15.5 22.0 
赤道几内亚 27.1 48.2 61.4 
加蓬 40.0 81.4 88.9 
肯尼亚 12.9 33.4 47.2 
卢旺达 4.0 6.2 8.9 
乌干达 8.3 14.2 20.7 
坦桑尼亚 10.1 32.3 46.2 
注：表中不包括岛屿国家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 pp.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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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城乡联系发展的由来 


 


城乡发展计划（RUDA）受到“国际发展议程”（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就业创造。它与《生


境议程》（the Habitat Agenda）提出的纲领是一致的（第 10、99、141、147 段），


即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依赖以及在城乡之间均衡、互利发展的需要。城


乡地区这样的协同在一个整体发展的模式下是恰当的。一些发展动态强调了这一


方法的日益重要（Okpala，2003）： 


联合国人居署第 17 届理事会第 17/10 条决议建议，“考虑到城乡地区之间的


密切配合，在执行联合国人居署工作计划时必须重视城乡的相互依赖关系”。与


此相对应，联合国人居署 1999 年 5 月在肯尼亚内罗毕召集了一次关于“城乡协


调”的讨论会，探讨并启动“城乡发展计划”（RUDA）。 


在亚洲，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就“农村与城市地区消除贫困的


社会经济措施”这一议题于 2001 年 12 月召开会议，建议“各国政府要更加关注


小城镇和中等城镇的发展，提高地方政府消除中小城镇贫困的能力，以缓解百万


人口城市和首位城市的压力”。会议要求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对这一地区提供


技术上的帮助。 


由于城乡互补与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的重要性，联合国人居署第


19 届理事会第 19/10 条决议号召各国政府把农村—城市关联与各自的国家级、区


域级发展规划过程结合起来，并使之制度化。此外，决议要求联合国人居署“提


高把城—乡发展联系视为直接联系的意识……”，“传播在共同受益的城乡发展关


系方面好的实践与政策，并在其它国家推行，帮助那些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提


高治理能力”。 


上述第 19/10 条决议还提出，联合国人居署 2003 年 7 月在日内瓦组织一次


“城乡结合部与贫民窟”方面的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高级别部分部长


级圆桌会议，以传播好的经验，提高国家和地区发展计划实施者的能力。圆桌会


议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交流经验，最终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提出


建议。 


部长级圆桌会议的讨论与建议最终形成了 ECOSOC 高级别部分的“全面宣


言”，目标是“通过建立和增强中等规模、第二与第三级居民点（镇）组成的体


系，增进农村—城市之间的联系，带动农村发展，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我们将对增强农村服务中心和小城镇体系功能的规划


与政策包括机构建设、地方或区域规划的机制给予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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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RUDA方面，联合国人居署对“空间开发行动”（SDI）[4]的城乡影响


进行了评估，旨在将此策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其它地区推广。这次评估结果在 11


月中国威海“可持续城市化战略国际会议”上进行宣布和讨论。 


定于 2004 年 10 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区域会议，其主题是“推动和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与城乡联系发展战略”。会议希望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制订者、


政策顾问和城乡发展管理的执行者能够建立和提高这方面的意识，为地方经济发


展和创造就业而强化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 


以上清楚地表明，通过设置适当的基础结构，“城乡发展计划”（RUDA）紧


紧抓住城乡均衡发展的哲学体系，推动贫困的消除与就业的增加，最终使可持续


发展制度化。由于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城乡发展的经验各不相同，因此它们反映


的特点无疑也是不同的，但通过实施消除贫困和增加就业计划，它们都会把注意


力集中到可持续发展方向上来。它们所呈现的经验与挑战正是本研究的症结所


在。 


随着本研究章节的继续，可以明显地看出城市地区是农村迁出人口暂时的居


住地，他们仅在工作情况过得去的时候住下来。一旦工作情况变得艰难，农村的


家就成为自然和永久的归属地或者作为计划下一次迁移之前的栖息地。迁居者维


持城乡关系的特点说明了其转瞬即逝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也使采用各种随政策或


策略变化而变化的方法去推动城乡两个地域发展的必要性成为正当可行。 


 


1.7  研究的框架结构 


 


本研究由导言、3 个独立章节和一个综合评论共 5 个章节组成。独立章节从


第 2 章开始，主要是回顾各国的发展进程及其计划或战略，其中的 2.4 节分析总


结正在坦桑尼亚推行的“空间开发行动”（SDI）及其推动“城乡发展计划”（RUDA）


的展望。第 3 章主要是一些城乡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案例研究，尤其关注城乡发


展政策与策略、开发/投资影响、提高收入与消除贫困的影响以及对一些国家“城


乡发展计划”（RUDA）的总体看法。第 4 章的主题是农村—城市发展的控制，


主要关注其管理机构、成就与制约条件、成功控制的必要前提及其推广前景。最


后一章为研究结果、政策意见、对联合国人居署以及“城乡发展计划”（RUDA）


下一步研究内容的建议。 


 


 


 
                                                        
[4] 该计划已在非洲南部国家实施，这些国家是“南部非洲发展组织”的成员国。项目采取“开发走廊”的形式，


如南非的maputo走廊，莫桑比克的Beira走廊，坦桑尼亚的Mtwara走廊与中部地区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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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的发展进程及其计划/战略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全国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上已制度化。其发展计划与


当今政府政治文件所表述的意识形态观点是同步的。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发展计


划并未得到系统地执行，原因有：一些国家的军政统治、一些国家的政治斗争、


一些国家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混乱结果。在一些国家，这 3 种原因汇集在一起，对


精心制定的国家发展计划的实施形成阻碍。它们对“城乡发展计划”（RUDA）


提供的宏观经济框架不应过分强调。 


本章聚焦 4 个方面问题：国家发展计划或战略制定的惯例；在东部和中部非


洲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国家对一些“城乡发展计划”（RUDA）要素的采用；


方法的类型研究。由于各国发展计划或战略的原始文件很难获得，本章以及其它


章节只得完全依赖电子信息网络提供的资料和数据。 


 


2.1  各国开发进程与规划/战略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转折期，因为它们获得了独立并开


始了漫长的建国历程。除安哥拉在 70 年代中期独立外（国内战争否决了一项发


展计划），所有其它中部非洲国家均在 60 年代获得了独立；其中仅喀麦隆实行了


非军事化的管理，其它国家则饱尝了沉痛的遏制国家发展计划的教训。东部非洲


国家分为三类：一是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前两者自 1961 年和 1963 年分


别取得独立后，实行了政党执政的管理，乌干达自 1962 年独立后则历经政党执


政和军政统治交替管理带来的兴衰；二是布隆迪、吉布提和索马里（自 1991 年


后处在无政府状态），前两者经历了政党执政被军事统治替代、政党再次重新执


政的历史；三是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经过军事统治和国内战争，自 1991


年起从联邦制走向政党执政的政体。这些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不


同国家努力实现城乡联系的基础。 


传统意义上全国发展规划或战略实质上是指“包含以下方面的进步：在可持


续基础上提供生计，提供受教育机会，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


（Belshaw & Livingstone, 2002:3）。随着城乡差距的加大，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而不是 Todaro（1969）模型所坚持的向高薪、正规的行业转移。在这一过程中，


城市家庭成员所挣的收入是城乡家庭承受多元化的一种途径（Stark，1991），即


所谓“一家两户”（Weisner，1972）或“人类的两个世界”（Houghton，1960）。


这种收入代表着“欢心经济”，不仅象征整个次撒哈拉非洲经济的幸存者，也象


征社会的安定（Hyde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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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家在地方分权，“尤其”是开发的地方分权方面已做出了许多努力。最


容易想到的例子有四类：坦桑尼亚南部 Rufifi/Usangu 盆地的流域规划及肯尼亚


Kerio 河谷开发机构；具有典型地理特征的空间区域如肯尼亚的贫瘠地和半贫瘠


地（ASAL）计划；政府主导的“农村综合发展规划”（IRDP）中，“自下而上”


式的参与发展发挥效用；通过可分享的市民社会组织到平民百姓层次方式，捐助


型支持的地方分权向地区级下放（Belshaw & Livingstone，2002:21）。所有这些


发展规划战略都试图将城乡联系具体化。 


 


2.1.1  中部非洲国家的一些显著特点 


 


由于得到或接触到国家级发展规划文献的渠道十分困难，因此本段落概述一


下主要特点，以助于提供各个国家的大背景情况。 


 


● 安哥拉 


历经数十年的国内战争后，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本世纪的降临，安哥


拉开始享受对其全国发展规划来说至关重要的和平与宁静时期。随着国内战争的


结束，一系列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通过对全国和谐环境重要、刻不容缓


的人道主义紧急救助以及以有序的管理和繁荣的经济来重新构建、整合一个稳定


的民主政体等。新的发展议程无疑将强调经济的复原、有效的调解、战后重建、


受战争侵害人口的居住安置、重要基础设施的重建以及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过程


的建立（http://www.usaid.gov/locations/sub-saharan Africa/countries/angola）。安哥


拉就像一个新独立的国家，试图在一个漫长的国内战争废墟环境下重振经济。新


的政治经济环境为 RUDA 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安哥拉不象其它国家那样需要时


间去启动，它只要将成功的经验放在当地背景下适当应用就可以了。 


 


● 喀麦隆 


这是享有丰富自然资源（石油、木材、可可豆、咖啡、天然橡胶、香蕉、棉


花、糖、棕榈油、牛科牲畜和渔业）的国家，高度依赖各类产品的出口税收。虽


然喀麦隆是 80 年代初非洲经济成功例子之一，但也见证了经济的萧条，经历了


正在试图通过机构改革来纠正的经济管理不善的后果。2000 年 10 月，喀麦隆有


资格进入“高债务贫困国家”（HIPC）计划，随后建立了名为“Comite Consultatif 


et de Suivi de La Gestion des Ressurces PPTE”的专门机构框架，慈善组织、政府


和市民团体都参与其中。依据 EDF 第九条，喀麦隆与欧盟的合作建立在“贫困


减轻战略计划”（PRSP）与 HIPC 计划提供的总体框架基础上，重点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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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代经济和结构改革的实施；（2）减轻贫困所需的产业政策。两个计划


的交通与减轻贫困战略内容在宏观经济支撑和非焦点领域（对市民团体巩固与私


人部门的支持）均占主导地位。主要发展项目包括交通、地方分权与社会部门、


宏观经济与制度支撑、农村发展、农业与环境（http://www.europa.eu.int/comm/d 


evelopment/…country.home）。此外，乍得—喀麦隆石油开发与管线项目以喀麦隆


大西洋沿海森林本土人规划为目标，通过在供水卫生环境及其它社会经济基础和


服务等方面的改进帮助提高其生计、职业技能、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水平。同


时通过在项目实施中的咨询与投入强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石油领域，未来项


目计划和政策也会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http://www.worldbank.org/afr/caproj/proje 


ct/pro_overview.htm）。喀麦隆为“城乡发展计划”（RUDA）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 中非共和国 


自 1960 年从法国独立出来后，中非共和国（CAR）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之一。其政局也十分不稳定，军事统治反复上台，并自称为“皇帝”（由其中一


位前任军事统治者宣称）。不过，该国的钻石、黄金和锡等各种自然资源丰富。


在慈善组织前来帮助之前，它得先将国内的局势安顿下来（http://www.worldban 


k.org/afr/cc/project/pro_overview.htm）。在如此体制下，会有一个脆弱的“城乡发


展计划”（RUDA）存在，但不会实现其目标。 


 


● 乍得 


自 1960 年从法国殖民下获得独立后，这一内陆国家也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


家之一。由于宗教矛盾，国家被明显地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是基督教，北部是


穆斯林。军事政权数次上台。许多因素制约着国家的发展，经济与社会运行表现


不佳，政局不稳定，经济政策失灵，人口增长迅速，物质环境不友善。随着石油


的发现，经济政策将重点放在提高管理石油税收能力方面。2003 年 7 月，乍得


制定了“减少贫困战略计划”PRSP，结合“高债务贫困国家”（HIPC）债务解除


计划，将得到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欧盟、世界银行以及其邻国利比亚和苏丹，


还有台湾和美国。新近发现的石油及其开采利用为该国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因此，


“城乡发展计划”（RUDA）在乍得的未来发展过程将得到建立与巩固。 


 


● 刚果 


刚果，通常又称为刚果—布拉柴维尔，于 1960 年独立。接二连三的军事政


权统治放慢了国家的发展进程。其经济依赖于矿产资源以及石油工业，因而对农


业比较忽视，农业处在自给自足状态，木薯为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有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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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可可豆、糖和番茄。刚果 2003~2010 年长期经济计划重点是金融信誉的恢复


与重建、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与透明度、可持续发展与减轻贫困。石油税收正被


引导用于公共领域上的投资和扩大森林面积。出口商品有切割钻石、石油产品、


铅产品、木材制品和糖（http://www.mbendi.co.za/land/af/co/p0005.htm）。刚果的


“城乡发展计划”（RUDA）前景已与不稳定的政局和管理不善的经济紧密结合。 


 


● 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个国家从现在的名字到扎伊尔已来回改过两次，自 1997 年起才回到最早


的名字。尽管在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具有经济强者的潜力，但刚果经历的艰难的政


治转型抑制了其经济进步。刚果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有世界上第二大的雨林，


土壤肥沃，雨量充沛，矿产（铜、钴、金和其它基底金属、锌和石油提取物）占


总出口收入的 75%，约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 25%。刚果未来的发展在于冲突


后的国内和解、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结构性的改革，符合政府制定的PSRP要求，


不仅改进政府的管理及商务环境，而且稳健推进国家的重新统一。国家面临的一


个主要挑战将是遭受数年国内外冲突破坏的基础设施的恢复（http://www.mben 


di.co.za/land/af/zr/p0005.htm）。作为次撒哈拉非洲国土面积第二、人口数量第三


的国家，刚果无疑要为因痛苦的过去而失去的全国的均衡发展去推动 RUDA 的


进程。 


 


● 赤道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由陆地和 5 个有人居住的岛屿组成，位于喀麦隆和加蓬之间，与


比夫拉海湾为邻。其自然资源有石油、黄金、锰、铝土矿、科伦坡钽铁矿和钻石。


农产品有可可豆、木薯、甜土豆、咖啡、棕榈油和香蕉。近年来石油的发现刺激


了原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遗憾的是，该国的社会指标仍然十分低落，


伴随着腐败，百姓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增值利润得不到承认。虽然与外界的通讯


联系相对较好，但国内交通和通讯设施十分落后（http://www.mbendi.co.za/land/af/ 


eg/p0005.htm，2004 年 4 月 1 日下载）。国家政府对未来发展从四个方面做出了


远景规划。首先，期望 a）以粮食作物为基础丰富和发展农产品贸易；b）对现


有经济作物（可可豆和咖啡）耕种进行更新。第二，推动畜牧业发展，尤其是养


猪业。第三，开发渔业和环 Annobôn 岛海岸线的海岸带，以渔业为基础，强化


“增收计划”。第四，创建农产品和水产品加工厂，作为提高农业和渔业附加值


的手段（http://www.businessafric.com/africabiz/countries/equato.htm，2004 年 4 月


1 日下载）。这些经济发展计划预示着提高国家城乡联系水平的潜在可能性。国


内主要城市马拉博（首都，位于 Bioko 岛）、Luba 和 Bata（均为港口城市）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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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城乡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假如国家政局保持稳定，经济管理步入


正轨，其 RUDA 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 加蓬 


加蓬是非洲中部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资源丰富。自然资源有矿产、石油、鱼


类、森林和农产品。国家对石油、锰矿以及森林资源开采利用的同时，对渔业和


农业资源利用有所忽视。国家独立后的数十年内，加蓬接收了相当数量的移民劳


工，后来，加蓬驱逐了外国劳工，为日益增多的国内失业同胞提供就业空间。令


人惊讶的是，这些瞩目的经济表征与拙劣的阻碍国家发展的国库管理形成鲜明的


对照。考虑到这一不足，加蓬正在实行各式各样的结构改革，其中包括新的劳工


和森林标准。为深化民主制度，增加透明度和责任，对政府管理和市政公用服务


方面也做出了改进。除首都城市利伯维尔外，其它重要城镇有 Franceville、


Laambarene 和 Port-Gentil。由于道路网条件很差，加蓬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横跨全


国的铁路和国内航空（http://www.mbendi.co.za/land/af/ga/p0005.htm，2004 年 4


月 8 日下载）。然而，稳定的城市化推动了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加蓬的 RUDA 拥


有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结构，且有成功实施的经济实力作保障。 


 


2.1.2  大湖地区的两个国家 


 


在比利时统治时期，大湖地区的两个国家布隆迪和卢旺达曾是一个国家——


户旺达—乌隆迪（Ruanda-Urundi），1962 年才成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有些分类将


它们归到中部非洲地区，而有些分类（如联合国）将其列在东部非洲。这两个国


家在地理、历史、民族和殖民后时期种族冲突事件等方面都是相同的。这些相似


性强调了全国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包括城乡联系。不过，本研究仍将它们分别看


待，因为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国度。 


 


● 布隆迪 


布隆迪自 60 年代初独立以来成为骚乱的缩影、大湖地区国家的典型代表。


其历史记载着周期性的种族冲突：1965 年、1972 年、1988 年、1991 年和 1993


年，都产生了规模空前的种族灭绝冲突。其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削弱了各方面的发


展力量，制约了农业的生产，给人权发展的努力带来致命的打击。 


布隆迪发展的干预计划涉及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内容包括减轻贫困，


防止冲突，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通过改造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经


济的多样化，重点减轻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在各个层面和“国家应对战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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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各个部门引进好的管理机制；与慈善界合作，确保统一和高效（http://www. 


europa.eu.int/comm/development/…country_home_en.cfn，2004 年 4 月 8 日下载）。 


2004 年 1 月在布鲁塞尔组织了一次“布隆迪发展伙伴”论坛，会上大致提


出要为该国制订一个应急计划。与会者建议，布隆迪政府在行动安排和项目实施


中应包含下列四项内容：（1）土地问题的妥善处理；（2）基础生产设施的恢复；


（3）重新安置的受害者与在山区生活的土著人之间的和平共处；（4）发展计划


之间的适当互补与衔接（http://www.dgdc.be/en/dgic/news/20040115.html，2004


年 4 月 8 日下载）。布隆迪虽然在城乡联系的发展上潜力很大，但在“城乡发展


计划”（RUDA）能采用有意义的形式之前，布隆迪还需进行冲突后的恢复建设。


它与坦桑尼亚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联系对其很有帮助，它可从


后者的RUDA上汲取成功的经验。 


 


● 卢旺达 


卢旺达也许是次撒哈拉非洲国家中经历频繁冲突事件最惨的一个国家，1994


年发动的种族大屠杀夺去了 80 万卢旺达人的生命。国际社会对未能在卢旺达种


族大屠杀事件中给予帮助表示遗憾。在东部非洲邻国的帮助下，卢旺达已获得稳


固、有重点的、令人瞩目的恢复。2004 年初举行的全国大选证实了卢旺达的政


局恢复，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张“无传染病健康证明”。国家的民主化与


管理发生的最新变化是地方分权计划的实行，重点内容如下：地方政府官员每 5


年选举一次；设置有效的地方管理机制，包括提供社会服务；为地方政府项目及


设施得到足够的资源而制订的特别计划。 


卢旺达的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令人不安的指标上：60%即约 900 万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婴儿死亡率预计为 10.7%；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四处蔓延，并伴随着


疟疾、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平均寿命在 40 岁以下。卢旺达还是世界上人口密度


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 317 人。高密度的人口对土地（为耕种者和家


畜饲养者共有）和环境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成为种族冲突和国内战争的中心。


人口问题还影响着农场的规模，1991 年为 2.5 英亩（1.01 公顷），2000 年下降至


1.75 英亩（0.71 公顷），这严重影响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土地的过度耕种导致土


壤肥力的下降，带来其它的环境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负面特点，卢旺达正在以积极的旋律快速发展变化。下面有几


个预示好兆头的例子。首先，通过实行民主化及其所有内在特征的管理，卢旺达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2004 年 4 月，卢旺达举行大屠杀 10 周年纪念会，向世


界更多的地区展示国内发生的一切，表明将黑暗留给历史的决心，并向世人描绘


新的蓝图。其次，通过精心制订重建计划，在“不念旧恶”前提下进行冲突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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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停与和解，包括按照惯例进行赔偿，建设通讯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服务设施，


整个国家正在迅速恢复。第三，卢旺达成功地谋取到东部非洲邻国在技术和专业


方面的赞助与支持，并说服其成为东部非洲共同体（EAC）的第四批成员国。 


卢旺达发展规划的关键内容包括：一是了解司法，即通过现代与传统（gaca- 


ca）司法体制保证司法决策的透明度，增强公民的信心；二是地方政府管理应实


施地方分权计划；三是市民参与，通过强化市民团体的活动和实施市民教育计划，


让市民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积极有效地参与地方政府的管理决策。卢旺达正


在实施的“强化结构调整能力政策框架文件（1998~2000）”包含一些与本研究相


关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人力资源建设、技巧塑造与高层管理能力的提高（包括


教育与培训、卫生健康、性别、妇女的作用）；减轻贫困与振兴农村经济（包括


振兴农业和更新自然资源）；全国的统一完整、管理、透明度与和谐（社会结构


的重建、复兴与国家的和谐）、地方分权、遣散与重新组合（http://www.imf.o


rg/external/np/pfp/rwandat.htm, 2004 年 4 月 10 日下载）。这些改革描绘了一个新


的卢旺达，其人民承诺要把过去放在一边，以新的希望与决心加速前进。这些进


展对“城乡发展计划”（RUDA）是十分有利的。一旦各项改革深入普及，结果


将很快显示出来。 


中非地区国家经历的过程是如此的艰难，以致于任何系统化的发展都是不适


宜的。它们基本上都是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国家动荡的政治变革、


经济危机以及经济总体上管理不善等原因，资源的潜力未挖掘出来。“城乡发展


计划”（RUDA）的要素在各国家明显存在，但均被其它外部因素挫败，因此，


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以确定“城乡发展计划”（RUDA）是否有效。 


 


2.1.3  东非地区国家的一些显著特征 


 


除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外，所有东非地区国家都经历了给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破


坏的动荡的政治体制演变。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


家，自 1993 年起刚刚享受相对的和平，在 1998~2000 年期间又再次发动了另一


场战争。 


 


● 吉布提 


吉布提是位于红海的一个小国家，总面积 2.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0 万。


该国家面临着一些不利条件，如自然与人文资源有限，旱灾频繁，来自印度洋的


季节性干扰。农业占 GDP 的 3%，制造业占 10%，其余占 GDP87%的是来自服


务业。吉布提港一方面是为埃塞俄比亚服务的运输港，同时，也是一个国际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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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及加燃料的中心。失业率为 50%。吉布提贫困加重的因素主要是国内战争以


及埃塞俄比亚（战争时期）和索马里难民的涌入。难民中的 20%是 Afar 人（埃


塞俄比亚人），65%是 Issa 人（索马里人），人口成分的复杂更激化了国内的种族


矛盾。吉布提是阿拉伯联盟、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成员之一，


其总部均设在吉布提。 


在冲突后时期，吉布提编制了一份详尽的结构调整计划，重点是金融的稳定


作用、对国内战争时招募的多余部队和警察人员的遣散与重组、公共企业的改组


以及内部债务的偿还。依据其“减轻贫困和增长能力（1999-2002）”文件，吸引


EU 支持的发展重点是两大焦点领域（水和宏观经济）与和平协议。获得 EU 赞


助占 44%的宏观经济计划重点放在贫困减轻战略中的公共财政、卫生健康和教育


等领域。在对和平建设的支持方面，关注点放在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地方分权


（http://www.europa.eu.int/comm/development/b…country_home_en.cfm?cid=dj&ln


g=en&status=ne，2004 年 6 月 21 日下载）。 


对吉布提重建与发展的帮助也包含在 1992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 47/157…/49


中。这一决议邀请其它联合国机构和区域组织帮助吉布提从危机的状态中走出


来，这一状态因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国内战争而日益恶化。有慈善组织慷慨解囊的


背景，吉布提的“城乡发展计划”（RUDA）拥有了真正实现的美好前景。 


 


● 厄立特里亚 


厄立特里亚于 1993 年正式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它与埃塞俄比亚的持久


战争于 1991 年结束，但在 1998-2000 年又再次掀起。这是一个干旱、地势起伏


不平的小国家，位于非洲角红海西南海岸，与沙特阿拉伯、苏丹、埃塞俄比亚、


吉布提和也门为邻。厄立特里亚是一个农牧为主的国家，其最大的资源是拥有两


个深水港湾，并使之成为对非洲角这一战争与饥荒猖獗数十年地区实行人道主义


援助的重要交通要道。争取独立的长期斗争给厄立特里亚留下了两笔遗产：一方


面是被毁坏和无人问津的公共基础设施的负债，另一方面是制订认真的政治与经


济发展计划，建设一个自力更生新国家的坚强决心。这种鲜明特点使之赢得了慈


善组织及各方祝福者的关注，散居在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也纷纷汇款回国。由于


地理位置的原因，厄立特里亚更多地是向东亚学习发展模式而不是非洲（http://w 


ww.usaid.gov/pubs/c97/countries/er.htm，2004 年 4 月 10 日下载）。 


厄立特里亚的发展有赖于在发展进程中对资源的明智利用，同时正确使用慈


善组织提供的资助和散居海外公民寄回的款项。它拥有的资源包括：黄金、铜、


天然气和石油矿藏，大规模的海洋渔场，盐田，辽阔的牧草地，旅游胜地等。厄


立特里亚面临的挑战有：数十年战争加重的严重贫困，卫生健康与营养指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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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人口统计压力——婴儿死亡率为 13.5%，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20.3%，


人口平均寿命约 46 岁，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3‰。其主要经济目标是：能源与交


通基础设施的重建，教育、健康和退休金制度的建立，发展基础广泛的私人部门，


鼓励外资引进。在政治层面，厄立特里亚决心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地方与国家政府


机构，遵循民主的原则，振兴区域组织。同时，在国家利益前提下对前战斗人员


与难民进行安置（http://www.usaid.gov/pubs/cp97/countries/er.htm，2004 年 4 月


10 日下载）。 


《美国国际开发署-厄立特里亚 2003 财政年报告》（USAID/Eritrea Annual 


Report FY 2003）指出援助的 4 个主要方面是：提高基础卫生设施的全民普及率；


增加重点出口企业的收入，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加速农村的经济增长，提高社区


层面的参与。为此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列出了 3 个主要的开发支持者及其各自


的主要目标： 


▪ 支持者 I：全球发展联合会，目标是增加厄立特里亚人的基础卫生健康设


施与服务；通过出口提高农村企业的收入，强化地方与国家政府管理机构的执政


能力。 


▪ 支持者 II：经济增长、农业与贸易，目标是拓展与巩固私人化市场，鼓励


增加农业开发项目与提高食品安全，增加农村与城市贫困人口尤其是年轻女性在


经济发展中的平等机会，制定保护政策与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高效的能源利用


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 支持者 III：全球健康，目标是减少非故意怀孕的数量，降低婴儿与儿童的


死亡率，降低母亲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率与 HIV/AIDS 祸害的


影响，降低易传染疾病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提供人道主义救济。 


以上可明显地看出，美国国际开发署实质上覆盖了厄立特里亚发展中的所有


方面。另一个重要资助者是欧盟，它提供两项主要的近期项目：（1）冲突后期恢


复，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战争侵袭地区及已不能开采矿区的社会与交通基础设施


重建；（2）为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挥国家的潜力而对受战争影响的人口进行


遣散与重新组合。中期手段包括资助厄立特里亚政府精心编制食品安全与减轻贫


困方面的战略和中期行动计划，巩固和加强交通运输现行的合法体系，制订一项


综合的教育产业政策以输出受过良好培训的人力资源（http://www.europa.eu.int/


comm/development/…/country_home_en.cfm?cid=er&lng=en&status=ne，2004 年 4


月 4 日下载）。其它资助者来自世界银行、德国和意大利。厄立特里亚的发展仍


处在其它东部非洲国家 40 年前经历的起步阶段。正视其开发计划与项目，该国


的城乡发展计划将有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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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角战略位置非常突出的国家，在非洲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驻扎有非洲联盟（AU，2002 年 7 月替代


原非洲统一组织OAU）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ECA），分别为非洲大陆政治


和经济团结的核心机构。除二战时期被意大利短暂占领外，埃塞俄比亚未被任何


欧洲势力殖民化。数百年来，该国一直处于封建统治下，直至 1974 年皇帝海尔·塞


拉西一世（1930~1974）被军事武装推翻后，由军事政府统治国家直至 1991 年与


厄立特里亚战争结束（http://www.acd.gc.ca/CIDAWEB/webcountry.nsf/VLUD


ocEn/Ethiopia-Overview）。从此以后，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只要能


提出利于区域自治的充分理由，其宪法允许区域独立出来。令人痛心的是，除肯


尼亚和吉布提外，它与邻国的关系一直不好，1998~2000 年与厄里特里亚还爆发


了一场边境战争；在索马里政府 1991 年垮台前就与索马里关系极为紧张；与西


部的苏丹也不是十分友好。这种恶劣的邻邦关系将埃塞俄比亚置身于一个极为困


难的境地，尤其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与厄里特里亚的阿斯马拉（Asmara）港及索


马里的摩加迪沙（Mogadisha）港均没有直通。该国的出口要通过吉布提。它一


直希望也能通过肯尼亚的蒙巴萨（Mombasa）港出口。 


埃塞俄比亚算得上是一个富饶的国家，但经常性的干旱与饥荒以及艰难的政


治转型共同制约着其发展。国内大部分区域土地肥沃，降雨充沛，可种植粮食作


物（小麦、玉米和小米），南部坡地可种植咖啡豆。它还拥有几个储量较大的矿


藏（黄金和白金），有待进行大规模开发。 


埃塞俄比亚的发展规划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系统化。1954~1955 年，政府成


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协调全国各地的发展规划。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7~1961）目标是：建设发达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建筑与通讯，把分散


隔绝的区域联系起来；为国家的工业化培训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以减少对进口的


依赖；通过扩大农业商品化加速农业的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62~1967）的


制订预示着一个 20 年计划的开始，即通过生产的多样化、现代生产工艺的引进


和生产力的扩大来提高增长率，将现有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成以工农业为主的


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8~1973）目标是提高制造业和工农业产值，增加教


育机会，改善农民生产条件。遗憾的是，一些因素制约着埃塞俄比亚发展规划的


实施，其中包括缺乏执行全国发展规划所需的行政和技术上的能力以及规划委员


会（一五、二五计划的编制者）与规划部（负责编制三五计划）之间的人事矛盾


（http://www.countrystudies.us/ethiopia/77.htm, 2004 年 4 月 4 日下载）。 


自 1974 年以后，国家的经济运行进入了盛衰交错期。由于采取了中央集权


式的经济体制（1974~1991），一个封建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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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又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变成一个信奉民主与管理的联邦制国家。和其北部邻国


厄立特里亚一样，埃塞俄比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助，散居在外的埃塞俄比亚


人不断汇款回国，投资机会大为增加。埃塞俄比亚目前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


更有利于城乡发展计划的实施。 


 


● 肯尼亚 


自 1963 年独立以来，肯尼亚一直保持着稳定，按部就班地编制并执行其全


国发展规划。已完成的国家 5 年发展规划系列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其第九个国家发展计划（2002~2008）以“有效管理、可持续增长、减轻


贫困”为主题，目标是通过有效管理和谨慎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继续增


长。这一计划吸收了 1983 年“农村发展中的地区重点战略”（DFSRD）中的一


些内容，该战略导致了后来地区发展规划的制定。通过将农村发展的决策过程向


地区级的地区发展委员会下放，地方社区不断地参与全国发展的决策。第九个国


家发展计划（NDP）有九项重点内容：农业与农村发展；旅游、贸易与工业；人


力资源开发；物质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法律与秩序；信息与通信技


术；环境与自然资源管制；监测与评估。该计划在两个领域清楚地表明国家农业


发展计划的问题。第一，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门以牲畜、养蜂、食品安全和土地利


用政策为重点，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门槛。第二，环境与自然资源部


门重点放在生物多样化、生态系统管理和荒漠化。 


在国家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肯尼亚的经济增长一直令人瞩目，直至 90


年代初期才开始呈现下滑趋势。一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了国家过去 15 的发


展，如经济管理不善和腐败等，结果是原来慷慨的资助者收回了其在肯尼亚的援


助。自 80 年代后期实行结构性改革后，全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为下滑的经济状


况雪上加霜。 


肯尼亚自我发展的一个特征是“哈兰比”（喻齐心协力）运动，起初是一项


推翻殖民羁绊、“通力合作”的政治号召，后来演变成增加社会服务设施的集资


计划（Hill，1991）。该计划实质上负责独立时代的所有中学、医疗卫生站和留学


奖学金等款项，是政府在努力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一个补充。 


独立以后，肯尼亚认识到城乡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


革的形式出现。上个世纪 60、70 年代采用了“增长中心”的概念来确定多层次


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不仅为其辖区的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设施，同时也为其腹地


提供服务。这些增长极之间呈水平和垂直向的等级关联，并在全国形成网络体系，


即一种“中心地理论”。在农村发展过程中（Oyugi，1975；Hopkraft，1977）和


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中（Barkan 和 Chege，1989），地方分权始终存在着。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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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RD 的出现对地方分权带来了新影响（Makokha，1985；Wallis，1990），而


对“农村贸易与生产中心”（RTPC）计划的重视又使城乡的平衡问题在 1987~1988


年开始得到关注（Smoke & Wheeler，1990；Smdce & Evans，1993）。对城乡关


联的重视也吸引了学者去研究家庭和社区层面上城市的移民如何参与农村发展


（Oucho，1996），因为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已将一个家庭分成了两户（Weisner，


1972）。在一个城市化影响城乡依赖关系的国家，城乡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不能过


分强调。 


 


●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由陆地 Tanganyika（坦噶尼喀）及相邻的 Zanzibar（桑


给巴尔）岛组成，前者于 1961 年独立，后者在 1963 年取得独立地位，两者于


1964 年建立联合共和国。与其邻国肯尼亚一样，地处冲突四起地区的坦桑尼亚


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早在 70 年代初，它试行社会主义制度，在 80 年代中期以失


败告终，让位于信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该国家严重依赖其农业、旅游业


和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采矿业。农产品有咖啡豆、棉花、茶叶、腰果、西沙尔麻、


玉米、水稻、小麦、木薯和西红柿。黄金和钻石开采是国家一项重要的出口收入


来源。 


也许坦桑尼亚最新和有特色的变化是 Mtwara 和中部地区开发走廊的建立，


目的是促进部分极具开发潜能、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详见 2.4 节中的论述）。


该走廊地区埋藏有天然气和煤矿，其开采有助于国家的工业化，促进与缺乏这类


资源的邻国之间的贸易。 


坦桑尼亚一直致力于实施政治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各项计划/项目。政治上，


要不断加强多党民主政治，强调善治（good governance）。作为位于 Arusha 的“东


非共同体”的东道国，坦桑尼亚对东非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发展领域，


它承诺要减轻贫困，增强人类的能力，改善幸存者和境况较好人口的卫生健康。


负面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中有 HIV/AID 和普遍的腐败现象。正在进行的 3 个改


革计划是：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公共部门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 


这些改革计划对坦桑尼亚的“城乡发展计划”（RUDA）是十分关键的。例


如，地方政府改革计划可促进人们参与地方管理，因为权力的不断下放已将决策


权送至人们的家门口。坦桑尼亚有好的行政管理构架来探索地方管理。例如，一


种被称为“乌贾马”（ujamma，一种农村社会主义组织形式，推行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主义体系引入了“村有化”（villagization），即人们的居住地有自己


的行政管理系统，但它又嵌入地区级和区域级的行政管理结构中。而且，坦桑尼


亚经历过的政治取向变化浓缩着其政治文化，使得公民们对自己的社区十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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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从独立起至 1982 年，坦桑尼亚经历全国二级区域规划的 4 个阶段： 


▪ 1961~1967 年，见证了《Arusha 宣言》的颁布，在刚刚获得独立的转型阶


段引进了“乌贾马”社会制度； 


▪ 1967~1972 年，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灌输《Arusha 宣言》的原则，强调农


村发展、社会主义、自力更生、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和经济的国有化； 


▪ 1972~1982 年，政府的行政能力从中央向基层（村庄）下放，产生了新的


利于自下而上方式的规划组织结构； 


▪ 1982 年至今，对 1982 年以前的战略与结构重新定位，以回应新的经济秩


序，特别是推行“经济生存计划”、“结构调整计划”、贸易自由化等，以振兴当


时境况不佳的经济。 


由于拥有较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坦桑尼亚的经济目前在次撒哈拉非洲国


家中增长最快，最具发展前途。其城乡发展计划的实施有较强的结构基础，还有


来自捐助界对其在千禧年的头 10 年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愿望。 


 


● 乌干达 


作为东非三个国家之一，乌干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是一个特例。1962


年独立后，乌干达进入了一个政治动荡阶段，在 1971 年军事武装推翻政权时达


到了顶点。1971~1979 年期间乌干达实行军事独裁统治，随之是 1979-1986 年短


暂的军事与政治统治的继任。1987 年起，乌干达推行所谓的“无党派民主政治”，


排除政党政治，让位于政治与经济的恢复。虽然国内仍存在叛乱者扼制的地区（如


北部），但乌干达已振作起来，成为今日东非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利用肯


尼亚经济处在低迷期、坦桑尼亚缺乏基础设施的时机，吸引外国投资。 


乌干达是少数实行“可持续一体化规划过程”（ISP）的原型国家之一。正在


进行的一些发展计划包括“2025 远景规划”、“乌干达规划当局”、“参与性贫困


评估”（PPA）及“消除贫困行动计划”（PEAP）。乌干达正面临因来自不同政体、


不同捐助者的援助请求而导致的严重的债务问题。其重点领域（宏观经济支撑、


交通与农村发展、公共服务的改进）获得了欧盟的援助。非重点领域集中在权力


下放、法律与政府的控制、人权/民主以及对非国家计划实施者的制度支持


（ http://www.europa.eu.int/comm/development/…/country_home_en.cfm?cid=uj&ln


g=en&status=01, 2004 年 4 月 1 日下载）。乌干达是执行“城乡发展计划”（RUDA）


的最佳代表，因为其动力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除了来自捐助者的不断支持外，


散居在外的乌干达人的汇款也为该国的投资建设提供了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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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非和中非国家的差异 


 


在检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城乡互异变化方面时，Eastwood 和 Lipton


（2000）对不平等补偿倾向（OTI）进行了探索。其研究框架认为，构成整体上


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内不断增加的不平等被城乡间不断减少的不平等抵消


了。讨论中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1980 年之后发展中国家


的结构调整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增长，因而必定减少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对其


农业发展不利的价格扭曲（Krueger 等，1995，Eastwood 和 Lipton 引用）得以纠


正，从而缩小了城市部门与农村较贫困部门之间的差距；对城乡收入不平等趋势


的更正也必将降低全国的不均衡以及贫困现象。反对派的观点则指出了 6 个导致


城乡不平等性增加的因素，即： 


▪ 受过较好教育的城市人口在实行价格自由化后处于较有利的位置来把握


新的经济机会。 


▪ 人口统计上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城市人口的较快转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


迁移——在非洲主要是男性）将提高城市人口相对的经济实力。 


▪ 一开始就被严格规定的城市的和正式的经济活动从违规行为中获利最多。 


▪  1970-1987 年在减轻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功背后，留下的是“铁杆分子”，


即低收入、不流动、通常是特定地域和种族的农村群体，他们无力从国家发展或


从城乡利益转移中获得农村的“传播效益”。 


▪ 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城市偏好观念使得以农村为主的捐赠（投资、卫生、教


育、公共支出）既谈不上效率也谈不上公平（Lipton，1977；Eastwood & Lipton 2000


年引用）。 


▪ 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性会由于全球不断的农业价格对非农业价格的下降趋


向而有所加大。 


Eastwood 和 Lipton（1977）认为，由于用于不平等补偿倾向（OTI）分析的


数据十分有限，所以 OTI 是无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 80 年代以来这


些国家没有显示出其国内城乡不平等是否已经加大或是减少的整体趋势；第二，


目前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温和倾向并未平均抵消整体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以加纳、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为例对 OTI 假设的检验提供了驳倒上述结论的依据。 


以福利为象征、非洲独有的城乡差别大概在 1985~1995 年期间逐渐减弱。公


共支出减少、卫生或教育收费提高等类似变化对农村的影响要小些，因为农村人


口人均获得这些资源的数量非常之少（Eastwood & Lipton，2000）。不同非洲国


家的数据反映了 70~90 年代之间其城乡不平等方面的差异。 


东非和中非国家在城乡医疗卫生条件上的不平等趋势尚未披露。例如，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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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出生婴儿体重不足（婴儿死亡风险的一个预报指标）的比例由 1985 年


的 12%上升至 1992 年的 29%，而同期在城市地区的增长速度要慢得多，由 12%


上升至 16%（PA，1997，Eastwood & Lipton，2003 年引用）。 


 


2.3  城乡联系方法及战略的实施 


 


非洲政府发展政策的城市偏好说明了其结构调整计划（SAPs）集中在城市


部门的原因（Rakodi，1997；Potts1997 年引用）。城市偏好成为非洲因资源分配


无效而带来的经济灾难的动机（Potts，1997，引自世界银行，1981；Bates，1981）。


SAPs 以各种方式重塑城乡之间的分界线，释放了难以预期及让政策来不及制定


的条件。 


例如，70 年代的城市收入明显高于农村收入，但近年来情况正好相反。Jamal 


& Weeks（1993，Potts1997 年引用）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证实农村的平均收入


普遍超过在城市正式部门工作的收入。其结果是，原来境况较好的城市工人已处


在真正贫困的境地。到 1984~1985 年，城市个体商贩的收入比农村家庭收入低，


即与 1980~1981 年比，前者的收入下降速度要比后者快两倍（Collier，1988；Potts 


1997 年引用）。在乌干达，1984 年农民的平均收入要比城市工资最低者高 30%


（Jamal & Weeks，1993；Potts 1997 年引用）。在其邻国坦桑尼亚，乡村/城市差


距系数从 70 年代中期约 1:3 下降至 1980 年的 1:1.4（Mtatifikolo，1992；Potts 1997


年引用）；1982 年持有较少土地农民的平均收入比城市最低工资高 21%（Potts， 


1997；引用 Jamal & Weeks，1993）。城乡关系意外变化的一种影响是由于城市生


活条件恶化而造成城市人口开始向农村（返回）迁移。在缺乏应对收入和移民变


化政策的情况下，城乡关系的形态仍旧让人难以理解。 


另一种影响是住房方面的。许多原来被认为属于“中等”和“中低等”收入


阶层的城市居民已变得贫困，无力购买在城市公开市场出售的住房。他们越来越


多地迁进简陋的住房，通常会发觉自己住进了城市政府随时将拆除并缺乏租地使


用权保障的“棚户”房和贫民窟。一些 80 年代的研究认为，非洲多数城市住房


与农村住房一样缺乏规划，服务设施不配套，经济上没有补贴（Stren，1989；


Potts，1997 年引用）。在坦桑尼亚，同期规划的小区和服务设施项目不提供市政


基础设施配套，甚至没有自来水或不铺路面的道路（Potts，1997）。如果受到影


响的家庭一旦发觉自己处在如此令人震惊的境地，而且由于结构调整计划


（SAPs）之故要减少其人数时，他们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的家园。应该认识到，


独立时代那些不受禁令约束的妇女及其孩子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与其丈夫团聚给


城市带来了无法控制的移民潮，城市如不放弃应该禁止的规定就无法接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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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城乡食品的价格差距也在加大，带来城市中境况


较差人群的营养问题。不少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饮食


无论是蛋白质的摄取，还是热量的摄取都是非常之缺乏，导致营养不良甚至营养


不足（Potts，1997）。在扎伊尔（当时的），首都金沙萨 70~80 年代的城市生活水


平下降得如此之严重，以致于许多居住在金沙萨的居民（Kinois）一天只吃一次


正餐（Mbuyi，1989；Potts 1997 年引用）。 


那么，家庭的生存战略又是什么呢？以早些对不同生存战略分析的研究为基


础，Potts（1997）做了一个很好的资料归纳。首先，由于非正式部门经济活动的


增加，原来不挣钱的家庭成员跨入了“非正式经济”，而且工薪族也加入了挣“外


快”的行列。其次，城市家庭也从事农业生产，在城区内或周边地区见缝插针地


种植粮食作物，收获后既用于自家食用又用于出售和收入的补充。 


与上述情形相对应，城乡之间的联系更强调其连续性和变化，多采取不同的


形式：包括城市移民在农村地区还保留农民的身份和农宅的所有权；城乡家庭也


保持着联系，即城乡之间有经济上的交流，城市移民将来要回归农村生活。Potts


（1997）和 Oucho（1996）在农村—城市联系方面的详细论著揭示了其多面化的


本质，认为城市移民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城市化”或联系不“完整”


这个一度很普遍的观点根本是一种错置。Potts 和 Mutambirwa（1990；Potts，1997


年引用）认为，非洲的城乡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宏观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


变化，它是重要的保险阀，是在没有福利体制保障时城市人口的福利选择（在经


济波动面前他们是脆弱的群体）。按 Gutkind（1974，Potts 1997 年引用）的观点，


城乡联系对移居者是十分重要的，它增加了移居者对乡镇的责任与义务。 


在保持农村—城市之间联系方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战略，但这可能对第一代


移居者有作用，而不是其下一代尤其是第三代（在城市居住的第二代及其后代），


他们与其农村家乡的联系会缩减。任何时段采取的城乡关联战略取决于政策环


境、外部因素（与全球一体化、海外的发展资助 ODA、外国的开发投资 FDI、


保险业务流入、海外汇款和其它资金流等有关）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 


 


2.4  空间开发行动：“城乡发展计划”（RUDA）的前景 


 


最近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采取的发展概念是“开发走廊”。最早由南部非洲


国家的政府开始实施，缘于他们在执行“空间开发行动”（SDI）计划时获得的相


关经验。这一概念受到国际捐助者的青睐，坦桑尼亚正是通过下列 5 个 SDI 计划


而受益：即 Mtwara、中部地区、Tanga 和 Tazara 开发走廊，维多利亚湖空间开


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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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wara 和中部地区开发走廊是以其港口为基础，目标是为该地区提供门户。


前者以 Mtwara 港为中心，为坦桑尼亚南部和莫桑比克服务；后者则依托中部地


区的达累斯萨拉姆港。通过改善走廊地区的基础设施，加强港口与资源丰富但未


开发的腹地地区的直达交通，这些开发行动计划对发展与周边内陆国家的伙伴关


系起了促进作用。“空间开发行动”（SDI）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横跨了坦桑尼亚


边境，提高了其国际地位与作用。 


为鼓励有潜力地区的发展，“空间开发行动”（SDI）还包括了在公共与私人


部门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私人部门的主要作用是创造一个利于私人投


资的环境，为地方社区打开机会的窗口。对公共部门则意味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


建立高效的制度框架，解除对发展的束缚，提供使机会最大化所需的基础设施


（http://www.africansdi.com/member…/1669c0blc232272542256c4400486d60?Ope


nDocumen，2004 年 3 月 1 日下载）。坦桑尼亚退出“东南非共同市场”、转向“南


部非洲发展组织”（SADC）的决定为开发走廊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其SDI的实施


也为区域（SADC）整体化作出了贡献。“维多利亚湖空间开发行动”尤其对维


多利亚湖流域的开发有帮助，东非共同体（EAC）预计其 3 个成员国以及周边邻


国都将从中获益。 


为加强国家在“空间开发行动”（SDI）中的作用，坦桑尼亚政府已采取了一


些重要行动。如坦桑尼亚全国开发公司接受了“区域 SDI 组织”的帮助，该组织


以“南部非洲开发银行”（DBSA）为基础，由“南非贸易与工业部”资助。两


个开发走廊已取得的成就概括如下： 


▪ 中部地区开发走廊（CDC） 


该走廊自达累斯萨拉姆起向西至 Tanganyika 湖地区的 Dodoma、Tabora 和


Kigoma，并延伸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地区。自 Tabora 到 Ngara，它还为坦


桑尼亚西北部以及相邻的内陆国家（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服务。走廊覆盖


的区域拥有各种资源。若干地区有大型储量的矿藏（黄金、钻石、盐和石膏）；


沿 Tabora-Kigoma 地带土地肥沃，适宜种葡萄、烟草、水稻、玉米、木薯、罗花


生、棉花、水果、咖啡、棕榈油、marula 和 aloe vera；另外还有吸引旅游者的自


然保护区。为促进该走廊的开发，将对连接达累斯萨拉姆与内部地区的公路和铁


路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对 Tanganyika 湖区、联系坦桑尼亚和上述邻国的航运设


施也进行完善提高。CDC 成为所辖地区前所未有开发的重要手段。此外，对坦


桑尼亚铁路公司实行私有化，允许其对达累斯萨拉姆至内陆 Tabora 的两条干线


铁路以及 Tabora 至 Kigoma、Tabora 至维多利亚湖区港口城市 Manza 两条支线铁


路进行改造。NDC（全国开发公司）也对在达累斯萨拉姆、Kigoma 和 Lsaka 等


地建立出口加工区（EPZs）进行了可行性论证。走廊地区城市中心与其腹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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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将得以加强，同样，城乡发展联系也会得到促进。 


▪  Mtwara 开发走廊（MtDC） 


Mtwara 港尽管潜力很大，但效率很低。主要原因是港口腹地缺乏开发，导


致港口利用不饱和。该走廊包括坦桑尼亚南部的 Mtwara、Lindi 和 Ruvuma，Iringa


和 Mbeya 的部分区域，莫桑比克北部相邻区域，马拉维中部的部分区域，以及


赞比亚的东部和东北部的省份。坦桑尼亚所属区域潜力巨大：土地肥沃，经灌溉


可种植各种作物；煤炭储量大，适于电力生产；还有铁矿、近海天然气、沿海渔


业以及内陆水产业。此外，旅游发展的潜力也很大，Selous Game Reserve 与莫桑


比克的 Reserva do Niassa 极可能合并成为巨型的跨国境自然保护区。如按规划实


施开发，坦桑尼亚南部地区将得以改造，南部非洲发展组织（SADC）的 3 个成


员国及其与其它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将得到加强。和上述开发走廊一样，NDC


也对在 Mtwara 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坦桑尼亚南部有前途、


具革命化的开发是在西南部边远地区距港口城市约 950公里处的Mcuchuma建设


规模 400MW 的火力发电厂。坦桑尼亚政府已召集了一些跨国公司（南非的


Siemens、Grinaker，美国协和全球电力公司）来开发这一重大项目。其它辅助性


行业和提高家庭生计的手段也会在 MtDC 地区显现。 


Mtwara 开发走廊还将见证其它的建设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恢复


Mtwara-Mbamba 港湾道路（借助科威特基金 KFAED 的支持）和 Mtwara 至达累


斯萨拉姆公路（沿途的 Kilwa Kivinje 是重要的旅游胜地和世界遗产地）。除了预


计要启动的众多出口加工区（EPZs）外，还计划在采掘业上进行投资建设（钒、


钛、铁矿、煤、石膏和盐岩矿，天然气田生产的石化产品，Mtwara 至 Mbamba


湾输油管线）。东部从 Mtwara 到 Masasi 一带的旅游业将兴起，旅游胜地有 Kilwa 


Kivinje、Selous Game Reserve 等。正像有人所说，MtDC 前途无量。 


以上这些最新发展看上去对“城乡发展计划”（RUDA）有什么好处呢？简


而言之，会产生更多的城市中心，小村庄会发展得更快，城镇的影响腹地会富于


生机，城乡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城乡联系还有可能比该地区现有的更富于活力。 


 


3 城乡联系发展的实例研究及其意义 


 


本章讨论的城乡联系计划/项目实例研究不过是众多东非和中非地区国家中


的几个例子。本章重点放在实例研究，检讨其开发投资的影响，最后分析对可持


续的城乡联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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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乡联系发展实例的选择 


 


东非地区的个案分析选择了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中非地区选择


了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它们代表了城乡联系发展方面的现状。 


 


● 坦桑尼亚城乡联系发展的现状[5]


坦桑尼亚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对深入了解城乡联系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研


究资料比较老了，但对了解该国家不同地区的城乡联系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心


十分有益。 


（1）Biharamulo 镇及其影响腹地 


瑞典乌菩萨拉大学斯堪的纳维亚学院非洲研究中心对坦桑尼亚北部喀松拉


地区的 Biharamulo 镇进行了研究，试图论证农村地区与小城市化中心之间经济


的相互依存关系。在那里的农村家庭采用了生存与积累相结合的策略，对农村和


城市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经济相互依赖的中心议题是小城镇通过农村收入、消费


品、城市现金流动以及其它城乡流动与服务去积极影响农村的发展与农业生产力


的提高。在此情形下，相当部分的农村收入并不直接来自农业，而是来自农村家


庭的非农业收入。 


1993 年 Biharamulo 镇人口为 2 万人，仅占该地区 23 万总人口的 8.7%。小


镇人口由农村迁入人口和来自卢旺达、乌干达和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等邻国的移民（准确地说是难民）组成。30%的家庭户主是女性，而农村地区家


庭以女性为户主的比例仅为 7%。小镇与国内其它地区、布隆迪和卢旺达之间均


有公路相连。 


Biharamulo 镇的主要功能是： 


▪ 与次一级中心相关联的地区行政中心； 


▪ 就业中心（尤其是与地方政府机构有关的）； 


▪ 镇郊驻扎的国家军队在物资和服务方面对小镇有相当的需求； 


▪ 在市场、服务和交通方面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与较大城镇如 Mwanza, 


Ngara, Kigoma 和 Bukoba 的联系纽带； 


▪ 与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密切的商业联系； 


▪ 对其影响腹地的村庄提供各种经济发展的机会。 


Biharamulo 镇的农村地区以粮食作物（玉米、豆类、香蕉和木薯）生产为主，


五分之一的农村家庭从事现金收入为主的咖啡种植。几乎所有农家都酿制用香蕉


                                                        
[5] 本个案研究基于Jonathan Baker（1995）对坦桑尼亚西北部的研究，Cecilia Tacoli（2002）对坦桑尼亚北


部和南部的研究，Margaretha von Troil（1992）对坦桑尼亚南部的研究，Mogens Holm（1992）对一个位于


坦赞铁路、坦赞公路和至赞比亚输油管线交汇处的一个中级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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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粱属植物做成的啤酒以增加收入，这也是一项重要的非农业收入来源。 


有人就城乡家庭互动关系做了一项与上述情况相反的调查。被调查的受益家


庭和未受益家庭的回答才是事实的全部。受益家庭包括可以获得粮食耕作土地、


免费柴火（燃料木柴）和住房供应，不受抢劫和犯罪侵扰，不受警察干预，不用


行贿等。未受益家庭则缺乏市政公用设施和社会服务，发病率高（尤其是疟疾），


缺少合格的饮用水，缺少商店及现代化的娱乐设施。村庄和 Biharamulo 镇两组


对比数据说明，城乡两者之间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格局是十分必要的。


村镇两地居民互动关系的形式包括农村居民白天进城上班，在城内拥有创收资产


（出租商店、住房、售货亭等），在城里的市场或通过商店销售农产品，需要时


可到医院看病或到药店买药，在城里有较多的社交，可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与


“纯耕种型家庭”和“酿酒—耕种型家庭”相反（前者风险高而后者相对安全），


“跨城乡型家庭”多是成功的财富积累者，其创造的财富可用于多种用途：购买


更多的土地，在城市中获得更多的财富，使现有财产升值，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等，而这些又带来更多的投资、家庭财产的扩张及其社会安全保障的增强。 


（2）Himo 镇和 Lindi 镇及其腹地 


这两个镇分别位于坦桑尼亚的北部和南部。Himo 距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交


界处较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镇区；而 Lindi 则是南部一个正在衰落的镇。研究


选择了 Himo 附近的两个村庄（一个是在 Kilimanjaro 山斜坡地区的 Marawekyura,


一个是位于 Kilimanjaro 和 Upare 两山之间的 Lotima），Lindi 附近的三个村庄


（Nachingwea、Mitwero 和 Narunyu）。研究内容主要是城与乡的相互作用尤其关


注在收入、性别方面不同分组的群体。Himo 地处人口密集区，土地短缺问题正


日益加剧。Lindi 正好相反，地处人口稀少的地区，交通条件极其简陋使之无法


直达 Mtwara 港。Mtwara 港的发展前景已十分明确，在“空间发展行动计划”（SDI）


框架中，该港口已成为近期重点发展的“Mtwara 发展走廊”的组成部分。两个


镇的城市型农业是收入较低群体最可依赖的生计方式，而境况较好的城市居民则


在半城市化地区为城市市场从事商品生产。坦桑尼亚北部的年轻妇女越来越多地


变成无报酬的家庭劳动力，而上年纪的妇女除了日常的家务劳动外仍担负着繁重


的农业生产。 


坦桑尼亚南北两个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及移民的汇款量是十分显著


的。城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时，如南部的儿


童入会式和北部圣诞庆祝亲戚们的团聚。在坦桑尼亚北部，妇女们策略地用汇款


获得可继承的土地，这一地区用于商业农场的土地价格很高。 


对坦桑尼亚南部的贫困人口来说，地方分权的意义不大。期待这样一个地区


的地方政府全面负责基本服务设施的提供和维护（主要是道路交通），显然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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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现实的（Tacoli，2002）。 


由于国家发展进程中结构要素、人口统计因素和公众参与程度等原因，这两


个镇及其影响腹地的城乡作用是毫无意义的。Himo 和 Lindi 不像 Biharamulo 那


么有活力，其影响能辐射到邻国。虽然如此，“Mtwara 发展走廊”计划的实施仍


为坦桑尼亚南部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保障，该地区的发展条件似乎得到确定，


Mtwara 港将可以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达累斯萨拉姆与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之


间存在已久的空白将得到填补。 


（3）追求美好生活的案例：镇与乡村 


在一项以“传统”、“再分配”、“家庭关系”和 “知识”这类与坦桑尼亚“乌


贾马”（ujamaa）政策相关联的政治习语为基础的研究中，Von Troil（1992）分


析了“在城镇中寻求美好生活”这一主题。美好生活指寻找实现目标的途径，获


得更好的住房，教育与职业培训有保障，得到有报酬的就业机会等等（Von Troil，


1992：224）。通过分析 Mtwara、Lindi 和 Ruvuma 三个案例，该研究发现三者的


区位有可靠的资源基础：东部是印度洋，Ruvuma 河是坦桑尼亚的标志，南部是


莫桑比克边境，北部是 Rufifi 河。然而这些资源条件并未促使这一具有相当经济


潜力地区的开发。如今“Mtwara 发展走廊”计划为该地区带来了希望。将这些


南部地区与北部的 Arusha 镇进行比较与对比发现，Arusha 镇与其影响腹地之间


城乡作用更为活跃。 


Mtwara-Lindi-Ruvuma 地区的主要特征是：因儿童的高死亡率和人口外流而


导致的相对缓慢的人口增长率；对自给农业的强烈依赖；腰果收成的下降。以


Mtwara 的居民为例，因教育及相关因素作用，人口外流似乎是追求美好生活的


一种途径。随着人口不断外流，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随之产生，进而为城乡社


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Arusha 及其影响腹地（Kilimanjaro 和 Meru 山地区农业高产区）作为城乡联


系活跃的例子，其城乡居民的相互依赖性极高。该研究的结论是，尽管“传统、


再分配、家庭关系和知识”等习语使扎根于该国家近 30 年的“乌贾马”（ujamaa）


政策更加失效，但“可以重新载入新的价值与含义，以应对今日坦桑尼亚的经济


现实”（Von Troil，1992：236）。这段引用研究后记的文字表明，那些习语与坦


桑尼亚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这一国家的经济指标继续保持令人瞩目的增长，包括


切实可行的城乡关系。 


（4）一个中级镇的生存[6]


                                                        
[6] 在坦桑尼亚，中级镇并不一定按人口规模来定义，它可以按贸易中心功能、为城乡人口服务的城市公用


设施范围来确定，也可以按其作为最底层的农村地区与较高层的区域之间经济与行政的“过滤器”功能加以


确定。1978-1988 年期间，中级镇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7%，在不同规模的城镇中居首位。详见Holm (1992: 
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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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ambako 曾作为坦赞铁路、坦赞公路、达累斯萨拉姆与赞比亚输油管线


三大公司的总部，Holm 在 1992 年进行的研究试图回答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 村民们为何向城市地区迁移？ 


▪ 他们如何支付城市住房费用？ 


▪ 现实中形成了什么类型的生存策略？ 


该研究考察了社会交往（大家庭和朋友关系）与文化交往（族群义务和家乡


关系）的本质，为了解各种城乡资源提供了一种直观方式（Holm，1992:238）。


研究的中心论题是：城市的失业状况使人口的迁移数量减少，因为城乡差距不存


在了，城市就业岗位的经济吸引力和好处也在骤减（ Jamal & Weeks，


1988:273-275； Holm 引用，1992:238），这与 Todaro（1969）的农村迁移模式正


好相反，该模式把移民归因于对城市高收入的期待，尽管城市存在失业。一旦乡


村-城市之间的流动开始，就会继续下去，即使流动的量会下降。由于城乡社区


之间的互惠关系，迁移到城市的家庭一定会在利用城乡关联的基础上制订自己的


城市生存策略（Holm，1992:239）。 


从对 238 户移民家庭的访谈和与 Makambako 及其周围村庄重要人物的非正


式讨论中，研究得出下面重要发现： 


▪ Makambako 并不是容易吸引移民的城市中心，因为它缺少内部的基础设施


（道路网及电力供应等市政公用设施）。由于就业机会匮乏，移民也无法从事有


收入的工作。 


▪ 个人、家庭或族群一旦下决心，往城市移民的现象就产生了。即使没有就


业岗位，做生意仍占所有移民理由的近 40%。 


▪ 迁到城市移民，其生存策略首先取决于迁移的前提，即迁移所需的财源，


自己和家人在城市安顿下来所需的资金，在城市里有接纳他们并提供基本帮助的


亲戚或乡亲。不过，在城里的移民及其家庭仍保持与家乡的联系，城里只是一处


“住所”，而出生地才是“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城-乡之间的联系不


会因为两者距离的增加或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加而有明显的弱化，当然回乡的次


数会有所减少（Holm，1992:246）。 


▪ 迁到城里的移民与其家乡的不间断联系保障了他们获得农村资源尤其是


农田的权利。为了表示礼尚往来，他们有时也会接待家乡来的客人。 


▪ 在城市居住的移民会继续保持某些农村式的生活方式，58%的家庭及家庭


中 81.3%的主妇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是做生意和打工（Holm，1992:249）。 


▪ 移民是城乡动态变化中的重要角色。当“父亲不再为了儿子而工作”时[7]，


在农村的乡亲都想为在城里的移民提供支持，希望后者会以不同形式的城乡合作


                                                        
[7] Holm（1992:252）提出了“父亲不再为了儿子而工作”的观点，与Sura S.Berry（1985）的观点正好相反，


后者认为父亲是为了儿子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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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报。城乡合作是不存在公平的，因为只有家境较好的农民可以迁往城市，


而家境贫困的农村人口缺乏迁移所需的条件，在城乡合作中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


限。研究发现，不公平不是在城乡之间而是在农村中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存在


（Holm，1992:252-253）。 


坦桑尼亚城乡联系的四个案例强调了城乡共生的机制。但是，城乡联系的本


质和范围取决于各种因素：物化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及社会服务，主导性的职


业及其经济回报，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与文化交往等等。这些案例提供了解决衡


量城乡联系指标问题的有益见解，而且这些指标需要时常进行考察，因为宏观经


济不断发生着变化。 


 


● 肯尼亚的城乡联系 


作为次撒哈拉非洲国家之一，肯尼亚自 1948 年进行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起，


一直是以人口规模为基点（不低于 2000 人）来确定城区。肯尼亚经历了对城乡


合作阐述的不同阶段。国家独立的头 10 年（1960~1970）采取的是“增长中心”


模式，即将不同规模的中心城市和市场作为增长的聚焦点，对其直接腹地及城市


体系不同层次之间的发展起到催化作用。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肯尼


亚采取了“农村开发地区焦点战略”（DFSRD）模式，向地区一级分散发展，“农


村贸易与生产中心”（RTPC）成为腹地中发展的节点。尽管这一模式（DFSRD）


未被正式放弃，RTPC 也未被完全抛弃，两者均代表了支持城乡联系的空间发展


学派。 


 


3.1.1  农村—城市移民与农村发展 


 


在分析宏观层面对迁移决策过程的影响中，Gardner（1981:72-80）注意到，


迁移的宏观和微观因素不仅相互影响迁移的过程，而且突出表现了个人与家庭宏


观-微观关联的结果。对城市移民在家乡农业发展所起作用的一项研究显示，肯


尼亚的城乡联系是十分重要的。通过检讨这一专题的研究，Oucho（1996:10）认


为，殖民时期“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移民与他们最终要返回


的家乡的密切联系并未受到侵扰”，移民在家乡拥有“原始、专项的资本”（如土


地和牲畜）。城乡联系采取两种主要方式：社会—文化的交往带来关系的维持、


相互的探访、慷慨的表示；经济的交往则带来资源的转移，主要是汇款和实物商


品，这些交往成为回到家乡返程式迁移的前提条件（Oucho，1996:15-22）。通过


研究从肯尼亚西部向区域城市 Kisumu 和首都内罗毕迁徙的移民行为，可以看到


两个层次的城乡转移：一是寄回农村个人/家庭的汇款，二是来自特定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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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为学校、诊所、集会礼堂或海外留学等项目共同捐资。假如投资环境良好，


转移的资金和实物资源具有刺激投资的潜力，遗憾的是，目前尚无明确而详细的


政策对这些城乡资源给予必要的关注。同样，农村流向城市的资源（主要是食品）


也从未估量其价值和对城市居民与城市经济的贡献。 


 


3.1.2  小镇与其腹地的合作 


 


对肯尼亚中部一个农村地区小镇的家庭调查表明，其直接腹地与 2 小时行车


距离外的内罗毕之间是相互合作的（Evans & Ngau，1991）。小镇叫 Kutus，位于


中央省 kirinyaga 地区。该项目是为国家计划发展部进行的城乡交换课题中的一


个部分（Bendavid-Val 等，1988；Evans & Ngau 引用，1991：521）。 


Kutus 的经济和家庭结构特征按人口统计学、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与收入


等项进行了分析。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每户平均人口、人口增长率、女性在就业年


龄组（15-64 岁）中的比例。土地所有权则包含每户和人均的耕地数量（按公顷


计）、人口密度（人/公顷）。农业生产方面主要涉及咖啡（主要作物）、玉米、豆


类、番茄、土豆、法国豆和其它作物（均以吨/公顷表示）。收入一项按每户平均


收入（肯尼亚先令）、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工资收入、汇款/礼品等。 


Kutus 是所在直接腹地重要的农业生产中心，农民以农业收入为主，并将其


用于非农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当地在内罗毕工作的居民将其收入同时用于农业


和非农业项目，一方面将 Kutus 与其腹地相连接，另一方面将 Kutus 及其腹地与


内罗毕相连接。由于当地耕地缺乏，成功的农民完全从事非农业活动，如小买卖


等。 


对 Kutus 的研究突出表明了小城市中心在带动其周围腹地发展中的特殊作


用，就小城市中心城乡联系这一主题，1996 年在肯尼亚专门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在肯尼亚的农业大省 Rift Valley，Demese（1996）发现，由于维系城乡联系的主


要是以农业为主的商业和服务业，因此，农业是 Molo 和 Naivasha 两镇与其农村


腹地的主要联系纽带。 


 


● 埃塞俄比亚案例研究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从封建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再转变为目


前民主制度的非洲国家。虽然该国没有一个严格定义的城市中心，但还是有某些


最低标准，如有特许的市政府，在部级城市部门的管辖权限之内，有征收税赋的


地方官员，或者由当地的首领及元老认定（Baker，1986:54）。由于埃塞俄比亚


已开始了系统的人口普查统计，因此，人口规模也作为确定一个城市化地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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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 


 


3.1.3  城市和乡村中充满矛盾情感的 Gurage 人 


 


对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约 200 公里、Shewa 行政区南部 Gurage 人地区的研究


可看出城乡之间的合作与企业地位（Baker，1992）。Gurage 人较喜欢居住在城市，


1984 年的人口普查将其中 25%的族群划入城市（Baker，1992:126）。在后革命时


期（自 1974 年起），埃塞俄比亚从封建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引入了以农村


为基地的“农民协会”和“城市居住者协会”（Kebele）。Gurage 人第一次在无任


何约束的情况下有机会迁移到亚的斯亚贝巴，然后再返回土生土长的村庄。


Gurage 人中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一个没有保留土地的人是“无根的”，既便他


在城市中已立足（Fecadu，1970:210；Baker 引用，1992:132）。Gurage 人在农村


家乡保留土地的现象是 Baker（1992）研究的重点。 


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首位城市），38%的 Gurage 人从事贸易，与


Amhara 人和 Oromo 人为主的 10%的人在政府工作形成对比（Baker，1992:133）。


亚的斯亚贝巴的多数 Gurage 人是按自己的愿望迁到城市的。调查的 119 户家庭


中，移民占 91%，而其中 105 人来自 Shewa 行政区。半数以上的移民是因为就


业而迁移，约 1/5 和 1/4 强的移民分别是随丈夫或亲戚而来（见 134-135 页）。 


由于其在城市的独特性和缺乏政治参与，Gurage 人扶植了自助性很强的协


会，最有名的是 ikub（储蓄俱乐部）和 idir（葬礼社）（见 134-135 页）。通过这


一方式，Gurage 人登上了 Hyden（1983、1985）描绘的“喜爱经济”，即指“在


由血缘、亲戚、社区或其它关系联结的群体中形成各种支撑、沟通与合作的网络。


通过标准而不是那些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引导下的经济行为，它以系统


的方式将各种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与交换联系在一起”（Hyden，1985:214；


Baker 引用，1992:144）。在不同方面，Gurage 人的储蓄和葬礼系统成为与国家利


益和政府相辅相成而不是相冲突的城乡密切联系的标志。团体的经济和社会网络


应该在为城市和农村家族成员两方面提供相互支持和利益的背景下来看待


（Baker，1992:145）。 


本案例研究揭示了自 1974 年革命推翻封建制度以来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


正在发生的一切。1974~1991 的 17 年当中，国家巨变，在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


同时，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也在进行，1993 年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


来，埃塞俄比亚开始采用给区域政府自治空间的联邦管理体制。无论哪一行政管


理级别，城乡联系始终存在，并以不同形式为地方分权提供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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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mbo：安哥拉的前线镇 


安哥拉自上世纪 70 年代独立以来从未有过和平，政府一直在抗击反政府势


力的进攻。随着近年和平时期的到来，许多投资者重返安哥拉，国家正步入稳定


发展的轨道，构建切实可行的宏观经济框架。对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赖于


基础设施建设、人文资源开发、长期饱受痛苦群众的安置，这样才能面对政治、


社会、经济新秩序的各种挑战。 


对战乱之国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城乡前线进行一次考察可让人耳目一新


（Jenkins，2003）[8]。安哥拉的前线城市中心研究对象是Huambo，目的是找出


宏观经济力量背景（虽然相对处在全球化边缘地带）下的城乡分界机制。至 2001


年，安哥拉 34%的人口是城市人口。通过考察特定的半城市化地区城市化过程的


实质：货币啮合、劳动力啮合、社会文化资源的获得、物质形态资源的获得、法


定行政的啮合，Jenkins（2003）的“生计法”可让人理解城与乡在家庭层面上的


啮合。 


Huambo 位于国内重要的农业区安哥拉中央高原的 Benguela 铁路线上，是为


农业服务的中心，设有供出口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安哥拉爆发国内战争时，


Huambo 成为反叛运动 UNITA 的中心。由于处在当局与 UNITA 力量对抗的焦点


地区，Huambo 变成了一个不安全的城市，居民纷纷外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其


外围半城市化地区吸引了一些因战争而被迫离家的人，这些居民用传统的办法管


理土地。Huambo 城则变成了鬼城，基础设施和建筑被摧毁，战后快速重建的希


望变得渺茫。 


然而，Huambo 仍具有恢复的潜力，并有望重新成为服务于农业丰饶地区的


一座活力城市。其更新需要对城市及其腹地进行调查，以确定问题的实质与程度，


弄清人们的想法，写下他们的渴望，最后确定其发展方向，为切实可行的城乡合


作铺平道路。“Huambo 与环境调查”的结果将对其它安哥拉城市包括首都罗安


拉具有指导意义。因为有痛苦的过去，安哥拉更需要重新开始对城乡关系进行规


划。 


 


● 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农村化”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允许我们采用在东部非洲国家那样的方


法去分析其城乡关系。简单而言，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许多方面和安哥拉有相似之


处，其政府在过去 32 年中未受反政府武装的扰乱，但在 90 年代，反政府势力曾


密谋于 1997 年推翻长期独裁的扎伊尔政府。据估计，其城乡人口的比例大致是


50:50（http:/www.afrika.no/Detailed/2673.html）。在城市，经济与政治危机已转化


                                                        
[8] “前线”一词与国家长期形成的战争前线无关，而是作为任何游击战中的一个移动目标。这个类比用来定


义一个界限，超过这一临界点就意味着人居住所更城市化（见Jenkins，2003，注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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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衰落、抢劫市政和行政管理设施、公共交通问题、水与能源分配短缺、住房短


缺等等。首都金沙萨的生活条件比农村还差，半数人口食物不足（一天仅吃一顿


饭），儿童和妇女要步行 1 公里以上去提水，衣物紧缺，多数孩子从学校回来后


被迫呆在家中，因为他们没衣服可穿。很难相信这种滑稽的事情会出现在现代非


洲，但却突出地摆在试图把行动计划整合在一起、将过去交给历史的现任政府面


前。金沙萨可描绘成一幅“前城市化”（ex-urbanisation）景象，半城市化地区的


重新安置计划迫使移民不是返回自己的家乡就是迁往其它城市。在失业、拖欠工


资和金沙萨居民普遍的贫困化等因素面前，“Kinois”人成为城市农业日趋发展


即所谓“城市农村化”（rurbanisation）现象的重要角色。除农业生产活动外，农


村的方式和行为在金沙萨无处不在，男人和妇女都在做着同样的家务杂活


（http:/www.afrika.no/Detailed/2673.html）。 


城市部分地区贫困与部分地区富裕之间的差距清楚地表明业已存在的社会


压力，这种压力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加而加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沙萨的城市


蔓延与以下情形正好形成对比：基础设施失灵、水电供应匮乏、次撒哈拉非洲其


它大城市不复存在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 


在各种希望和平的努力未果之后，刚果内部对话最终将刚果民主共和国推上


了发展之路。全国统一的政府得以成立，反政府威胁不断减少，冲突对立各方所


属外国武装力量不断撤离。目前年轻政府要做的是对本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各


项研究，为随后城乡关系的研究打下基础。 


刚果民主共和国“减少贫困战略中期报告”（PRSP）预计，最近调查的 12


个省中城市贫困占 75%，金沙萨、卢本巴希、Mbuji-Mayi和马塔迪四个最大的城


市名列其中，前两者比后两者更贫困[9]。这些城市仅有 44%的家庭可获得饮用水


供应，不足 3%的家庭拥有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设施。严重的失业率使得城市中


非正式部门经济活动增加；恶劣的路况使公共交通接近瘫痪，高峰小时机动车严


重缺乏。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战争与火山喷发带来的灾难迫使背井离乡的人口和


当地社区更加贫困。战争摧毁了医院、门诊所和医疗站，仅 1998~2000 两年的伤


亡人数超过 300 万人；战争造成营养不良，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增加，导致大量疟


疾产生。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肆虐全国，尤其是饱受战争袭扰的地区。PRSP 报告


对国内贫困的定义是人的能力或发展机会的丧失，具体表现在下面 11 个方面的


丧失：健康、教育、清洁的环境、安全用水与用电、性别平等、食物、和平与有


序的治安、休闲娱乐、就业与人力资源、财政或现金收入、道路及社会经济基础


设施。 


                                                        
[9] 数据引自The DRC Interim Poverty Reductiou Strategy Paper，2002 年译自法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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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 5 个主要原因与政府无力满足百姓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包括治理不


善[10]；建立在不平等和滥用资源与设施之上的社会价值；破旧、毁坏、不能恢


复的基础设施；各种开发项目的资金短缺（现金贫乏）；以及漠不关心、对社会


经济基础设施缺乏维护、忽视环境保护等其它原因。 


金沙萨是否是一个发展暂缓的百万人口城市？Piermay（1997）列出了与问


题有关的某些特征。他认为金沙萨是一座非洲已有城市中无一可与之相比的百万


人口城市，主要是因为其发展历史相对较短（1940 年的人口为 5.5 万人，1984


年增加到约 260 万人），其次是殖民管理要求其雇员仅在就业时留下来。该城市


的出生率远远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城市中的就业空间是间歇性的；缺乏社会关系


兴旺的城市传统，刚果人更喜欢生活在城市里而不是像次撒哈拉非洲多数地区常


见的那样返回自己的故乡。金沙萨以“国家的女儿和社会的遗产”为特色，是一


个只积聚富人、具掠夺性的中心。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意味着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容许有组织的城乡合作存


在。对一个已沦落到最低水平、必须在发展上有一个全新起点的国家来说，进行


一个全面、基本的宏观经济普查是最合适的策略，这样可以对国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领域进行调查研究。这类普查的重点应放在城乡地区和城乡联系。 


 


3.2 开发/投资与增加就业的影响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至 90 年代初，次撒哈拉地区国家开始了效果各异的“结


构调整计划”（SAP）。1996 年 SAP 的支持者——国际货币基金（IMF）承认，


尽管逐渐减缓贫困是一个主要目标，埃塞俄比亚仍然在严重贫困和高失业状态上


蹒跚而行；乌干达在 1987 年实行经济恢复计划以来，也未在减少贫困和增加就


业方面看到成绩；坦桑尼亚的实施情况也被认为“不尽人意”（引自 ILO，1999）。 


次撒哈拉非洲正在经历大家逐渐熟知的国家经济的“轻农业化”或“轻农民


化”。Bryceson（1996，引自国外发展研究所-ODI，2000）将这两个概念定义如


下： 


▪ 轻农业化（De-agrarianisation）指就业调整、劳动收入重新定位、农村居


民脱离以农业为生模式后的社会地位确认和空间再次安置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 


▪ 轻农民化（De-peasantisation）指轻农业化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农民丧失了


其经济生产能力和社会内聚力，在人口统计数量上呈缩减趋势。它与农民具有的


下列特点正好相反：以土地为本，以家庭作为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单元，服从国家


                                                        
[10] 概念包含各种公共管理要素，如：原来的独裁政权，政府部门在抓发展问题时的普遍不作为，盗用公


共基金，缺乏道路与交通联系政策，现行政策的低效率，政府雇员对财产的征用，拆除建在未开发土地上


的房屋等等（见DRC Interim PSRP，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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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和区域市场，遵守社区的准则（Shanin，1976,引自 ODI，2000）。 


有一条明显的线来区分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它们不强调农业作为农村地区唯


一的生产活动，而是强调在城乡地区转向非农业活动。ODI（2000）将此应用到


7 个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轻农业化与农村就业”（DARE）研究。这 7 个已采取


“转折点政策”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刚果、尼日利亚、坦桑尼亚、马拉维、


南非和津巴布韦。在“结构调整计划”时代，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非洲社会结构


中的影响并未进行深入研究；非洲的社会结构更多地被看作是对国际金融机构


（IFIs）强调的“有作为环境”的制约。研究注意到，SAPs 摧毁了满足农民需求、


有强制的商品标准、提供单一渠道的营销网络、对价格实行控制的半国营集团的


市场平台；在一个未知因素很多的市场环境中，农民会受到对供应不利的投入价


格猛涨的支配。到 1990 年，坦桑尼亚 Mwanza 地区半数以上的农民转向了非农


业生产；80 年代以来 Tanga 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农村男子


越来越多地接受甚至鼓励妻子和女儿走出家门到外地工作挣钱，与传统模式形成


了极为鲜明的对比（Madulu，1998，引自 ODI，2000）。伴随着城市为主的改革


（如对公共部门职员的缩减），那些被裁人员也加入到农村非农企业家的浪潮。


“农村支撑生计”（SLR）概念与一些捐助机构热心帮助农村居民培养应付外部


打击的弹性、全面提高谋生手段的可持续性等产生了相当的共鸣（Carney，


1993:3，引自 ODI，2000）。ODI （2000）提出并倡导了应对不确定性的“ABCD”


原则，其中 A 代表非洲农村居民重视的农业；B 表示从近期或长期利益出发中


间可供选择的方案；C 和 D 指轻农业化继续发展的明确方向。 


 


3.3  提高收入与缓解贫困的影响 


 


由于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好，决策者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作为减轻贫困重要步


骤的农村发展。正如 Mwabu 和 Thorbecke（2001）所认为的，次撒哈拉非洲地区


采取以农业为主的干预对减轻贫困和促进整体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一地区


的贫困主要还是集中在农村。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四个理由是：以农村为主的增


长通常伴随着收入的提高；来自农业生产力的收入是以投入到土地上的密集劳动


力为基础；农村发展包含了穷人的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这样将直接改善其生活


质量；通过扩大现代产业的计税基数，农村发展可使政府改革扭曲的税费尤其是


农业的课税，提高国家经济的整体效率。因为穷人缺乏财富，所以他们有信心做


好的是使用和/或出卖其劳动力来参与发展。这意味着在努力实现农村发展并将


减轻贫困植根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收入的增加与贫困的减轻是很好的互补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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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城乡发展联系的影响 


 


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城乡地区的发展已带来与各国以往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和生态背景不同的城乡关系。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报告（联合国，2000）指出，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应关注 6 种类型的城乡联系。第一种类型是因城市需求的增


加和由此带来的资源退化而引起的对自然资源竞争的加剧；农业的内聚与在边缘


地区的外延使土地价值降低并危及农村的发展。第二类是城市化在农业商品化过


程中的催化剂作用，它可增加化肥的使用和其它投入，推动农村非农企业的发展，


增进城乡贸易及其它交流。受到影响的是农村妇女，她们不能够再从自耕自给的


土地上出售剩余的产品。第三类是需求引起的商品生产替代，带来区域与次区域


的专门化，为城市人口提供新的大宗食品。同样，城市的消费模式向园艺作物、


肉类和奶制品方向转移，其中一些产品产自城市农业区。第四类是城市化对农村


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因为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可能会提高农业工


资，增加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于农村人口的迁移主要挑选年轻、受过良好教


育和发展意识较强的人群（过去总是男性），因此农村家庭对雇佣劳动力越来越


依赖。多数农民通常不可及的农业新技术必然要包括化肥和除草剂使用的增加，


遗传工程及其它人工生产方式的采用等，而这些将使环境退化日趋严重。第五类


是为城市消费者服务的食品运输、配送和营销体系。农村供应点与城区之间联系


较差，更严重的是运转不灵的配送机制和置农民于不利的营销策略制约着城乡联


系的共生性。第六类是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包括城市流到农村


的汇款和资源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一种假想认为城乡间的单向汇款将促进农业


投资，而原来它总是止于家庭消费且农村也不存在任何可行的投资机会。食品及


其它产品的乡村-城市流动几乎是无法量化的，这意味着它对城乡关系的影响也


是无法获知的。 


每个实施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国家希望国家经济合理化，城乡之间存


在平衡，但是这种愿望加剧了所有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城市发展偏好。Becker


等（1994）指出了 SAPs 对城市结构影响的 3 个表面效果。首先，SAPs 的宏观


经济要素青睐分散发展，与城市集约化这一国家经济的特征正好相反（见 226


页）。由于 SAPs 的实施效果不佳，城乡居民变得越来越穷，因此农村地区成为


城乡居民的避难场所，农业发展受到抑制。其次，SAPs 强调基础设施的恢复、


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地方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等，这些均偏向于大城市，它迫使非


洲国家的政府将重点放在大城市而不是较小的城镇或农村（Becker 等，


1994:227）。随着城市偏好的强化，城乡联系不断恶化，最终将分道扬镳。第三，


SAPs 将带来以资源加工为主城市的增加、农产品营销与供应城镇的增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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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中心港口与城镇的增加（见 227 页）。哪里的农村具有上述所有特点？没有。


农村地区越来越无优势可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尤其是容易受骗的年轻人）


继续着，城市经济进一步被窒息。 


 


4 农村—城市发展的治理（governance） 


 


本章节将治理作为农村—城市发展的一种象征进行表述，而不是将其视为分


离的两个实体。以下将对治理的特征分别放在三个相关的问题中进行定义和讨


论，即与管理机构最为相关的地方政府管理、东部和中部非洲在这方面取得的成


就与不足、成功治理的先决条件及对不同环境背景推广效果的展望。 


 


4.1  治理：定义与特征 


 


“治理”（governance）一词不应该曲解为政府部门或城市当局承担的“管理”


一个特定区域或实体的责任与工作。简单地说，治理是指“对公民/劳动者组织


自我激活发展的授权，借助适当的国家支持、政府功能和资源转换对公共服务与


设施供应的控制”（Bond 和 Zandamela，2000）。Mkandawire 和 Soludo（2000:47）


认为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 公共官员包括政治家和政府职员更大的（金融和政治上）责任； 


▪ 政府管理程序和过程的透明度； 


▪ 对腐败的共同抗击； 


▪ 政府行为和政治体制的可预见性； 


▪ 政府决策的合理性； 


▪ 政府交易的充分审计； 


▪ 对官僚低效的严格约束； 


▪ 消除不必要的阻塞租金收入途径的行政干涉； 


▪ 信息的自由流动； 


▪ 鼓励公共辩论文化的培养； 


▪ 政府管理框架内的职位与平衡体系的建立； 


▪ 政府管理的地方分权； 


▪ 尊重人权； 


▪ 司法自由与法律准则； 


▪ 建立可靠的法律体系； 


▪ 财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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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的执行； 


▪ 专家政治论者/专家治国论者的能力建设； 


▪ 与所有利益方的商榷及其参与。 


治理是指管理国家经济与社会资源时行使权力的方式。它不仅包括政府各部


门、也包括民间团体（市民、民间组织等）对形成地方政府运行模式的法律、规


章、制度、规则和程序的遵守（Dolicho，2003）。毫不夸张地说，实现理想的全


国或区域层次上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所需的上述特征的最佳组合是异常困


难的事情。为使治理与地方的外部标志相匹配，分析家们对“城市治理”与“农


村治理”进行了区分（两者均是更无价的“地方治理”的变体）。为试图建立城


乡关联，治理已成为地方分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这里，地方分权指公共职能


的权利与责任从中央政府向下一级或半独立政府机构或私人部门的转移。地方分


权可采取不同的形式：政治型——指市民及其选出的代表在公共决策方面被赋予


更大的权利；行政管理型——指通过分散、委托和移交的方式，寻求各级政府之


间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权力、责任和资金的重新分配；财政型——指为实现地


方分权的功能而提供的适当的财政资金（Dolicho，2003）。为使城乡一体发展或


地方分权发展的治理更为有效，必须注意不同层次管理机构之间横向与纵向联系


的网络化[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受命要加强人类的发展，其《1996 人类发展报


告》总结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五个方面：以性别为主的授权、合作公平性、生计


的可持续性与保障、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UNDP，1997）。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把治理视为促进、支持和维护人类发展尤其是最贫困和最边缘人群的一种


手段。 


在实行地方分权的 30 个非洲案例国家中，乌干达、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是


8个权力下放程度最高的例子，但只有乌干达在行政管理地方分权方面取得进展，


并在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财政地方分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Ndegwa，2002）。 


 


4.2  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城市对农村 


 


非洲国家在努力降低中央政府集权化的同时，尝试了各种广义形式上的“地


方分权”。首先是地方政府体制的“权力移交”（devolution），即地方政府独立于


中央政府管理之外的决策与实施权力的分配（或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


部门在雇用、解聘、税赋、签约、支出、投资、计划、确定优先项目和有选择地


                                                        
[11] 过去 20 多年中强调“善治”（即涉及社会的所有群体）已成为众的之矢，对良好的、可持续的、所有利


益方都具有特定功能的规划与开发体系起到了支撑作用。善治的特征包括：全社会的参与、法律规则、透


明度、响应度、舆论导向、平等、效用与效率、责任、战略设想（UNDP，1997）。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把和


平、民主、人权和可持续发展视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四个要素（见H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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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权力（Wunsch，n.d.）。但是，地方部门并不做出单


边的决定，而是出于善治的考虑，让市民团体和私人部门介入决策。另一种地方


分权类型是“分散”（deconcentration），即地方部门主要作为中央政府的地方代


理而行使权力，管理人事，使用中央政府部门划拨的资源（Wunsch,n.d.）。在许


多国家希望建立不同“地方分权”类型的这样一个不固定情形下，肯定会出现因


各种地方分权组合或系列化试验而带来的许多困惑。例如，肯尼亚、加纳和坦桑


尼亚的“地方分权”尝试实际上成为温和化的政策分散，缺乏权力的移交（Wunsch 


& Olowu，1990，引自 Wunsch，n.d.）。学者们发现，虽然官员与市民之间存在


沟通，但地方政治过程的缺乏已对地方治理带来了制约（Wunsch & Olowu，1996，


引自 Wunsch，n.d.）。 


（1）城市发展计划（MDP） 


该计划始于 1991 年，世界银行为执行代理，有数家旨在提高自治城市综合


能力的捐助机构提供支持。MDP 是一项向地方执行当局提供的用于政策与能力


建设的专项资金快速支付的手段。在次撒哈拉非洲，该计划由两个部分构成：一


个以东非和南非地区为主，另一个以西非地区为主。核心内容包括政策研究与推


广、培训、自治城市的扶持以及地方当局联合的强化。该计划通过顾问咨询、专


题研讨和其它活动（世界银行，1994）获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但它只局限于城


市地区，没机会在 RUDA 框架中去维系城乡之间的联系。 


（2）非城市化发展与治理 


当出现权力移交或将出现权力移交时，总会期望有序的农村治理能与城市治


理相辅相成，这很自然，因为任何国家的城乡地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坦


桑尼亚，《1997区域行政管理法》授权地区委员会与地方部门共同制订需求计划、


财政预算和实施方案（Toulmin，2001 年，引自 Tacoli，2002）。地方部门成为为


辖区居民和直接腹地服务的另一种地区级和次地区级的机构。正如 4.1 节所述，


坦桑尼亚北部 Kilimanjaro 斜坡地区的 Himo 镇和坦桑尼亚南部的 Lindi 镇在其腹


地的经济增长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为农产品提供市场，为农村市场提供工业


产品，反之这两个镇也成为农村产品的市场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目的地。城


镇不仅与其腹地的小村庄而且与 Arusha（“东非共同体”总部）——坦桑尼亚的


商业中心达累斯萨拉姆，Himo 一例——存在互惠关系（Tacoli，2002）。这种城


乡互惠关系是所有东非和中非地区城镇的特征，因而也构成了 RUDA 的基础。


当小村庄升级为城市化地区，城市化地区成为城市，城乡的二元化将变得模糊，


城镇体系网络也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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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东非和中非地区的成就与不足 


 


东非和中非地区不同国家都有对城乡发展成功治理的例子。例如在安哥拉，


“CARE’S LUBAGUA”项目帮助培训社区成员向住户传播卫生和健康知识，并


与“省级水资源董事会”（The Provincial Directorate of Water）合作，在半城市化


地区安装市政公用设施（Budds & Minaya，1999）[12]。 


世界银行的一次问卷调查研究为地方分权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该调查


涉及以下内容：立宪制（一元制、联邦制、其它）、行政惯例（英式、法式、其


它）、分权倾向（政体与立宪结构、行政管理、财政、责任与授权）。 


责任（accountability）是治理的一种重要措施。它可以是“对下级的”


（downward）——这样市民能够让地方政府做出解释与说明，也可以是“对上


级的”（upward）——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运作要受中央政府的监督但不是支


配。东非和中非地区国家对下级负责的打分结果按高低顺序依次为乌干达、肯尼


亚、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对上级负责的得分结果亦是同样的排序。


这两种情形得分较低的国家是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乍得。 


上述第一组国家已实行了地方政府选举制，市民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是显而易


见的；第二组国家则通常要对公众账目和服务标准制订进行审计，包括其监督和


评估体系。所研究区域中，地方政府体制承受力和稳定性较高的国家有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与之相反的例子包括喀麦隆和厄立特里亚（Ndegwa，


2002）。我们已详述了地方政府选举的内容，因为这是地方层面上百姓全方位参


与发展过程的基础。 


地方分权总分（一个复合指数）较高的国家依次为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


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最低得分的国家有安哥拉、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


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和乍得。Ndegwa（2002）认为，所有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均


有准国家级政府的结构，包括地方政府。遗憾的是，在这一层次对有关文献档案


的收集和对善治案例的分析未做任何工作，尽管地方分权从体制上在若干方面进


行了设置：法律的制定、政府选举制度的建立和人员配备。同样可观察到的是因


财力有限和/或众多部委未将功能移交而造成的市政服务缺乏。 


对地方治理的强行限制在全国层次上反映了过去和当代管理的侧面。当中起


作用的因素有四个，即作为地方分权共同点的国家一元化政体结构、行政管理体


制的殖民遗风、非洲国家政体总体上的不稳定性、贫困现象以及地方社区的能力


不足。在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家原来中央集权专制强加的不公


正性使得地方治理成为集权专制瓦解的灵丹妙药（Ndegwa，2002）。 
                                                        
[12] LUBAGUA指安哥拉“Lubango半城市化社会流动与卫生教育”计划，由荷兰政府资助，CARE Angola负
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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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应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更详细地


总结。然而，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不足是：提供观点的主要是 33 位世界银行工


作人员，他们仅来自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居住代表团”，其中三位还是随意选


出的非世行成员。假如研究由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捐助


界承担的话，他们可能会提供关于地方分权和地方治理方面更好的见解，捕捉到


更合适的衡量指标。 


 


4.4  成功治理的必备条件及对推广的展望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已注意到农村贫困人口群体的地方分权问题，


其“西非和中非地区农村贫困战略”包括 5 个方面的内容：人类的资本基础、政


策与制度、农业生产力、基础设施和全球一体化，目标是减少农村贫困，赋予农


村贫困人口权利（http://www.ifad.org/operations/regional/2002/pa/pa.html）。 


为实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四大战略是： 


▪ 增强农村贫困人口组织的能力，改进对农业发展政策与制度的聚焦点； 


▪ 提高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生产力，更好地获得生产技术； 


▪ 通过接近金融资本和市场来增加农村收入； 


▪ 减少对农村人口生计的威胁。 


在强化农村治理方面，“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对减少农村贫困和赋予农村贫


困人口权利的关注是十分重要的。该基金认为，农业在现在和未来相当长阶段仍


将是非洲国家农村经济的支柱；除非农村贫困人口的困境得到解决，农村社区得


以自立，否则农村治理将不会取得成功。当然。这只是另一种可能与其它正在进


行的改进农村治理计划混为一谈的观点，在那些行动计划中，非政府组织和 CBOs


正不断成为重要的资助者。在这种情形下，1997 年 7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


斯亚贝巴召开了联合国系统范围内非洲特别行动首届“非洲政府管理论坛”年会，


其主要议题是： 


▪ 市民团体的授权是政府伙伴合作有效性的保障； 


▪ 经济进步与善治是共同并进的； 


▪ 性别平等与妇女的权利保障是善治的重要因素； 


▪ 建立在历史、文化和本土传统上的机制对民主化和善治至关重要； 


▪ 捐献机构应更好地协调其本国的计划，从建立伙伴关系的角度提供帮助，


而不是强加一套特别的管理机制（http://www.un.org/ecosodev/geninfo/afrec/vol.11 


no4/govern.html，2004 年 4 月 13 日下载）。 


环球网站“Livelihoods Connect”重点列出了不同国家在提高地方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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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方面而进行的项目，其前提即为地方分权。其中一个例子是乌干达减少农村


贫困的制度环境分析，正如 James（2001）等人主张那样，从外围角度（社区、


管理者和地方选出的政治家）阐述其观点。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坦桑尼亚促进农村生计环境改善方面的，它检讨了地方政


府管理如何通过基层参与、更好的设施服务和“阻断”农村征税制度等根本改变


去促进农村发展（James 等，2002）。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为东部与中部非洲可持续发展、就业机会创造方面的城乡关联法研究提


供了富于建设性的见解。虽然所提出的证据与所掌握的统计数据一样不齐全，但


针对已有的分析，可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并为联合国人居署的政策制定以及本专


题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5.1  结论 


 


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全国发展规划资料不全的状况对确定其发展趋势、发


展目标及找出存在问题有一定的制约。几乎所有以上国家都经历了对其全国发展


规划严格遵循与实施有严重影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过程。而且，他们也无力


从改变政策方向的角度去对其全国发展规划做认真的评估。多数国家显然对农村


与城市的划分有认识，但并未将两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由于要努力解决发


展的基本需求问题，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仍停留在字面层次上，未就其必备条


件和分支内容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5.2  建议 


 


下述建议主要针对三类支持者：一是公共政策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二是联合


国人居署，即联合国关于城乡人口住所问题方面起领头作用的一个机构；三是致


力于解决前两者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界同仁。 


 


5.2.1  政策导向为主的建议 


 


和与贫困的牺牲品作战相反，政府部门需要采取以“通过提高城市物质规划


空间容量，与贫困而不是贫困人口作斗争，与擅自在空地上安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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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tting）而不是安家者（squatter）作斗争为原则”，达到最终锁定可持续发


展计划/项目的目标[13]。 


在一篇基于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经验研究论文中，Mwaba 和 Thobecke（2001


年）认为，农村发展需要 5 种类型的政策与策略：（1）增加农场和非农场投入产


品的市场需求；（2）促进农村管理机构的参与；（3）鼓励增长型的文化现象、态


度和社会化网络；（4）促进城市发展；（5）增强贫困消除战略的有效性。这些都


是农村-城市关联的重要内容。 


城市与农村政策之间应该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隔绝。一些影响分割政策制


定的陈腐假定已太过时和失效，应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认真评估，使之与已经发


生的变化保持一致。 


所有中部和东部非洲国家先后采取的经济自由化意味着农村-城市之间纽带


的增强。为达到此目标，政府部门和捐献机构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确定哪些城镇


具有支持农业的潜力，哪些政策有助于或不利于城乡之间有效共生性，以及是什


么瓶颈阻碍这样的共生（见 Becker 等，1994:244）。更多的政府、捐献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市民团体宽松的谈论自由化，则不经赞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而谈论民


主化的意味更浓，更不用说众人认为的受益者去理解民主化体系的各项内容。因


此，当自由化包含了地方分权、城市管理对农村管理等项变化时，就必须承认城


乡发展计划的中心地位。 


由于获得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历次发展规划的文献资料困难丛丛，因此本研


究只好采用了其准确性方面就存在问题的数据。不过，从已有的信息可明显看出，


发展规划多来自在这些国家从未取得成功的实验模式。除了否定发展规划的格式


化、遵守和实施等全国性问题外，众多外来的因素也使整个难题复杂化。这些外


来因素包括捐献机构强加的限制条件、The Bretton Woods 机构规定的结构调整计


划，以及用生命力得不到证明的模式进行的没完没了的试验。各国发展过程和规


划/战略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在各次级区域内做出归纳与总结是不明智的。 


前面讨论的案例分析表明，城乡联系涉及的方面太多，因而发展战略的多样


化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发展战略包括积累、生存和人口迁移等项内容，涵盖农村


与城市地区的各个方面。包含城市要素的农村发展规划，其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


因为这两种区域的投资、就业机会创造、增加收入减轻贫困等内容是十分不同的，


同时也缺乏维护共生关系的努力。 


由于地方分权常常因为以人为本发展的理由而衰弱，所以城市治理需要从农


村治理中分离出来，然而，这两个区域的治理仍会存在一个无法分享经验和缺陷


的灰色地带。决策者必须明确治理的本质，找出其变量和特征，以证明有效的关


                                                        
[13] 本观点出自 2002 年 4 月 29 日内罗毕“世界城市论坛”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席的发言，即强调与现象作


斗争而不是与现象本身的牺牲品——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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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来确保农村与城市地区之间的共存与相容。 


 


5.2.2  对联合国人居署的建议 


 


考虑到中部和东部非洲国家资料信息的缺乏以及对其城乡关联方面关注点


的不同，联合国人居署应该与各国的统计部门和区域性机构紧密合作，以解决上


述问题。因为城乡发展计划/城乡联系有若干内容与范围是不能通过一项研究或


一次研究就捕捉全面的。联合国人居署可指派研究人员与各国的统计部门一道工


作，找出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和其间的差异，得出最佳解决的方法。以可靠的信息


为武装，联合国人居署可在提高地方政府制定近期或长期城乡发展计划/城乡联


系发展计划的能力建设方面提供帮助。 


 


5.2.3  进一步的研究 


 


无论各国政府是否赞同城乡发展计划（RUDA），都应努力使其国家的发展


超过正在非洲和其它地区试行的 RUDA。其中一项最新动态是“环境与城市计划


署”（G/ENV/UP）下的“区域城市发展办公室”（RUDOs）发起和传播美国国际


开发署的发展中国家总结出来的住房和城市财政经验与教训。次撒哈拉非洲国家


正推行财政收入地方分权，一些国家有益的教训可以加以借鉴。试验这些计划的


好处在于可评估其是否可操作，使之符合地方的实际情况。另一项动态是“非洲


城市研究”（Urban Research on Africa）项目，以“非洲城市的人、食物供应和住


所”为主题，重点内容是为贫困人口提供食品、住所和水。从目前在乌干达 Jinja


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进行的研究成果中可汲取教训（http:www.humangeo.s 


u.se/eng/research/poor.htm）。这些动态对自身研究很弱的RUDA来说是十分有益


的。正如Rondinelli和Ruddle指出的，它们是“城市功能在农村发展”方式的尝试，


尽管这一方法很难实施[14]。 


有关“城乡发展计划”/ 城乡联系的进一步研究应该多学科化。为此，联合


国人居署必须在非洲的各次区域组成研究小组，通过秘书处协调，使研究管理高


效化。 


 


作者：John Oucho，博茨瓦纳大学人口研究系教授。 


译者：罗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4] Cecilia Tacoli（1998）认为实施方面存在如下问题：错误地假设“城市功能”将使其影响腹地及家庭受益，


UFRD方法研究选择的重点镇带有主观性，因未考虑受农村和区域环境影响的城市中心功能的多样性而造成


的模型一般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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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西部变化中的城乡联系：生活变化和政策应对 
Changing Urban-Rural Linkage in West Africa: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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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海燕 译 


 


 


摘要：对许多非洲西部的人和国家来说，前十几年过得非常艰难，经济萧条不景


气，甚至有时爆发国内冲突和动乱，但也存在积极的转变。首先，许多国家的民


主政治制度在多年一党专政的军事统治结束后，通过多党选举已经执掌政权；其


次，区域的高度城市化水平集中于中小城市中心，加强了城市网络的平衡；第三，


非洲西部小业主的生产力随着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求而显著提高。 


同时，这些社会经济变化的进程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不同的集体，在这一过程


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大部分西非人民和家庭依靠有限资产为生，面对突然的冲


击和长期压力毫无防御能力，因而制定政策需要在三个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层面


上积极致力于支持城乡联系，发挥其在减少贫困和发展地方经济中的作用。与农


产品相关的国际贸易协定急需修改，国家农业政策应该支持小业主生产，当土地


保有的务实方法可以为低收入群体增加安全感，尤其是在城市周边地区。在地方


层面上，支持分散化的过程不仅要关注权力分散的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还应关注相邻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城市扩张和自然资源管理之间关系紧


张，需要彼此协调。农业和更多不同产业之间需要就如何减少贫困问题进行协商。 


 


引言 


 


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城乡关系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文化变化是关键的因素。


从政治观点看，通过扩大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途径，城乡联系就可以有助于减少贫


困。然而，在大多数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包含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穷人和弱势


群体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城乡发展方式需要特别关注城乡联系对这


些群体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支持那些扩大积极影响减少负面影响的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 


这篇文章认为，制定政策应该更多地了解穷人的工作，了解城乡联系是否是


并且如何帮助他们增强或维持他们的财产基础。 


以此为中心思想，这篇文章开头描述了非洲西部城市化和农业生产当前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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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趋势，然后叙述了城乡联系对人们工作的影响，特别关注它对穷人和弱势群体


的影响方式。最后，文章总结了政策的不同层面，包括世界、国家和地方三个层


面。 


 


背景：非洲西部地区的主要趋势 


 


2000 年，非洲西部人口大约 2.26 亿，占非洲总人口 28%以上。到 2020 年，


预计人口增加到超过 3.57 亿，占非洲总人口 30%以上。对该地区大多数人来说，


这里是世界收入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国家从 1975 年来经历过萧条和人


均 GDP 下降。 


从 1980 年代起，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引入了经济改革，包括结构调整、（货币）


贬值和自由化，像其他地区那样，考虑到调整政策支持和环境的多样性，结果是


复杂的还很难评价。简言之，在自由化取消了农业税收的地区，农民从高价中获


益，至少在最初的时期是这样的。同时，进口产品成本的增加对生产者产生了负


面影响。农产品出口者最初也从贬值和更优惠的世界价格中获益，尽管在过去的


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家和半国营的市场结构的几近消失，为那些在


可以获得利益的地区的个体贸易商提供了机会，但没有发生变化的边缘地区不包


括在内。 


在城市中心，这种影响也远非都是积极的，城市居民受到食品和其他商品价


格的负面影响，公共部门职工的工资削减导致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广泛增加，这些


地区收入减少使冲突和内部动乱隐患骤增。在科特迪瓦（Cote d’Ivoire），受结构


调整以及咖啡和可可国际市场价暴跌的影响，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从


1987 年的 10%增长到 2002 年的 30%，导致了社会和政治联盟的解体，引发了当


前的危机。 


但是，事实上该地区多年来在很多方面都很艰难，经常发生国内冲突和动乱。


在一些国家，冲突使大量人口迁移，失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继续生产、交


易和创造。有一种发展观认为，该地区存在很多积极的转变，其中三个转变对平


衡社会经济和减少贫困尤其重要。首先，在 1990 年代，一些非洲西部国家在多


年一党专政和军事统治后看到了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和多党选举制的产生。其


次，城市化总体水平很高，预计在将来的几十年将继续上升，超过非洲平均水平，


其增长集中在中小城市中心，加强了城市网络的平衡。第三，除了贸易协定和低


廉的国际商品价格，非洲西部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主要是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


需求增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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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和机动化 


 


虽然对于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来说，缺乏有关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的可靠数


据，但是自 1970 年代以后，非洲包括西非都曾经历过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


过程。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密度和分布是有很大差别的，甚至在国家内的


不同地区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反映出该地区在地理和经济状况方面的多样性。西


非地区源自沿海的森林地带，一直向几内亚高原多山的热带大草原延伸，直至北


部的萨赫勒（Sahelian）草地和沙漠地带，这种地理上的复杂性无章可循，并且


对农业生产和城市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关城市化的数据都是不精确的：国家之间对于城市中心的定义就经常不


同，有时候也因为一个国家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不同而进行调整。主要来讲，


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低起点开始就遵循着一种不平衡的增长模式，即萨赫勒地区


相对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沿海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和高城市化率，当然这种高人


口增长率也归因于来自荒漠地区人口的迁入。在 2000 年，我们估计被划为城市


地区居住的人口比例占到了整个地区的 40%，但在地区内仍有着很大的不同：比


如布基纳法索的城市化率是 16.7%，而塞内加尔的城市化率就是 47.7%。在过去


20 年里，大城市的增长率已经有下降的趋势，部分原因是政策的调整和经济上


的改革，这就减少了移居者的就业机会。在上世纪 90 年代，向阿比让（Abidjan，


科特迪瓦首都）迁入人口只占科特迪瓦全国城乡人口流动的 11%。对瓦加杜古


（Ouagadougou，布基纳法索的首都）来说，由于布基纳法索在晚期有更快的扩


张，所以这个比例是 33%。 


在有些西非国家，中小城市中心已经发展得比大城市还要快，在有些地方这


与一些特殊原因有关。举例来说，在 1976~1987 年间，马里北部 Gao 和 Timbuktu


地区的增长与近年来两次影响荒漠草原的大干旱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大批的城市


中心流动人口后来还是离开并且回到农村地区，或者迁移到首都巴马科


（Bamako）。在塞内加尔，一些有着最高增长率的城市中心已经发展成为宗教组


织的总部。Touba 近年来已成为该国的第二大城市，其人口从 1973 年的约 16 000


人增长至 1988 年的 140 000 人，到 1995 年达到约 300 000 人。 


在其他地方，中小城市的增减和周边地区的特殊经济活动的波动有关。在


1970~1984 年间，加纳西部矿业和木浆工业的萧条以及中心地区可可工业的彻底


崩溃导致了一些小城镇人口锐减，从而使得这些小城镇因人口少于 5000 人而被


重新归入农村地区。诚然，加纳的都市化进程仍然在增长，但这两个地区都经历


了短暂的逆都市化的过程。 


在非洲的次撒哈拉，是否有一些地区在 1980~1990 年代曾经历过持续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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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并且因为建设计划调整而导致逆城镇化，这是一个至今还在争


论不休的话题。但无庸质疑的是，经济危机已经对撒哈拉南部的大多数国家城市


化趋势和迁徙模式造成了很深的影响，由于宏观数据的缺乏和小范围研究之间的


差异，我们很难或者基本上不可能对这些变化的深层因素做一个总结。而且，还


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了西非的逆城市化进程和它的多样性，其中包括发生在上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严重干旱、几次降雨量的变化以及发生在许多国家内部


的冲突。在这个饱受国内战争困扰的地区，上千人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生活被摧毁，


看到难民的涌入，也看到了由于边境地区武装部队所造成的不稳定局面，这一切


都影响着人口的分布，就连邻国的人口分布同样也经常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据


估计，在利比里亚宣布结束战争后的一年，约有 1/4 的人口仍然在国内流动，他


们大多居住在首都蒙罗维亚。 


但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对西非（包括非洲的其他大部分地区）


的人们来说，这些变化是由于愈演愈烈的多样性和对于城乡资源的依赖所引起


的。在经济和个人都处于不安全的状况下，与土地相关的地方战略以及向城市中


心和跨越边境的迁移（包括非洲之外的国际性迁移）都经历了重大的危机。从很


大程度上来讲，这些空间上的多元性和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交迭在一起形成了农庄


和非农庄相结合的活动方式。 


 


农业 


 


农业在该地区的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多数国家，GDP 的 30%~50%都来


自于农业；农民也占了总人口的 70%~80%，主要的食物来源和收入都来自农作


物的出口。虽然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在可预


见的未来，农业仍然有可能在西非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有关西非农业数据的记录和分析都是基于有限的和极不可靠的一些数字，以


及不同的来源。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的生产力还没有从上世纪 70 年代晚期至 80


年代中期的挫败中恢复过来，而且这场危机被定义为“通过大范围地推广产业化


种植，废除小规模农庄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提出的论据是结合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包括地方研究、


航拍和卫星图像、家庭调查、有关贫困的研究以及国家标准数据。由此，所呈现


出来的事实就是在这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增长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大得多。


虽然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干旱、货币贬值、政府资助的缩减，以及对许多出口贸易


中的不平等待遇，但是粮食生产始终能满足人口增长，主要日用品的出口量也在


增长。其中，城市消费者对食物需求量的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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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导致了更多不同品种日用产品的增长，从基本的谷物到玉米、豇豆和新鲜蔬菜。


城市中心成为了最大的而且发展最快的粮食生产者的市场，在农业产品的总量中


有超过 80%的部分是在城市中心内被消费的（见表 1）。 


 


表 1  1961 年 6 月 3 日~1997 年 9 月 9 日各种主要粮食产量的变化 


国家 各种谷类收成 块根植物和森林作物 变化（%） 


加纳 玉米，粟，高粱  +59.8     


  木薯，洋芋，车前草 +66.3     


尼日利亚 玉米，粟，高粱  -1.2     


  木薯，洋芋，车前草 +76.3     


马里 玉米，粟，高粱  -2.6     


尼日尔 大米，栗  -24.2     


 豇豆  +131.2     


科特迪瓦 大米，玉米，栗  +30.5     


塞内加尔 玉米，粟，高粱  -41.2     


 豇豆  +33.3     


 


现在，有关西非农业发展未来走向的争论主要焦点在于，选择一种商业化运


作模式还是选择一种家庭式运作模式。普遍观点认为，较大的商业农庄更加适合


于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尽管这种模式近年来在该地区所起的作用平平。但这种


观点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规模的商业化农庄本身之间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有的


经营获利较多的业务，而另一些则主要致力于从国家的激励政策中赢利，而后者


会遇到很严重的困境——当国家不再推出这种鼓励政策而且当进口的形势和国


家间的交易都举步维艰时，他们就会面临这种困境。而另一方面，家庭式农庄在


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状况方面显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只要他们有渠道可以获得劳


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资产。 


此外，如果出现加工后的农产品贸易衰退、全球性的过量生产和关税增加，


那么抵御出口农作物——也就是大型商业农场生产的作物，并非是解决西非国家


贫困问题的安全之道。另一方面，对于水果、蔬菜、肉类、奶产品这些越来越多


的不同品种食品的需求量，还将会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而增长下


去。对于那些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消费需求的农民们来说，这种现象有助于建


立更稳固的市场。 


在有些情况下，市场的自由化和计划经济国家对计划种植的谷物品种进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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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控制，使得只有小农民可以利用起这种新市场的优势。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马里的尼日尔当局，他们对谷物的限制反而促进了高质量的园林种植业的发展。


这个事实，还有其他人发迹的现象都在强调一点，那就是有必要长期给予小农在


科技扶助、贷款优惠、进口政策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支持。 


我们呼吁在西非谨慎处理小农政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该地区中小城市中


心网状扩散的发展程度是和当地的农业生产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小城镇


形成了生产市场、工业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只要允许家庭成员继续务农的话，就


为非农产业提供了收入多元化的机会。但是，这种优势的存在需要有两个条件：


① 小城镇是周边地区发展的一种动力因素；② 而周边地区的发展依靠的是农


业、服务业和工业三者的协调发展。有一个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区域的调查显示：


对于中小城市中心的发展，农业产生的最大刺激作用在于其每公顷土地作物或其


他产品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除此之外那里土地拥有结构应相对公平，使农民可


以获得丰厚的收入。在大型产业化农庄占据主要地位的地区，地方小城镇总是被


笼罩在大型城市中心的阴影之下，而且它们并没有起到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


用，它们的作用往往仅限于为农场工人提供基本日用品。 


 


城乡关系对生活和贫穷的影响 


 


在近几年关于西非经济的分析报告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大多是负面的结


论。在这些地区，都市化的趋势是随着中小城市中心的发展形成更加均衡的空间


分布，而这些中小城市中心又对它们周边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城市消费


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刺激了农业的生产。 


但是社会和经济的种种变化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不同的群体，造就了赢家也产


生了输家。在西非，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和家庭依赖着有限的财产生活，这使他们


在突如其来的冲击和长时期的生活压力面前不堪一击。这一部分就讲述了城乡结


合对他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在保护和提升自己的资产时所面临


的机遇和限制。 


 


进入城市市场 


 


耕作在许多西非人的生活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不断增长的城


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也加强了耕作的作用。这种现象对于坐落于主要居住区周围


的农庄以及临近公路交通网络的农庄来说，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西非，从沿海森


林地带到萨赫勒地区之间历来有一种中长路途的交易，因而有许多中小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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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交通站点附近发展起来。比如，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城镇爱泊（Aba）就


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中心，它将该地区相对较小的城镇的产品汇聚起来并在这里


进行交易。大多数的交易被专门的大中等规模的批发商所垄断，他们拥有仓库和


卡车，并且常常进行边境地区的交易。 


然而，除了出口粮食，在农产品方面的交易并不总是被资金雄厚的大商人所


控制。特别是对那些用来满足城市市场需求的容易腐烂的园林业产品来说，西非


许多地区的市场体系由小商人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在批发商里也是如此。在开


发各种小型生产流程的市场方面，这些商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有效


性是大型商业组织无法企及的。尤其对小农民来说，他们也为贷款开辟了重要的


流向通道。但是，对不规范的借贷体系来说，由于处理和保存款项设施的不完善


而引起的损失始终是个风险，因为这种亏损影响了商人们本来就有限的资金流动


性，从而影响到他们为生产者提供贷款的能力。 


 


 


1 在马里中心地区商人的影响 


在马里中心地区，批发商是从事园林种植业者的重要贷款来源。但是尽管


市中心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生产和销售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由于这种产


品的高度易腐化的特性，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储藏和保存设


施而产生的亏损。零售商也经常依靠赊帐从批发商那里买得商品，而批发商的


亏损也就集中在运输和零售上。相应地，这就影响了他们的资金流动性和他们


为生产者提供贷款的能力，因为他们常常是唯一的款项来源。所以，尽管城市


需求在增长，生产价格也在上涨，但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对首都巴马科周边的种


植业生产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宽泛地来讲，小农民进入市场的渠道取决于非常多的因素。硬件上的基础设


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即使在地理上与市中心非常靠近也不能保证一定可以进入


市场，比如当道路被雨水冲坏或因政府声誉问题以至于没有一个商人肯在那里投


资时，进入市场就成为泡影。但是，公交线路和可接受的运输方式只是最基础的


条件，储存和处理设施也应当被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这对价格高昂和容易腐烂的


种植业产品来说尤为重要，而这些产品是最有可能增加小农民的收入的。 


有关消费者需求的信息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影响着市场价格的起


伏。在许多情况下，提供这种信息的是小商人们，但是这些因素对市场和对推动


生产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政府的政策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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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郊的农业和土地的获得 


 


近郊的农业得益于不断增长的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农民们可以生产诸如水果


和蔬菜之类的高价值的易腐烂的商品来使生产变得更加多样化。但同时，土地的


升值和土地用途的变化（包括其他自然资源的用途的变化，比如水）会对那些贫


穷而脆弱的家庭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西非的广大地区，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中心的扩展以及横跨整个地


区的大迁移，土地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越来越珍贵。不仅如此，大多数国家还


通过“不同种类权利的共存”的原则来对土地的使用占有制度进行改善。虽然国


家是领土范围内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人，对用于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种植


业和大规模的灌溉措施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支配权和审批权，但是在各个地方，上


述的这些情况都要复杂的多，而且惯例和法定权利往往是胶着在一起难以分清


的。 


广泛地讲，传统惯例（依靠村庄首领和村民自治会等传统的权威来进行土地


管理和分配）更容易适应乡村地区，而法定权利（将土地权利和登记规范化）更


容易在城市中心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在两种土地制度共存的情况下，正式和非正


式的市场交易都变得日益重要起来，特别在近郊地区这两种制度常常交迭在一


起。 


在传统的土地体制下，非土地所有者也能通过行使一系列次要的权利来获得


土地，比如土地租佃、租赁和土地抵押贷款。这些权利的行使对于移居者和缺乏


劳动力的当地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赋予移居者暂时性的土地使用权利，


使他们可以耕种小块的土地，这样，农民就可以有效地雇佣劳动力而不至于遭受


金钱上的损失。为了使这种体制对各方都能有效运作就必须有良好的组织，对牵


涉的各方都要示以清楚的规则。在马里首都巴马科，这种情况显见于近郊地区，


这些地区从事谷物生产，进入城市市场非常容易，甚至一小块土地也可以使人获


利。 


城市的扩展改变了土地的用途，所以也对农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尽管这些


土地的用途与住宅没有直接联系，但与之是有关联的，其中包括：挖矿生产沙砾


和其他建筑材料，建造新路（起初常常不为人注意）和垃圾处理站；而后者能够


使农民们从中获益——居住在巴马科和瓦加杜古附近的生产谷物的农民们将城


市废物珍贵地视为有机物的来源之一，并且乐于花钱购买。通过复垦，那些退化


的土地又重新变得可以利用。但是对当地农民来说，巴马科和瓦加杜古实行的鼓


励大规模堆制肥料的政策使得复垦的行动变得代价昂贵，而且这种政策有可能将


小企业和经济组织排挤在外，而这些小企业和经济组织却对废物处理起着补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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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与城市扩展相联系的规范的土地市场的出现，农民


们开始觉得缺乏拥有土地的安全感，这样他们就没有多少积极性来保证安全地处


理垃圾中的危险物质了。 


近郊的小农民不仅面临着城市扩展的潜在威胁，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还面


临着与更加富裕的城市人争夺土地的竞争。这些富有的城市人对土地的兴趣更多


的是为了居住的目的，但是有合理的证据显示，近郊的农业生产由于具有潜在的


高回报，所以同样吸引着这些城市人。有时，这更是一种通过投机操作来进行的


投机农业，它们等待着高楼林立地区的延展，等待着地价的上升。 


在有些地方，城市居民获得近郊的土地用来耕作，引起的后果是多重性的。


其一，城市居民可以引进一些村民们买不起的现代化农业设备，而这些农业设备


若仅靠与农业有关的衍生服务产业来提供是不可能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家庭劳


动力的城市农民对工薪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常常为当地的居民增加了就业机


会。其二，这种现象增加了工薪劳动力的成本，所以小农民觉得无力支付。基于


以上原因，虽然越来越多的城市人致力于近郊的务农确实存在一定的益处，但也


有着真实的风险——那些借贷手段有限的小农民和劳动力可能会离开家庭式的


农庄而选择当一个工薪族的劳动者或者选择迁移。 


 


 


2 相对富有的城市居民和马里的农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城市公共领域的人员精简已经促使许多公务员转业务


农。较富有的城市人还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土地，而且他们常常占有着生


产资料诸如拖拉机和磨坊。这在各个方面都使传统的农业体系造成了非常大的


变化。土地变得更有价值而获得土地的次要性权利也在被慢慢侵蚀。结果，在


移居者和本土农民之间的分工就变得越来越少了，比如为土地协议提供劳动。


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对支付工资的农业工作的需要也对家庭式农庄模式产生了


重要影响，因为劳动力的成本更高，而且对于不用付给劳动报酬的家庭劳动力


（通常是年轻的小辈）来说，有工资的农事工作比起在家里的田地里务农要更


有吸引力。除了这点以外，金钱借贷上的限制也促使小农民更愿意将精力投入


到他们更合意的土地上去，比如国家所有的有灌溉设施的土地，也促使他们更


愿意用提高产量的方法去为富有的城市人卖命。 


 


 


在近郊地区出现的新兴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为那些曾被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体


制排除在外的群体或者说处在这种体制边缘的群体开辟了一条通道，这些群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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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年轻的一代和妇女们。然而，这主要体现在富有的个人和家庭中。由于被买卖


的土地无论从耕作质量上还是从可操作性上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所以那些通


过传统土地制度获得的土地就变得越来越无人问津了。而且，在以前的土地制度


下土地转让的决定权是由权威人士来主持的，而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前他们往往没


有与当前的使用者进行磋商，这样就增加了小农民在土地权利方面的不安全性，


反过来又挫伤了未来的投资和生产的发展。 


 


非农业活动及其机动性 


 


虽然农业对大多数西非人来说还是一项主要的工作，但这份工作对收入的贡


献已经越来越少了。农业（包括货币和实物）只占到了家庭收入的 30%~40%。


但是根据当地的标准化研究可以看到，很多迹象显示出生活正在走向多样化，因


为政府的标准数据只记录了当地人们主要从事的职业，而忽略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大多数人和家庭都在农事和非农事之间变化着他们的职业，这种一定程度的


机动性包括了从国内到边境地区再到国际性迁移的变化。 


所谓职业上的多样化在这里被广泛地定义为郊区的人们从事的是非农事活


动，而城里人从事着农业工作。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可以说明职业的多样化正


在显著增加：年轻一辈比其父辈更具有从事多项工作的能力。全新的工作机会无


疑是职业多样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许多国家半国营的农业销售组织被取


代（或严重减少），这产生了许多交易的机会。在近郊地区，如尼日利亚的东南


部，中小制造业厂家的发展也同样开辟了新兴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在许多国家，


家庭服务和饭店酒吧的服务工作还是主要针对妇女招聘就业人员的。 


从大的方面来说，非农事职业机会的规模和范围都是由当地的综合环境所决


定的。人口密度、制造业和服务业在部门上和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可承受的运输


方式，以及富人（通常是城市里的一部分人）对于服务的需求都决定着这种职业


机会的性质和规模。另外，外来者的投资也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在建筑行


当（详见下节）。但是，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上，农业和非农业两者不可避免会


有一种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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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尼日利亚东南部的职业多样化 


在人口密集的尼日利亚东南部，由私人经营的高效而廉价的交通体系方便


了人们抵达爱泊和哈考特港的城市中心。妇女从事清洁工和园丁的工作，男人


们在建筑工地上和石油工厂里工作。同时，他们可以在家乡居住，那里的生活


开销要比城镇低，而且他们可以在那里继续务农。但是近郊地区非农事活动的


发展已经影响到了农业。中小型企业如造纸厂固然提供了付酬的劳动机会，但


是他们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同样要用于农业生产的水源。外来者将资金投入养老


院的建设，这虽然增加了建筑业的就业机会，但也减损了村庄周围处女地的实


用性。 


 


 


从事非农事活动的这种机会，特别是在贸易方面，特别受到年轻人和妇女的


欢迎，而他们从前只能在家庭农场里从事没有回报的劳动。在很多地方，由于上


述群体在经济上日渐独立和家庭决策权的扩大，家庭内部的关系和两性之间的关


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对于收入多样性所引发的后果应该谨慎对待，


因为它的起因和结果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有一种区分方法可谓非常有效，那就是在这两种变化之间，有一种是积累策


略，而另一种是生存策略。富人们在农业和非农业工作间变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加


他们的财产。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家庭成员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如农业或贸


易），来尽可能多地增加收入，然后可以用这些收入进行再投资。然而，对于穷


人们来说，变化工作常常是为了能让收支相抵。出于季节性的原因，同一个人可


能会做好几份技术性较低收入也低的工作，相反的是，这并不能增加他们的财产。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当地的生计就可以理解职业多样化在拯救脆弱性和减轻


风险方面的所起的作用了。根据西非的当地情况，非常强调取得土地的重要性，


因为土地作为一项主要财产可以给予所有的人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随着土地


问题上压力的逐渐增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贫穷的群体不被排除在获得土


地的体制之外，因为这样极有可能会增加他们生活上的脆弱性。 


 


迁移 


 


迁移一直以来在西非地区都非常重要，它形成了人们的定居方式并且对养家


糊口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在城市郊区，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为始点，以沿海地区


为终点的迁移长久以来都和那些从事跨境的咖啡和可可种植的家庭有很大关联，


 121







这些家庭的成员会因为季节变化的原因而迁移到沿海地区。移居的农民们一直以


来通过参与农业合同成为一名农村劳动力从而对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加纳


地区的可可生产发展起到了异常重要的影响——直到 1969 年所有的无证移民都


被驱逐为止。同样的，萨赫勒地区的移民也对科特迪瓦种植业的成功起到了重要


作用，直到 1998 年推出一项新法规限制了侨民获得土地为止。 


在迁移的人流和目的地方面，也存在着不同性别所产生的差异，这在萨赫勒


地区尤为突出，在那里妇女们倾向于来到当地的城市中心从事一些服务性的工作


并做小生意，而男人们更多是选择先出国，过一段时间又回到当地的城市中心。 


对于农村家庭的生计来说，家里即使只有一个人来到城市中心打工也是十分


需要的。特别在荒漠地区，50%到 80%的农村家庭里至少有一个家人迁移到外地，


这已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了，这些外迁的人们寄回的汇款占到了家庭收入很大一部


分。即便如此，年轻人仍然是西非迁移者中的主体，越来越多的妇女也独自迁到


外地，而丈夫或父亲们却位居其次。认为妇女们只能因为出嫁的原因才能走出村


庄的传统观点已经渐渐消亡了，因为她们对家庭财政的贡献正在增加。这就更说


明了农村的家庭越来越依赖汇款，而在有些地方这些汇款已经成为家庭开支最重


要的来源。同时，将汇款邮寄回家也确保了这些迁移者在家乡还有立足之处，这


样的话当他们回家时还可以受到家人的欢迎。 


迁移者和亲属以及家族所维持的这种联系会受到他们的迁移类型（季节性


的，还是临时性的或者永久性的）、他们的工作技能和收入以及目的地等因素的


影响。自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西非的许多城市，持续增长的生活开支和


职业风险使外出打工者汇款的金额有所减少。近来有证据显示，在过去的 20 年


里汇款确实有所减少，但同时汇款对农村家庭的重要性却在逐渐增加。 


由于在该地区城市中心的工作机会有限，再加上迁移群体的扩大和通讯的便


利，近年来向欧洲、北美和中亚地区的国际性迁移已经在大量的增加。加纳和尼


日利亚这两个过去在该地区最主要的迁移目的地，在 1995~2000 年间它们的人口


记录上只记载着迁出的人口而无迁入的记载。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对人才外流的


关注，特别是大量的技术型迁移者如医生和护士。还有一些移民的迁入国如英国


等也开始关注这种类型的迁移会对本国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并且正在寻求有效


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近来，有关西非国际迁移的有些迹象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汇款对财政开支


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使家庭收入处在逐渐增加中，这甚至超过了政府所给予的


发展援助和外国的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款项通常是寄给打工者的亲属的，但是


打工者及其家乡的有关组织也可以通过集资方法来帮助那些无人外出打工的家


庭，比如建造学校、健康中心和水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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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家庭来说，无论是从外国还是从本国迁入的移民，其主要投资领域是


土地，他们会巩固自己在土地上的权利或者干脆取得一块新的土地用于农业耕


作，当然更多的是出于居住的需要。在有些地方土地已经被用于耕作，特别在近


郊地区，这种投资会加剧竞争并且减少了其他经济来源有限的人们取得土地的机


会，特别是那些无人外出的家庭。有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转移了土地管理的责


任，那么土地的分配就需要一定的透明度并且需要把迁移者对当地发展的潜在贡


献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考虑进去。当然，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这在近郊地区显得


尤为重要。 


 


政策反应 


 


如何能够使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人民的生活，而且可以减轻由于人口增长和


都市化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压力？随着西非的几个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


民主化进程，以及这些国家开始实行的地方分权制度，地方经济发展和因为城乡


结合所带来的对贫困的缓解都已经成为一种对现行制度的支持。但是，地方政府


虽然在相关政策和发挥主动性方面是最好的诠释者和执行者，但是他们的决策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策以及国际贸易关系的全球性背景所决定的。本节讨论的


就是这些方面里每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和潜能，尽管我们都知道它们相互之间是


密切关联的。 


 


全球背景 


 


在这里，最明显的切入点就是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协定。西非与非洲的大部


分地方一样，受到那些只能被称为不公平贸易条款的影响，包括高收入国家给予


生产者的补贴，对主要商品的限定配额以及对加工品征收的高税额。这种影响本


身就减少了来自于出口粮食的收入，而这些粮食大多是由小农户种植的。与此同


时，也减少了加工的机会，从而影响了制造业的发展。此外，廉价食品的倾销，


尤其是冷冻的家禽和肉类，严重影响了当地的那些没有竞争力的生产商。或许这


种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它影响了当地的粮食市场，而这个市场对于小生产商和销


售商来说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显然，对国际贸易协定进行改变是迫在眉睫、势


在必行的任务了。 


另外，还有一个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近来正受到关注，那就是国际性的迁


移。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应该对寄回家乡的汇款进行双重征税。因


为这些汇款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对那些从打工者亲属手里接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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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用于社区建设的人们来说，双重征税还可能是一个会影响到城乡转化的问题。 


 


国家政策 


 


有些国家政策会对城乡结合的特性和范围产生一定的影响。近期，有一场争


论对城市化的模式和城乡结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应该选择现


代化的大型商业农场还是家庭式的小农庄。无庸质疑的是，小型农场有利于那些


分布良好的城市发展，在这样的城市中中小规模的城市区中心呈网状分布，地方


经济也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大型的商业农场常常适用于城市体系不均衡而且


当地经济部门单一的城市，而经济部门的单一性除了可以增加迁移的机会以外不


会对家庭收入多样化有任何其他的贡献。 


但是，小农民们需要的是来自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科技援助、金融贷款、


引入资金和市场准入，而这些并不一定都要由政府来做。事实上，生产者的联合


组织常常在回应农民的特殊需求和抓住机遇方面效率更高。但是获得政府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而且这种支持必须是全面的而且是有利于各种农产品的发展的。这


种支持包括了承认小商人将小佃农引入当地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必须承


认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的不仅是道路和运输（这些都会提高人们的机动性并且


帮助他们的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而且还有储存和加工设备。 


现在的城乡结合并没有产生损失，但是增大了某些群体的脆弱性，政府在支


持城乡结合这个问题上所起的另一个关键作用是开辟了一条获得土地的实效型


的通道，从而为低收入的群体尤其是近郊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一份安全感。这种


作用应该还包括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解决土地的次有权利这个问题。在此值得注


意的是土地问题是引起科特迪瓦国内冲突的主要导火线。 


 


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的角色 


 


地方分权常常和民主化联系在一起，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该地区的许多


国家开始实行并贯穿了整个 90 年代，但是我们很难对这些分权机制的特性和效


果做一个总结，因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在帮助小生产商和


小企业适应新的自由经济环境并使之生存下去方面，当地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地方分权体制无疑会对鼓励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一种潜在的作用，根据


近来的势态表明还有大量的障碍需要铲除。主要的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中央


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当地政府承担责任的能力；新上任的行政部门和传统的权


威人士之间的关系；以及郊区和近郊的官方与城市的当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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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的地方政府是 1999 年通过全国范围的选举而产生的。近来马里的一项


调查显示，虽然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地为人们提供诸如保健、教育、供水等方面的


公共服务，但是地方的税收补缴还是问题重重并进而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能力。


这项调查还显示，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区，能力培养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无论从提高官员的素质角度上讲还是从增强市民的权利义务观念的角度来讲都


是如此。 


行政上的分权也需要获得农村中传统权威人士的认可，尤其在那些由权威人


士决定土地分配的地方。这对郊区或市区来说可能都是个主要问题，但是除此之


外，近郊地区行政当局要解决的还有一大堆的相关问题。临近市中心的地理位置、


市区的行政当局所执行的政策等因素都能影响自然资源的管理，包括土地和水。


就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城市垃圾被农民用来当作土地肥料，但是在改善城市废


弃物管理系统时却很少有人考虑到农民的想法和需要。所以还有一点重要的是，


不仅要考虑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同样要考虑的还有邻近城市


行政当局之间的横向关系。 


 


结论 


 


西非有关宏观数据显示出了当地人民和经济的恢复力。对大部分地区来说，


农业是经济的主要命脉，虽然在整个国家和个体家庭看来，收入正在趋向多元化，


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农业仍然有可能占据着中流砥柱的地位。来自城市居民的


需求的增长是刺激和增强农业多样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家庭和个人在农村


和城市两地进行职业和居住地的选择，农村和城市的差别界线正在越来越模糊，


地方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从城乡两地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中获益匪浅。 


然而与此同时，一项有关家庭生活水平的宏观分析报告也指出：这种转化伴


随着不断增长的社会两极分化的风险，贫穷而脆弱的群体常常难以维持或增加他


们的财产。政府若要对民众承诺减少贫困和消除贫困，那么在制定和执行有关政


策时就必须把这种变化考虑进去。 


从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转化可以保证人们获得资产。首先一点也是最重要


的一点，土地成为最重要的一项财产：个人和他的家庭都可以很好地投入到多种


多样的产生收益的活动中去，但是唯有土地是可以给予人们一种社会身份的尊严


和安全感的。与土地相关的还有获得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水和基础设施。健康和教


育同样也是重要的资产，因为这两项通过赋予人们新的技术从而丰富了非农事活


动。最后，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地区也尤为重要，它不但加强了生产者和贸易者


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维系着迁徙者与自己家乡之间的联系。 


 125







作者：Cecilia Taccoli，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博士。 


译者：蔡海燕，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 
UNDP (200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Pedersen, PO (2003) The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gricultural and intermediate urban centres, IIED, London 
Club du Sahel (1995) West Africa Long Term Perspectives: regional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issues; Cour, J-M (1998) The Sahel in West Africa: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to a full market economy, Club du Sahel, Paris. 


Some nations in the region recently undertook national censuses, including Ghana in 
2000 and Senegal in 2002, but Nigeria,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 in the region, 
has not had a census since 1991. 


For example, Benin's population threshold is 10,000 and that of Ghana is 5,000. 
Moreover, in Nigeria in 1952 all centres with a population above 5,000 were 
classed as urban; this threshold was increased to20,000 in the following census of 
1963, affecting some 2,350 settlement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m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Dubresson, Alain et Jean Pierre Raison (2003) L'Afrique subsaharienne: une 
geographie du changement, Armand Colin, Paris 


Gueye, Cheick (1997) Touba: les marabouts urbanisants, in Bertrand, Met A 
Dubresson (eds) Petites et moyermes villes d'Afrique noire, Karthala, Paris 


Songsore, Jacob (2000)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urban change: the Ghana 
case study, IIED, London 


This section draws largely on a paper prepared by Camilla Toulmin and Bara Gueye 
for the OECD's Sahel and West Africa Club in 2003 in advance of the WTO 
summit in Cancun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It is published as Toutmin, Camilla 
and Bara Gueye (2003) Transformations in West African agriculture and the role 
of family farms, Drytands Issue Paper 123, IIED, London 


Mortimore, M (2003) The future of family farms in West Africa: what can we learn 
from long-term data? Drylands Issue Paper 119, IIED, London; Mazzucato, V et 
al (2001)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dynamic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Sahel, Gatekeepers Series 101, IIED, London; Guyer, J(1997) An Africa Niche 
Economy: Farming to Feed Ibadan 1968-198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126







With the exception of Senegal, where the staple food in urban areas is imported rice, 
and, to a lesser extent, Niger (Mortimore, 2003, op cit) 


Club du Sahel (2000) Urbanization, rural-urban linkag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ur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from West Africa, AH/DLR(2000)1 


Source: Toulmin, C and B Gueye, op cit 
Some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support this strategy; others, such as Senegal, 


explicitly commit themselves to support family farms while seeking to 
complement them with large-scale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s. 


See Satterthwaite, D and C Tacoli (2003) The urban part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small and intermediate urban centres in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Rural-Urban Working Paper Series 9, IIED, London 


Source: GRAD (2001) Potentialités et conflits dans les zones péri-urbaines: le cas de 
Bamako au Mali, Rural-Urban Working Paper 5, IIED, London 


Eaton, D and T Hilhorst (2003) Opportunities for managing solid waste flows in the 
peri-urban interface of Bamako and Ouagadougou, in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5:1 


Source: GRAD (2001) Potentialités et conflits dans les zones péri-urbaines: le cas de 
Mopti au Mali,Rural-Urban Working Paper 6, IIED, London 


Tacoli, C (2002) Changing rural-urban interactions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their 
impacts on livelihoods: a summary, Rural-Urban Working Paper 7, IIED, London 


Source: Okali, D, E Okpara and J Olawoye (2001) The case of Aba and its region, 
southeastern Nigeria, Rural-Urban Working Paper 4, IIED, London 


In Ouagadougou, women of rural origin are estimated to be two-thirds of migrants. 
See Bocquier, P(1997) Contribution des migrations au processus d'urbanisation, 
PopSahel no 26 


Tacoli, C (2002) op cit; Fall, AS (1998) Migrants'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Dakar, in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0:1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2000 Census for Ghana, and is an estimate for Nigeria 
House of Commo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2004)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how to make migration work for poverty reduction, Sixth report of 
session 2003-2004 


Tacoli (2002) op cit; Okali et al (2001) op cit; GRAD (2001) op cit 
Coulibaly, A and T Hilhorst (2004) Implementing decentralisation in Mali: the 


experience of two rural municipalities in southern Mali, Drylands Issue Paper 127, 
IIED, London 


 127








 129


城乡区域的城镇化：对次撒哈拉国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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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居住在城镇和城市的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的过程。更加


综合地探究对城镇化的理解，可以将它定义为：“通过在人工环境中提供充足的住房以及


对性别的尊重及广泛参与的方法，使社区能够获得服务、设施、管理、安全和就业机会，


最终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在次撒哈拉地区的国家中，城镇化致力于改善城市地区和贫民区的生活水平。但这


种努力没有赶上城市及其贫民区扩充的速度，因此不能满足城市的要求。有关政策忽视


了农村的城镇化需要，将它们排除在主要开发之外，而这种情形加剧了农村的贫穷，同


时使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也在逐渐增加。 


在次撒哈拉地区的国家，城市爆炸性的增长和城乡之间差距的日益扩大对城镇化政


策及其实施提出了严重挑战。次撒哈拉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以天然资源为基础，因此我们


可以针对国家国情通过经济发展来提供一个适当的城镇化途径。 


在本文中所提出的城镇化方法，是将城市和乡村看作连续和互相依赖的空间，只是


在一些地区农业经济活动多一些，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城市经济活动多一些。这种城镇化


方法通过中小城镇和开放性的地方城市市场网络来提供城乡之间的联系，而不是通过大


城市来建立这种联系，从而减少城市与周边地区不平衡发展的机会，并且为全国范围的


经济、管理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这种政策的转变可以与国家解决城


市贫困问题相结合，从而增强农村经济活力，打破现有的农村贫困加剧和贫民区扩大的


恶性循环。 


在这种选择方式中，需要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动。而本文的重点放在明确农


村社区对城镇化过程的作用，以及它对中央和地方各个层面的需求和限制。 


在莫桑比克北部乡村的个案研究，展示了一个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单元和生产组织


模式。那里的农村地区有着界限分明的农村聚落系统，它们在一个清晰的地方组织管理


结构之下组织起来。尽管在社区层次已经明确应该具备土地使用规划和自治的基础，但


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将会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多要求。其中包括确定和设置有关农村


住区管治法律因素的国家管理政策和法律框架，在行政管理方面进行适当的授权，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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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治更多的责任等。除此之外，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应优先提供适应农村特性的


服务和设施，以便使社区建立起固定的基础和持久的社会经济能力，满足他们的人类需


求。 


 


1 城乡地区的城镇化 


1.1 背景 


 


城市地区一般由城镇人口指标来确定，但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在一些国家可能是


200 人，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可能是 2 万人或者更多。对农村的定义也是含混的，通常


指非城市人口。对于城市周边地区，城市和农村的活动相混合，定义通常是依照不同的


解释而处于一种灰色区域。 


在说到城镇化的时候，它主要地被理解成“一个过程，居住在市镇的人口比例逐渐


增长”。同样，定义是基于人类生活的人口数量，而不是城市的功能，因此，很难取得一


个共同的基础来分析和进一步规划城市活动。本文基于探求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解城镇化


的目的，试图通过功能来定义城镇化：“一个积极的开发因素，通过在人工环境提供适当


的住房以及对性别尊重的和广泛参与的方式，使社区能够获得服务、设施、管理、安全


和就业机会，最终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因此，考虑到城镇化和上述定义，可以发现两个主要的挑战：（1）在欠发达国家现


有城镇的大范围地区，特别是在那些移民居住的非正式住区（或贫民区），并没有实现必


要的城镇化，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来达到基本的城市化要求；（2）城镇化不只是与市镇


相关，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所有的贫困人口，关系到发展和降低贫困的目标，因此农


村人口也应当享有城镇化带来的利益。 


城镇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时间和发展带来增长的需求。例如，每人每天需要更多


的水，更宽的道路，更好的卫生设施，每户更多的电力，更好的管理等等。因此，存在


一个开始点，然而它总是向前发展。城镇化的起点与邻里/住区建设相一致，在国家层面


需要确定基本的城镇化要求和标准[1]，以建立详细目标和规划城市活动的国家准则。新


千年发展目标（MDG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可


以用来建立一系列的目标和方向。然而，我们还应该为城镇化发展准备更加详细的标准，


这可以明确地帮助确定更具体的国家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 


不管怎样，城镇化都存在于城市和农村地区，然而，它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去达到较


高的标准。在次撒哈拉地区的 45 个国家/地区[2]中，人口总数 6.25 亿。其中，71%（4.44


                                                        
[1] 作为参考，要求定出标准的一些城镇化建设内容包括：（1）设施：每人每天用水量（升）、水的质量、卫生设施类


型、道路长度和类型、公共和私人用电量（千瓦）、电话及其他；（2）服务：学龄儿童入学率、医院床位、市场条件


等等；（3）建筑：耐用、保证质量的建筑物的种类和条件；（4）性别：继承、授权、女童入学等；（5）管理：参与、


地方官员选举方式、邻里管理等；（6）安全：所有权、犯罪、性骚扰等；（7）就业机会：就业/失业率等其他这一类的


指标。 
[2] 次撒哈拉国家/地区包括：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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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的人口生活在日均收入低于 2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3]；40%（2.54 亿）的人口生活在日


均收入低于 1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而且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见图 1 和附录 1）。 


 


 


 


 


 


 


 


 


 


 


图 1 次撒哈拉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在这 45 个国家中，31 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4]


低于 0.500，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程度低的国家[5]（Low Human Development，全球范围共


有 36 个这类国家）。而在其他方面，次撒哈拉国家的平均寿命为 46.3 岁，而世界平均寿


命为 66.9 岁（见图 2 和附录 2）。 


 


 


 


 


 


 


 


 


 


图 2 次撒哈拉国家和世界平均的期望寿命 


                                                                                                                                                                               
科摩罗、刚果、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厄立特尼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


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


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 (UNDP, 2004)。 
[3] 生活在特定贫困线（1 美元或 2 美元）以下的人口百分比，以 1985 年国际价格，按同等购买力调整(UNDP, 2004)。 
[4]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是一个度量人类发展平均水平的复合指标，包括三个基本内容：


健康长寿、知识和良好的生活标准(UNDP, 2004)。 
[5] 人类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有：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乍得、刚果、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


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


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东帝汶、多哥、乌干


达、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UNDP,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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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撒哈拉国家人均GDP[6]为 469 美元（世界平均为 5174 美元），GDP PPP[7] 为 1790


美元（世界平均 7804 美元，见图 3 和附录 6）。在次撒哈拉国家，农业占GDP的 29%（世


界为 4%），是占GDP比例最高的产业之一（见图 4）；其人类发展指数（HDI）在世界上


是最低的（UNDP, 2004），加大了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成人文化水


平、学生入学状况、收入和消费的公平性、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标等都处于世界上的最


低水平，因此，极需为它们的改善付出巨大的努力。 


 


 


 


 


 


 


 


 


 


 


 


 


图 3 次撒哈拉国家与世界的 GDP 和 GDP PPP 


 


 


 


 


 


 


 


 


 


 


 


 


 


                                                        
[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由所有常驻居民生产者在经济上创造的全


部价值，加上所有的产品税）除以年人口数，用平均官方汇率换算成美元。 
[7] 相同购买力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PPP：Gross Domestic Product considering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考虑


到各国间物价不同时的一种换算比率，PPP US$1 在本国内具有的购买力与 1 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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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次撒哈拉国家和世界的 GDP 


 


在次撒哈拉地区，城市人口约 2.333 亿，占总人口的 36%（UN- HABITAT/GUO）。


其中，估计有超过 70%的人居住在贫民区[8]（超过 1.57 亿）。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4.6%，


估计到 2020 年城市人口将翻番，而贫民数量将达到 4.2 亿。农村人口占 64%（4.223 亿），


年均增长 1.8%，尽管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慢，但到 2020 年也将达到 5.08 亿


（UN-HABITAT/GUO，见图 5、附录 2、3 和 4）。 
 
 
 
 
 
 
 
 
 
 
 
 
 
 
 
 
 
 
 


图 5 次撒哈拉国家城乡人口增长预测 


                                                        
[8] 贫民区的定义是不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的住宅集聚区：（1）清洁的饮用水；（2）卫生设施；（3）充裕的生


活空间，不过度拥挤；（4）建筑质量/耐久性；（5）稳定的拥有权(UN-HABITA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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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撒哈拉国家，有 47%的人需要改善卫生设施（全球 39%），43%的人需要改善水


源（全球 18%，UNDP, 2004，见图 6 和附录 5）。大多数贫民区居民和农村人口需要新的


或经过改善的服务和设施，城乡居民都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改进地方自治、在所有权


等方面的性别发展保障，以及在住房、交通拥挤和结构/持久性方面的改善。 


 


 


 


 


 


 


 


 


 


 


 


 


图 6 次撒哈拉国家和世界需要改善卫生设施和供水的人口比例 


 


在次撒哈拉国家，其它有助于理解城镇化水平的设施和服务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千


人有 15 部直线电话（世界平均 175），每千人中 39 部移动电话（cellular subscriber，世界


平均 185）。燃料消耗方面，次撒哈拉国家 62.8%的人口使用传统燃料，与此相比全世界


只有 10.7%。最后，在电力消耗方面，人均千瓦/时消耗为 495 千瓦（2002 年），大大低


于世界平均值 2361 千瓦（UNDP, 2004）。 


 


 


 


 


 


 


 


 


 


 


 


图 7 次撒哈拉国家和世界千人电话拥有率 







 135


 


 


 


 


 


 


 


 


 


 


 


 


图 8 次撒哈拉国家和世界传统燃料消耗 


 


 


 


 


 


 


 


 


 


 


 


 


 


图 9 次撒哈拉国家和世界人均电力消耗 


 


正如这些数据所显示，次撒哈拉国家人口 6.25 亿，占世界 10%。尽管在过去十几年


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些国家的 HDI 水平仍然很低，很大比例的人群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且，次撒哈拉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率非常高，城市化标准非常低。农业收入占 GDP 的


29%，人均 GDP 非常低，大部分人仍然以农业为生。 


在这一地区，城镇化一直致力于改善城市地区和贫民区的居住条件，但还是没有跟


上城市和贫民区扩展的速度，不能满足城市的要求。此外，有关政策忽视了农村人口的


城镇化需求，将他们排除在基本发展之外，没有为他们提供服务、设施、多样化的经济


 
千瓦/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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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就业机会、好的管理等等，导致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处于低迷的状态。这些政策


也导致农村到城市移民的持续增长，农业劳动力减少，贫民区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恶化。 


从农村往城市迁移的诸多因素中，值得一提的是驱动因素，它是环境、社会和经济


因素的混合体，它清晰地指出了需要采取行动的区域，如农田生产力的衰退、农业的低


收入、非农业就业的限制、设施和服务的减少以及缺乏投资。另外一些国家层面上的驱


动因素为内战和地方冲突；也来自城市地区的吸引力：较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


经济上的安全获利、社会服务的有效性、教育和健康保健、改善的供水和其它服务及基


础设施，这些都是农民迫切期望的，而在村镇中是没有希望得到满足的。在发展中国家


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现象，反映了国家的城市、区域和经济政策，也表达了大多数生活在


贫困线下的弱势群体（他们占了移民的大多数）的需要和期望。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爆炸性增长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严重的


挑战，使得无法从城市和贫民区着手来直接解决有关问题，需要新的城镇化政策。次撒


哈拉国家的经济主要是基于它的天然资源，针对国家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提供一个适


当的城镇化方法。 


 


1.2 需要新的城镇化方法 


 


需要一种新的城镇化方法将城市和农村地区作为一个连续的、相互依赖的空间整体


来考虑，其中一些地区的农业经济活动更多（如农业、采矿、林业等），而在另一些地区


的城市经济活动（如服务业、工业等）更多。这种新的城镇化方法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因为它从始至终都将使城市和农村人口共同享受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利益纳入考虑之中。 


为了平衡现在的状况，实现农业经济的改善，就需要对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分配更多


的资源，向农村人口提供服务、设施、更好的管理和就业机会。要考虑到城市化成本很


高，对服务和设施支付的成本也会很高，因此，需要有进一步的技术交流，改善农村经


济，提高农民对服务和设施的支付能力。 


考虑到次撒哈拉国家的资源限制，有一种观点认为，用于供水、供电、更好的管治、


市场或道路的一定数量的投资，将可以满足相同（或者相似）数量的生活在首府城市贫


民区中的居民的需要。然而，如果是为一个村镇的城镇化而投资，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将


会更大，因为它直接服务于它的受益者，同样也服务于它周边的社区。同等重要的是，


在农村地区的投资，除了改善地方的农业经济，对城市地区也会带来正面的影响，诸如


可以提供更多的食物以及为城市制造业开辟新的市场，因此同样可以提高城市地区的就


业机会。这种在农村地区投资所带来的双重功效是其他方式所不能实现的。 


在更大的范围上，这种城镇化方式通过中小城镇和开放性的城市市场形成的网络，


来提供城乡联系，而不是通过大城市来提供这种联系。因此，这种方法有可能减少城市


周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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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朝向一个更为平衡的城乡一体的城镇化方法，与现存的模式和政策是不同的，


其形成并非轻而易举，特别是当市场驱动力发展的趋势已经忽视了农业地区时。而且，


这种方式与一些国家试图以一体化发展增强农村经济以解决城市贫民区问题的方法相一


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切入点，来打破目前农村贫困加剧和贫民区扩张的恶性循环。


这一方式也有利于减少现存的反溅效应（backwash effect）和不平等现象，即累积过程对


低等级的农村中心在收入上的负面影响。 


 


1.3 本文及其作用 


 


本文提倡一种全球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方式，建议城市地区及其贫民区的城镇


化应与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一道考虑，目标是减少贫民区扩张的趋势和农村贫困。这一方


式要求在不同的层面采取行动（国家政策和地方规划），涉及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政府、


市民团体、私人部门和社区），分散权力和责任，建立适当的管治框架，设置解决社会和


经济制度、社会和其他问题的程序建设的能力，并且要适应各个国家具体的地方情况。 


本文的研究范围无法覆盖城市和农村城镇化的方方面面，重点放在确定农村社区对


城镇化过程的作用，然后探讨一种新的城镇化道路，以及它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要


求。本文仅是说明性的，虽然尽可能详细而精确，但是还需要各个国家进一步的研究，


以适应各地的情况。 


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农村地区个案研究的结论，讨论了农村社会的能力


及其对改善农村生活状况可能起到的作用。本文还试图调查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次


撒哈拉国家农村社会如何能够对城镇化做出贡献。案例研究在莫桑比克北部地区进行，


其结论可以应用在次撒哈拉地区更广的范围。 


在提供了案例研究的结论后，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一种可能的农村城镇化方法所包含


的要素[9]。最后，本文探讨了这种城镇化方法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的要求和限制。 


 


2 农村社区城镇化的可能途径：个案研究 


 


在个案研究中发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村人口的居住模式是在一个平均约 125


人的村庄基础之上形成社会和生产组织结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村长负责社会事


务。另外，这个系统具有一个物质空间的和行政的组织：农村聚落（Rural Settlement）[10]，


                                                        
[9] 本文的提议主要来源于上述论述和作者 20 余年来在非洲农村和城市社区工作的经验。本文也受到 Max Neef 的文


章“Human Scale Development”(1986)的启发，作者在该文中提出一体化机制，激发个人和社区关注他们的需求，加强参与


和自力更生。在区域的观点上，本文也受到 Friedmann 的文章“Agropolitan District”(1988 and 1989)观点的影响，其特点


是在相互依赖的自治中心等级体系中向地方组织的授权。根据这两种各自独自研究的方案，加上其它从农村社区得


到的经验，在本文中形成了一个农村城镇化方案。 
[10] 在这篇文章中，“农村聚落”（Rural Settlement）指包含几个村子、由一个地方行政主体管理的区域。农村聚落包


括这些村庄以及它的经济区域、农田、休耕地等其他自然资源覆盖的地区。在更广义的范围，包括由地方行政管理


的聚落人口、资源、服务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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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均 8 个村庄或 1 000 人口组成，由一名聚落首领（Rural Settlement Chief）负责总体


管理和行政事务、土地使用以及与外部合同中的部分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地方


管理问题。因此，村庄不是独立的居住点，更像是聚落的一个生产单位。 


农村聚落组成了一个高度连贯的结构，在清晰边界内的特定地区有着明确的地方管


理，其中村庄是它的组成部分。这种在一个更大的聚落中村庄相互联系的结构，有着明


确的和非常受尊重的地方管理模式，被当地人完全认可。因此，由一定的村庄组成的农


村聚落人口可以看成一个“社区”，相应地，与开发的基本单位相一致的，应该是聚落，


而不是村庄，后者只是聚落的一部分。 


社区，特别是农村聚落首领，证明了他们确定聚落边界或者社区范围的能力，并总


是能发展出适当的土地使用系统，只用口头说明，不需要图纸或者书面文件。这种土地


使用模式是社区的而不是个人的，聚落首领是土地管理人而非所有人。尽管采用这种传


统的方式，但是他们还是确定了清晰的聚落边界，尽管他们未曾参与其中的变化。 


当地也存在矛盾冲突，通常是与土地问题和通奸行为相关的。他们对于解决冲突已


经有了相当的知识，并建立了适当的规则和程序，据说“没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同


样，也存在很大的潜力来解决近来发生的土地冲突，将其转变成社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管理规则。 


所研究的社区是一个母系社会，虽然还有“女王”，然而，土地和其他问题的决策已


经是由舅舅或王后的兄弟（一名男性血亲）决定，女王发挥不了什么重要作用，只是一


个血统和文化象征。在地方上存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的分工，


一般来讲，妇女照顾家庭、农业生产和日常运输（水、柴、货物），男人从事农业劳动、


建筑、通讯、管理、家庭经济和地方劳动力市场上的外部劳动。关于性别主流化的有效


表述以及如何实现性别更为平衡的分工，依然是引起各方关注的一个问题。 


社区内村庄间和家庭间的良好联系，以及与周围社区的联系，特别是在冲突解决方


面，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就其内部居住结构来看，农村聚落（社区）作为一个封闭的


地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农村聚落之间互相联系所能带来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有助于建


立起与其它聚落的水平联系，以及在国家行政结构中聚落与城镇、城市中心和省的垂直


联系。这就清晰地指明了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层面采取行动措施的区域范围。 


国家政府对于地方层面的政策干预极度缺乏信心；同样，对于向社会其它部门（私


人团体、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可以提供的帮助也缺乏应有的认识。为了建立农村聚


落与政府、民间团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依赖，对于上述问题应该纳入考虑。 


在本案例的研究中，农村聚落的平均面积大约 175 平方公里。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这足以使聚落的领导人（聚落首领）可以在一天内联系到所有村庄中的任何一个家庭。


这对于非洲农村管理应该是一个适当的面积范围。个案研究还显示，当地的每一个村庄


之大足以维持其家庭的主要社会、文化以及最主要的经济需求（基本生存），而每一个村


庄之小也足以维持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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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社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些有关住区规划的知识和方法，使他们在考虑了


周围可用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进行可持续的村庄布局。因此，这种知识


有助于确保那些只有距离农田在步行范围内的家庭集中在一个村庄内。 


为了在农村聚落的范围内布置村庄（住处），他们为每一村庄提供了居住地点、社会


经济活动场所、充足的耕地、休耕地、牲畜、森林（提供柴、木材以及建筑材料）和其


他自然资源（捕鱼、游戏等等），在步行可达的距离内，包括将来人口增长的扩展用地。


提供可靠的保质保量的水源，是布置村落的一个前提。对于村庄，没有预先设定的物质


空间组织结构，只是社区需求和特定条件的产物。 


村民并没有过度开发他们在经济上可达的区域，与聚落中其他村庄的经济活动所需


要的地区保持了充足的距离，以防止重叠。有迹象表明，只要出现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


或者从住宅到农田（或经济基地）的距离出现了增长，他们就会采取措施使住处向生产


场所移近。或者在新建一个村庄时，居民全部靠近自然资源，实现聚落边界内村庄的移


动。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它们都保持了与管理结构的联系，虽然居住更靠近生存所需的


经济基地。 


尽管拥有上述的土地使用规划，我们还是注意到社区对未来人口增长可能引发问题


的难度和复杂性认识不足。预测表明，农村聚落可以支撑比目前实际人口更多的人，然


而，在适当的时机，特别是为了生存而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时，改变产业模式将成为必然


要求。同样，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人口迁移所产生的新居住模式，由此而带来的困难以及


与外部资源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冲突。 


大部分地区都已意识到供水和教育的问题，然而，有迹象表明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让社区从底部开始重新评估城镇化所能带来的利益，包括提供服务和服务管理、道路可


达性、市场、设施、技术培训中心等等，这些将要求社区具备以前所不知道的方法。社


区成员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局限，所以不打算只依靠自身资源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这些


服务和设施。他们要求政府的支持来建设道路和经济、社会服务设施，传统的方法也要


求有所变化（包括私人部门、市民社会、地方社区等等）。 


在经济方面，生活所需的食物得到保证，一小部分可以用来贸易，也贮存一些食物


以防来年的收成不好。从生存的观点来看，这已经可以满足。然而，在技术交流、活动


的多样化、经济联系和其他技术、管理或政治联系方面，以及用于解决更新的发展问题


等方面，知识和经验还是相当欠缺的。同时，还需要生产和交换更多的产品，以增加农


村经济中的资金流动，用于支付服务和设施的费用。显然，这种必要的改变将在村庄和


聚落规划中得到反映。 


在社区层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独立确定和解决地方需求的能力，由此揭示一


个自治的和独立的单位对需求的充分考虑。需求可以推动社区运用经验和知识，利用地


方上的可用资源，来探索制度解决方案。因此，需求被表述成一种潜在的可能，并且最


终作为一种改进生活条件的资源。迹象表明，有关聚落规划和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已经得







 140


到地方的共识，社区确信能够解决过去几年中不断恶化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农村聚落


层面发生的与社会和土地问题相关的问题。 


个案研究也表明，在发生较大的政治或经济变革时，村庄和聚落首领的管理能力已


经能够适应这种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管理结构具有相当的能力和力量以适应新的


状态，并获取新的知识。 


个案研究中有迹象表明，社区积累和保存了相当多的关于聚落规划（土地使用规划）、


土地承包和地方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然而在其他方面，诸如在聚落和城镇之间的经济和


行政联系、在聚落之外的管理，以及城镇化需要的管理手段，聚落内部的社会经济服务


与设施等方面，还需要增加新的知识和方法。 


因此，在社区层面，对能力、制度和经济建设的投入，在初始阶段应当集中在那些


具有更大的社区需求和较少知识或经验的区域，以补充他们的力量，为建立人类可持续


增长所需要的永久基础付出努力。其中，支持城镇化的设施和服务、生产手段、知识技


能，以及能够带来生产模式改变的技术投入和性别主流化的需求都应该被突出并得到重


视。有关农村聚落的地方管理机构与外部合作者谈判能力的建设，也应当作为优先考虑。 


 


3 次撒哈拉国家城镇化的一种方法 


 


与个案研究的结论一致，本章的具体目的是提出一种方法，通过农村地区的城镇化，


为农村产业提供更平衡的发展机会，支撑农业、畜牧业、渔业及其他活动作为经济基础。


目标同样对准增强地方管理和为经济多样化铺平道路，扩大设施和服务，设置和加强农


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纵向、横向联系。目标是使全国性的经济、管理和社会实现可持续


发展。这一提议只是表述了基本利益的主要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适应各个国家的


具体情况。 


满足农村人口需求，将成为以减少贫穷困和发展为目标的城镇化方法的核心。在这


一方法中，需求将不仅被描述成物质材料，如食物、水和住所，而是也被作为非物质的，


诸如组织形式、社会实践、自由和参与。需求被看作具有社会和经济改良的潜力，而不


是供给不足的负面表述，最终，需求可以由被动的转为主动的，转由内在需要而驱动，


吸引和激发民众改善生活条件，优化社区资源，从而增强社区自立的能力。 


虽然在社区层面有良好的管理基础，但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将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


更多的建设。其中，有必要建立国家级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框架，确定地方委员会作为农


村聚落管理的合法地位，设定其职能要素。也需要有适当的授权，明确并下放对经济自


治、性别主流化和发展的职责。 


同时，管理委员会应当作为社区与聚落以外的私人部门或社团一切事务的接触点（当


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时）。地方管理委员会应当与邻近的其他聚落的委员会进行横向沟通和


协调，与高一层次的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纵向沟通与协调。地方管理委员会的规模是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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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决于地方的具体情况，但一般有三个或更多的成员，同时还要提高妇女的参与。 


通过妇女积极参与地方管理委员会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这应该是在地方层面取得


共识并优先加以解决的议题。由于现存的任务和职责的分派存在问题，男人应更多地承


担生产和家务工作，而妇女则应当更多地承担法律和决策方面的责任。同时，还应当对


妇女进行能力培养和训练，使她们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 


由地方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农村聚落（社区）及其人口，可以看作等同于国家行政区


划中最小的单元，对应于开发的基本单元。 


农村聚落长期以来一直由传统方式进行管理。无论如何，在城镇化环境中需要采取


措施进行决策，首要措施之一就是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和记录方法解决土地使用问题。


社区和个人以国家认可的方式保证土地使用的安全性，成为投资和开发行动的一个前提。


在地方层面处理土地使用问题时，对农村社区提供适当的有关土地交易的法律（或技术）


援助是非常有必要的。 


为了通过城镇化及其发展更好地改进农村民众的生活条件，地方管理委员会和社区


将致力于有关工作和组织，从下至上地转变他们生存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为了促


进这样的变化，中央政府本身不应控制、管理或者完成项目，而应促进、推动、支持这


些项目的进展，更重要的是使民众和地方组织能够具有制定和实施项目规划的能力[11]。


在这里，具有能力意味着具有获取知识的途径、组织机构和基本的经济资源。如果没有


这种能力，政治自治是不真实的，也是无效的。 


在更高的层次上，一定数量的地方管理委员会可以组成一个“住区联合会”


（Settlement Association），监管一组社区的共同利益，覆盖更高一级的社会、经济、政


治和行政任务。 


住区联合会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和组织团体，它可以包含地方层面的一个小型的政府


中介机构的功能，推动国家/省和农村聚落间的相互作用，将政策和法律转化为基层的实


际行动。一方面，监管所属社区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为政府制定有关可持续发展的


法律指令提供依据，推动农村城镇化和各种各样的基层开发活动；同时，也要促进信息


的双向流动，增进横向和纵向联系。 


住区联合会的位置是在国家行政区划中的倒数第二级，一般来说应该包含 8 到 12 个


农村聚落，包括一个 1~2.5 万居民的市镇，总人口 4~6 万，密度不低于 20 人/平方公里，


但是取决于国家和当地的可用条件。 


住区联合会应当包括所属聚落的成员代表和政府的代表，它们还要联合感兴趣的市


民团体成员共同举办讨论会。住区联合委员会应当促进住区联合会之间的动态联盟，制


定住区联合会之间的协议，以使设施和服务（如市场、大型医疗卫生设施、中学和技术


学校、联系多个住区联合会的道路、为解决在社区层面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法律援助服


务、固体垃圾收集处理等等）的资源分配达到最大化。 


                                                        
[11]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农村人口并不像没有能力的市民一样贫穷(Friedman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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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表、非政府组织、市民团体和其他的合作方应当建立技术委员会协助农村住


区联合会，根据区域内的经济活动，技术委员会可以是永久的或者是专门的。这些技术


委员会应当激励并参与不同聚落改善技术和管理实践的技术需求，致力于改进现有的知


识和经验，推动新技术新工艺的引进。他们的职能应当是直接满足地方需要，诸如农艺


和其他经济活动、服务、设施、环境改善、管理、产品转换、性别主流化以及其他地方


确定的选择。简言之，促进和协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 


这些为农村城镇化做出的努力，将受益人（社区整体而不是任何个人）作为主要的


参与者，政府作为推动者，提供必要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激励机制、手段和技术协助。


因此，政府（包括其他合作者）工作的一个中心内容，集中在适用的技术技能的扩展、


改善和传播上，涉及社区、私人部门、地方政府、协会和受益人。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


现在的总体能力，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培训，建立和增强技术和管理领域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住区联合会和农村聚落管理委员会也应当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为了详细地


制定计划以及传播适当的农村聚落和农村城镇化政策，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干涉领域是执


政者和决策者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加强。 


与这种城镇化道路相一致，在省和国家层面，政府也应当将农村聚落和住区联合会


与城市地区联系在一起。这将有助于减少城市偏见及其不良效应，以一种更公平的方式


促进城乡一体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应当提升私人部门和市民团体在乡村地区投


资的机制和创新，同时亦提供保护机制，建立保护社区利益的政治环境。 


在历史上，市场一直在开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地方内生的


方法、中央政策和市场角色之间的法律关系，以起到促进的作用而不是限制参与，为农


村地区寻求一种可以促进市场化发展的途径，使原本偏好城市地区、对农村地区存在的


偏见降到最小，使农村地区可以从简单的自我复制转变为发展。在一些实例中(Friedmann, 


1988；MyrdaI, 1965)，为了保护社区不受外来力量侵害，政府提出“有选择性地关闭”，


然而，对这一要求需要应特别注意，应确定使社区避免疏离的方式，明确发展保护机制，


不要引起私人部门的恐慌，不要限制外部资源对农村地区的投资。 


尽管在地方层面已经有了土地利用规划，但是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为了增强和扩


展现有规划所缺乏的内容，要求做更多的工作。在个案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动态的


条件，诸如人口增长、人口迁移、经济政策、农业开发等，在地方的规划中都没有得到


考虑，而在农村聚落层面已经呈现出对这些动态条件的需要。 


在农村聚落和住区联合会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个最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是提供设施


和服务应该采取适合农村具体特征的方式。这种城镇化应该使社区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


居住地区满足他们的人类需求，创造固定的基础和持久的社会经济能力。农村地区的城


镇化应该有助于人口稳定、社会和经济基础的扩大和多样化。因此，应当规划以同等方


式提供社区间平等的服务体系；应优先考虑供水和卫生设施，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增强应


便利货物和信息在农村聚落之间以及农村聚落和城市中心之间的连续流动。只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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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农村住区联合会都应当与其他一些住区联合会保持联系，实现经济活动多样化[12]。 


在这一阶段，建议农村城镇化的目标是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在那里贫穷仍然


是大多数人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讨论工业化和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很困难的。然而，如


果建立一定的与地方生产相关或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工业，则在农业继续养活大量人口


的同时，某种层次的专业化、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产品转化，将成为改善整体生产、就


业机会和社会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 


次要的和第三位的活动（产品转化和服务），在城镇化过程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它们


将一部分社区成员转变为其他非农经济活动，可以满足农村人口的额外需要。这也有助


于吸收人口增长，减轻对土地的压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能力建设计划和适当技术的


选择，可以在社区层面提高现有技能和经济潜力。只要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并且资本数量


仍然很低，多样化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在社区占据高度优势。 


 


4 农村城镇化：政府和社区的要求 


 


为了实施本文提出的城镇化道路，必须在两个方面要建立政治环境：（1）对国家区


域城镇化政策和法律手段的要求，国家政策目标与地方（农村）需要建立有机连接，包


括政府、私人部门、市民团体和其他行业促进和推动这一进程的责任；（2）一个致力于


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和建设环境条件的地方社区，由一个有能力的、经过社区公认和政


府授权的地方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 


因此，要求得到政府和地方社区的承诺和认可，而在这个方面可能会存在以下一些


约束限制。 


 


4.1 政府层面的要求和限制 


 


农村城镇化的政策方法需要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需要将农村和城市


地区进行一体化考虑，与其他社会（教育、健康等等）和经济制度（农业、渔业、商业


等等）相协调，并且需要向农村地区倾斜。 


农村城镇化政策无法在一个集权化的政治框架下发挥效用。它要求将权力、责任、


经济和技术资源移交给地方社区，这通常被表述成中央权力和控制的减少和转移。提出


建议是容易的，但是实施却非常困难。最终，这可能转向一种核心（政府、城市部门）


与周边（地方当局、农村地区）之间的权力斗争。为了实现一项农村城镇化政策，必须


具备法律支持系统，承担起日益增长的分散化决策的责任，转移权力和经济资源，寻求


                                                        
[12] 作者意识到将服务分散到能满足散居的农村聚落需求的成本，与在集中居住区的集中服务的差异。在目前和近期


的农业生产系统中，集中的居住区是不经济可行的，基于这一事实，并且意识到农村服务提供的利益，本方案是一个


基本服务的组合，农村聚落里的基本服务靠近生活区域（小学、健康服务、供水等等，人均高成本运作），高等级的


服务（中学教育、农村医院等等，人均低成本运作）定位于聚落联合体层次，因此周边聚落的居民将不得不步行更长


的距离。 







 144


适当的地方管理形式，一体化考虑政治、经济和区域框架。在中央层面和农村层面，政


府也需要在提高和分配公共服务的收入、决策和战略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要提供其


职责所需的标准化框架。 


农村城镇化政策不可能遇到中性的政治环境，各种趋势选择将具有分歧和倾向。这


不仅与农村城镇化道路相关联，而且与任何支持农村地区的新方案相关，其间要进行连


续的谈判，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在准备建立论坛来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主要的挑战是：


确认市场经济和农村城镇化政策如何能够相互依存，以共同的准则工作，使矛盾最小化，


并建立一个适当的从核心到周边转移的系统。 


有必要建立适当的与私人部门、市民社会以及国家谈判的手段，在能够代表各方面


利益的法律框架下，在所有谈判中寻求透明度和责任感。并不总是有必要成立新的组织


机构，但是，为了承认和授权现有机构，需要改革并加强那些社区认可的组织机构。 


对这些法律基础的支持，来自那些有着直接和明确利益的核心或者市场。因此，为


它的筹备和实施进行谈判，是社区及其地方管理委员会以及住区联合会的任务，如果社


区在核心中没有代表，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在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协会、贸易联


盟和宗教领袖）中来自其他部门的支持，能够代表社区利益进行谈判，这是必需的。在


这里中央层面的能力和制度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当增强和训练社


区组织的谈判技能，这需要政府的支持、资源和时间。限制因素之一是中央、区域以及


地方层面的政府行政能力不足，以及财政和管理能力的缺乏。 


另一个制约条件是，在执行一项农村城镇化政策时，中央当局必须有能力恢复农村


地区的自信。中央权力必须进行公平的调整，要认识到每个社区社会经济过程的发展阶


段和出发点是多样的。受过教育的居高临下的局外人，其知识却并不适用于指导农村部


门，他们往往忽视农村居民的阅历和经验知识。我们需要消除这种倾向，以尊重和协作


的新态度来面对这一切。 


 


4.2 地方层面的要求和限制 


 


在社区层面，农村城镇化方法的效用存在一系列的制约条件。政府提出改革建议是


容易的，这是由于决策是在那里进行的，但这些决策并没有匹配社区的目标，而社区的


职责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对社区在真实的权力、能力、经济利益方面做出的承诺


和积极努力，没有对代表自身利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期望，那么任何政策或政府都


不可能对此有所帮助。在这一阶段，重要的是中央层面制定的政策应该与基层的需求相


匹配，对社区需求做出恰当的反映，激发社区用自身的力量和潜能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 


在社区层面，领导常常是成功和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应当制定法律措施以


建立一个有能力的领导层和法制系统，他们可以被监控，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得到进一


步完善。在一些情形下，应当特别注意避免产生地方精英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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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既不是完全同质的，也不是与内在冲突、不统一和悲观主义等等绝缘的，在限


制他们参与执政若干年后，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上述现象，冲突程度在社区中也相当地


不同。地方管理委员会和住区联合会应当有能力激发社区从当前冲突中解脱出来，取得


发展，注入内部的力量克服自身的困难。 


基层社区一般重视社会问题，把经济作为满足家庭温饱后进行少许剩余贸易。这就


提倡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大量提高剩余积累，开创经济进步，以负担所需的服务、货物、


投入和技术。当前，社区没有能力支付服务的费用，政府不能持续承担这些支出的责任。


人类的可持续增长，除了政府和其他合作者的支持之外，还要依靠社区生产模式必要的


改变。 


在社区层面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一般是与所期望改变的可持续性


相联系的，而不一定与所要求的改变相联系。当社区看到可能出现的改革机会时做出了


决定，但如果这些改变在社区层次是不可持续的，就会产生限制，改变就不会实现。这


关系到提供给社区的实际知识、技能和资源，实践证明它们并不总是能够解决问题，而


是有可能使社区的生存和粮食安全受到危害。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是否可以灵活运用农


村社区的经验知识，以提高他们的经验技能，使他们能够面对将来的问题并改善当前的


生活条件。 


农村聚落首领通常是在社区内部工作，与国家的管理系统相隔绝。农村城镇化方法


要求建立住区联合会之间的（管理、社会、经济和技术网络）横向联系以及与国家之间


的（将社区需求与国家目标）纵向联系，要求高度的政治智慧与敏感的政治和管理能力，


以及地方政府对于拓展现有界限的反应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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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次撒哈拉地区国家人类发展数据（加重的国家为低水平发展国家） 
位于贫困线以下人口 


比例 (%) 
国家 总人口 


(千人) HDI 趋势 预期寿命
收入低于 1
美元/天 


收入低于 2
美元/天 


 2003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2 年 2002 年 2002 年 2002 年 
阿哥拉 13 625 .. .. 0.377 0.381 40.1 .. .. 
贝宁 6 736 0.324 0.356 0.406 0.421 50.7 .. .. 
博茨瓦纳 1 785 0.574 0.675 0.620 0.589 41.4 23.5 50.1 
布基纳法索 13 002 0.262 0.302 0.323 0.302 45.8 44.9 81 
布隆迪 6 825 0.306 0.338 0.325 0.339 40.8 58.4 89.2 
喀麦隆 16 018 0.462 0.519 0.499 0.501 46.8 17.1 50.6 
佛得角 463 0.576 0.635 0.683 0.710 70 .. .. 
中非 3 865 0.351 0.375 0.363 0.361 39.8 66.6 84 
乍得 8 598 0.260 0.326 0.363 0.379 44.7 .. .. 
科摩罗 768 0.479 0.501 0.521 0.530 60.6 .. .. 
刚果 3 724 0.497 0.532 0.497 0.494 48.3 .. .. 
科特迪瓦 16 631 0.416 0.429 0.402 0.399 41.2 15.5 50.4 
刚果共和国 52 771 0.418 0.414 0.363 0.365 41.4 .. .. 
赤道几内亚 494 .. 0.504 0.670 0.703 49.1 .. .. 
厄立特里亚 4 141 .. .. 0.430 0.439 52.7 .. .. 
埃塞俄比亚 70 678 .. 0.305 0.345 0.359 45.5 26.3 80.7 
加蓬 1 329 .. .. 0.653 0.648 56.6 .. .. 
冈比亚 1 426 .. .. 0.448 0.452 53.9 59.3 82.9 
加纳 20 922 0.467 0.511 0.560 0.568 57.8 44.8 78.5 
几内亚 8 480 .. .. 0.425 0.425 48.9 .. .. 
几内亚比绍 1 493 0.262 0.311 0.354 0.350 45.2 .. .. 
肯尼亚 31 987 0.490 0.540 0.496 0.488 45.2 23 58.6 
莱索托 1 802 0.499 0.544 0.513 0.493 36.2 36.4 56.1 
利比里亚 3 367 .. .. .. .. 41.4 .. .. 
马达加斯加 17 404 0.433 0.436 0.469 0.469 53.4 49.1 83.3 
马拉维 12 105 0.347 0.368 0.395 0.388 37.8 41.7 76.1 
马里 13 007 0.262 0.288 0.337 0.326 48.5 72.8 90.6 
毛里塔尼亚 2 893 0.362 0.387 0.449 0.465 52.3 25.9 63.1 
毛里求斯 1 221 0.658 0.723 0.775 0.785 72.9 .. .. 
莫桑比克 18 863 0.298 0.310 0.342 0.354 38.5 37.9 78.4 
纳米比亚 1 987 .. .. 0.625 0.607 45.3 34.9 55.8 
尼日尔 11 972 0.257 0.259 0.279 0.292 46 61.4 85.3 
尼日利亚 124 009 0.385 0.430 0.463 0.466 51.6 70.2 90.8 
卢旺达 8 387 0.386 0.351 0.413 0.431 38.9 35.7 84.6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161 .. .. 0.639 0.645 69.7 .. .. 


塞内加尔 10 095 0.332 0.382 0.425 0.437 52.7 26.3 67.8 
塞舌尔 81 .. .. .. 0.853 72.7 .. .. 
塞拉利昂 4 971 .. .. 0.275 0.273 34.3 57 74.5 
南非 45 026 0.672 0.729 0.690 0.666 48.8 7.1 23.8 
斯威士兰 1 077 0.544 0.611 0.548 0.519 35.7 .. .. 
多哥 4 909 0.445 0.474 0.491 0.495 49.9 .. .. 
乌干达 25 827 .. 0.395 0.489 0.493 45.7 .. .. 
坦桑尼亚 36 977 .. 0.413 0.403 0.407 43.5 19.9 59.7 
赞比亚 10 812 0.474 0.466 0.389 0.389 32.7 67.3 87.4 
津巴布韦 12 891 0.572 0.617 0.511 0.491 33.9 36 64.2 
资料来源：UNDP,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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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次撒哈拉地区国家城市人口数据（加重的国家为低水平发展国家） 


国家 总人口 
(千人) 


城市 
人口 


(千人) 


城市人口预测 
(千人) 城市人口比例 (%) 年均城镇


化增长率


 2003 2003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00 2010 2020 1999~2000
阿哥拉 13 625 4 863 2 441 4 135 6 919 10 723 26.1 33.4 41.1 48.7 5.4 
贝宁 6 736 3 003 1 604 2 630 4 022 5 756 34.5 42.3 49.9 56.9 5.1 
博茨瓦纳 1 785 920 573 866 972 1 002 42.3 50.2 55.0 60.2 4.2 
布基纳法索 13 002 2 313 1 210 1 991 3 318 5 592 13.6 16.7 20.7 26.1 5.1 
布隆迪 6 825 678 352 561 1 078 1 881 6.3 9.0 12.5 17.0 4.8 
喀麦隆 16 018 8 232 4 698 7 403 10 059 12 540 40.3 49.0 56.6 63.1 4.7 
佛得角 463 259 154 232 325 422 44.1 53.2 61.4 67.7 4.2 
中非 3 865 1 649 1 103 1 531 1 995 2 633 37.5 41.2 46.8 53.7 3.3 
乍得 8 598 2 142 1 226 1 870 2 971 4 811 21.1 23.8 28.2 34.6 4.3 
科摩罗 768 269 147 234 366 538 27.9 33.2 39.5 46.6 4.8 
刚果 3 724 1 992 1 204 1 800 2 572 3 692 48.3 52.2 56.8 61.9 4.1 
科特迪瓦 16 631 7 464 4 983 6 902 8 940 11 355 39.8 43.6 48.3 54.0 3.3 
刚果共和国 52 771 16 699 10 444 14 713 23 408 36 659 27.9 30.3 36.2 43.4 3.5 
赤道几内亚 494 238 122 206 321 452 34.5 45.2 54.4 61.4 5.4 
厄立特里亚 4 141 825 490 696 1 229 1 969 15.8 18.8 23.4 29.9 3.6 
埃塞俄比亚 70 678 11 034 6 215 9 771 14 841 23 353 12.7 14.9 17.8 22.3 4.6 
加蓬 1 329 1 114 649 1 024 1 332 1 603 68.1 81.4 87.6 90.0 4.7 
冈比亚 1 426 372 233 344 448 597 24.9 26.2 26.7 29.6 4.0 
加纳 20 922 9 505 5 570 8 607 11 750 15 271 36.5 43.9 48.7 53.5 4.4 
几内亚 8 480 2 960 1 552 2 647 4 033 5 990 25.4 32.6 40.4 48.0 5.5 
几内亚比绍 1 493 507 241 431 724 1 145 23.7 31.5 39.6 47.3 6.0 
肯尼亚 31 987 12 593 5 823 10 965 16 429 21 533 24.7 35.9 47.0 55.9 6.5 
莱索托 1 802 323 270 314 340 389 17.2 17.6 19.4 23.4 1.5 
利比里亚 3 367 1 572 897 1 321 2 104 3 071 42.0 44.9 50.9 57.2 3.9 
马达加斯加 17 404 4 618 2 820 4 152 6 027 9 079 23.6 26.0 28.6 33.5 3.9 
马拉维 12 105 1 972 1 101 1 716 2 691 4 188 11.6 15.1 19.6 25.1 4.5 
马里 13 007 4 195 2 155 3 594 6 037 9 880 23.8 30.2 37.2 44.6 5.2 
毛里塔尼亚 2 893 1 788 894 1 527 2 452 3 447 44.0 57.7 69.7 77.1 5.5 
毛里求斯 1 221 529 428 506 586 686 40.5 42.7 45.3 49.6 1.7 
莫桑比克 18 863 6 723 2 842 5 735 9 135 12 683 21.1 32.1 43.5 52.8 7.3 
纳米比亚 1 987 644 375 584 773 988 26.6 30.8 36.5 43.4 4.5 
尼日尔 11 972 2 653 1 232 2 211 4 047 7 229 16.1 20.6 26.3 33.3 6.0 
尼日利亚 124 


009 57 907 30 142 50 603 75 748 104 339 35.0 44.1 51.9 58.9 5.3 


卢旺达 8 387 1 517 361 1050 2 983 5 606 5.3 13.6 31.2 48.5 11.3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161 61 42 56 74 99 36.2 37.6 38.9 42.7 2.9 


塞内加尔 10 095 5 008 2 940 4 456 6 472 8 801 40.0 47.4 54.5 61.0 4.2 
塞舌尔 81 40 35 39 44 51 49.3 49.4 51.2 56.0 1.1 
塞拉利昂 4 971 1 931 1 216 1 619 2 570 3 579 30.0 36.7 43.9 51.3 2.9 
南非 45 026 25 637 17 994 24 416 27 094 28 476 48.8 55.5 60.3 65.2 3.1 
斯威士兰 1 077 253 194 242 272 314 22.9 23.2 25.1 29.6 2.2 
多哥 4 909 1 724 985 1 523 2 272 3 276 28.5 33.4 39.7 47.1 4.5 
乌干达 25 827 3 161 1 937 2 825 4 336 7 329 11.2 12.0 13.1 15.7 3.8 
坦桑尼亚 36 977 13 100 5 657 11 236 17 787 25 225 21.7 32.3 42.4 50.7 7.1 
赞比亚 10 812 3 861 3 231 3 660 4 526 5 902 39.4 35.1 38.5 43.5 1.3 
津巴布韦 12 891 4 501 3 034 4 253 5 008 5 785 29.0 33.6 38.5 44.6 3.4 
资料来源：UN-HABITAT Global Urban Observatory;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U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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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次撒哈拉地区国家贫民人口数据（加重的国家为低水平发展国家） 


国家 城市人口 
(千人) 贫民区人口 (千人) 贫民区人口预测 (千人) 贫民区人口增


长率% 
 2003 1990 2001 2010 2020  


阿哥拉 4 863 2 193 3 918 6 300 9 450 5.28 
贝宁 3 003 1 288 2 318 3 749 6 394 5.34 
博茨瓦纳 920 311 466 650 939 3.69 
布基纳法索 2 313 987 1 528 2 185 3 250 3.97 
布隆迪 678 294 394 501 653 2.66 
喀麦隆 8 232 2 906 5 064 7 977 13 217 5.05 
佛得角 259 106 193 314 540 5.42 
中非 1 649 1 038 1 455 1 919 2 610 3.07 
乍得 2 142 1 218 1 947 2 856 4 373 4.26 
科摩罗 269 91 151 228 361 4.61 
刚果 1 992  1050 1 852 2 945 4 930 5.15 
科特迪瓦 7 464 2 532 4 884 8 361 15 194 5.97 
刚果共和国 16 699 5 366 7 985 11 054 15 865 3.61 
赤道几内亚 238 112 201 323 547 5.28 
厄立特里亚 825 342 510 707 1 016 3.62 
埃塞俄比亚 11 034 5 984 10 159 15 665 25 347 4.81 
加蓬 1 114 357 688 1 174 2 129 5.95 
冈比亚 372 155 280 455 781 5.39 
加纳 9 505 4 083 4 993 5 886 7 067 1.83 
几内亚 2 960 1 145 1 672 2 278 3 213 3.44 
几内亚比绍 507 210 371 591 990 5.17 
肯尼亚 12 593 3 985 7 605 12 905 23 223 5.88 
莱索托 323 168 337 596 1 121 6.32 
利比里亚 1 572 632 788 943 1 153 2.00 
马达加斯加 4 618 2 562 4 603 7 434 12 664 5.33 
马拉维 1 972 1 033 1 590 2 262 3 348 3.92 
马里 4 195 1 968 3 361 5 208 8 474 4.87 
毛里塔尼亚 1 788 827 1 531 2 534 4 437 5.60 
毛里求斯 529 .. .. .. .. .. 
莫桑比克 6 723 2 722 5 841 10 909 21 842 6.94 
纳米比亚 644 155 213 276 368 2.88 
尼日尔 2 653 1 191 2 277 3 869 6 972 5.89 
尼日利亚 57 907 24 096 41 595 65 018 106 802 4.96 
卢旺达 1 517 296 437 601 857 3.55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61 .. 1 .. .. .. 


塞内加尔 5 008 2 276 3 555 5 120 7 679 405 
塞舌尔 40 .. 1 .. .. .. 
塞拉利昂 1 931 1 107 1 642 2 266 3 243 3.58 
南非 25 637 8 207 8 376 8 517 8 677 0.19 
斯威士兰 253 .. .. .. .. .. 
多哥 1 724 796 1 273 1 870 2 866 4.27 
乌干达 3 161 1 806 3 241 5 231 8 904 5.32 
坦桑尼亚 13 100 5 601 11 031 19 205 35 561 6.16 
赞比亚 3 861 2 284 3 136 4 065 5 423 2.88 
津巴布韦 4 501 116 157 202 266 2.76 
资料来源: UN-HABITAT, Global Urban Observatory (Data to be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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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次撒哈拉地区国家农村人口数据（加重的国家为低水平发展国家） 


国家 总人口


(千人) 


农村


人口 
(千人) 


估计的农村人口 预测的农村人口 农村人比例 (%) 
农村人


口增长


率 
 2003 2003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00 2010 2020  
阿哥拉 13 625 8 762 6 899 8 251 9 923 11 314 73.9 66.6 58.9 51.3 1.8 
贝宁 6 736 3 733 3 047 3 592 4 046 4 366 65.5 57.7 50.1 43.1 1.7 
博茨瓦纳 1 785 865 781 860 796 663 57.7 49.9 45.0 39.8 1.0 
布基纳法索 13 002 10 689 7 711 9 914 12 700 15 811 86.4 83.3 79.3 73.9 2.5 
布隆迪 6 825 6 147 5 258 5 705 7 552 9 191 93.7 91.0 87.5 83.0 0.8 
喀麦隆 16 018 7 786 6 963 7 713 7 716 7 334 59.7 51.0 43.4 36.9 1.0 
佛得角 463 204 195 203 204 201 55.9 46.6 38.6 32.3 0.4 
中非 3 865 2 216 1 840 2 184 2 270 2 267 62.5 58.8 53.2 46.3 1.7 
乍得 8 598 6 456 4 597 5 991 7 572 9 079 79.0 76.2 71.8 65.4 2.7 
科摩罗 768 499 380 471 561 616 72.1 66.8 60.5 53.4 2.2 
刚果 3 724 1 732 1 290 1 647 1 960 2 268 51.7 47.8 43.2 38.1 2.5 
科特迪瓦 16 631 9 167 7 522 8 925 9 586 9 671 60.2 56.4 51.7 46.0 1.7 
刚果共和国 52 771 36 072 26 927 33 858 41 306 47 758 72.1 69.7 63.8 56.6 2.3 
赤道几内亚 494 256 232 250 269 284 65.5 54.8 45.6 38.6 0.8 
厄立特里亚 4 141 3 316 2 613 3 016 4 027 4 615 84.2 81.3 76.6 70.1 1.4 
埃塞俄比亚 70 678 59 644 42 641 55 819 68 689 81 444 87.3 85.1 82.2 77.7 2.7 
加蓬 1 329 215 304 234 187 179 31.9 18.6 12.4 10.1 -2.6 
冈比亚 1 426 1 053 703 968 1 232 1 417 75.1 73.8 73.3 70.3 3.3 
加纳 20 922 11 417 9 707 10 987 12 366 13 249 63.5 56.1 51.3 46.5 1.2 
几内亚 8 480 5 521 4 570 5 470 5 957 6 488 74.6 67.4 59.6 52.0 1.8 
几内亚比绍 1 493 986 775 936 1 104 1 276 76.3 68.5 60.4 52.7 1.9 
肯尼亚 31 987 19 394 17 762 19 584 18 535 16 974 75.3 64.1 53.0 44.1 1.0 
莱索托 1 802 1 479 1 301 1 471 1 417 1 274 82.9 82.4 80.6 76.6 1.2 
利比里亚 3 367 1 795 1 239 1 622 2 025 2 296 58.0 55.1 49.0 42.8 2.7 
马达加斯加 17 404 12 786 9 136 11 818 15 066 17 998 76.4 74.0 71.4 66.5 2.6 
马拉维 12 105 10 133 8 355 9 655 11 105 12 479 88.4 84.9 80.5 74.9 1.5 
马里 13 007 8 811 6 892 8 310 10 171 12 261 76.2 69.8 62.8 55.4 1.9 
毛里塔尼亚 2 893 1 105 1 137 1 117 1 068 1 026 56.0 42.2 30.3 22.9 -0.2 
毛里求斯 1 221 693 629 680 708 695 59.5 57.3 54.7 50.3 0.8 
莫桑比克 18 863 12 140 10 623 12 126 11 874 11 321 78.9 67.9 56.5 47.2 1.3 
纳米比亚 1 987 1 344 1 034 1 309 1 347 1 287 73.4 69.1 63.3 56.5 2.4 
尼日尔 11 972 9 319 6 419 8 531 11 341 14 502 83.9 79.4 73.7 66.7 2.9 
尼日利亚 124 009 66 102 55 876 64 143 70 174 72 819 65.0 55.9 48.1 41.1 1.4 
卢旺达 8 387 6 870 6 414 6 674 6 575 5 951 94.7 86.4 68.8 51.5 0.4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161 100 74 93 116 134 63.8 62.4 61.1 57.8 2.3 


塞内加尔 10 095 5 086 4 405 4 937 5 397 5 621 60.0 52.6 45.5 39.0 1.1 
塞舌尔 81 41 36 40 42 40 50.7 50.6 48.8 44.0 1.1 
塞拉利昂 4 971 3 040 2 838 2 796 3 289 3 400 70.0 63.3 56.1 48.7 -0.1 
南非 45 026 19 389 18 854 19 584 17 845 15 207 51.2 44.5 39.7 34.8 0.4 
斯威士兰 1 077 824 653 802 812 747 77.1 76.8 74.9 70.3 2.1 
多哥 4 909 3 186 2 471 3 039 3 458 3 686 71.5 66.6 60.3 52.9 2.1 
乌干达 25 827 22 666 15 422 20 662 28 661 39 305 88.8 88.0 86.9 84.3 3.0 
坦桑尼亚 36 977 23 877 20 411 23 601 24 144 24 560 78.3 67.7 57.6 49.3 1.5 
赞比亚 10 812 6 951 4 968 6 760 7 242 7 656 60.6 64.9 61.5 56.5 3.1 
津巴布韦 12 891 8 390 7 432 8 397 8 017 7 178 71.0 66.4 61.6 55.4 1.2 
Source: UN-HABITAT, Global Urban 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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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次撒哈拉地区国家城镇化数据（加重的国家为低水平发展国家） 


国家 总人口


(千人) 
性别相关


发展指标 


使用改进的


卫生设施 
人口 (%) 


使用改善


的水源人


口 (%) 


直线电话


(每千人) 
移动电话 
(每千人) 


传统燃料


消耗(占总


量百分比) 


人均电力


消耗 
(千瓦时) 


 2003  2000 2000 2002 2002 2001 2001 
阿哥拉 13 625 .. 44 38 6 9 79.2 125 
贝宁 6 736 0.406 23 63 9 32 81.9 75 
博茨瓦纳 1 785 0.581 66 95 87 241 .. .. 
布基纳法索 13 002 0.291 29 42 5 8 91.7 24 
布隆迪 6 825 0.337 88 78 3 7 96.6 73 
喀麦隆 16 018 0.491 79 58 7 43 71.6 226 
佛得角 463 0.709 71 74 160 98 .. 102 
中非 3 865 0.345 25 70 2 3 87.5 29 
乍得 8 598 0.368 29 27 2 4 97.8 12 
科摩罗 768 0.510 98 96 13 0 . 26 
刚果 3 724 0.488 .. 51 7 67 65.6 137 
科特迪瓦 16 631 0.379 52 81 20 62 75.1 233 
刚果共和国 52 771 0.355 21 45 .. 11 94.6 93 
赤道几内亚 494 0.691 53 44 17 63 75 49 
厄立特里亚 4 141 0.431 13 46 9 0 77.8 61 
埃塞俄比亚 70 678 0.346 12 24 5 1 95.2 30 
加蓬 1 329 .. 53 86 25 215 21.3 1 214 
冈比亚 1 426 0.446 37 62 29 75 71.4 95 
加纳 20 922 0.564 72 73 13 21 84.5 404 
几内亚 8 480 .. 58 48 3 12 90.6 97 
几内亚比绍 1 493 0.329 56 56 9 0 66.7 43 
肯尼亚 31 987 0.486 87 57 10 37 70.6 140 
莱索托 1 802 0.483 49 78 13 45 .. .. 
利比里亚 3 367        
马达加斯加 17 404 0.462 42 47 4 10 84.4 51 
马拉维 12 105 0.374 76 57 7 8 86.6 76 
马里 13 007 0.309 69 65 5 5 88.3 34 
毛里塔尼亚 2 893 0.456 33 37 12 92 36.9 61 
毛里求斯 1 221 0.775 99 100 270 288 30.4 1 592 
莫桑比克 18 863 0.339 43 57 5 14 90.5 70 
纳米比亚 1 987 0.602 41 77 65 80 .. .. 
尼日尔 11 972 0.278 20 59 2 1 77.3 41 
尼日利亚 124 009 0.458 54 62 8 13 82.3 154 
卢旺达 8 387 0.423 8 41 3 14 92.8 23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161 .. .. .. 41 13 .. 118 


塞内加尔 10 095 0.429 70 78 22 55 72.5 151 
塞舌尔 81 .. .. .. 269 553 .. 2 481 
塞拉利昂 4 971 .. 66 57 5 14 92 55 
南非 45 026 0.661 87 86 107 304 12.9 4 313 
斯威士兰 1 077 0.505 .. .. 34 66 .. .. 
多哥 4 909 0.477 34 54 10 35 88.6 125 
乌干达 25 827 0.487 79 52 2 16 95 66 
坦桑尼亚 36 977 0.401 90 68 5 22 92.8 85 
赞比亚 10 812 0.375 78 64 8 13 87.1 598 
津巴布韦 12 891 0.482 62 83 25 30 68.6 950 
资料来源: UNDP,2004 
 
 
 
 
 
 







 151


附件 6：次撒哈拉地区国家 GDP 数据（加重的国家为低水平发展国家） 


国家 人均 GDP 
(美元) 


GDP PPP 
(美元) 


全国 GDP 
(百万美元) 


农业占 GDP 
% 


工业占 GDP 
% 


服务业占 GDP 
% 


 2002 2002 2002 2002 2002 2002 
阿哥拉 857 2 130 11 248 8 68 24 
贝宁 411 1 070 2 695 36 14 50 
博茨瓦纳 3 080 8 170 5 273 2 48 50 
布基纳法索 264 1 100 3 127 32 18 50 
布隆迪 102 630 719 49 19 31 
喀麦隆 575 2 000 9 060 43 20 38 
佛得角 1 345 5 000     
中非 274 1 170 1 046 57 22 21 
乍得 240 1 020 2 002 38 17 45 
科摩罗 437 1 690     
刚果 825 980 3 017 6 63 30 
科特迪瓦 707 1 520 11 682 26 20 53 
刚果共和国 111 650 5 707 56 19 25 
赤道几内亚 4 394 29 780     
厄立特里亚 150 890 642 12 25 63 
埃塞俄比亚 90 780 6 059 40 12 48 
加蓬 3 780 6 590 4 971 8 46 46 
冈比亚 257 1 690 357 26 14 60 
加纳 304 2 130 6 160 34 24 42 
几内亚 415 2 100 3 213 24 37 39 
几内亚比绍 141 710 203 62 13 25 
肯尼亚 393 1 020 12 330 16 19 65 
莱索托 402 2 420 714 16 43 41 
利比里亚 .. .. 562    
马达加斯加 268 740 4 400 32 13 55 
马拉维 177 580 1 901 37 15 49 
马里 296 930 3 364 34 30 36 
毛里塔尼亚 348 2 220 969 21 29 50 
毛里求斯 3 740 10 810 4 533 7 31 62 
莫桑比克 195 1 050 3 599 23 34 43 
纳米比亚 1 463 6 210 2 904 11 31 58 
尼日尔 190 800 2 171 40 17 43 
尼日利亚 328 860 43 540 37 29 34 
卢旺达 212 1 270 1 732 41 21 37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326 ..     


塞内加尔 503 1 580 5 073 15 22 63 
塞舌尔 8 320 ..     
塞拉利昂 150 520 783 53 32 16 
南非 2 299 10 070 104 242 4 32 64 
斯威士兰 1 091 4 550 1 186 16 50 35 
多哥 291 1 480 1 384 40 22 38 
乌干达 236 1 390 5 803 32 22 46 
坦桑尼亚 1 267 580 9 382 44 16 39 
赞比亚 361 840 3 697 22 26 52 
津巴布韦 639 2 370 8 304 17 24 59 
资料来源: (1) UNDP,2004; (2) The World Bank,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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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泊尔国家空间分析 


1.1 自然环境 
 


尼泊尔是一个山地王国，周围被陆地包围。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面，


印度和中国西藏自治区之间，地形地貌崎岖不平，生态差异性将这个国家从东到


西分成三个部分：南面是隆起的大片平原，中部是丘陵，北部是山脉。其中每一


个部分都很自然地适合某种特色农业种植：肥沃的特莱平原上适合种植粮食作


物；中部丘陵地区是园艺植物，北部山脉则是畜牧业和外来品种培育区。通常这


三个生态地带之间的联系都依托专门的产品交换和必要的服务设施。由于地形差


异明显，国家发展规划由南自北划分成五个区域（Development Region）来进行。


每一个区域包括三个生态地带，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小型和大型市场组成，以促


进区域内的产品、人口、资本、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流动。这些区域从行政上可


划分为 14 个专区（zones）和 75 个县（districts）。 


 
图 1 尼泊尔的行政区划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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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增长模式 
 


尼泊尔城市化水平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很低的。当前全国城市总人口是


260 万，但最近几年城市人口增加很明显。1991 年到 1997 年这一阶段城市人口


增长率约为 11％，但估计最近几年已经超过 15％。这还只是尼泊尔官方公布的


数据，不包括在一些小城市或市场中心的人口增长，因而实际上城市人口增长率


比这一数据还要高。这种现象都应归因于国家层面上经济进程、人口统计学和社


会发展的变化。然而，一个明显和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乡村人口是因为逃避贫


穷才迁移到城区的。 
 
表 1 尼泊尔的城市化 


年  份 总城市人口


（万人） 
城市人口占总


人口比例 % 
平均年增长率 


% 
城市/农村


人口比例


1952/1954 23.59 2.9  29.4 
1961 33.62 3.6 4.53(1.65) 37.0 
1971 46.19 4.0 3.23(2.07) 41.6 
1981 95.67 6.4 7.55(2.66) 68.0 
1991 169.57 9.2 5.89(2.10) 101.0 
1997 259.07 11.46 10.90 114.6 


资料来源: Population Monograph of Nepal, CBS, 1998 


 


 
图 2 城市人口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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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也是当前其国内


发展的主要议题。1971 年城市人口还只占 4.1%，到 2001 年已经增加到 15.9%。


照这种发展趋势推算，到 2035 年尼泊尔全国将有半数人口住在城市里面。 
 


 
图 3 尼泊尔人口分布比例 
 


尼泊尔国家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小规模的半城镇化地区数量很多，通


常可称之为“乡村市场中心镇”。1991 年城镇平均规模是 1.39 万人，几乎 3/4 的


城镇人口不超过 4 万。首都加德满都（Kathmandu）的总人口也不过 50 万。这


种城市化特征对城乡联系的影响作用很大。其结果就是加大了生产和消费中心的


距离，尤其是新鲜蔬菜和牲畜家禽产品，进而也增强了对城市在交通、包装、传


输、分级、分类、储藏和冷藏、买卖机构等相关服务设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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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和人口普查统计 
 城  市  数  量 


城市人口 1952/1954 1961 1971 1981 1991 1997 
<10 000 5 9 4 2 1 1 
10 000~19 999  2 3 5 5 4 21 
20 000~29 999 - - 2 4 3 14 
30 000~39 999 1 2 - 4 1 7 
40 000~49 999 1 1 2 5 4 4 
50 000~99 999 - - 1 2 8 8 
100 000 以上 1 1 1 1 3 3 
总计 10 16 16 23 33 58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Nepa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7 


 
2 经济概况 
2.1 尼泊尔的经济结构和贫穷状况 
 


最新的全球人口发展报告（2003）表明，尼泊尔的人口贫穷指数（HPI）为


41.9，在 94 个发展中国家排名第 70 位，在南亚国家中排名倒数第 2，反映了该


国非常贫穷。研究表明，这种状况跟尼泊尔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 
 


表 3  SAARC 国家的贫困指数 


国   家 人口贫穷指数


排序 
人口贫穷指数


数值 % 
孟加拉（Bangladesh） 72 42.6 
不丹（Bhutan） - - 
马尔代夫（Maldives） 20 11.4 
尼泊尔（Nepal） 70 41.9 
巴基斯坦（Pakistan） 65 40.2 
斯里兰卡（Sri Lanka） 34 18.3 
印度（India） 53 33.1 


     资料来源: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UNDP 


 
在过去的 15 年里，尼泊尔经济年增长率约为 5%。这主要归功于非农业部门，


特别是服装和地毯出口、基础工业进口，这些部门的收入现在已经占到 GDP 的


60%，而在 15~20 年以前它们所占比例还是 40%。然而，这类产业对经济的作用


却没让大多数普通家庭特别是穷人获利，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也没有激起任何乘


数效应，结果就业和民生结构一直没有改变。约 80%的尼泊尔人依然在农业部门


干活，农场耕作依然是大多数农民谋生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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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 年尼泊尔主要发展指标 
 人类发展指标(HDI) 人口贫穷指数(HPI) 
尼泊尔 0.466 39.2 
部门：   
     农村 0.446 41.4 
     城市 0.616 23.9 
生态地带：   
     山区 0.378 46.1 
     丘陵 0.510 37.2 
     Tarai 平原 0.474 40.2 
发展区域：   
    东部 0.484 42.0 
    中央 0.493 40.7 
    西部 0.479 39.9 
    中西部 0.402 43.4 
    远西部 0.385 45.3 


      资料来源：UNDP 


 
表 5 尼泊尔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人均年收入在 4 404 尼泊尔卢比以下） 


贫困人口分布 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生态地带：  
     山区 0.56 
     丘陵 0.41 
     Tarai 平原 0.42 
城市和农村地区:  
          城市 0.23 
          农村 0.44 
全国平均值 0.42 


      资料来源: NPC 1998/WB 1999 


 
此外，工资分配不均匀，也给那些从事农业生产谋生的人以沉重打击。在尼


泊尔，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贫穷现象都很普遍。根据政府的预测，44%的乡


村家庭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在城市该比例则是 23%。尽管国家经济分析师透露这


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由此造成了不同部门经济增长不均，区域发展差异已证实


了这一点。因此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区域迁移，穷人流入城市是为


了寻求经济发展机会，并获得医疗和教育等基础服务。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因为缺乏发展政策和规章程序而造


成的，这可能限制了那些建立在区域城乡共同发展基础上的传统和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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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村经济的特点 
 


尼泊尔是一个农业国家，86%人口住在农村地区，超过 44%的人口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对尼泊尔乡村家庭经济的分析表明，农村家庭年平均收入中只有 40%


来源于农业耕作，其余 60%则来源于其它途径。同样，超过 60%的家庭只有 1


公顷农田。“略有余粮的农场经营”将不再也不可能保证大多数农户的基本生存


安全。佷显然，农民们只好去寻求其他经济来源谋生，而且还只能通过城乡交换


——物流货流运输、服务设施需求、增加城乡联系等途径来达到。近年来尼泊尔


出现了快速城市化趋势，特别是高速公路沿线、分路支线和地区公路沿线中等规


模城镇数量猛增，小型城镇零星增长，这些都反映了城乡联系进一步扩大。在这


种情况下，发展计划应针对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1）加强城乡联系；（2）保证


穷人能获得因加强城乡联系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机会和可能；（3）建立适当的


机构机制以保证农民权益，规避风险。 


尼泊尔日益发展的城市经济将给农村经济带来巨大的潜力。因此，尼伯尔编


制的 20 年农业发展规划（1997）强调农业多样化，将乡村/农业经济向更大范围


内的市场/城市经济推进，以改善农户经济水平。为此，其中一个主要战略就是


将小型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联系起来，采取有利政策鼓励私人部门对其进行投


资。 
 
2.3 过去的发展成就 
 


1960 年代初期，尼泊尔通过对“自发生成”的一些市场城镇进行分析比较，


在此基础上采取了鼓励城乡互动的发展政策，实施增长极、增长中心理论。如果


将投资集中几个精选的区域市场中心，马上就会发生投资回报，区域经济也会随


之振兴。但是，因为这种发展策略通过市场机制而发挥作用，也带来了收入分布


不均等负面效应，市场对远郊乡村的影响甚微。因此，反对乡村互动发展理论的


人认为，通过小城镇推动乡村发展并不成功，只可能使城乡发展进一步失衡。 


总的来看，上世纪后 30 年里的发展成就都是靠分部门发展途径取得的，包


括乡村发展项目和城市发展项目等。同时在城乡各大部门，管治与贫穷问题也一


直在争论和探讨中。 
 
2.3.1 乡村发展概况 
 


纵观尼泊尔发展历史，乡村发展成就可分为几个阶段。从 1960 年代起到 1970


年代中期是产品定位，197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是乡村综合发展阶段，强


调农业的多样化和特色化经营。从 1980 年代早期开始，开始实行分散化经营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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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随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自由政策，使得农业发展更致力于建设社区公共


机构，发动地方资源来鼓励农业生产多样化，提高人均收入。这些转变也加强了


城乡联合发展。另一方面，近年一些零散的农村发展项目也逐步帮助缓解了农村


贫穷状况，将农村与城市区域中的市场联系起来。因此可以看出，农村发展项目


成功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城乡互动发展得如何，是否用来交换物资，以及为


此建立服务机构。 
 
2.3.2 城市发展概况 
 


尼泊尔国内实施的大部分城市发展项目均致力于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在


某种程度上，这促进了城市服务的供应，但是仍然滞后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要求。


其中有些项目和工程还有助于改善城市当局的管理能力和组织结构。但是跟乡村


发展类似，城市开发项目也多是在城市地区进行。尽管上述一些城乡部门开发项


目已经得以实施，但通过一些农村开发项目的失败和一些城镇的消亡，还是可以


看出城乡之间必须紧密联系，互动发展。 
 
2.4 经验与教训总结 
 
· 区域联系需求 
 


尼泊尔三个生态带主要是小气候带，这既带来了区位上的优势，也带来了机


遇和挑战。由于在地理单元和适宜政策支持之间缺乏互动联系，很有必要在国家


和地方层面上有效地利用这些潜力。 
 
· 改变家庭农业种植结构 
 


对一家农户来说，抓住这些发展机遇意味着在农业经营多样化的同时，还要


增加用于非农业劳动的时间。这既满足了城市发展需求，也从城市获取了商品和


服务。由农户家庭兴起的这种城乡联系能提供持续的基本资源，但这要求建立适


当的机构来保证其实施。 
 
· 城市发展并非仅是物质环境建设 
 


城市开发不仅是物质环境建设，还包含着社会、经济、人文资源和制度建设。


这样可以加强城市服务供应、市场和销售系统的建设，对乡村地区则可以多样化


开发农产品。可以说这些城市也带来了乡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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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独立看待发展 
 


不应独立地看待城乡发展，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有很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


区域联系。所以发展计划项目不必刻意选择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为提高地方经济


水平，减弱贫穷现象，必须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途径。 
 
3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 
3.1 RUPP 历程 
 


针对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尼泊尔开展了城乡


发展合作计划（RUPP）。RUPP 采取了长期、可持续的方法，使得开发项目即使


被中止后，其提倡的方法和战略仍得以继续进行。在推动计划项目进行的过程中，


发展、建立和加强了有关机构及其运作制度的建设，促成了良好的城市管治，减


少了贫穷，使穷人和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获益。同时，还发挥了由现有城乡联


系所提供的地方潜力和机遇，推动了地方的发展。 
 
3.2 基本前提 
 


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应优化后可用于推进城市和乡村双方面


的发展。因此，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从空间、功能和制度角度上都可以认为是“乡


村归并城市”。“中心地理论”恰好能从理论上说明和解释现实的发展状况——具


有等级层次的和整体的住区系统，提供了合理有效的空间系统、人口分布和功能


关系。这样密切的城乡经济联系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 


 


图4 村庄和市场在城市等级中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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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本战略 
 


城乡经济互动发展体现在那些根据人流、物流和服务能力制定的专业“市场


等级”（market hierarchy）和“区域发展框架”（regional setting）上。这些市场层


级通常较为固定，但其地理边界因为市场经济活动会发生动态变化。在城乡发展


合作计划（RUPP）里市场层级被称为“市场区”（Market Zone），在这些分区里


面或分区之间所制定的项目规划措施都朝着有利于促进城乡综合发展的方向进


行。 
 


 
图 5 市场区域和市场区 
 
3.4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的发展目标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的发展方向为：“加强城市管治，提高人们生活


水平；增强城乡联系，抓住社会和经济发展机遇，促进地方经济振兴。” 


RUPP 的发展目标为： 


第 1 阶段 


• 通过地方机构动员私人部门加强城乡联系，开展社会经济创新活动创造条


件，从而改善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 


• 帮助地方机构发展城市信息系统、参与性发展规划和监控过程，促进分散


化的规划过程和计划； 


• 通过政策分析和各种城乡联系活动的现场实验，支持国家规划委员会帮助


制定区域和地方的解困政策。 


第 2 阶段——将第 1 阶段的成果制度化并加强其影响 


• 加强自治市的管理能力，依据 1999 年地方自治法实现参与性的城市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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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城市和农村市场中心的穷人受益； 


• 通过加强城乡联系改善城乡穷人的生活； 


• 吸取以前有关项目的经验，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形成良好的城市管治制定政


策和指导条例； 


• 培训和组织传统部族、职业群体和工匠，使他们进入企业。 


因此，该项目计划被定位成：“通过城乡联动，以城市为基础带动当地发展”。


其指导思想也明确了城乡发展是相互依赖的，不应独立地看待任何一方。城市开


发不仅是物质环境建设，还包括经济开发和社会意识水平、软性基础设施和城乡


联动发展机构的建设。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适当的人力参与，需要市场分区提供


经济来源。而这更要求有良好的城市管治，在城市管治和消除贫困方面广泛应用


信息技术，在城乡互动过程中积极鼓励地方民众参与，处理好与私人部门的协作


关系。 


 
3.5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空间分析 
 


RUPP 在国内成立了几个市场区，将城镇中心作为节点型的区域中心。其划


分依据为：（1）人口强度、经济状况和物质资源；（2）社会经济联系；（3）道路


网络联系和交通基础设施；（4）判断一个地方和地区的人们怎样选择市场来进行


贸易活动。 


如果一个地方 50%的人口依赖于该市场区来进行买卖交易时，就可以设立一


个乡村市场中心，以获取社会经济服务，并发掘已有的和潜在的经济联系。 
 
· 分布概况 
 


在 RUPP 的第一阶段（1997 年 9 月~2001 年 12 月）和第二阶段（2002 年~2004


年），该项目包括了 12 个市场区/自治市（market zones/municipalities）和 33 个乡


村市场中心（Rural Market Centres）；在 12 个自治市的 166 个区（Wards，尼泊


尔所有的自治市都划分为若干区，覆盖自治市的所有地理范围并组成自治市下属


的行政单位）都进行了实施。在乡村市场中心，该项目已经发展到各村庄发展委


员会（VDC：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所属的市场住区范围内。项目覆


盖了 12 个自治市和 33 个乡村市场中心范围内共 119 991 个家庭。2003 年，政府


又在另外 5 个自治市中开展了 RUPP 项目。在未来的第三个阶段（2004~2007 年）


中，RUPP 计划新增加 9 个自治市和 26 个乡村市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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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参与 PROL 项目的家庭数量 
 市场区/ 


自治市 
区数量 基层社区组织


TLO 的数量 
参与项目


家庭数量 
1 Dhankuta 9 128 3 262 
2 Biratnagar 22 336 19 394 
3 Hetauda 11 174 11 768 
4 Bharatpur 14 264 12 147 
5 Buywal 15 219 9 331 
6 Tansen 15 97 3 053 
7 Byas 11 112 5165 
8 Pokhara 18 333 16 345 
9 Tulsipur 11 172 6 357 
10 Tribhuwaunagar 11 202 7 311 
11 Nepalguni 17 213 8 143 
12 Birendranagar 12 79 4 490 
 RSICs  363 13 225 
 总计 166 2 692 119 991 


     资料来源：RUPP 


 


 
图 6 尼泊尔共 58 个自治市，参与 PROL 项目的 12 个自治市和 33 个乡村市场中


心，以及后来参与项目的 5 个自治市 
 
4 计划合作方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项目合作方分三个层面：（1）中央或区域等上


级层面；（2）城市和村庄发展委员会或中级项目合作方；（3）社区等层面的项目


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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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央或区域等上级层面 
 


联合国人居中心（UNCHS）与国家规划委员会、地方开发机构和规划建设


部门紧密合作，在 1997~2001 年实施了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


由地方开发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工作，但所有这些机构仍然会继续合作。当然，还


要积极考虑私人发展机构（例如尼泊尔工商联盟）的意见。这个层面关注的重点


是建立一个促进项目实施的协调工作网络，向上跟国家政策相呼应。 
 
4.2 城市和村庄发展委员会等中级层面 
 


这个层面包括城市发展委员会、村庄发展委员会、私人部门和组织。通过支


持地方机构介绍本身参与的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目的是使该项目能结合年度


发展计划实施，加强城乡联系。  


 
4.3 基层社区的项目合作方 
 


这个层面主要是位于城市和乡村市场中心的普通民众，它支持人们组建基本


的社区机构，加强公众参与各规划过程；并授权他们在社区层面实施社会经济开


发活动，改善城乡联系。该层面关注的重点是发动、支持妇女和社会弱势群体。 
 
5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实施策略 
 


为了达成发展目标，RUPP 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有创新性的实施策略。 
 
5.1 管理和政策支持 
 


在提高管理系统效率和制定适宜政策方面的关键问题，是由地方政府和人力


资源部门开发应用信息采集和传播系统。该策略可以提高地方政府规划和实施项


目计划的能力：（1）形成有效的城市中心、乡村市场中心和村庄，将产品和消费


系统联系起来；（2）为城市管治创造条件，加强网络之间联系。 
 
5.2 由社会经济机构扶持的分散社区发展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的指导原则是，大力发展社区和信息建设，建


立多重目的的机构，拓展社会和经济开发途径，包括经济联合企业等，加大城乡


联系。通过大力建设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信息和社区权力，可以帮助社区机构发


展人力资源、技术、技能、信用和认证机构，从而实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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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通过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城市服务设施 
 


发动私人部门为城乡经济提供城市物资和服务设施，促进地方发展。其战略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建立与私人部门合作的机制，为城乡互动提供便利，如


进行城乡物资和服务产品的运输；（2）与地方发展部门合作，为城市居民和农村


地区提供城市服务。 
 
5.4 建立乡村劳动力与城市工商业之间的联系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采取的一个创新性规划措施就是，使乡村劳动


力发展与城乡互动联合发展进程相呼应。传统部落、专业组织、手工艺人成立了


联合组织，运用他们的技能生产成品和半成品，或者直接为城市地区的现有生产


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建立这种联系的关键是技术转移和技能开发。该策略是考虑


将弱势群体和社区贫穷阶层融入开发进程。 
 


 


信息系统 


通过加强城乡联系的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 


图 7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的概念及实施战略 
 
6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关注的贫穷问题 
6.1 对不同阶层的关注 
 


RUPP 以上述开发策略为基础，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对贫穷问题加以了特


别关的注。 


在微观层面的关注包括：（1）发展联合经济企业，致力于建立和加强城乡联


系；（2）给社区授权，拓展其机构和管理能力——规划并承担社会经济发展活动，


参与城市的供应系统。 


在中观层面的关注包括：加大“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地方权利机构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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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目的能力，以拓宽城乡联系渠道。 


在宏观和中央政府层面的关注包括：考虑地方发展构想和中央政府指导思


想，制定宏观发展政策和大型项目计划。 
 
6.2 对乡村市场中心的关注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是同时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开展的，往往在项目


开展实施的初期，就致力于加强城乡发展的同步性。RUPP 在农村地区开展的项


目位于“乡村市场中心”，它既是上一级地区的市场中心，也拥有自身的乡村腹


地市场。其规划的重点与城市是相同的，因为乡村市场中心与城市中心起着相同


的作用。 
 
6.3 对多种联系的关注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重点关注 5 个方面的城乡发展联系：（1）自然


地理联系；（2）经济联系；（3）技术联系；（4）服务供应联系；（5）为削减贫穷


的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 
 
6.3.1 加强自然地理联系 
 


为推动城乡联合发展，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支持社区和地方政府规


划和实施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铁路、桥梁、管道等；鼓励社区自身发展


和实施项目，并为社区提供便利，与私人部门合作，求同存异，发掘自身资源和


地方资源，进行建设基础设施，提高自然地理联系。RUPP 为此还为社区和地方


政府提供了基础发展基金。 
 
6.3.2 加强经济联系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企业家和小型企业，建


立和加强城乡经济联系。为此，该计划中的一些干预措施包括一系列信贷支持等


等。 
 
6.3.3 加强技术联系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注重“技能转换”和“技术转移”——对现有


技术进行调整或优化升级，对原生产单位提供经济援助，改善商业效率，这也是


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除此之外，城市为乡村提供的技术服务是通过企业


创新产生的，例如农业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和传播、网络传输等等。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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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组织可以根据需求获得新的技术。 
 
6.3.4 加强服务供应联系 
· 通过加强公私合作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的一个主要组成内容就是在提供城市服务时鼓


励“公私合作”。私人部门以自身机构（工会和商会）为基础，与城市或村庄发


展委员会一起，积极发展联合服务企业。 
 
· 通过企业发展 
 


在这种联合企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是，应授权于社区成员，鼓励他们通过加


强城乡联系成立服务型企业，重点发展为乡村地区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6.3.5 加强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 
 


在城乡联动发展中，有一个议题是不同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村庄发展委员


会、都市区域委员会）都涉及到“内部管辖权”。RUPP 干预行动还致力于“跨


管辖权”事务的讨论，通过规划和协调工作，为政治、行政管理和组织机构联系


提供服务。 
 
7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对管治的重视 
 


在发展和加强城乡互动联系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 RUPP


努力尝试提高地方管理系统的能力。由于项目是以城市为基础，因此区域和城市


管治成为关键突破口。同时，在乡村市场中心实施的 RUPP 项目为村庄发展委员


会进行“管治干预”提供了良好的试验。 
 
7.1 对地方政府在管理上的支持 
 


为支持地方政府的管理，都市和村庄发展委员会提高自身在规划和实施项目


的能力，帮助城市和乡村边远地区发展社会经济互助项目。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创


造“社会资本”，为加强城乡联系，对规划实施项目提供发展便利。此外，他们


还关注一些小而零散的规划项目，激发地方资源潜力和发展条件，在规划中力图


听取并反映社区成员的需求和意见。为了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可以采取以下三


个主要的措施：首先，建立适当的机构体制，对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传送，以


联系不同的空间单元；其次，城乡互动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人力资源的开发。其


核心是培训社区领导、企业人、政府职员等，以促进 RUPP 项目实施；第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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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引导公众参与城市发展规划，必须建设能使社区成员参与规划过程、开发


项目的实施、监测和评估的机构机制。 
 
7.2 向社区授权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的另一个主要举措就是社区建设。这主要是指


社区的“社会资本”建设，提高社区自身的管理能力，鼓励社区机构参与城市或


村庄发展委员会的规划进程，坚持可持续发展，通过城乡联动发展取得社会经济


等多方面的效益。 


 
8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8.1 对女性的关注 
 


性别不平等加剧了社会贫困。由于她们没有发言权，缺乏经济发展机会和资


源，妇女被排除在发展的主流之外。RUPP 倾力关注妇女权利问题，提高她们参


与公众参与社区的能力，使她们可以讲述心声，投入规划过程，采取自我就业和


谋生的方式组建联合企业。 
 
8.2 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关注 
 


尼泊尔有很多原住民和社会群体一直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收入低，财产


少，教育程度不高，人类发展指标处于很低的水平。他们大多从属于具有专门技


能的职业团体，RUPP 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帮助他们获得经济发展权利，通过城


乡互助，降低贫穷水平。为此，专门开展了农业劳动力和项目发展挂钩的举措，


希望能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成员谋生。 
 
8.3 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 
 


随着国家社会组织机构日益发展和成熟，RUPP 越来越关注社会和家庭问


题，在后期发展阶段其事权范围已经扩展到社会问题。相应地，也发动相关行业


组织讨论有关爱滋病和国内难民等问题。 
 
8.3.1 认真关注爱滋病问题 
 


RUPP 将爱滋病作为城市和村庄发展委员会的重要议题来进行讨论，核心要


求是提高政府和社区管理具体问题的能力，规划措施包括：（1）对地方爱滋病例


情况进行评估；（2）明确爱滋病易感染地区；（3）在分析具体形势的基础上，制


定减少爱滋病的防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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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处理移民问题 
 


乡村地区安全局势日益恶化，造成了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IDP）的人迁


往相对安全的地区——城市区域和乡村市场中心。对城市区域而言，由于人口大


量流入，城市服务设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城市贫穷也在增长。这些都给社会安


定和城市社区的协调发展带来了威胁。RUPP 意识到了这一点后，决定在城市管


治范围内广泛讨论有关生活贫困的议题。 
 
9 干预措施构成 
9.1 加强城乡联系，分计划减少贫穷 
 


RUPP 项目致力于减少贫穷，通过为社区提供便利和发展权利，利用经济发


展机会加强城乡联系。以下是规划干预的几种方式： 


 发动社区，支持企业创新，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形成一些联合型企业，将农村生产的产品销往城市地


区； 


 在代理机构附近形成社区型企业，为城乡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城市服


务设施； 


 加强城市企业和乡村传统劳动力之间的联系，由此在投入、产出和劳动


力上产生多种需求； 


 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积极发展企业，以期在市场区之间产生商务联系。 


所有这些干预方式都是通过社区层面，以经济机构发展为基础得以实施的。


对社区成员的支持包含一些企业发展计划。 
 
9.1.1 企业发展 
 


企业发展是城乡互动的关键活动方式，这可以提高城乡地区穷人和弱势群体


的生活水平，提升他们的能力，为他们创造参与经济活动的环境和条件。至于对


项目的支持方面，包括对每一个可能的商业机会都加以利用，地方层面也积极支


持这一发展思路。企业发展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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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联合型企业发展概念 
 
· 发动社区参与 
 


把企业发展和企业创造力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可以根据具体项目对不同


阶段进行修正。干预措施是积极鼓动社区和社区基层组织的成员参与进来，询问


他们对企业经济联系的想法。不管社区基层组织（TLO）成员是来自城市地区还


是乡村市场中心，都得弄清楚如何利用地方发展机遇来发展企业经济。 
 
· 掌握关于发展机遇的信息 
 


城乡地区存在和潜在着一些商务机遇，一旦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就可以鼓励


社区积极参与，引导他们的兴趣。正是根据这些信息，社区基层组织（TLO）成


员准备制定企业发展规划。RUPP支持他们形成组合型的联动企业，用代理机构


的形式从事经济活动。利用ICT也可以帮助他们从网络上快速获得农产品价格的


信息，例如网站www.agripricenepal.com就是专门为此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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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gri Price 网页 
 
· 制度化建设 
 


同样，可以通过社区建设来推进企业发展，尽可能在城市政府或相关的地方


部门以非正式商业团体的名义注册。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开一个帐户。这种


注册的做法可以使企业组织规范化，其运作也逐步走向成熟。 
 
· 能力培养 
 


为扩大企业的经营能力，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还给予它们接受行业


培训的机会。目前的做法有：（1）企业管理培训；（2）技能转化培训；（3）技术


转化培训。通过这些训练过程，可以帮助他们提高从事行业工作的能力。 
 
· 建立信用和公平参与 
 


培训结束以后，合格的企业可以获得资格证书，这些企业具有社区基层组织


（TLO）和区委员会的推荐并提出了项目贷款申请。通过企业家向企业投资而建


立的公平机制，确保了财政方面的参与和财产的拥有权。城乡发展合作计划


（RUPP）还为他们提供了借贷信用担保，目的是使他们的商务发展项目能如期


实施。为保证企业借贷能偿还，有关信贷的支持过程通常在社区基层组织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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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非常透明。另外，还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监控，使企业经济活动


能够成功开展下去。 


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拥有良好的还贷记录，以此他们可以获得信用证书，并


可以再次借贷。同时，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还帮助协调企业与金融机构


之间的关系，为他们继续借贷提供便利。 
 


· 加强与上一级市场之间的联系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还支持在小型企业之间及其与上一级市场中的


大型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对这些企业来说，除了制度能力建设外，还特别


需要具有更大的信贷能力，才能扩展他们的商业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


的贷款限制在 40 000 尼泊尔卢比以上才可以被免除。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 B2B


电子商务网站（www.b2b.com.np）加强联系。 
 


 
图10  B2B电子商务网站 
 
· 公私合作 
 


私人部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具体的开发活动中来。一方面，城乡发展


合作计划（RUPP）鼓励正式的大型私人部门和小型企业合作，例如小型牛奶销


售企业与牛奶冷冻中心和大型家禽场挂钩联合发展。另外，还鼓励正式的私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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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跟上一级市场建立联系。另一方面，RUPP 发动私人部门的组织（工商业协会）


和 B2B 电子商务网站一起实行明码标价的信息服务。 
 
9.2 加强城乡联系，实行城市管治 
 


实行管治干预行动，是为了使社区规划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加强城乡联系。在


地方政府层面实行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将社区行动计划统筹归纳到地方发展规划


中。城乡联系还不是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议程的全部内容，通过 RUPP 进一步加


强城市联系，以应对其他方面的社会经济问题，将它们纳入城市规划和管治过程，


这样才能完善城乡关系，使城市中心和乡村市场中心都得到发展。 


出于这样的目的，RUPP 干预行动建立在良好的管治基础上。在社区和地方


管治层面，主要是坚持实现公众参与、公正、责任和法律规则等。 
 
9.2.1 社区层面 
 


在社区层面的支持，主要是用于指导建立基层社区机构，对城乡联动发展项


目进行规划、实施和监测，并鼓励社区成员参与其中，为城市地区年度发展规划


提供意见。 
 
· 建立社区机构 
 


鼓励建设基层社区组织（TLO），运用地方资源为社区参与城市发展创造条


件，促进实现分散化的城市管治，建立能够促进社区建设的机制，并使基层社区


机构逐步发展为规范的自治机构，成为拥有公众参与、高度透明、承担责任和公


平的组织。 


 
表 7 基层社区组织的数量和地位 


 城  市 农  村 
TLO 的数量 2 346 363 
HH 成员 107 049 13 225 
Seed Grant 项目 1 093 210 
Seed Grant 项目资金（尼泊尔卢比） 23.93 M 7 M 
社区贡献 49.37 M 18.6 M 
总项目成本 73.30 M 25.60 M 
Seed Grant 项目受益人数 235 144 33 736 
总储蓄 65.9 M 11.34 M 
投资 63.01 M 11.0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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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社区基层组织（TLO）的制度化发展  
 


在加强 TLO 的发展方面，培训、提高意识、动员储蓄等都是工作的主要内


容，对 TLO 成员提供了有关领导能力、储蓄、信用和参与性规划过程等方面的


培训。另外，鼓励 TLO 动员其成员进行必要的储蓄，建立资金储备。储蓄资金


用于支持小型企业来建立地方的信用，也用于 TLO 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地


方管治制度中实行 TLO 登记注册，这是促进 TLO 制度化发展的一个方面。所有


这些都有助于 TLO 向着成熟的社区组织发展，在社区发展规划（TDP：Tole 


Development Plan）框架之下为实现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制定项目计划。 
 
· 制定社区发展规划（TDP） 
 


支持 TLO 制定社区发展规划（TDP），这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加强城乡联系，


指导社区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来自 RUPP 的干预主要是指导 TLO 成员的会议，


制定项目计划，对计划建议进行优先排序，为实施计划筹集资金。 
 


· 社区发展规划实施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重视并提供项目支持，促进有关城乡联系的基


础设施建设。此外，通过参与性的城市发展规划（PMDP：Participatory Municipality 


Development Planning）过程以及与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TLO 与城市发展过程


建立起联系。RUPP 鼓励那些能加强城乡联系的经济投资。由于越来越多的基础


设施联系建立起来，TLO 成员更加认识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在城市和 RUPP


的技术支持之下，TLO 对所有的社区发展规划（TDP）都进行实施、监控、指导


和评估。 
 


表8 尼泊尔社区发展规划（TDP）加强城乡联系的实例 
 
市场设施，集市，水果/蔬菜/家畜收购和零售中心， 
屠宰和肉类销售点，支路，联系道路/桥梁，管道， 
道路修缮，服务中心，多功能社区中心等 


 
9.2.2 城市层面 
 


在城市和村庄发展委员会发展层面进行的管治和干预手段，其目的在于将社


区发展规划与上一层次规划结合起来，提高该层面在城乡联动发展项目上规划、


实施和管理的能力。在这个规划过程中，RUPP 致力于提高城市与管治在减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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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方面的作用，以此来保证自身活动得以顺利实施。 
 


 
图 11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 
 
· 城市信息中心（UIC） 
 


在合作的城市中建立和加强城市信息中心（UIC），有利于他们获得必要的


信息来促进城乡联系。使用 ICT 的城市数据库收集了来自不同资源的第一手和


二手信息，包括家庭调查等资源；城市 GIS 地图有助于城市发展规划（PMDP）


的实施和周期性规划的编制。通过城市动员过程，有关经济发展机会和潜力的


UIC 信息也将传递给社区基层组织。 
 
· 人力资源发展 
 


在城市层面人力资源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1）提高城市的规划能力，建


立和加强城乡联系，通过分散化规划过程实现城市整体发展；（2）保持计划项目


的连续性，包括 TOT、对 PMDP 和 PVDP 的常规培训、信息系统、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制定周期性规划等，还包括对项目定位、人口调查员、现场访问和计


算机等方面的培训。此外，还需要针对性别问题的培训，在计划实施的全过程中


都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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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在RUPP中的人力资源发展 
培 训 内 容 男 性 女 性 总 计 


技能转化 905 2 217 3 122 
企业管理 3 788 4 579 8 367 
技术转化 153 186 339 
PMDP 3 046 2 811 5 857 
PVDP 655 329 984 
储蓄/信用 2 228 2 711 4 939 
地方自治 288 29 317 
性别意识 548 962 1 510 
领导能力 2 604 2 611 5 215 
项目培训 513 343 856 
人口调查员 77 34 111 
现场访问 120 91 211 
计算机 682 561 1 243 
其他 391 517 908 
HIV/AIDS 4 180 7 871 12 051 
HIV/AIDS TOT 81 178 259 
合计 20 343 26 129 46 472 


 
· 人类资源发展中心（HRDC） 


 


RUPP 的支持还包括对人力资源发展的制度化，以及通过计划项目的实施来


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群体。在实施计划的各个城市中，HRDC 将 RUPP 的经验制


度化，提供了不同活动领域（包括城乡联系）的人员培训。在 HRDC 内通过 UIC，


可以获得有关的指导方针、手册、适用于 RUPP 实施的信息。 
 


表 10 为实现良好的城市管治而进行的机构建设 
 


1 城市信息中心                  12 个城市 
2 人类资源发展中心（HRDC）    12 个城市 
3 市民授权                      12 个城市 
4 城市发展规划（PMDP ）        12 个城市 
5 启动电子商务                   4 个城市 


 
· 建立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机构 
 


鼓励城市将 RUPP 创新活动制度化，通过建立 RUP 机构将其纳入城市组织


架构之中，以便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终止支持后还能将项目继续下去。因此，计


划逐渐向地方化转移，而城市自己承担了计划实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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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发展基金 
 


为了保证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活动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每个合作城


市中都通过贷款和企业发展利润建立了城市发展基金（MDF：Municipal 


Development Fund）。目前，每个城市发展基金都积累了一定数目的资金来支持


RUPP 活动，而且通过与企业的联系使基金得以持续。建立城市发展基金与其它


财政机构的联系，保证了资金走向符合穷人对贷款逐步增加的要求。在项目第 2


阶段结束时，RUPP 帮助形成了有关城市经营城市发展基金的法律条款。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在目前的背景之下，没有私人部门的参与城市不可能持续地管理城市服务供


应。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倾向于通过私人投资


加强城乡联系，优化使用公共资源。在项目中所有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活动都是为了改善城乡联系。RUPP 不会产生直接的资金收益，但是却在协调和


推动各合作方方面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除了私人的个体部分，商会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 对跨管辖权活动的协调 
 


由于涉及许多跨管辖权的活动，因此地方发展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对于加强


城乡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和乡村发展委员会应共同致力于加强城乡联系。同


样，不同机构和开发的合作方也在加强城乡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RUPP 在


不同机制下运用了非常综合的方法来协调各方利益相关人。首先，在城市中建立


了合作发展委员会（PDC：Partnership Development Committee），对所有的联合


活动进行实施、协调、整合和监控。地方创新论坛（LIF：Local Initiative Forum）


的建立则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区发展委员会（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城


市和乡村发展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和地方层面的其他发展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关


系，解决城乡联系发展方法中所固有的跨管辖权活动的协调问题。RUPP 开创了


电子政务系统，促进了这类协调工作，同时也实现了尼泊尔良好的城市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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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Bharatpur 市的电子政务窗口 
 
9.3 维护妇女的权利 
 


鉴于目前妇女基本上没有公众参与的权利，RUPP 提出了很多办法，力图解


决这一问题。他们在社区层面鼓励和动员妇女积极地公平参与社区事务，加强她


们的民主意识，进而帮助妇女参与决策社会经济开发活动。 
 


表 11 妇女参与 RUPP 活动的程度 
 


52%以上的 TLO 成员是妇女 
53%以上企业由妇女经营 
50%以上 Seed Grant 项目的受益者是妇女 
56%以上接受培训的人是妇女 


 
· 加强社会地位 
 


在社区基层组织（TLO）层面，鼓励妇女代表自己的家庭成为社区活动的执


行者，发动男性成员也跟妇女一起参与所有 TLO 的活动。妇女们通过接受领导、


储蓄、信贷和信息共享、相互交流等培训过程，提高了自身在领导、决策和参与


TLO 事务的能力。这些能力培训参考了男性培训的经验。妇女在接受培训后，


可以提高自身掌管社区积累资金的能力，从而控制了经济资源。目前在 TLO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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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妇女积极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实施、管理、监测和评估等过程。 
 
· 加强经济地位 
 


开展 RUPP 的目的之一是使妇女有权掌管其家庭经济权，这也是 TLO 企业


发展中坚持的重要理念。企业环境都向有利于妇女参与城乡互动经济活动的方向


发展，但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将妇女引入新型企业时，可能会加大她们的工作


量，同时可能减少她们对家庭资源的控制。 


 
9.4 关注弱势群体 
 


RUPP 从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对城乡地区进行基础调查，来确定那些穷


困的和处于劣势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有一些可以从事企业活动的拥有技能的工


人或不具备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在建立企业时也要确定哪些企业可以提供劳动岗


位和产品。据此将确定的社区组成企业群体，成为多种的生产公司的输入端。在


不多的几个案例里面，这些企业群也直接向生产公司提供技工或劳动力。为满足


各企业的需求，RUPP 还安排了具体的技能训练，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和技术能力。


另外，为繁荣和扩大企业发展，安排了持续的培训项目以实现技能升级，了解最


新的技术动态，扩展服务价值。 
 
9.5 关注 HIV/AIDs 问题 
 


爱滋病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个问题需要多部门积极合


作。RUPP 对于这个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的关注：（1）减少病毒传播；（2）减少流


行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区及其机构应该发挥其潜在的一个职能，就是使得国


内成千上万的家庭都认识这一问题。 


 
· 树立意识 
 


除了传统性的树立意识的方法，RUPP 提出了非传统性的树立意识的方法。


他们采用的方法包括：在住户的入口处粘贴红丝带；通过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地方


领袖向教民进行有关 HIV/AIDs 的宣传；利用信息、教育和通讯手段，通过尼泊


尔通讯频道用尼泊尔语进行的卫星广播节目等。此外，有关意识的树立还与社区


动员过程结合在一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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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层组织（TLO）的能力建设 
 


向 TLO 成员提供以下各方面的培训：（1）使他们具有对抗 HIV/AIDs 的意


识和能力；（2）加强 TLO 在社区层面展开有关 HIV/AIDs 意识计划行动的能力；


（3）在社区发展规划框架之下制定 TLO 层面的有关 HIV/AIDs 的计划。同时，


要使 TLO 成员具有以下的能力：评价地方有关 HIV/AIDs 的现状；确定社区中


易受感染的群体；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计划。与 HIV/AIDs 有关的计划最终


要结合到城市的年度计划中。 
 
· 培育城市能力 
 


通过对培训 TLO 成员的人员提供训练，维护城市中作为规划依据的


HIV/AIDs 的数据，加强城市应对 HIV/AIDs 问题的能力。RUPP 还有助于将


HIV/AIDs 问题纳入城市的年度和周期性计划中。 
 
· 将 HIV/AIDs 问题与减少贫困相结合 
 


应确定 HIV/AIDs 的易受感染人群，以及与 HIV/AIDs 患者共同生活的人，


应向他们提供贷款、训练、技能和技术培训，提升他们的经济力，使他们有更安


全的生活。 
 
9.6 有关人类贫困指标（IDP）问题 
 


RUPP 在更宽泛层面的发展框架下考虑贫困问题，其主要干预手段包括： 


（1）在城市地区和社区基层组织（TLO）层面坚持统一采用 IDP 参数； 


（2）分析确定 IDP 产生的原因； 


（3）帮助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向他们提供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原住


地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发展环境； 


（4）在城市地区，对发展得好的穷人给予奖励； 


（5）培育必要的城市服务和供应系统，致力于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 
 
10 尼泊尔城乡整体发展方法实践经验总结 
10.1 适宜本地的发展模式 
 


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大量的乡村人口转


化为城市人口。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系列小城镇中心和市场型城镇正在道路沿线


兴起。在其它一些地区，人口聚集的情况也很多见。因此，从空间、功能和制度


层面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就是“乡村纳入城市形成一体”（rural to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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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um）的过程，同时促成了新的社会和经济互动联系。目前，RUPP 已经建


立起这些联系过程，通过优化完善促进城乡地区的发展。 


我们还可以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看待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规划师


和政治家们都已经意识到城市和乡村发展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挑战，也承认在不


同部门之间产生互相影响，但是很难形成稳定而一致的意见。通过 RUPP 的实践


过程，说明了在地方层面上应如何开展这种动态的工作，以减少乡村和城市贫困。


另外，它还形成了这样的理念：贫困状况因为城市化过程而发生动态变化，像尼


泊尔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意识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能对城乡关


系问题有着深入的理解，必将有助于解决贫困问题。 
 
     表 12  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对减少地方贫困的影响 


 
通过 RUPP 对贫困的影响分析表明，平均 1 尼泊尔卢比的贷款可以转


化为 19.97 尼泊尔卢比的经济效益。这表明向社区企业每 1 卢比的贷


款可以为地方经济增加 16 卢比的收入。同样，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进行的 RUPP 影响评估研究表明，68%的企业增加了收入，23%的人


将自己从贫困线以下解脱出来。由 UNDP/尼泊尔所进行的研究也反映


出，RUPP 的组成部分农村劳动力联系（RLL）通过由固定资产增值


和企业扩张所提供的 RLL 贷款，也改善了目标人群的经济和生活状


况。 


 
· 抓住地方经济发展的机遇 
 


地方潜力和发展机遇本身所蕴含的资源，其实最能带动和促进地方经济可持


续发展。但如果缺乏地方发展机遇方面的信息或者信息咨询方面的途径，将限制


人们参与那些开发地方资源的经济活动。通过 RUPP 的实践说明，通过高质量的


精心研究策划，地方发展机遇可以鼓励并促进社区成员参与规划实施过程，开展


企业开发活动。建立或加强城乡联系，都有必要对地方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机遇有


深入的理解。 
 
· 城乡互动发展 
 


地理条件多样性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给城乡地区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机遇和潜


力，这将有利于我们减少贫困。然而考虑到贫富状况的差异性，城乡发展也不是


同步发生的，因此需要采取谨慎、细心、适当的规划干预手段，特别是要注重减


少空间发展不均衡，在加强城乡互动联系的基础上，共同谋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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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域发展框架中的城乡分离问题 
 


城乡联动发展不能单纯以城乡地理边界来划分。在区域发展框架中有必要设


立联系单元，如“市场区”或“市场分区”。例如 RUPP 在大都市边缘地区建立


了商品体系，通过这些实例可以说明城乡地区平衡的发展计划，它们有别于那些


城乡分异的开发项目。 
 
· 加强地方经济圈发展 
 


城乡地区的社会经济互相影响，乡村也逐步向城市地区靠拢。城镇等级结构


包括许多地方经济单元，这些地区富有经济活力，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机构管理


效率也高；在地理组成上它们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是，其辐射范围跨越了行政区边


界，甚至扩展到国外的市场。因此，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


协调与合作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产业的发展也为尼泊尔国内产


业带来了发展机遇，跨行政边界资源的利用有利于经济单元之间加强社会经济的


互动作用。 
 
10.2 鼓励创新 
 


城乡互动发展模式没有常规和固定的道路可循。城乡发展合作计划（RUPP）


的实践表明，地方城市的官员经常为此大费周章。RUPP 以“社会资本”建设为


基础，鼓励创新活动，呼吁公众参与，共同研讨出现的问题。有些城市不理解这


些创新活动，因此拒绝开展 RUPP 实践活动。与此相类似的是，在社区层面上实


施的多是一些比较敏感的活动，人民希望参与进来，但是有些社区却不那么情愿。


RUPP 花了 4 年多的时间，才让 12 个城市和 33 个乡村市场中心的 12 万个家庭


参与项目活动。如今，尼泊尔全国都熟悉了这样的工作方式，许多城市和乡村市


场中心也乐于参与 RUPP 项目。政策制定者考虑到区域的平衡增长，在政策层面


上开展了创新活动。但是把这样的政策转换为实践，还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实


施策略。为减少贫困，优化城市管治，尼泊尔推行了十个五年计划，并在 5 个城


市区域每年开展一些 RUPP 项目。为保证政策实施，政府也在积极发动和寻找可


开发资源。如今，在相关组织和机构进行的城乡联动发展项目中，已有一些表现


出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乡村人口成功迁移的范例”。 
 
10.3 发展人类资源 
 


城乡发展方法能否成功实行，有赖于其是否拥有适当的人类资源。但是，尼


泊尔国内的教育系统却很少具有这样的概念。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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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依然是城乡严格分离的，几乎没有课程讲述城乡发展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城乡社会、经济和空间依然是二元结构。因此，RUPP 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资源建


设投资，帮助人们持续地实施和发展项目，他们采用的措施包括：（1）正式开展


工作前预先进行培训；（2）抽调政府职员到实施项目中，帮助他们从实践中学习；


（3）对项目计划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进行实例研究；（4）用最好的实例进行培训；


（5）给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合作伙伴参观项目的机会，体会项目成功与失败


的原因；（6）在项目现场和研讨会上都可以进行知识的传播。 


在人类资源建设中，鼓励不同大学出来的学生对 RUPP 项目进行研究。RUPP


本身也一直与大学密切合作，进行项目开发研究。与此同时，公共机构将城乡整


体发展项目与官员政绩挂钩，定时进行检测。每年都有许多来自日本、美国、澳


大利亚、荷兰和孟加拉等国家的大学生，积极参与到这些研究中，甚至深入到


RUPP 的内部工作中来。除此以外，RUPP 还积极宣传自身的实际经验，最近准


备在尼泊尔国内出版一本书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10.4 筹备实施项目计划 
 


除此以外，以下三个准备过程对加强城乡联合发展大有益处：（1）通过专门


和细心的研究，分析市场区域和市场分区；（2）大力发展信息系统，明确已有资


源和未来发展潜力；（3）在不同层面精心设计可操作性的实施机制。 
 
10.5 建立公众参与机构 
 


RUPP 鼓励在不同层面与不同伙伴合作，共同参与项目实施活动。尤其重要


的是，RUPP 建立的机构及其运作机制必须让合作伙伴主动地参与其中。其核心


是社会资本的建设，给社区成员授权。RUPP 还在宏观层面设立了一个指导委员


会，发动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协调和监控，在制定政策时吸取 RUPP 的发


展经验。成立这样一个指导委员会非常重要，因为城乡互动发展涉及跨部门事务，


需要上一级行政机构进行协调。在中级层面，RUPP 建立了合作开发委员会（每


个城市有一个），在市场区内进行项目实施。合作开发委员会致力于城乡社会经


济的共同发展，并进行监测和评估，为上级的指导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此外它


还帮助解决一些跨行政区的协调问题。在微观层面，所有市场区内的家庭加入到


社区组织（TLO）中，以“一户一票”的民主决策方式，使社区获得发展权。 
 
10.6 加强城市管治 
 


在地方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管治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从提高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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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方层面的经济活力着手来完善城市管治。此外，一个管理单元的管治活动不


能仅限于自身管辖范围，而应该在市场区层面积极开展协调工作。实际上，一个


良好的城市管治过程必然包括一些跨管辖权的协调活动。 
 
10.7 公众参与的紧迫性 
 


城乡互动发展依赖于公众参与的程度，换句话说，公众参与的程度是由参与


者运用权力的效果来决定的。因此，这种发展方式应该考虑人们的实际需求，并


赋予他们权力和利益。这就要求 URPP 的干预措施必须能保证贫困和弱势群体的


参与，使他们获得发展的权力。 
 
10.8 发动私人部门 
 


如果要建立城乡互动发展关系，单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国内社会和私人


部门的作用极为重要。必须发动私人部门从事企业生产，为城乡地区提供服务设


施。与地方政府合作成为一种重要的挑战，因为合作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拥有不同


利益的竞争者。 
 
11 未来面临的挑战 
11.1 法律基础 
 


考虑到地理覆盖和工作范围，城乡互动发展的途径应该是多样化的。国家可


以划分成专区、省和县等行政单元，发展项目就是以此为基础而落实的，但这些


地理单元并不代表城乡经济联系的必然范围。在考虑城乡整体发展时，RUPP 必


然面临跨行政区事务的协调工作。如上所述，他们成立了一些机构和机制来应对


这些问题，但是却不具备法律效力。通常 RUPP 项目都是跨部门跨地区进行的，


RUPP 必须协调这些行政单元，这意味着要进行更多大范围内的协调工作。 
 
11.2 地方发展与国家发展 
 


通过城乡经济联动发展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会不会必然导致国家经济


的振兴呢？目前，RUPP 的实践经验还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有更长的时


间来审视地方城乡发展与更高等级市场之间的关系。然而，从 B2B 商务网站发


布农产品价格信息可以表明，地方与国家发展经济的发展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11.3 可持续发展 
 


RUPP 主张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依靠不同实施层面（国家层面、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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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参与者共同遵循。但是，规划干预活动本身不能保证做到


这一切，因此在项目开发初期就应该关注这个问题。RUPP 的实践表明，为了遵


循可持续性原则需要实行两种干预方式：首先是在不同层面建立相关机构和机


制；其次，在项目实施前期成立城市开发基金会筹集资金，并明确这样的筹资方


式是否具有持续性。 
 
11.4 多种需求 
 


城乡互动发展方式是跨部门和跨空间区域的，因此必须要讨论来自社区的大


量需求和发展动力，特别是在项目实施中积极发动社区参与时更要对此有充分的


考虑。事实上，RUPP 并非对所有的社区发展愿望都能加以考虑，否则会给项目


和城市资源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不满足社区的要求，公众参与的热情又


会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RUPP 与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协调工作，特别采


取了一些调整和缓解措施，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问题并不在于仅仅满足了发展商或社区参与者的愿望，就可以不用担心发生


类似的问题。这往往牵涉到概念问题——就其活动范围和实施来说，城乡联动发


展项目的限制是什么，并且在何处受到限制？怎样既不侵犯不同机构的活动范


围，又能涵盖必须囊括的内容？当这种方法发展为“整体发展方法”时开始面临


着一些危险。 
 
11.5 联合型生产企业 
 


RUPP 一贯支持那些有利于建立和加强城乡关系的企业，而社区关于建立生


产企业的建议一直都没有被实现。问题在于，发展生产企业的建议是否应该被实


现？因为当还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城乡联动企业的发展需求时，这些企业最终


会引起生产和市场关系方面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联合型企业能够满足农民


或生产企业的销售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增加得越多，形势将越会恶化。 


通过对上述发展方法中提到的“多种需求”进行对比分析，RUPP 在发展策


略上也吸收了一些批评和建议。RUPP 实践表明，应关注一些关键性的活动，而


不是将所有可以增强城乡联系发展的活动都考虑在内。在尼泊尔国内，发展的重


点是社会和经济联系；而在其他国家如柬埔寨，其关注的重点就可能是“农村人


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 


 


 


作者：Ramesh Munankami，柬埔寨城市减贫协会技术顾问博士。 


译者：董金柱，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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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缩小城乡差异经常被决策者所忽略，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部门战略而造


成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僵硬的分隔所致，事实上，这使得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更


加困难”（Tacoli 2003: 3)。这一认识显示了期望通过分权化来实现民主目标，及


其与多居所家庭（multi-spatial households）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关于测度移民


家庭成员对地方决策过程的影响，以及他们得到那些远离正式家庭所在地的基础


服务的可能性，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有限。因此，就有必要对治理(governance)和


城乡关系(urban-rural linkages)之间的联系进行细致的调查。 


本文简要地强调了将良好的治理与分权实践相结合，涉及到城乡关系以及由


此带来的多居所家庭（multi-spatial households）等问题。然后，文章讨论了这两


个概念在概念层面的结合，例如城乡关系和治理。作者也结合自己在尼泊尔的城


乡合作项目(Rural-Urban Partnership Programme)的经历，描述了将这两个方面相


结合，来促进市民参与及减轻贫困过程中的困境。文章最后建议，对治理和城乡


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的认识以及更多的研究。 


 


背景 


 


在过去，发展的政策和实践常集中在城市问题或者农村问题的其中一方，但


忽略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虽然这种关系一直在重塑城市与农村的形态


（Tacoli 1998）[1]。在发展的整体空间经济中的城乡关系和及其要素的流动，以


及地方和全球层面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经验研究显示出，


城乡空间之间借助于例如服务流、商品流和人口流而形成的强有力的相互联系


                                                        
[1] 近来，援助代理机构开始更多地关注城乡关系在政策层面的需要（世界银行 2000），以及审查一些试验


项目（联合国人居组织 199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0；亚洲开发银行 2003）。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关注


市场与经济联系，而忽略治理问题的解决。因而，联合国人居委员会在其 19/10 决议中提出，“促进政府将


城乡关系制度化并整合到各自国家层面和次级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进程中去”（联合国人居组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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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s 1998a, 1998b, 2001; Tacoli 1998, 2002,2003; Eaton et. al. 2003; Jenkins 


2003; Satthertwaite 2003, Bah et. al. 2003)。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和


作为低收入家庭援助战略的移民活动，其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在很多情况


下，政府和救助者的政策和实践要么以一种城乡分离的空间方式制定，要么以某


个部门的形式侧重于城乡问题的一个方面(Bryld 2002; Allen 2003; Dayaratne et. 


al. 2003; Jenkins 2003; Satterthwaite 200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入分权化制度改


革，将权力下放到更低层次的民主实体来提高效率、效力和地方治理（UNDP 


2003）。同政府一起，援助机构也努力帮助地方政府培养自身能力，在规划过程


中给予协助，使他们有能力满足基本的服务需求和选区内市民社会的权利。但证


据显示，影响选区形成以及其中居住人口的因素，常常来自地方政府的行政区范


围之外（Bah et. al. 2003; Eaton et. al. 2003; Lacabana 2003; Tacoli 1998, 2003）。 


因此，地方政府常常未能很好地应对跨行政区的服务需求，以及城乡物资与


人口的流动。不同地区人口流动的波动经常被武断地定义，将地方管辖范围作为


家庭战略所考虑的一个整体范围，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在家庭收入来源


多元化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农村地区的家庭常常更多地依赖在城市地区或国外打


工的家庭成员的汇款（Tacoli 1998; Jenkins 2003）。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农村资源


的稀缺又迫使妇女和男人进入城市，他们只能住在贫民窟，寻求能够带来收入的


活动和服务设施。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家庭的多空间化（multi-spatial），家


庭成员为了维持生计而分散地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中（van der Berg et. al. 2003; 


Lacabana et. al. 2003）。在一些地方，低收入群体被迫离开城市地区而进入城市边


缘地区，城市扩展又迫使他们迁移到新的地点，在那里，他们需要竞争空间资源，


因此经常会产生由原来地方带来的不同价值观和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Jenkins 


2003）。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类波动很少被纳入统计中，因为此类统计一般


基于家庭地产，因此反映不出居住的多空间性。大多数地方政府经常会因为缺乏


数据、信息和能力而不能应对这种波动，不能为常住或暂住的居民提供所需的基


本服务。同时，极少数农村和城市地方政府能够成功地利用这些变化来促进地方


经济的发展（Douglass 2001）。这些与城乡流动治理相关的挑战，常常因缺少不


同政府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横向和纵向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协作而进一步复杂


化。同时，对地方政府管辖权的描绘常常是基于历史并且是武断的，因为发展的


轨迹没有影响到行政边界（Lacabana et. al. 2003）。结果，城市当局常对城市周边


地区没有管辖权，当城市边缘超越了行政区的自然边界时，治理变得更加复杂。


这将导致困难的、甚至于相互敌对的城乡关系以及城市行政管理（Douglass 


1998a）。 


分权化改革及其进程目前正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但看来常常不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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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城乡合作植根于地方政府结构的秩序中，这种结构将地方


政府关注重点作为合作的载体，但制定的规划常常与其他地方政府相隔离，在大


多数地方，横向的合作基本上是不存在的（Douglass 1998a; Bah et. al. 2003; Bryld 


2003a; Dahiya 2003）。因此，分权化可能带来真正的危险，如果农村、城市边缘


地区和城市，以及国家政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组织关系得不到完善和制度化，


并且不能建立跨部门的对话来支撑城乡流动管理的话，分权化将导致破碎，并缺


乏合适的政策框架来解决问题。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来说，在地方层面建立


有效的政府机构要比国家或全球层面的良好治理更为重要。但是随着城乡流动和


全球化的加剧，在实现新千年发展计划的目标时，地方政府协调纵向和横向关系


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有关城乡关系和分权化的地方治理的研究还较为有限。为了解决提出


的疑问，对于治理环境中城乡关系的挑战和机遇进行考察，就需要对分权化改革


和政策以及地方有关的治理政策和实践进行评估。同时，还需要对城乡低收入家


庭和家庭成员的合作战略以及他们利用和影响流动的能力进行分析，其中，以多


空间家庭为重点。 


 


概念框架 


 


到目前为止，对治理和城乡动态关系的关注非常有限。最近一些文章指出了


治理在优化城乡关系中的重要性（Satterthwaite et. al. 2003），以及分权化的努力


和城乡关系完善之间的潜在矛盾（Bah et. al. 2003; Parkinson et. al. 2003）。然而，


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没有将这两个概念理论化地联系在一起，对它们的相互关


系进行分析。下面的部分提出有关这两个概念的要点，试图对这一相互关系进行


初步的评估。 


 


城乡联系（urban-rural linkages）的概念 


 


如本文在“背景”部分中所提及的，城乡间的分异常常被武断地定义，以满


足规划或统计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差异常常与相关地区人口规模或功能活动相联


系，例如农村地区的农业（Douglass 1998a; Tacoli 1998; Allen 2003）。但是，事实


上，这两者是相互交织的，通常归类于城市地区的功能也常常在农村地区发生，


反之亦然（例如，在城市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及在农村地区的非农生产）。 


对农村和城市的定义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有关文件中看到（1996：9）：


“……从广义上说，‘城市’包括了城市对居民每天直接施加（社会的、生态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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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影响的整个地区”。但是，城市的社会、生态或经济圈的边界在哪里？


城市不是孤立的地区，因此，他们的影响圈也不是一个预设的边界。正如Tacoli


（1998：3）所指出的，“缺乏对城乡交互关系复杂性的认识，这种关系不仅包括


了空间关系，也包括部门关系。城市农业和农村非农企业与雇佣关系的规模和性


质越来越明显，显示了用城乡生活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分异显然过于简单了”。城


乡地区的活动经常是在空间和部门间相互联系的。对“城市”难以定义显示了城


市边界是浮动的，这一点在城市边缘地区活跃的城乡交互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Bryld 2003b）。从概念上说，城乡发展常被区分对待，而且很少有规划在框架


上将城乡关系统一考虑，或者能够灵活地根据地区情况和环境的多样性来进行调


整。Douglass（1998a）引入的区域网络战略（regional network strategies），将城


乡发展潜力和互补性整合在规划过程中，目标在于采取某种政策和规则，从中考


虑诸如为农村发展而促进城市功能增长等问题，这就要求对现实的农村关系和影


响特别关注，而不是事先判断它们是相关的或者有益的。区域网络战略的方法认


识到了各层次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对传统的增长极模式或


Christaller（1966）中心地理论的等级体系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很多国家


的等级分权化(hierarchical decentralization)是至关重要的。区域网络战略认为，功


能和城乡网络的等级层次并不是与城市规模精确相关，也不存在一个根据城市规


模联系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天然的层次关系，而是一个包含实体间多元关系的城乡


网络（Douglass 1998a; Tacoli N. D.）。区域的发展不单单基于城市向乡村的渗透


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乡村的繁荣和需求对城市地区的发展也有相当的重要


影响[2]。 


很少有制度来管理和应对城市和农村的活动以及市民的需求，这涉及到跨边


界的问题。总体上说，地方政府要么关注城市，要么关注农村。正如 Allen（2003：


135）指出的：“管理城乡流动’任务的复杂性部分来自人为地将其区分为‘城市’


和‘乡村’，这种区别不仅误导了制度安排的设定，而且更广泛地误导了规划方法


和工具的应用”。只有很少的政府将农村管辖权囊括进来，地区和区域政府常常


不能共同考虑城市与乡村问题。因此，主要的挑战就是对人们基于跨行政区的流


动和服务可达性的理解。这反过来又强调了如何将治理概念化和理解治理的重要


性，这也反映了跨空间的区域网络以及由此带来的分权化管辖范围的现象。 


 


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 


 


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分权化和治理开始被视作一项新的发展妙方，人们


                                                        
[2] 有研究将农村家庭对非农业商品的需求看作是农村地区小城镇成长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Gibb 1994）。 


 190







如何被管理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到自身生活和社会的治理中来，成为了发展的中心


问题（McMamey et al. 1995）。从理论上说，治理存在于政府之外，包含不太正


式的权力结构，这些结构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它分析不同权力结构的影响，以


及从基层到全球层面的行动者如何影响这些结构。McCamey等人（1995：95）


将治理定义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及管理


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治理是比政府更为宽泛的概念。它将市民社


会包括其中，并将其作为政府的外延，因此开启了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新思维，


认识到例如社会运动、社区组织和私人部门等非正式的权力结构，从而引入了市


民社会和国家的两元性（Bryld 2001）。大多数国家将良好的治理作为一种追求目


标，这与诸如参与、透明、负责和效率的概念相关，大多借助分权化来得以实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7）。分权化是与集权化相对而言的概念，指的是权力


由国家向地方的下放，代表了权力的一种空间扩散。分权化被认为能够“……提


高效率、公平和政治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7：57）[3]。但是，分权的


积极含义并不总是能够与促进参与的期望相一致。分权意味着行政、财政、政治


权力的下放。权力要素向低层次的转移会引起市民社会这样的政治结果，或者像


Conyers所说（1990：15）：“任何规划和实施责任的分权化都会在某种意义上改


变‘权力的平衡’，它改变了特定个体、集团或组织对于规划及其后果的影响程度


——因此改变了他们从‘发展’中获益的程度”。 


因此，参与成为分权化过程的关键[4]。不同参与者带来结构上的变动提供了


可能性，使潜在的参与程度借助于分权化而变得可观。在分权化带来了参与的基


础之上，治理显示出一种决策的空间分界，对服务传递机制进行重新定义，并设


立地方当局，使其具备有限的跨行政区的规划能力和协调能力，这样就在地方层


面带来了新的权力关系。因此，追求良好的治理可能会给跨行政区问题的参与性


治理留下很小的空间，同时，对于超越地方管辖权的地区而言，只有有限的选择


来满足对服务的需求。 


 


概念联系 


 


即使改变正式的治理结构会导致空间后果，主要的争论和概念化仍受制于常


见的统计学定义，这种定义不能恰当地描述城乡行政区的相互联系，并且很少引


                                                        
[3] 分权化程度常被划分为分散（deconcentration）、授权（delegation）以及权力下放（devolution），权力下


放代表着一种模式，即财政、行政和政治权力向可能的最低层次下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7；Manor 
2003）。 
[4] 针对有利参与的分权化尚无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法。重视参与就意味着放弃现代结构模型，这种模型借


助结构决定论，在一种预设的基准上排除了社会行动者相互作用和协商以得到不同发展过程结果的行动方


式（Arce et al. 1994; Long and van der Ploeg 1994），并减少了现有结构产物的参与者。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有


能力并有见识的，并具有相当的活动空间，正是这种活动空间使参与者能够真正地参与进来（Gidden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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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对城市周边空间的特别关注。家庭多空间性存在的现实常常与停滞的分权化模


型相矛盾，在分权化模型中，论证责任和参与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个体在


很长时间内都在同一行政区工作和生活，使他们能够从与地方实体的密切联系中


获益。当服务供应开始分散化后，获得服务供应就与分权后的权力机构相关联。


这种情况如何与下述事实发生联系呢——即人们在一个管辖区注册登记，但大部


分时间却在邻近地区或更远的行政区内生活和工作？在有关治理的讨论中形成


的参与概念是否给跨行政区的需求和责任提供了空间？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


究来进一步讨论和调查，如何使在空间上具有灵活性的城乡关系概念和区域网络


战略，与空间上更为静止的治理和分权的概念相联系。这将有利于探讨分权化和


治理在何种程度上推动或限制多空间生活的战略。 


 


尼泊尔的经验 


 


尼泊尔是决定先关注分权化，而后解决城乡联系问题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国家


之一。下文介绍了有关尼泊尔城乡治理方面的具体内容，以及他们为支持这个过


程的城乡合作项目所做出的努力 [5]。尼泊尔在 1999 年引入了地方自治法


(Self-Governance Act, LSGA)，随之分权化就被应用到地方发展的前沿，目的是


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分权化结构下服务供应尽可能地向最低层次下放。地方自治


法勾勒出了不同地方政府在地区发展委员会（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 


DDC）中的等级关系。地区发展委员会有责任为本行政区进行年度和周期性的


规划，而这是中央向地方提供资助的前提条件。委员会由自治市相关的村镇发展


委员会（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s）的主席和市长组成。因此，在有关地


方政府参与规划过程的对话和协调中，存在一种城乡协作和激励机制。考虑到特


别需求，以及在城市地区开发活动的性质，地方自治法赋予城市规划以高度的自


治权，不需经地区发展委员会认可，但须纳入年度规划。因而，任何自治市的市


长向地区发展委员会提交自治市规划，然后该规划就会被纳入到地区规划中。从


实践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地区规划从一开始就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地区，而城市地


区的规划则由各个自治市进行编制。这种特别的安排导致了二元的规划过程：一


个对农村负责，另一个对城市负责。规划过程的本质部分地基于地方自治法的规


定，但不仅仅受此限制。在地方自治法框架中，只要有协作的意愿和需求，权力


机关之间的协作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大多数市长和地方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在尼泊


尔进行会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管理的地区，他们需要对参与地方选举的选


民负责。 
                                                        
[5] 城乡合作项目（RUPP: Rural-Urban Partnership Programme）包括ICT城乡关系研究领域的近期成果，详


细内容可参见Ramesh Munankami博士的演讲或访问下列网址www.rupp.or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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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贫困家庭的多居所的生活也受到来自地方自治法计划的挑战，因为地


方自治法仅仅将注册登记的土地或住宅业主作为地区/地方政府的市民进行管


理。因此，这就忽略了生活在出租住宅里和无主土地上的个人和家庭，最终使常


住和周期性移民无法享受平等的服务。市民基本上只能享受家庭所在地的行政区


提供的服务，当他们在其他行政区短期或长期工作和居住时得不到当地提供的服


务。 


 


借助城乡合作项目（RUPP）以缩小城乡差异 


 


自 1997 年起，尼泊尔皇室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居署一起，


共同致力于通过对市场和跨行政区的非公共私人部门提供服务的特殊关注来促


进联系，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这个项目关注城乡发展中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合作


关系，例如基层组织、企业家、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组织。Ramesh Munankami


博士曾在会议中详细解释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将小企业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地


方政府管理结构下注重跨行政区发展，或关注城乡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促进市场


联系的规划由合作发展委员会（Partnership Development Committee, PDC）负责，


代表了所有在上文提及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发展委员会设在国家划定的市场区内


的自治市中，其决策与城市规划过程相协调，并纳入城市规划。为了确保与自治


市规划相协调，合作发展委员会的决策需要得到自治市议会的批准。为强调城乡


重点发展问题，合作发展委员会收集来自城乡地区各级参与者的申请（见图 1）。


规划基于自下而上的方法，侧重对基层人民负责。无论是城市或乡村地区的居民


都被动员起来，以一种关注城乡的方式来参与地方发展活动和企业创新的规划


（例如规划与企业，见表 1）。商业规划在注重城乡重点发展问题的基础上，需


要救济的企业家可以向所在地方社区的组织申请援助和培训（邻里组织 TLO），


启动或扩张现有企业。与此相对应，TLO 能够针对改进而进行规划，也强调城


乡重点发展问题，例如市场区的发展，建立与其他行政区相连的新道路，等等。 
 
表 1 城乡企业和发展活动的例子 
 
 
 
 
 
 
 


企业：                 发展活动： 


·山羊交易               ·通往市场的道路 


·铁匠                 ·桥梁 


·蔬菜交易和零售            ·市场货棚 


·鞋匠                 ·市场货摊和相关设施 


·裁缝                 ·社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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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方层面城乡合作项目的城乡规划过程 
 


城乡合作项目成功地在城乡市场联系发展中将所有参与者包括进来。在目前


的工作中，合作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们普遍具有较高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利益，规划


过程被纳入到整体的自治市规划中来，这清晰地显示了在尼泊尔正在形成的一种


城乡联系治理的机制。地方政府接管项目活动的管理和基金，使城乡合作项目在


很多方面都成为可持续的过程。但是，很多城市除了接收那些被委派来促进跨行


政区联系的人员的经费以外，他们停止了行动。从一方面来看，这反映出他们对


促进城乡市场联系所能带来的利益的充分理解，而另一方面又对动用城市资金开


展活动充满顾虑。其部分原因就是对大多数城市存在着财政上的限制，不允许小


的行政机构来资助现有的官僚机构，在有些例子中对发展活动的资助每年被限制


在 10 000 美元以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少数几个决定资助跨行政区活动的城市


都是更大的、有着更多税收基础的亚大都市。 


还有另外两个影响到资助跨行政区活动的重要因素。其一是 2002 年 7 月废


除了地方选举代表制，实际上由中央任命市长。这就很容易理解，这些被任命的


市长不像那些依据法案和条例来管理行政的市长，他们并不那么热衷于新发展项


目的实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地方自治法中缺少协调跨行政区规划的机


制，这在前文中也有所提及。这个缺陷导致了地方政府规划时的空间限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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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缺乏城乡治理的传统和制度化。这就给尼泊尔的市民带来了几方面重要的影


响，其中包括： 


（1）公民身份证。在尼泊尔，公民身份证是得到服务和土地的前提，要获


得这种身份证就要求申请者提供所在居住区的居民推荐，以此作为一种证明。在


很多城市地区，新来的人因为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而无法得到公民身份证。在接近


印度边境的部分地区开展城乡合作项目时，就曾遇到过很多几十年前移居到城市


地区但仍没有获得公民身份证的家庭。同时，更新身份证还要求人们前往最初颁


证的地区办理手续。 


（2）国内移民。在尼泊尔，推力和拉力效应的结合导致大量人口流入城市


中心，这一趋势被正在形成中的剧烈矛盾所恶化。这一内部流动基本上没有受到


监控，因而得不到确切的数字。在过去，未将这些个人与家庭的居住区纳入规划


和发展中。在一些例子中，贫民窟还遭到强制拆迁。 


在这些例子中，城乡合作项目建立在一个旨在改善现状的基础上。城乡合作


项目推动了城市居民的认定过程，使他们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证。在一些例子中，


城乡合作项目促进了官员对贫民窟的认识，并引导他们将这些家庭视为城市公


民，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服务并参与到项目活动中。在过去，这些活动是为了应对


即时发生的某种需求，而现在则被整合到一个旨在加强城乡规划和协作的战略


中。这些活动直到近来才被启动，现在对其影响进行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是，城


乡合作项目可以利用在促进城乡关系过程中取得的基础，推动城乡联系中建设治


理的进展。城乡合作项目不仅涉及项目实施，也为尼泊尔未来城市发展和城乡联


系进行政治对话起到了促进作用。而这种政治对话能够影响尼泊尔皇室政府的内


部讨论，使之能更好地理解城乡联系。这种方法受到了政府和资助社团的广泛支


持，已经成为第十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和 PRSP 的组成部分。从以上方面来看，


这个项目加强了未来城乡治理的基础。 


（关于城乡合作项目的详细信息请查询以下网址：www.rupp.org.np） 


 


结论 


 


如何将城乡联系和治理有效结合在一起，是解决城乡贫困问题过程中的主要


挑战。尼泊尔的实验显示了市场联系是如何通过一个目标过程来得到强化的，但


同时也显示了在贸易之外将规划、行政管理和服务供应进行整体性考虑所面对的


挑战。 


通过重点研究可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上文中提到了一些指标和例证，


用以说明在将多居所家庭的现实与被视作灵丹妙药的分权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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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的潜力和所面临的挑战，但进一步的研究应指导我们制定分权化政策和法


规，以满足城乡贫困家庭的需要。这类研究应基于下列问题来进行考虑： 


 需要弄清治理和城乡联系的概念，并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研


究，以便对其相互依赖关系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这两个概念的主要特征


是什么？城乡联系是如何影响治理要素的，例如对分权化和参与的影


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分析试点地区正式的分权化政策和法规，确定它们对城乡关系潜在的、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城乡交互关系提供的机会和挑战是否被纳入到政府


的决策中去？处理城乡关系的分权化结构，其纵向和横向关系之间的协


调机制是什么？相关法规和条例为地方居民带来了哪些机会和挑战？ 


 调查地方治理结构如何在实践中影响城乡关系。在地方政府层面，对城


乡相关政策的理解和实施效果如何？在跨行政区协作促进城乡关系的


行动中，地方政治家和官僚的参与程度如何？在地方层面，运用了哪些


政策和议事程序来进行相关的管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城乡流动治理


的影响是什么（例如传统领袖、地方精英、NGO/CBO 和私人公司）？


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如何理解，其程度有多大？ 


 对于地方政府的实践影响进行评估，包括与家庭救援战略相关的城乡地


区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及其成员（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生活


状况的影响评估。家庭是否以及在哪些方面利用了城乡关系行动所提供


的机会？家庭成员是否感受到来自地方正式和非正式的利益相关者的


鼓励或反对，例如在有关服务的获得以及跨行政区移民等问题方面？家


庭成员在试图影响有关城乡关系治理的过程中是否获得过成功，以及成


功的程度有多大？ 


综上所述，基于城市治理和城乡关系的概念，分析应该将重点放在宏观、中


观和微观层面的治理和城乡动态发展之间的关系上。三个层面的分析应该是相互


联系的，以形成我们对于空间发展政策和现实生活状况的理解。 


 


 


 


 


作者：Erik Bryld，丹麦。 


译者：赵莹，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196







参考文献 
ADB (2003):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Rural, Urban, and SubRegional Linkages in the Mekong 


Region: a holist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llen, A. (2003):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peri-urban interface: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field',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 15, No. 1. Arce, A. and 
Long, N. (1992): '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terfaces between bureaucrats and peasants', 
in Long, N. and Long, A. (eds) Battlefields of Knowledge, pp. 211-245. London: Routledge. 


Bah, M., Ciss6, S., Diyamett, B., Diallo, G., Lerise, F. Okali, D., Okpara, E., Olawoye, J. and 
Tacoli, C. (2003): 'Changing urban-rural linkages in Mali, Nigeria and Tanzania',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 15, No. 1. 


Booth, D. (1994): 'Rethink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in Booth, D. (ed.) 
Rethink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England: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Bryld, E. (2001):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rough decentralization: 


empowering the weaker sections of society through Panchayat Raj in rural India', 
Democratization, Vol. 8, No. 3. 


Bryld, E. (2002): 'The Urban Development Challenge', The Organisation, Vol. 5, No.1. 
Bryld, E. (2003a): '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in Nepal: and urban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Vol. 8, No. 2. 
Bryld, E. (2003b): 'Potentials, proble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urban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20, No. 1. 
van den Berg, L. M., van Wijk, M. S. and Van Hoi, P.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life downstream of Hanoi',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 Vol. 15, No. 1. 
Christaller, W. (1966):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Conyers, D. (1990): 'Cent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e 


Valk, P. and Wekwete, K. H. (eds) Decentralization for Participatory Planning?. Great Britain: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Dahiya, B. (2003): 'Hard struggle and soft gain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in Pammal, South India',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15, No. 1. 
Douglass, M. (1998a): 'A regional network strategy for reciprocal urban-rural linkages: an agenda 


for policy research with reference to Indonesia',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Vol. 20, No. 1. 
Douglass, M. (1998b): 'Beyond Dualism - the "Local-Gobal' Context of Work and Urban 
Poverty in Asia', in B. Helmsing and J. Guimarãs (eds) Locality,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ofSocial Studies, The Hague. 
Douglass, M. (2001): 'Contextual Evaluation Mission of the Urban-rur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 


UNDP/Nepal. 
Gibb, A. (1984): 'Tertiary Urbanization: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center as a consumption related 


phenomenon', Regional Development Dialogue, Vol. 5, No.  1.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ugh, K. (1999): 'The changing nature of urban governance in peri-urban Accra, Ghana',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Vol. 21, No. 4. 
Jenkins, P. (2003): 'In search of the urban-rural frontline in postwar Mozambique and Angola',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 15, No. 1. 
Lacabana, M. and Cariola, C. (2003): residential strategies and livelihoods in Urbanization, Vol. 


 197







15, No. 1. 
'Globalization and metropolitan expansion: Caracas and its periphery', Environment & Long, N. 


and van der Ploeg, J. D. (1994): 'Heterogeneity, actor and structure: towards a reconstit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in Booth, D. (ed.) Rethink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pp. 62-89. England: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Manor, J. (2003): Local Governance, paper prepared for Sida. 
McCarney, P., Halfani, M. and Rodriguez, A. (1995):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Governance', 


in Stren, R. and Bell, J. K.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city, pp. 94-141. 
Toronto: Centre for Urban and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OECD (1997): 'Evaluation of Programs Good Governance: Synthesis Report" Promo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OECD (2000):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linkag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ur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from West Africa" Rengasamy, 
S., Devavaram, J., Marirajan, T., Ramavel, N., Rajadurai, K., Karunanidhi, M., Rajendra, N. P. 
and Erskine, A. (2003): 'Farmers' markets in Tamil Nadu: increasing options for rural 
producers, improving access for urban consumers',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 15, No. 
1. 


Satterthwaite, D. and Tacoli, C. (2003): "The urban part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small 
and intermediate urban centres in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 
IIED. 


Speth, J. G. (1997):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Good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zation" speech by UNDP Administrator J. G. Speth presented at the Bruno Kreisky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Vienna, Austria, 15 April. 


Tacoli, C. (n.a.): 'Bridging the divide: urban-rural interaction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Gatekeeper Series, No. 77. 


Tacoli, C. (1998): 'Urban-rural interactions: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Vol. 10, No. 1. 


Tacoli, C. (2002): 'Urban-rural Linkages in Vietnam and their Role in Balanced Regional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Proposal for Phase 2, for DANIDA Tacoli, C. (2003): 'The link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 15, No. 1. 


UNDP (1996): 'Urban Agriculture - food, jobs and sustainable cities', in UNDP Publication Series 
for Habitat II, Vol. 1, New York. 


UNDP (2003): 'UNDP Practice Note on Decentralization, Local Governanc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UN-Habitat (1997): Urban-rur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UNDP/UN-Habitat Programme 
Document. 


UN-Habitat (2004):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Urban- rural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 Aide Memoire. 


World Bank (2000): Rural - Urban Linkages and Interactions: Synthesis of Issues, Conclusions 
and Priority Opportunities. 


 198








城乡联系发展计划：柬埔寨的经验与教训 
Rural-Urban Linkage Development Approach: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t in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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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丹省（Kandal）概况 


 


在柬埔寨 24 个省及城市中，干丹是唯一一个位于金边周围的省，该地区处


于 4 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干丹占地 3 555 平方公里，其南部与茶胶省（Takeo）


及越南相邻，西部与磅士卑省（Kanpong Speu）相邻，北部与磅清扬省（Kampong 


Chhnang）相邻，东部与菠萝勉省（Prey Veng）相邻。 


干丹省有11个县（districts），147个乡（Communes），以及1807个村（Villages）。


据统计截至 2003 年底，干丹总人口已达 1 151 065 人，包括男性 559 671 人、女


性 591 394 人，若以每户 5.1 人计算，则总户数达到 225 163 户，其中 195 923


户家庭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并且有 25.4%的家庭（约 57 191 个）由妇女领导。


该地区人口密度只有 322 人/平方公里。 


在干丹省，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村居民的


生活在各个方面都要比城市居民更加贫穷，地位更加低下。在该省城市人口中，


成人受教育程度达 68.8％，而农村地区则只有 54.9％。安全饮用水设施供应覆盖


范围在城市地区中占 23.7％，而农村地区只有 11.9％。与此相类似，城市地区的


供电率为 5.3％，而农村地区只有 2.3％。城市居民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


占 31.4％，而农村地区该比例只有 12.8％。尽管城市贫困已成为一个相当显著的


问题，但目前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地区。 


一般来说，柬埔寨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仅仅 15.7%，但


正在逐年上升。金边已经脱颖而出成为“首位城市”，其人口总数接近二位城市


的十倍。金边吸引着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各种类型的移民，并且由于地理位置毗


邻，尤其吸引了许多干丹省的移民。但另一方面，推动干丹省的农村人口不断向


金边迁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该地区农村人口贫困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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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乡联系计划（RULP: Rural-Urban Linkage Project） 


 


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人居署（UNDP/UNHabitat）发起的城市解


困计划（UPRP：Urban Poverty Reduction Project）的一部分（金边城市解困计划，


CMB/01/009），城乡联系计划（RULP）最初于 2003 年 8 月在干丹省启动，力求


在与金边城市政府的合作中共同努力，实施柬埔寨皇家政府的解困战略。 


RULP 的主要目标包括： 


（1）在地方层面上加强城市与乡村的联系； 


（2）提高贫困人口及弱势人群的生活状况； 


（3）减少地方贫困； 


（4）限制人口向金边迁移。 


在计划的最初阶段，部分前期工作已经实施，并且干丹省与金边之间最终于


2004 年 1 月签署了关于在农村地区聚集资源及实施计划活动的谅解备忘录。为


了很好地贯彻这一备忘录，干丹省调动了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项资源，以加强


城市及乡村地区的联系。 


 


2.1 前期工作 


 


城市解困计划（UPRP）小组与干丹省当局就该城乡联系计划（RULP）的目


的、效益及实施步骤等问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讨论和阐述。在此过程中，


干丹建立了工作小组，选择并审查了该项目可能的选址，草拟了数据收集调查的


形式，编制了工作计划、财政预算以及执行程序。UPRP 小组邀请了一个国际顾


问兼任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对计划进行管理与指导。在顾问团会议对该计划的支


持下，成立了官方机构及社区委员会，最终确定了调查的方法和形式，并在调查


之前对选址进行了视察。此外，一个由金边市和干丹省政府官员以及 UPRP 成员


所组成的 15 人小组，在 2003 年 12 月 27 日至 2004 年 1 月 4 日之间对尼泊尔进


行访问，并研究了正在尼泊尔实施中的 RUPP 项目，这是由联合国人居环境组织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以及尼泊尔皇家政府联合发起的。 


 


2.2 信息收集 


 


城乡联系计划（RULP）工作是以信息的收集为前提的。调查是在被选出来


用于实施计划的 4 个社区内进行的。共有 21 个调查员的调查组被分成 5 个小组。


收集好的数据在省政府部门下设的 RULP 小组内进行处理。包括时间和金钱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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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资源被用于数据的收集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中。在整个计划的实施过程


中，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选择加强城乡联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尤为重要。 


 


2.3 制度机制 


 


在为实施计划所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要确定某些必需的制度和运作机


制，其目的是为了使省政府的工作重心能够放在城乡联系计划上。在省政府办公


室中成立了相关的办事处，其作用也同计划小组一样成为城乡联系计划（RULP）


执行与管理委员会的秘书处。IMP 提供政策上的指导方针，以便在政府内部与


RULP 更好地协调，同时密切监督该计划的具体实施。其中该项目所有的具体事


务都由计划小组来执行。 


 


2.4 计划实施范围 


 


有 3 个地区被选作进行试验方案的实施对象，其中一个地区与金边市接壤，


另外 2 个则位于偏远地区。在被选择出来的地区中，再挑选出 4 个乡共 220 个家


庭，然后再次分成 7 个社区。对这些社区所作的调查显示，在上述 7 个社区 220


户家庭中，只有 44 户能够靠自己的土地生存，其他的人则必须依靠某些如运河


堤岸及国道旁等公共土地来生存，而这些土地在雨季通常都会遭到洪水的袭击。


这也就是他们要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原因，因为他们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更好的


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 


 


2.5 计划实施的具体内容 


 


计划小组在城乡结合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强调经济发展的潜在机遇，以及


将目标社区联合起来形成群体力量的重要性。有关人员动员这些社区的居民建立


起 P/LO 组织（Phlov/Lane Organisation），并且鼓励他们储蓄资金。P/LO 的成员


有机会参加关于社区管理以及为了巩固社区基础筹集资金的培训。对于这些具体


的实施项目，干丹计划小组与金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获得对方支持，同时也得


到了城市解困计划（UPRP）顾问 Ramesh B. Munankami 博士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城乡联系计划（RULP）小组已从 UPRP 获得了 26 994 美元的


资助，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该项目投资建设了 2 280 米乡村道路，以使城


乡结合部的设施更加便利；同时为了减少迁入金边的人口，该项目为社区成员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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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专门的土地以保证其更好地在当地社区中生活。 


 


2.6 项目回顾 


 


金边市政府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居署的协助下共同完成了该计


划的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总结了尼泊尔的经验教训，并且考虑了干丹省在执行试


点计划时出现的新挑战。报告指出，试点计划按要求进行制度建设，成立了社团


推动进程，积极发展城乡联系，就像在尼泊尔所做的那样。发展报告还回顾了应


该做但还未做到的事，尤其是金边市政府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人居署的


协助下应该做但还未做到的事，以保证将来去应对那些被确定的限制和障碍。主


要的限制是城市解困计划（UPRP）在 2004 年 3 月被中止，而干丹省发起的有关


城乡联系的试点活动正是在这个计划之下。结果，干丹省没有获得任何技术或财


政上的支持来继续这个试点活动。另一方面，试点过程的时间太短，干丹省还不


足以发展自己的能力来完成计划。 


 


2.7 远景方针 


 


先行试验方案显示出，为减少移民跨省向金边不断迁移，以及在同省内由农


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最主要的问题应该集中于在金边周围地区有效地对抗贫


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固有的自然状态上。


同时人们假设，社会制度意识的觉醒以及在社区运动中积累的社会资本，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减缓居民外迁的趋势。此外，在缩减贫困策略（PRS）中，有关人员


建议城乡联系计划（RULP）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应优先进行的政策行动上，并


且应当确定协调与合作的方法和步骤。 


自从 RULP 开始实施以来，某些政策调整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减少贫困的一系


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城乡结合部的发展前景而提出来的，其中包括干丹省


试点地区的土地管理、土地分配以及私人储蓄等问题。因此，在 RULP 所确定的


框架下以及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人居署的帮助下，干丹省计划小组准备执行下


列各项策略来应对减少贫困的问题。 


（1）通过土地管理来改善贫民的生活 


● 获得土地使用权； 


● 土地管理：提高城市用地及农业用地中土地使用的安全性（包括新土地法


实施以及改善土地注册制度，该制度即涉及零散土地注册和系统土地注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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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分配：获得农业用地以及新增加的住宅用地 


● 通过社会性的特许获得农业和居住用地； 


● 对于社会性特许的试验。 


（3）土地管理：包括自然资源管理在内的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管理。 


（4）通过对维护和发展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来提升该地


区的发展条件与机会。 


● 通过维护现有的村镇道路来维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采取以善待环境的方式来维护和兴建农村地区交通设施，以提升农村地区


的发展机会。 


（5）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通过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来扩大就业岗位，发


展技术教育，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6）中小型企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刺激了面向农业、手工业、渔业、旅


游业和小型制造业的私人投资和活动，其中包括： 


● 促进地方私有部门、资助机构以及政府之间的对话； 


● 促进对优先发展的产业及区域的投资动机； 


● 确保捐赠支持对于优先投资机会的确定与评估，用最大的努力来减少贫


困。 


（7）提高农业以及畜牧业的劳动生产力，其中包括： 


● 扶持农业生产以及农业交易； 


● 扶持农业产品以提升小型农场主或小型农业生产商的市场竞争力； 


● 建立农业生产的计量统计系统以及市场信息系统。 


（8）安全饮用水及卫生设施：通过向社区居民供应安全的饮用水来提高其


生活质量。 


（9）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 为打击落后地区拐卖行为制定计划； 


● 联合弱势群体实施收入启动计划； 


● 实施营救计划，以及为在拐卖活动中的受害者采取相应的补偿及康复计


划。 


（10）主流实施策略 


● 鼓励妇女参与地方政权以及政策决策过程，主要是指地方规划制定及管理


的决策过程； 


● 实施教育及培训计划，建立分析、预算、规划、实施、监控以及评价体系； 


● 引导社区居民分析问题的意识，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介引导公众追求社会公


平公正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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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示 


 


3.1 城乡联系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法在柬埔寨特别是干丹省还鲜为人知。因此，通


过信息传播的知识共享和具有目的性的会晤是非常重要的。顾问团成员之间的经


验交流，对尼泊尔经验的总结研究，以及项目启动之前采取的各种不同的试验，


都被证实对于城乡联系计划（RULP）的实施是大有裨益的。 


 


3.2 为了整个发展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必须搜集相关信息。 


 


3.3 省政府的组织结构并不适合城乡联系计划（RULP）的实施，因此就需要在


政府中成立独立的机构来保证计划实施。然而，为 RULP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必


须保证它能够与原有的政府组织机构相适应，相协调。 


 


3.4 选址是否适当，对于能否实现项目的最终目的是非常重要的。 


 


3.5 对于组织社区居民承担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事业，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


社区动员，但更重要的是使城乡结合部的人民生活更加方便。因为在通常情况下，


相对于关注整个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来说，一般的社区居民更加关心自身的发展。 


 


3.6 社区参与对于加强城乡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但仅靠他们的努力是不够的。因


此，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地方公共机构特别是选区或社区的地方行政机构的参与，


对于该计划最终目的的达成是非常有必要的。 


 


3.7 许多方法或政策干预都能够加强城乡联系，但不是在所有的地区和社区都能


够得到实施，因为不同社区的需求是不同的。同样地，一个地区加强城乡联系的


因素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 


 


3.8 城乡联系计划方法的运用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发展计划的实施过程需


要各种组织和机构团体相互之间的协调，这种方法虽然是恰当的，但无疑是一次


全新的尝试。因此，必须通过更多的努力和财力来指导人力资源的发展以及相关


机构的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该计划最初的意图。 


 


作者：Cheng Nhan，柬浦寨 Kandal 省省长。 


译者：孙婕，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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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干丹省城乡联系计划实施管理委员会 


（Rural-Urban Linkage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Kandal Province） 


 


副省长，主席 
（H. E. Third Vice-Governor, Chairperson） 


 


 


 
主要执行部门，执行主席 


（Chief Cabinet, Deputy-Chairperson） 
 


 


1. 区行政官员                         11 人 
2. 金融机构官员                        1 人 
3. 规划部门官员                        2 人 
4. 社会事务部门官员                    1 人 
5. 执行部门官员                        2 人 


 


 


 


 


 


城乡联系计划工作组 
（Rural-Urban Linkage Programme Unit） 


 


 


 


 
附录 2 干丹省城乡联系计划工作组 


（Rural-Urban Linkage Programme Unit Kandal Province） 


 


 
执行主席 Mr. Cheng Nhan 


计划协调人  


 


 


 


 


 


 


 


技术负责人 


Mr. Vathana Chan 


Ms. Sok Rumcheck 


Ms. Mech Yichky 


社区组织负责人 


Mr. Soung Sarun


信息工作负责人 


Mr. Hem Sath 


Mr. Pan Sarith
组织报告负责人 


Mr. Meng Honly 


执行主席 Mr. Cheng Nhan 


计划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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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一种乡村开发模式 
Providing Urban Amenities in Rural Areas——A Model for Rural Development 
 


 


P. S. Rana 著 


林晓英 译 


 


 


前言 


 


世界人口预测表明，在 21 世纪印度总人口几乎将翻一番，在 21 世纪的头


30 年内，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不管我们做出多大的努力来


控制人口增长，接下来的 30 年，对人居环境的规划建设和必需的基础设施的提


供来说，都将是最为关键的 30 年。 


由于人口基数大、城市化水平低，上个世纪印度的城市化速度一直比较平缓，


但城市人口增长非常快。在过去的 50 年中，城市人口每 20 年就翻一番。当然，


尽管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 2001 年仅达


27.78%。过去的经验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未来


几十年中，印度城市化进程将可能大大加快。这又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对城市地


区增长的需求。 


在印度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开发几近失控。在城市中，开发的规划


与控制机制不是缺失就是效力低下，以至于每个城市都在不断地把没有任何基础


设施的地区不经规划就纳为自己的扩展区。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又竭力去追赶


发展的步伐，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基础设施永远处于缺乏或不足状态。 


 


城市化趋势与经济增长 


 


1947 年印度取得独立时，约 85%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仅约 15%的人口


居住在城市地区。在独立前的几十年中，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城市化率仅从


1901 年的 10.81%增加到 1931 年的 11.99%和 1941 年的 13.86%。独立后，城市


增长速度加快，1971~1981 年是城市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十年间城市增长达


46.14%。在过去的 50 年中（1941~2001 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13.86%


增加到 27.78%。印度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拉力和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地区


有着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农村经济吸纳劳动力有限，不断增多的人口超出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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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需要，成为剩余劳动力。 


对处于发展中的经济来说，城市化是一种必然的也是可喜的现象。城市被认


为是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的发动机。表 1 是过去 40 年城市和农村对 GDP 的贡献


度的比较，城市对 GDP 的贡献度从 1950~1951 年的 30%增加到 1990~1991 年的


60%，也就是说占总人口比重 25.72%的城市人口创造了 60%的 GDP。1990~1991


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 GDP 分别为 10 844 卢比和 2 997 卢比，城市人均 GDP 是农


村人均 GDP 的 3.62 倍。印度国家财政部 1990~1991 年度经济调查表明，各邦的


城市化水平与它们对国民净生产值（National Net Domestic Product）的贡献之间


呈强相关关系，如图 1 所示。 


 


表 1 城市/农村对 GDP 的贡献 


年份 
GDP（当年可变价） 


（十亿卢比） 


人均 GDP 


（卢比） 


城市与农村人均


GDP 的比值 


 城市 农村 合计  城市 农村   


1950~1951 27 67 94  422 225  1.97 


1980~1981 673 760 1,433  4,222 1,449  2.91 


1990~1991 2,355 1,570 3,925  10,844 2,997  3.62  


资料来源：（1）城市开发责任权限报告，规划委员会，1983 
（2）八五计划，第二卷第十三章，规划委员会 
（3）基础设施和包围式增长潜力（mimeo），城市化，Mulkh Raj , 1993 


 


图 1 城市化与国民净生产值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印度国家财政部 1990－1991 年度经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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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与资源配置 


 


城市需要交通、供水、环卫、电力和通讯这些基础设施来确保它的有效运行。


优化配置这些资源，可以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并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环境。


我们正在试图找出城市各个基础设施部门最优配置的参数，以及实现优化配置的


途径。 


 


城市形态与基础设施成本 


 


长期以来，道路交通系统被认为是最传统、最常用、也是最方便的交通方式。


一旦道路修通了，不管是有铺面的还是没有铺面的，交通工具、出行时间和目的


地的选择就相当灵活。然而，随着其他特殊的交通通讯方式的发展，比如轨道交


通、管线和通讯，这些效率更高、成本更节约的交通通讯系统被用来满足一些特


殊需要。为了使这些专用系统发挥最大效率，必须通过协调来达成一些前提条件。


例如，对一个小镇的出行来说，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成本很低。但随着出行距离或


出行频率的增加，步行或骑车就不再方便或低成本了。另一方面，短距离、低密


度的轨道交通的成本很高，但随着交通线路的不断发展，整个系统的效率会越来


越高，成本也越来越低。铁路、管线、高速公路、高压线（H.T.power line）和通


讯线形成基础设施走廊。 


 


卫星城和走廊概念 


 


一般来说，与建设一个新城相比，在现有城市基础上小规模扩展以容纳新增


人口的成本相对较低。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拥挤成本不断上升，总成本就变得非


常高。如图 2 所示，人口规模超过 Y 后，城市扩展的成本将高于建设新城的成


本，而在人口规模达到 X 后，建设一个新城更为经济，也就是说，城市的最佳


人口规模在 X 和 Y 之间。具体的 X 和 Y 值取决于各种参数。但是在这个范围内


还是有一个 10 万~50 万卢比的安全范围。许多研究针对这一安全范围内的城镇


提出了不同的形态和结构。P. V. Indersan 提出以环形公交线路为基础建立环形城


市（annular city），为了尽可能减少内部出行，他建议沿环形路混合布局各类用


地，而环形路中间的核心地区留空，以提高能量产出和实现生态平衡。另一种选


择是，围绕一个高密度的核心建设中低密度、各具特色的城镇。这种中等城市的


形态和结构的灵活性不受限制，只要因地制宜就好。通过这种建设中等城市的方


式，沿铁路形成高密度发展走廊，这对于大容量轨道系统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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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设新城的成本/城市扩展的成本 


 


印度首都地区——案例研究 


 


1961，印度政府设立了专门委员会，对国家首都地区（NCR）的必要性展开


调查。1960 年代后期，村镇规划组织开始了区域规划的准备工作，这最终促成


了国家首都地区规划委员会的建立，它的建立得到了周边毗邻的哈里亚纳邦


（Haryana）、北方邦（UP）和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支持并由议会颁布。


现在，NCR 的面积达 3 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哈里亚纳邦的 13 500 平方公里，北


方邦的 10 000 平方公里，拉贾斯坦邦 5 000 平方公里，以及中心德里的 1 500 平


方公里。 


1989 年起草了区域规划，规划期到 2001 年，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减缓德里


的人口压力，实现区域的平衡和协调发展。在当初准备起草规划的时候，德里有


950 万人口，建成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40％（几乎是 1960 年的 3 倍）。规划设想


在 2001 年德里人口达 1100 万，这 1100 万人口将居住在不超过德里总面积 43％


的范围内，另外还有 200 万人口将选择居住在国家首都地区（NCR）内的与德里


毗邻的城镇中，而不是一味挤进德里中心。 


今天，据估算，德里的人口在 2001 年将达到 1500 万，在 2011 年将达到 2000


万。规划预测低估了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时国家首都地区（NCR）的卫星城市


没有成功实现人口的入迁，两者可能都是有效的解释。 


 


国家首都地区（NCR）规划说明 


来自国家首都地区（NCR）规划委员会的最新的官方文件和报告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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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的德里夺取了外围地区的许多经


济利益，几乎外围地区的任何发展都反映出了中心扩张的需要。另外，税收差异、


更好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等原因也被提出来了，这些因素影响了人们工业和贸


易活动的区位选择。除此之外，德里作为国家首都，是政府、各部委集中之地，


也是最终决策中心。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因素促使了德里的快速增长，而其中交通网络因素


被认为最有助于这一增长，并加快了这一增长。事实上，德里是一个交通枢纽城


市，5 条国家级高速公路（印度区域交通干线）和 8 条铁路干线在此汇合，3 个


主要的火车终点站每天有 350 辆客车和 40 辆货车进出。另外，德里还有一个永


久性的集装箱运输站和一些海关监管仓库。 


国家首都地区（NCR）规划委员会的现行政策继续以引导外围地区 8 个优先


发展城镇的增长为基础，这涉及整合都市计划地区，分散德里的经济活动实现区


位重组。相应的社会服务设施也被提出来要分散出去。而大型基础设施工程，比


如在各个方向修建高速公路、拓宽或新建铁路线，为这些分散活动服务。这些耗


资巨大的工程将在各个方向全面启动，因为它们的服务对象——那些优先发展的


城镇分散布局在区域的各个方向。 


由于交通是一种网络型服务，集聚方式将大大提高它的效益；城市化提供了


这种集聚水平，这是交通服务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图 3 提出了一种国家首都地


区（NCR）城市开发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模型。 


 


 


 


 


 


 


 


 


 


 


 


 


 


 


图 3 关于国家首都地区（NCR）城市开发与基础设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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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规划发展走廊，我们可以强化这种集聚效应，另外，通过使人口的密集


分布与交通设施的密集分布结合起来，可以减少出行距离。下一节将在印度首都


地区这一背景下详细论述这一点。 


 


国家首都地区（NCR）可持续的城市交通 


 


铁路、高速公路、管线和电力、通讯网四项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运行和维


护成本深受城市的区位和结构条件影响。对国家首都地区（NCR）城市发展来说，


沿现有铁路线形成线性走廊的发展模式最节约成本，对环境也十分友好，比现行


的在整个区域内优先发展某些城镇的战略更为有效。 


充分挖掘现有可利用的基础设施的潜力，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得到开发利用。


可挑选出其中有很高发展潜力的廊道，为未来的城市化做准备。即使从德里往外


伸展的 8 条铁路线中的 1 条发展起来了，对未来的增长来说也已经足够了。就这


一点来说，1 条长约 100 公里连接德里和一个主要城市的典型的发展走廊是最为


理想的。这条包括铁路、管线、高速公路、高压线和通讯线在内的发展走廊将形


成如图 3 所示的基础设施骨架。 


这一主骨架两侧各 4~5 公里宽的范围作为保留用地，用来规划和引导城市开


发。每隔 2 公里设一火车站，以此为依托形成一个人口中心。最初，这些新城可


能仅作为走廊尽端主要城市的卧城，然后慢慢发展成为功能比较完善的独立型城


市。而一系列这样的新城互为补充，就可以形成那些只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才拥有的各种专业活动的经济规模。长达 100 公里、人口密度为 10 000 人/平方


公里（也就是 100 人/公顷）的发展走廊就可以支撑 1000 万人口。这就可以轻松


解决未来 20 年的人口增长问题。 


这条长 100 公里承载了约 1000 万人口的基础设施走廊会引发与它的大容量


供给相适应的需求量，从而也确保了它的优化利用。在郊区通勤系统中，十分普


遍的单向潮汐性流动也因为走廊两端都有主要城市，以及走廊沿线新城之间的活


动而得到了改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某种平衡。但是，这也必然要求一个四车道


系统来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并提供各种不同的运行速度以供选择。 


通过限定发展走廊的宽度，距离乡村腹地只有几公里的路途。乡村腹地生产


的各种消费品的供应（特别是那些易受损、变质的物品）以及城镇产生的各种废


物的处理都将变得更为经济。这一理念使得我们在享受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种


种优越性的同时，拥有了小城镇的良好的生态条件和环境质量。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一理念，把至少三个城镇以三角形的形式连接起


来，使得三角形内部的乡村腹地成为三角形城市化地区的最直接的腹地，它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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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城市化地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灵活、方便，如图 4 所示。 


 


 


 


 


 


 


 


 


 


 


 


 


图 4 走廊概念在区域层面的应用 


 


三角形的三条边不仅成为高密度城市地区，也是大容量基础设施干线。越往


三角形的中心，人口密度和交通流量不断减少，为需要大量使用土地的园艺、苗


木培植、家禽饲养等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而这些地区的发展又将为三角形城市


化地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主要城市特征 


 


乡村移民导致在某个或某一些城市（主要城市）人口大规模集聚。城市的这


一人口增长以及城市贫民窟的增长趋势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当总人口增


长速度为 2%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为 3％，大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为 4％，贫民窟


人口增长速度为 9％，而大城市的贫民窟人口增长高达 30％以上。 


因此，有必要对乡村人口和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进行控制，而相反地，


通过在乡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提供基本的生活设施以及加强与


城市的联系来鼓励城市人口向乡村地区迁移。这就会导致在乡村地区选择性地在


某些地点就地实现乡村城市化（in-situ urbanization）。这也要求在乡村地区除了


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外，还要提供城市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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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计划（PURA） 


 


城市的非农产业部门能够创造出大量高报酬的就业岗位，而同样规模的人口


如果分布在各个村庄就无法创造这么多的就业，人们只能在贫困中挣扎。从这样


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把“在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PURA：Providing Urban 


Amenities in Rural Areas）概念化。形成这样的城乡差异的原因是城市有乡村无


法支撑的大市场。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的广泛联系是城市大市场得以存在的基


础，而乡村地区这样的联系很少。Kalam 先生在他的 2020 年远景展望中极力宣


传的 PURA，讨论了以下 5 种连通性： 


（1）道路和交通的物质连通性； 


（2）银行、商业、保险和仓储的经济连通性； 


（3）学校、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知识连通性； 


（4）医院、娱乐中心和宗教场所的社会连通性； 


（5）充斥整个经济空间的电子连通性。 


关键问题在于，“在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计划（PURA）应该是一种能


为银行所接受的商业投资；而在乡村地区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费用要比在大城市


低；另外，还需要一个合理规模的市场来确保 PURA 的可行性。 


因此，应该选择由环形路相连接的一“串”村庄来推进 PURA 计划，村庄


又通过高速公路与一个更大的城/镇相联系。这就照顾到了第一个连通性——物


质连通性。HUDCO（住房与城市开发公司）已经开始致力于为环形联系道路的


建设、环形公共汽车的运行以及在环形道路两侧各 200~500 米宽的范围内开发现


代化住宅提供风险资金。交通条件和质量将达到城市水平，甚至比城市更好。有


了这些投入，近 5 万人口将在更大的物质空间范围内紧密联系起来。 


 


现有轨道交通走廊的利用 


 


以轨道交通为主，结合步行、自行车、人力车等的交通系统是最节约成本的、


也是对环境最为友好的。由于在现有城市开发新型的以轨道交通为基础的交通系


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沿现有的轨道交通走廊开发新的城市中心将会大大节约


成本。 


 


“在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计划（PURA）的实施 


 


为了推进 PURA 的实施，期望中央政府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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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争取空间用于环形路的建设； 


（2）授权住房与城市开发公司（HUDCO）建设环形路； 


（3）中央许可 HUDCO 进行公园建设； 


（4）许可 HUDCO 开发现代化住宅； 


（5）提供任何可利用的政府土地。 


在整个过程中，有一点可能值得注意，那就是住房与城市开发公司（HUDCO）


没有从中央政府获取任何财政支持。HUDCO 和中央政府任命的机构共同建立了


SPV（以任务的方式），被称为 PURA 开发机构，简称为 PDA。PDA 将通过委任


契约被授予开发权，执行城市开发任务，将聘请专家担任 PDA 的首席执行官，


并要求签署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PDA 的另一项主要职责是起草经济规划、结


构规划和制定行动计划。 


经济规划包括识别当地的资源、经济活动和技能，确定两个或三个关键投资


者作为领跑者，查明产业的附属产品、外部采办和前后向联系。 


结构规划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公用基础设施：给水，排水和污水管道，低成本环卫设施，固体废弃物的处


理，交通，能源等； 


社会服务设施：医疗，教育，社区中心，公园/游戏场所，体育设施等； 


商业设施：购物中心，综合市场，办公楼，商务中心，影剧院等。 


另外，PDA 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比如：中草药种植业、奶制品业、


家禽饲养业、肉制品加工和动物饲养业、食品加工业等。 


 


“在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计划（PURA）的区位选择 


 


根据之前讨论的 PURA 的有关特征，PURA 应该位于一个生长型城市的附


近，且具有极高的发展潜力。以下是 PURA 区位选择必须考虑的一些条件： 


（1）充足的水和能源供应； 


（2）与交通网络的良好连通性； 


（3）当地资源和熟练技能的可获得性； 


（4）就业与市场潜力。 


 


“在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计划（PURA）的土地征用 


 


在分析农民的反馈意见并与中央政府联合的基础上，开发机构 PDA 将会采


用以下地区开发模式中的一种：土地联营，部分联营部分征用，或者土地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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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 将利用联营的土地来建设开发项目，通过出租或出售经过开发的土地


来回收投资，这将使土地增值好几倍。因此，在土地开发过程中，PDA 将致力


于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来提升土地的商业价值，从而使投资者受益。PDA 的目


标在于： 


（1）12 车道、30~40 公里长、并与一条高速公路相连接的环形路； 


（2）间隔 10 分钟的公共汽车服务； 


（3）超现代化的住宅； 


（4）高质量的供水和环卫设施； 


（5）覆盖全范围的连通性； 


（6）至少 1 000 个非农产业的熟练工作岗位； 


（7）在 3－5 年内实现收支平衡； 


（8）为今后十倍的扩展做好预备。 


 


结语 


 


“在乡村地区提供城市生活”计划（PURA）的精神发生了变化，当初大家


对它嗤之以鼻，认为只有慈善机构才会支持乡村开发，城市也持类似的态度，认


为城市贫民窟是不可避免的，乡村向城市的移民也是无法阻止的，我们应该放弃


去改变它。PURA 需要有理想才能实现。我们要拥有城市生活，但我们不要一个


拥挤的、脏乱的城市。 


 


 


 


 


 


作者：P. S. Rana，印度新德里住宅与城市发展公司总裁。 


译者：林晓英，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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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乡联系的区域发展战略：肯尼亚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 Review of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enya 
 


 


Isaac K Mwangi 著 


叶齐茂 译 


 


 


1 引言 


 


农村和城市传统上被看作为两个独立的和不相包容的区域。但是，二者之间


的相互依赖是一直存在的，并且最近若干年来，农村和城市正日趋一体化。农村


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性和可接近性是城乡日趋一体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关系表明了


城乡人口和经济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严格上讲，城乡人口和经济两者之间以促


进建立互利关系为目的的这种平衡是地方和区域发展中被研究最多的政策领域


之一。 


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多种形式存在，如人口流动，金融行为、信息、货物、


服务、初级农产品和已加工农产品之间的传输。这种相互依赖随着不同背景，如


随着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城市化的空间和结构布局则是其最首要的因素。城乡合作应该产生广泛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在城乡合作中，不仅城乡互利互惠，而且通过交流而取长补短。 


开展有关城乡联系主导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但是，现


在争论正在向城乡联系怎样影响地方经济发展(LED)方面转移。这主要是因为地


方政府的角色和以城市管辖区域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中心的观念这两个因素，LED


正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和政策制订者的关注。 


本文回顾和讨论了肯尼亚农村和区域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以城乡发展为


核心，特别注意了促进地方经济分散化发展。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强调方法特征和


强调加强城乡联系以促进发展，并在最后做出了结论。 


 


2 城乡联系的基础 
 


本文的出发点始于从我们对农村和城市问题的理解。“农村”这个术语与那


些以第一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类居住形式相关（Mwangi, 2000）。与“农村”


相对的另一人类居住形式称为“城市”，在那里，居住形式比起农村要复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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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密度大大高于农村，由此，随之产生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机构则更复杂。农业经


济生产、种植和养殖，是我们判断一个地方为农村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讨论居


住形式和组织的框架。“农村”的农业意味着机械化和（或）非机械化的商品化


的种植和养殖生产。它还包括由家庭而产生的食品加工。食品加工是理解“家庭


经济体制”的关键。 


就城市概念而言，Mwangi 已经提到，与乡村概念相关的城市概念是与非农


业活动和生产相关，也与较高的居住密度、网络和人口集聚而产生的复杂的居住


形式相关。城市地区包括农村地区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生产和加工等经济生产模


式。城市特征包括：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和社会中心，而不包


括第一产业，即作为主要的经济生产和基本生活来源的农作物和畜牧业。官方通


常倾向于严格按上述特征来定义城市区域。但是，城市的边界并不是确定的，非


农业的土地使用是城市土地的主体，但是也有一些小型甚至大型的工商企业分散


建立在农村地区。在肯尼亚，糖茶业就不在城市里，但是它们在当地对各自的周


围地区产生了城市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内在和相互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意味着两者间在商品、


服务、信息和劳动力上的协作、联系和转换。联系意味着城乡之间或内部的功能


流动。当然，这些流动会受到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技术的约束。 


三十年以来，肯尼亚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时不懈地寻求城乡对话和注意


发展环境，以稳定地方经济的发展。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地方政府系统


在官方采取的方法中完全被忽视了，而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有趣的是，


地方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地方政府组织设计及其政策实践的一个产品，而它们的立


足点是城乡分离。 


 


3 地方经济发展 
 


发展中地区和国家最近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在分散化发展方面产生


的新兴趣，赋予了地方政府机关介入并操控地方经济发展(LED)一个机会[1]。地


方经济这个术语描述了一种与国家和地区层面相对的，并围绕地方政府来进行组


织和由地方企业家主导的这样一种地方发展框架[2]。LED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过


程，包含有规划和管理的成分，这主要是体现在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和工作中


                                                        
[1] Matizwa-Mangiza（1999）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2] 就城市政府的机构，包括立法、地方政治进程、技术和职业机构的能力而言，“地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


过程的关键平台。这些机构为以社区为基础的机构、投资者、区域和政府部门建立合作提供了一个发展舞


台，使他们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强化社会力量，并为地方政治进程、政策制定和社会变化过程和环境


项目提供了一个结合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刺激和培育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落脚于那些推进它的地方


政府部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上(Edralin, J ，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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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ralin，1996:3-6)[3]。然而，这个过程是在国家城市化和农村发展战略的基础上


预测出来的。正如Totemeyer（1993:7-11, 12-13 和 22-25）所提出的，有效的区


域城乡规划和管理体制对成功的LED政策至关重要。 


在本文中我们赞同 Edralin 的看法，地方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


程地方政府和/或以社区为单位的团体管理他们自己已有的资源，创建与私营机


构新的合作关系，在它们各自的特定区域内创造新工作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以


地方为出发点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与开发潜在的地方人力物力和管理


能力相关的政策的制定。 


根据这个定义和解释，地方当局管理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有效性主要取决


于他们的机构设计、政治责任、人力和非人力资源。具体地讲，负责任的地方政


治领导、地方经济政策制定、项目和工程设计的管理方式、地方政府的专业技术


能力，都将决定他们与投资者合作的有效程度，决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


地方机会来刺激经济发展。很明显，以城乡为中心的发展规划和管理项目、责任


和愿望之间的有效协调对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目标是必须的，事实上，在建立用以


巩固以地方政府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城乡联系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地


方政府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过程助推器，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管理机构中枢。对


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解，是我们考察肯尼亚的区域发展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平衡城乡之间的联系时一个必要的参考指标。 


 


4 肯尼亚城乡联系问题的背景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肯尼亚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更多地是关注农村经济。


这是根据工业化和出口政策决定的，主要是农产品出口和进口。但是，不可避免


地城市经济成为了这些政策的受益者，特别是内罗毕和蒙巴萨等城市。结果，这


两个城市持续增长并且继续吸引来自乡村的人口。当时对此缺少更好的政策干预


方法，在相关政策中也没有对策刺激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在拥有当地城


市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情况下，那些小农场主从农产品中获得的收益仍然很少。产


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那里长期没有形成地方和区域政策和战略，没有制定适当


的管理执行机构。 


因此，肯尼亚农村发展仍面临这样的挑战，即农村经济仍然限于农村家庭的


基本收入。更加具体地讲，肯尼亚还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和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力


度，以便与强大的城市经济和出口市场相协调，让农产品能够进入这些外部市场


以改进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准。目前，肯尼亚的城乡关系依然更多地是掠夺性的，


                                                        
[3]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机构所承担的区域角色应该是一个区域立法机关，根据 Edralin 的说法，应该


在以伙伴关系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参与者、设施提供者、管理者和协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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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互利的。因此，肯尼亚政府致力于建立新的城乡政策和战略，以解决那些


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性和功能性问题。 


从历史上看，城乡政策问题可以追踪到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初期。当时，肯


尼亚有了第一个综合发展规划并开始实施(Mwangi, 1993)，随后也产生了一系列


的政府委员会的报告，以制定应对日益显现的城乡差距的政策。以TROUP报告


为例，它集中考察了肯尼亚高地的农业问题，提出了增加往欧洲移民的设想。1954


年的CARPENTER报告则提出，创造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以打破那种男性从农村


到城市里打短工的传统模式。根据这个报告，政府立法通过了城市工作最低工资


法。这意味着城市劳动力赢得了更多的收入，可以为他们在农村的家庭输送一些


节余资金。而第三个报告Swynnerton[4]计划集中实施土地保护以增加农业产出，


引进了个人/私有土地租赁制度，促进以出口为主的商业化农产品种植，主要是


发展咖啡种植业。由于土地资源集中在多数高效率的生产商手里，这样大量的非


洲籍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在城市就业。这个政策的相关作用是刺激了商业化农产


品生产，同时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分化。土地私有制和劳工法使更多的劳动力与生


产资料（土地）分离。新的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当时的乡村阶级结构，富裕的非洲


人支配着乡村地区。1954 年的东非委员会报告不仅为肯尼亚也为坦桑尼亚和乌


干达制定了一套国家城市政策。报告提出了城市人口过分集中的原因、条件和趋


势，确定了东非经济发展的措施(肯尼亚的经济发展, 1955)。该委员会提出了政


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措施：一是消除现有的不利因素，二是提供特别优惠的条


件以吸引投资者。以上四个政策文件是肯尼亚区域发展规划和战略政策的起源。 


 


5 加强城乡联系的战略化措施 


5.1 实验性的城市化战略 


5.1.1 实验性的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 


 


在 1960 年代早期的农村发展方案中，没有提出乡村收入和失业问题。在整


个 1960 年代，肯尼亚经历了农民持续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肯尼亚政府缺乏在城


市创造必要的工作岗位的能力。于是，政府决定通过解决农村失业和收入问题来


从源头上遏制住人口迁移。(克拉克, 1965)。 


1966 年，在肯尼亚的Kericho，肯尼亚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组


织了一个关于就业的全国会议。在会议结束后的 1967 年，肯尼亚政府制定了一


个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并开始实施。开始，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


的实施仅仅是实验性的，它选择了 8 个地区[5]，覆盖了全国人口的 8%人口。它


                                                        
[4] Swynnerton是负责此计划的农业官员。 
[5] 农村特别发展方案从省开始，然后是区、分区和地方。除了少数例外，议会界限和分区是一致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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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是： 


（1）增加农村收入和就业机会； 


（2）创造一套引导农村自我发展的方法和模式，以指导国家的其它地区； 


（3）提高政府官员管理和执行农村发展项目的能力，通过这个实验获取处


理农村发展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4）在适当的地区对官员进行训练，以帮助他们获得适合肯尼亚政策和组


织框架的发展规划技能。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根据实验结果打算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计划和发展


管理的机构。从长期考虑，政府希望把一些临时机构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机构框架，


以实现对地方的分散管理。 


财政部组建了一个全国农村发展委员会(NRDC),以协调执行农村特别发展


方案（SRDP）的工作。通过对应的区和省的发展委员会，推行政府的政策和决


定。区和省的发展委员会联合形成一个地方论坛，社区居民可以在那里表达他们


所关心的问题。 


有一个资助国家在实验性地区进行了自己的实验性项目，但是它与农村特别


发展方案（SRDP）的工作发生了矛盾： 


（1）缺少合适的训练有素的和有经验的地方官员； 


（2）缺乏跨部委的协调； 


（3）在研究中，公务员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意见不一； 


（4）政府的规划师没有能力制定综合的区域计划； 


（5）资助国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安排实施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


从而严重违背了肯尼亚政府的整体目标。 


尽管存在这些那样的问题，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在解决肯尼亚城乡


联系问题的最初尝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SRDP 实验为发展更好的农村管理


系统提供了机会。SRDP 模型是以区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战略(DFRD)的基础，以区


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战略本身是城乡平衡（RUB）的一个主要部分。我们将在后文


中讨论城乡平衡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战略。肯尼亚政府把增长中心和


服务中心战略作为加强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的更为广泛的城市化战略，


其最初是以农村发展计划方式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忽略了地方议会（县议


会）的作用，地方议会（县议会）没有被纳入到 SRDP 活动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去。在实验地区，SRDP 没有在经济发展方面产生所期望的结果。首先，这意味


                                                                                                                                                               
村特别发展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以农村社区发展原则为基础。刺激地方社区经济生产是项目和方案拟定、设


计和实施的目标。帮助那里的家庭运用自己的劳动和财产(家畜和农田)来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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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它没有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没有新产品被交付到城市或出口市场，所以收


入水平也没有提高。其次，该实验没有为肯尼亚创造出城乡相互促进的新模式。


因此，政府提出了解决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战略。 


 


5.1.2 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GCSC）战略 


 


1974 年，肯尼亚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战略，旨在解决当时在区域和经济发展


中产生的空间分布失衡的问题,这在内罗毕和蒙巴萨等首位城市表现得非常突


出。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GCSC)战略把关注点放在推动特殊城市和地方中心的


城市化上，来减少这两个首位城市（内罗毕和蒙巴萨）的增长影响。内罗毕和蒙


巴萨持续的城市增长导致了其周围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恶化(肯尼亚, 1978: 


67-76)。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了内罗毕和蒙巴萨。肯尼亚政府在它的新区域战略


中，把 Nakuru, Kisumu, Eldoret, Embu, Nyeri, Kitale, Kakamega 等城镇确定为新的


增长中心(GCs)，并且制定了政府在重要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行政功能上的投


资方案。与此不同，Thika 镇则被设计为新的工业中心。 


一些镇、城市和地方中心被确定为服务中心(SCs)，这是根据它们在人口、


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和行政功能方面的增长潜力决定的。服务中心考虑到了居民


和内地人口对服务和商品的多层次要求。服务中心的第二个主要角色是信息交


换，把革新推进到农村地区。土地和住房部的规划部门在选择增长中心和服务中


心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肯尼亚工业园区(KIE)和公众股份公司在这些中心开发了


新工业用地(UNDESA, 1965:7-10)。国家住宅建设公司(NHC)带头实施了工业化


发展，为这里的低收入住房建设进行了投资。有效地实施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


（GCSC）战略需要在政府部门、代理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之间进行协调。 


在农村地区，规划部和住房部为大农场和其他创造地方中心的开发计划准备


了详细规划。除内罗毕外，规划部已经提前准备了省土地使用规划。在 1983~1988


计划期间，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GCSC）战略始终是国家五年发展计划中的国


家发展规划框架的内容。 


1978 年，规划部出版了《肯尼亚的人居：城市和农村发展战略》(肯尼亚, 


1978)。人居政策的目标为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GCSC）战略的实施提供一个结


构性指南。同时，GCSC 战略的目标是帮助农村地区进行规划，包括家庭土地上


的宅基地规划，以改进农业生产，为新农产品开发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为乡村家


庭提供优质的社会和行政管理服务。该战略进一步证明了 GCSCs 的作用，明确


了在未来区域发展计划中政府的地位。但是，GCSC 战略的实施没有超出城镇和


农村地方购物中心的地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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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政府没有能够在地方层次上退出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GCSC）战略，


而该战略旨在加强农村的区域规划，在社区邻里层次上引导城市发展过程，为增


长中心、服务中心和购物中心创造新的场所规划。在增长中心城镇和地方服务中


心，政府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项目，如提供了卫生设施、行政和教育服务。实


施 GCSC 战略的机制框架过多地重视了中央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角色。这个机制


的弱点如下： 


 城市和地方政府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源有效地执行城市和区域发展计划； 


 城乡议会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去提高官僚机构的能力，进行必要的改


革； 


 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支持项目和工程建设，特别是道路建设； 


 在实验性的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中，拟定和设计增长中心和服


务中心（GCSC）战略时没有考虑城市地方政府机关可能扮演的角色。 


肯尼亚政府对它在执行 SRDP 和 GCSC 战略时没能有效地解决长期性地方


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非常失望。于是，在 1980 年代初期一个新动议出台了，又


一次开始探索制定全国性战略。 


 


6 城乡平衡战略 
 


1980 年代，肯尼亚制定了称之为城乡平衡战略(RUB)的工作框架，从此，肯


尼亚在解决城乡联系方面进入了更为大胆和注重实效的阶段。城乡平衡战略是由


许多部分组成的，它的实施也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部分是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


展战略(DFRD)。从根本上讲，DFRD 是政府部门的分权，把发展计划和管理功


能下放到区这一级。第二部分是有关农村贸易和生产中心的项目(RTPC)。RTPC


把促进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部分，即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作为项目的核心。 


与之前的农村特别发展方案（SRDP）实验性阶段相比，城乡平衡战略（RUB）


是在肯尼亚非洲国民联盟(KANU)政府领导下的城乡协调战略，其特点之一是在


拟定和实施时更规范和更注重实施的紧迫性。政府把重点放在解决城乡之间的经


济差距问题。而以往的经济增长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人口日益贫困化，因


此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和有能力的人移居到了城市。 


 


6.1 城乡平衡战略概念 


 


从根本上讲，城乡平衡战略旨在促进肯尼亚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人提出，政


府应该给农村开发预算分配更大的份额，以便提高农村收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把部门权力下放到区一级的层次是必要的(Alila 和 Kosura, 2000)。城乡平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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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不仅提高农村收入，而且还能改进教育和卫生服务标准，以达到城市水平。 


1982 年的城乡平衡战略标志了新区域发展规划实施的起点，它要求建立一


个有能力处理城乡关系的体制。肯尼亚政府建立了区级机构。在这以后的 19 年


里，从 1982 年到 2001 年，城乡平衡战略提供了一个区域发展规划政策的框架。


实施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DRFD）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对政府和全社会


的分散化发展思维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产生这个事实的原因是，政府注重并且


承诺把财政和人力资源投入到DRFD战略中。由于区一级的管理机关和部里的部


门都是政府的机构，后者将其员工分派到区里，因此在DFRD中的体制改革很容


易，并且不会产生政治冲突。值得注意是，为实施城乡平衡战略提供一个“场所”，


需要在地方政府机构内进行改革。过去，这类改革常常引发政治风险[6]。 


 


6.2 以区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战略(DFRD)[7]


 


1982 年，发表了关于政府多样性的劳动党委员会报告，即常说的 Ndgewa 委


员会报告。Ndgewa 委员会报告研究和推荐了分散化发展规划的新方法，以应对


农村和城市面临的挑战以及那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委员会强烈推荐，地区发展规


划和管理应该从省层次下放到区层次。作为关键地区发展管理部门的省的角色应


当转移到区级层次，区应当成为政府的主要管理层次(见表 1)。 


 


 


 


 


 


 


 


 


 


 


 


 


 


 


                                                        
[6] 因为地方政府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方面，而发展规划和管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分权至地方政府有明显


的政治风险。向地方政府分权可能会加强地方政府的政治地位，而中央政府却对此仍心存疑虑。 
[7] 见国家发展计划（1983/1988-199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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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政策管理部门的层次，政策形成与协调机构框架 
层次 政府的政策 


管理部门 发展规划的政策形成与协调 制度框架/机构 


层次 1 中央政府 


1.区域发展部 
（Minist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2.规划与国家发展部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3.土地与住房部 
（Ministry of Lands and Housing） 
4.地方政府部 
（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 


1. 发展协调办公室 
（Cabinet Office for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层次 2.1 次级中央机构 
1.省办公室（Provincial Offices） 
2.区域发展机构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ies）


1. PC 办公室 
2. RDA MDs 和指导委员会 


层次 2.2 次级区域机构 


1.地区（Districts） 
2.乡村议会（Country Councils） 
3.城市议会 
（City Councils，Nairobi and 
Mombasa City Councils） 


1. DC 办公室 
2. 乡村议会主席，议员，官员 
3. 城市议会和大都市委员会 


层次 2.3 地区发展机构 


1.分区（Divisions）/选民 
2.特定场所（Locations） 
3.次级特定场所（Sublocations） 
4.乡村（Villages） 
5.部落（Clan land or territories） 
6.选区（Wards，Mtaa) 
7.城市邻里/社区 
（Urban Neigbouhood/ Community）
8.城市住户/农村住户 
（Urban Residential Courts/ Rural 
Homesteads） 


1. DO 办公室/M.P. 
2. 主管 
3. 次级主管 
4. 村长 
5. 部落领袖 
6. 议员 
7. CBOs/Self-H-团体/邻里组织等 
8. 多户或独户家庭 
 


 


Ndgewa报告提出，把一些在内罗毕的部里的官员调到一些区的一级的机构，


即那些成为分散化发展规划和实施的重点区域内。原先不承担主要管理工作的区


委员们承担了一些政府的安全和司法功能，并在新成立的区发展委员会(DDC)


和区发展咨询与协调委员会（DDAC）内担当了领导任务。随着Ndegwa报告的


公布，总统指示从 1983 年 7 月 1 日起，区级政府机构是新的分散化发展规划、


管理和执行中心[8]。新的政策没有经公众讨论或进行议会辩论和立法。当然，地


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扮演十分不同的角色。地方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行政管理和部分


立法工作，而中央政府纯粹是政治性的。 


Wallis（1990）指出，在区域发展计划和实施方面，区级机构的关键弱点是


缺乏法律条款来构造它的组织和区分它相对于其它机构的法律地位，缺乏相应的


机构来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DFRD）的另一个弱点（同


样也困扰着区委员会和区发展委员会）是缺少资金。从 1987 年 6 月以来，以区


发展资金名义拨发给DFRD项目的财政拨款只有 50 000Ksh。而且情况还在变得


                                                        
[8] 当时的总统是D. T. Arap Moi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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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严重，因为有更多的新区正在建立起来，现在共有 71 个区（见附录 1）[9]。 


区发展委员会（DDCs）负责认证区里的发展需要，在向中央政府报告和申


请资助前，讨论和批准地方发展方案和项目，认证这些项目能否对以下方面起促


进作用，包括农业生产、村庄和小规模的产业和企业，合作协会，支持社区发展


方案的推广服务，社会事业项目，住房和城市发展，建立技术培训和农民培训中


心，投资较小规模的道路建设和支持地方自治活动。方案和项目由预算部资助，


财政部和计划部给予财务补助。 


 


6.2.1 农村发展战略在实践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肯尼亚的 1984~1988 年发展计划第一次把以区为基本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


(DFRD)包含在其中，第一次把权力下放到区一级单位。当时，人们以为 DFRD


会完善地方政府机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DFRD 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地方主


动性、改进问题的确认过程、在地方层面的资源调动和项目实施来扩展农村发展


的基础。但是，DFRD 没有给城市和农村的县级地方政府留下发挥的余地(见表


2)。 


 


表 2：肯尼亚地方政府机构层次 
地方政府分类 自治层次 在一个地区（District）中的覆盖面积 
1.购物中心/农村中心 ·由县议会管理和规划 1.少数地区(道路沿线极少数地区) 


2.可能没有进行过布局规划 
2.地方市场中心 ·由县议会管理和规划 1.在城市地区是小型的 


2.覆盖面积相当大 
3.可能或没有进行过规划 
4.通常不具备基础设施 


3.城市中心 ·由县议会管理和规划 
·县议会驻此中心选区的官员 


1.在县议会直接管理和控制下的最大的城市地区 
2.有城市增长和发展的迹象 
3.有高度地方自治的可能 
4.具有明显的城市特征 


4. 县议会  ·农村自治地方政府 1.地区 
2.具有若干经过规划和管理的农村中心，地方市场


中心和城市中心 
5.城镇议会 ·第一层次的城市自治地方政府 1.覆盖相当大的城市地区 


2.介于大型城市中心/城镇 
6.城市议会 ·城市自治地方政府 1.大范围的城市地区并拥有广阔的腹地 
7.城市议会 ·最高层次的城市自治地方政府 2.大范围的城市地区并具有大都市区域特征 


 


事实上，县级地方政府受到了排斥并被剥夺了它们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传统角


色[10]。尽管农村发展战略将基层组织作为重点，但在早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


                                                        
[9] 新区需要另设投资管理办公室、部门办公室和增加职员。同时，省级机构负责监理发展方案和项目的


执行。1992 年宪法规定，要赢得总统候选人资格，必须在 8 个省中的 5 省中获取至少 25%的选票。 
[10] Ndgewa调查委员会在 1971 年进行了一项工作，以期弄清如何让地方居民参与到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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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并没有强化它们的力量，缺乏特定的目标。 


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DFRD）于 1983 年开始实施，当时，总统提


出把发展计划的权力下放到 41 个区（见附录 1）。每个区必须为 1984~1988 年的


规划期制定发展计划。在财政部的农村计划部门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HIID)


的协助下，截止到 1984 年 3 月各个区完成了计划草案[11]。财政部的项目规划和


评估单位（PPEU）负责将区计划中的工程项目进行分类[12]。 


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DFRD）是围绕区发展委员会系统(DDC)设计


的。当然，各个区的情况都不一样，取决于区负责人的个人工作方式，与部门的


关系，以及部门领导人和议员的关系。DDC 成员分为三类： 


(1) 由区委员会或区委负责人邀请在区发展委员会开会期间出席的部委各


主要机构的负责人或相关官员； 


(2) 区议会成员和两名地方政府官员； 


(3) 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如地方民意领袖、投资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区公共机构的负责人、教会领袖、自助组织的负责人、合作协会的负责人、地方


政府的负责人和主要官员。 


每个区都有几个分部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地方委员分会。在准备


1989~1993 计划时，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DFRD）被并入了发展规划系


统，但它也面对着新的问题。例如，以区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意图是好的，但这个


体制的本质却使它夭折，它建造在一个低效的官僚机构的基础上。在区层次之下，


次级区行政机关缺乏人力和财力，在政治上又十分脆弱。在区层次之上，是资源


和行政管理均很弱的省机关，但部委机构却非常强大，总统办公室和省级管理部


门在政治上也是强有力的。因此，政治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给分权发展投上阴影，


人为干预很明显。地方民众的发展利益不能充分和有效地加以表达，他们在选举


DDC 代表上无能为力，代表们将原先应该是自由、平等的地方经济发展变成了


获得政治利益的舞台。 


 


6.3 乡村贸易与生产中心（RTPC）项目 


 


1983 年启动了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三年之后，政府又发布了关于


以恢复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管理 1986 年第一号文件，推出了农村贸易和生产


中心(RTPC)项目，这也是该项目第一次出现在第六个（EMRP）国家发展计划


                                                        
[11] 1967~1974 年期间，在 6 个实验区中早先准备的农村发展方案(SRDP)并没有得以实施。而在 1974~1978
和 1978~1983 计划期间，则缺乏具体的分权议程或项目。在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日益走着下坡路。 
[12] 但是，由于 PPEU 项目登记系统不能运行，在 1984~1985 财政年度，财政部无法把提出的项目并入到


预算系统中，因此，DFRD 战略中的监理部门和机关、地方经济规划的主角的作用都被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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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3 年）中。这个计划将重点放在实施大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立地


方生产和加工企业，以及发展地方销售市场，其目标在于用农村贸易和生产中心


（RTPC）项目的方式来的加强DFRD战略。不同于DFRD，RTPC是经认真考虑


和架构而推行的政策，其中包括了针对解决城乡平衡战略的内容[13]。 


农村贸易和生产中心（RTPC）项目在选择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投资方


面，通过刺激扩大农产品产出和加工业来促进经济发展（见附录 2）。新建设的


城镇也被作为新产品的市场所在地，以及为没开展 RTPC 项目的城镇及其腹地提


供市场。RTPC 的区域原则和思维方式为中小城镇的建设提供了具体标准。开展


RTPC 项目的城镇需要做到： 


(1) 刺激其腹地的农业生产； 


(2) 为支持生产建设必要的经济基地； 


(3) 在城镇和整个地区创建生产和市场体系，成为周边地区农业生产与销售


系统的节点，以及为整个区域提供服务的市场。 


在 1987~1989 和 1989~1990 预算年度中，肯尼亚政府为农村贸易和生产中心


（RTPC）项目分配了 600 万 Ksh（肯尼亚先令）财政拨款；1987~1988 年，美国


国际开发署（USAID）为肯尼亚提供了 217Ksh 的资金支持（见附录 3）。 


乡村贸易与生产中心项目所设置的机构安排如下： 


1997 年大选以后，MPND 改名为财政和计划部（MFP），负责监督农村贸易


和生产中心（RTPC）项目的实施。在地方政府中新设置了一个城市发展部门


（UDD），负责监督 RTPC 项目所选城镇地方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多数项目为


停车场和市场建设。RTPC 项目面临许多问题，在城镇的选择上就充满了政治和


行政干涉，以致忽略了技术标准、生产能力、已有的服务水平和基础指标。 


 


7 改善肯尼亚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与城镇相比较，农村仍是肯尼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主体。但是从城乡关系上


讲，农村还是相当贫困和落后的。从经济、政治和资源拥有，以及在国际市场体


系和贸易区中占有的地位来说，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占有巨大的优势，城乡发展


战略的制定设计和实施仍然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没有落到实处。长期以来，中央


政府下派的行政机构使地方政府机构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地方政府在政治上是弱


小的，缺乏必需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推进地方经济。在农村发展中，农村特别发


展方案（SRDP）实验项目，增长中心和服务中心（GCSC）战略，城乡平衡战


略（RUB），及其组成部分如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战略（DFRD）和农村贸易


                                                        
[13] EMRG的文件规定给予了RTPC项目更多的合法性，提供了政府的支持来更好地促进RUB和DFRD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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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中心（RTPC），在实际操作中，都被排除在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和实施的具


体目标、任务和操作之外，包括以下方面： 


(1) 政策、战略制定及其重点； 


(2) 必需的人力资源； 


(3) 资金来源； 


(4) 机构设置。 


上述问题对于地方经济长期发展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农业和农产品消费占据


主导地位，偶尔剩余的产品在地方城市市场销售，以及有限的产品出口，这些都


是当地一直以来存在的经济状况。同时，不发达的农村因贫穷、文盲和恶劣的卫


生环境而变得更加落后，城镇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员。 


同样，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为城市发展做出规划和进行投资。现在，从城市


寄给农村家庭和亲属的钱也越来越少了。实际上，大多数城市居民挣不到足够的


钱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状况无助于肯尼亚地方政府来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关注农村和区域发展是肯尼亚发展战略的紧迫任务。但是，这个战略现在


还没有论及农村和城市规划和发展管理的实质问题，如果能够这样做，必然会提


高地方政府驾驭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的能力。然而，地方政府在政治和财政


上都很虚弱，因而无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一些原先的战略对肯尼亚农村城市化发


展的影响： 


（1）就业[14]


肯尼亚现有的城乡差距导致了大量的失业者（Alila, 2000)[15]。同时，那些在


农村小规模农业生产部门找到工作的，以及在城市非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人就业


也不是很充分（肯尼亚, 1994；肯尼亚, 1999)。1996 年创造的大部分城市工作岗


位是在非正规部门，1993~1996 年之间，非正规部门就业人数上升了 18%，而现


代就业部门仅扩展了 3.2%，1996 年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


61%。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非正规部门的活动发生在城市地区，1997 年，城


市地区非正规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占 64.9%。这进一步反映了就业大量集中在城


区产业，如批发与零售贸易、旅馆和餐馆产业。 


（2）服务设施 


城乡差距特别表现在供水和卫生方面。安全用水包括处理过的地表水和未经


处理但未被污染的水源，譬如管道供水，经过保护的地下水和水井都很缺乏。与


内罗毕相比，在肯尼亚东北部、尼亚萨湖地区（Nyanza），以及东部和裂谷（Rift 


Valley）等省分，使用不安全饮用水的家庭比例要高得多。在贫困乡村饮用不安


                                                        
[14] 创造就业是 2002 年 12 月新肯尼亚政府推出的一个关键战略。 
[15] 肯尼亚政府组成了委员会专门调查和建议政府如何解决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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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的人口大约占 68%，而在城市饮用不安全水的只有大约占 9%的城市贫困人


口。关于卫生，从广义上来说其关键是卫生服务的发展速度未能赶上人口增长速


度，从而保证充分的人口覆盖率、可达性和服务质量。主要问题是在大多数农村，


特别是贫困的农村人口难于接近医疗卫生设施。近 80%的医生集中在城市，而那


里的人口还不到肯尼亚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3）食品和其他农产品 


农村地区依然承担着为城市地区提供食品资源的传统角色，但城市消费者为


农产品所支付的价格却非常低。总之，城乡之间的商品贸易差距在继续扩大，越


来越不利于农村生产者。 


（4）从城市向农村的汇款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人口间的社会和文化的纽带日渐松弛（包括亲戚、直


系亲属和家庭关系）。同时，由于上升的城市失业率和低迷的经济，城市向农村


的汇款也减少了，这类汇款本来用于支付农村家庭的雇佣劳动力，比如耕种、养


殖和农村小企业的雇佣劳动力。。 


（5）信息和通讯技术(ICT) 


最近，信息和通讯技术已经进入了农村，改善了肯尼亚城乡间的信息网络，


从而增强了城乡间的信息流和通信联系。 


• 电话 


政府放开了对移动电话分支部门的管理，使许多农村家庭可以买得起电话，


使用移动电话比以前架设电话线更便宜、快捷和易于得到服务。这样，农村家庭


和企业就能更好地和廉价地与国家和世界其它部分进行沟通。 


• 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服务 


几乎所有自治市和小镇都有了廉价的互联网服务，有了网吧。但是，农村大


部分人口仍然得不到这项服务。 


• 公共电台和电视 


最近，几个社区调频电台把播音重点都放到了社区中。广播是普遍和有效的


城乡通信和传播信息的手段，因为它可以使用地方语言，用当地人熟悉的方式传


播新闻，讨论和评论时事和问题，播出地方音乐。电视的覆盖率已经相当大了，


而且正在教育和娱乐方面拓展业务。 


（6）运输 


近年来就客运量和货运量来讲，肯尼亚的城乡间运输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意


味着城乡之间的交流在增长。但是，运输基础设施(道路和辅助设施)的低投入导


致了运输成本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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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解决肯尼亚城乡差距的焦点集中在分散化发展战略及其项目上。分散化发展


战略和项目旨在缩小城乡差距以扩大就业机会。首先是在实施地方和区域战略和


项目时，将区域和地方政府代理机构作为主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在以区为基础


的农村发展（DFRD）战略中，地方政府代理机构已经发挥了深远的作用。就其


影响和结果来讲，DFRD 完全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和执行的，这种方式无法促进各


方利益相关人的参与，无法发挥地方政府的力量，无法提高地方政府和基层社区


的能力。其次，完全依靠行政机关和部门来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方式，不利于


建设和加强地方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


原则应该是在地方政府体系中制定的，并以地方政府为基础的。最后，因为没有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拥有必要的人力资源和城市经济基础的城乡地方政府机构，


肯尼亚的城乡联系还是脆弱的。地方政府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来拟定政策，制定


和实施地方经济规划，与投资者和地方社区形成可持续的伙伴关系。 


在肯尼亚，建立能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的未来城乡关系，依赖于地方政府机构


的改革。提高他们制定和管理社会和经济的能力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其次，是地


方政府的管理责任问题。地方政府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树立值得信任的和负


责的领导风格和价值观。现在，肯尼亚的宪法改革为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机


会，但是目前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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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980 年以前的区与 1980~1998 年之间建立的区 
省份 老区 


(1978 年以前设区) 新区名称 新区


数量


总


数


人口 
(1989 普查) 


人口 
(1999 普查）


中央
(Central) 
 


1.Muranga 
2.Kiambu 
3.Nyandarua 
4.Nyeri 
5.Kirinyaga 


1.Maragua 
2.Thika 


2 7 3,116,000 
(312 万) 


3,705,000 
(371 万) 


滨海 
(Coast) 


6.Kilifi 
7.Kwale 
8.Tana River 
9.Taita 
10.Lamu 
11.Mombasa 


1.Malindi 


1 7 1,829,000 
(183 万) 


2,491,000 
(249 万) 


内罗毕
(Nairobi) 


12.Nairobi  
无 1 1,325,000 


(133 万) 
2,137,000 
(214 万) 


东北
(North 
Eastern) 


13.Garissa 
14.Wajir 
15.Mandera 


无 
无 3 372,000 


(37 万) 
961,000 
(96 万) 


裂谷 
(Rift 
Valley) 
 


16.Kajiado 
17.Laikipia 
18.Narok 
19.Nakuru 
20.Kericho 
21.Baringo 
22.Samburu 
23.Keiyo-Marakwet 
24.Turkana 
25.Nandi 
26.Trans Nzoia 
27.Uasin Gishu 
28.West Pokot 


1.Bomet 
2.Koibatek 
3.Marakwet 
4.Buret 
5.Keiyo 
6.Trans Mara 


6 18 4,982,000 
(498 万) 


6,991,000 
(699 万) 


西部
(Western) 
 


29.Bungoma 
30.Busia 
31.Kakamega 


1.Vihiga 
2.Butere-Mumias 
3.Mt.Elgon 
4.Teso 
5.Lugari 


5 8 2,545,000 
(255 万) 


3,354,000 
(335 万) 


尼安萨
(Nyanza) 
 


32.Siaya 
33.South Nyanza* 
34.Kisumu 
35.Kisii 


1.Bondo 
2.Rachuonyo 
3.Migori 
4.Suba 
5.Kisii Central 
6.Nyamira(K/North) 
7.Nyando 
8.Gucha(K/South) 
9.Kuria 
10.Homa Bay 


10 12 3,5078,00 
(351 万) 


4,391,000 
(439 万) 


东部
(Eastern) 
 


36.Embu 
37.Kitui 
38.Meru* 
39.Marsabit 
40.Lsolo 
41.Machakos 


1.Mbeere 
2.Makueni 
3.Moyale 
4.Mwingi 
5.Meru North 
6.Meru Central 
7.Meru South 
8.Nyambene 
9.Tharaka 
10.Nithi 


10 15 3,769,000 
(377 万)  


合计 41 34 (34*)
=30 71 21,445,000 28,673,000 


资料来源: Kenya, Republic of 2001 Statistical Abstract. Nairobi, Government Printer, pp19~24. 


* 不包括 4 个没有列入老区名单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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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987/1988 年度首次区域（地区）发展资助资金 
年份 预算排列 来源 目的 数量 


(肯尼亚先令 Kshs) 
1987/ 1988 MPND: 


D06/061/207/020/316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RTPC 项目的确定和制定计划 50m 


1987/ 1988 D06/06/207/020/317 美国国际开发署 RTPC 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117m 
1987/ 1988 MWHPP: 


D13/132/400/406 
美国国际开发署 Nyayo Sheds 建设(小型企业) 50m 


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 217m 
GOK 基金(1988/1989) 2m 
GOK 基金 (1989/1990) 4m 
总计(USAID/GOK) 223m 


 
附件 3：区域（地区）发展中的 DDF-RTPC 项目融资 


第 1 轮 城镇 


省/地区 开展 RTPC 
项目的城镇 人口* 项目类型 DDF 融资 


(肯尼亚先令 Kshs) 
Central/Kirinyaga Kutus 3600 市场建设 


公路改善/桥梁建设 
电网建设 


18.4m 


Coast/Kwale Kinango 3858 供水 
城镇道路/公汽停车 
清理街区 


18.7m 


Eastern/Kitui Mwingi 6600 城镇道路 
公汽停车/露天市场 
市场/屠宰场 


19.7m 


North-eastern/Mandera Rhamu 6584 供水 
室内市场/屠宰场 
道路联系 


16.9m 


Nyanza/Kisii Suneka —— 城镇道路 
室内市场/公汽停车 


18.2m 


R/Valley/Elgeyo/Marakwet Kapsowar 7786 城镇道路及道路联系 
公汽停车/室内市场 
粮店 
屠宰场 


18.4m 


Rift Valley/Kericho Kipkelion 2300 供水 
公汽停车/露天市场 
屠宰场 


19.3m 


Western/Bungoma Kimilili 5900 供水给补充 
道路与桥梁联系 
公汽停车/室内市场 
屠宰场 


18.4m 


第 2 轮  城镇 
Central/ Nyandarua Engineer —— —— —— 
Coast/Taita-Taivata Taveta 10200  —— —— 
Eastern/Embu Runyenjes 2000  —— —— 
North-eastern/Wajir Habeswein —— —— —— 
Nyanza/Siaya Bondo 3100  —— —— 
Rift Valley/Baringo Marigat 2700  —— —— 
Rift Valley/Nandi Kaptumo —— —— —— 
Rift Valley/Trans Nzoia Saboti —— —— —— 
Western/Kakamega Butere 300  —— —— 


资料来源：Smoke, P. and Evans, E. H.(1993:223&227) 


* 此处人口不包括农村腹地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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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注城乡联系——对达累斯萨拉姆 Mlandizi 地区 
城乡联系和生存状况的分析 
Why Care about Rural-urban Linekages? Analysis of Rural-urban Linkages and 
Livelihoods, Mlandizi, Dar es Salaam 
 


 


Nimrod S. Mushi 著 


秦凤霞 译 


 


 


摘要：本文是一篇考察报告，主要考察了在达累斯萨拉姆地区（Dar es Salaam，坦


桑尼亚首都）城乡联系中，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对当地人民生活状况所产生的影响；


探讨了地方官员、地方政府及决策者应如何为推进城乡联系去开发孕育在城乡人民


中间的那些能量。本文从分析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入手，对达累斯萨拉姆开发影响区


的一个居民点进行了跟踪调研。本文强调指出影响城乡联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


括社会的、经济的、物质的及机制建设的。本文认为，人员流动的取向，地方经济


的多元化，机制建设的个性化是促进城乡联系的关键。因此，在设计项目及制订发


展目标时要全面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机制形成离不开历史渊源、生活方式及政治


背景，这些也是组成社会、社区及村落不可缺少的成分。所有这些因素在推进城乡


联系及改变当地人民生活状况时都要予以考虑。总之，不了解这些因素，也就等于


不了解自然发展规律，不了解城乡联系的发展阶段；缺少这些知识而编制的规划肯


定不会成功，也难以发挥改变当地人民生活状况的作用。 


 


引言 


 


城乡联系可以分为两个主要范畴：空间联系和行业联系。空间联系指的是农产


品从乡村市场向城市市场的流动；行业联系指的是制造产品和进口产品从城市向乡


村的流动。这两个联系也包括人员在城乡间的日常通勤和季节性往返于城市与行政


中心区的通勤。城乡间市场信息的流通和商品价位的浮动也是另一种城乡联系的模


式。还有一种是资金联系：如外出打工人员给亲属及社区的汇款；货物及服务的流


通包括收入的转移，居民点住户的搬迁及资金的流动（Satterthwaite，Tacoli 2002）。


城乡联系能反映出农民与商人，农产品生产者和城市服务设施及城市消费者之间的


日交易状况。因此，从长远看，这种日交易额的不断累积对城乡联系及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是一种贡献（HABTAT/UNHCS，1995）。 


行业联系包括农业和制造业之间先进与落后的联系。比如城市为农村生产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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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等农用品，农村中建有为城市服务的加工厂。这两种联系模式相互影响，而且


经常通过宏观层面的改变而加剧，如行业的调整或经济改革。这些改变无不影响城


乡人口的迁移。除此，城乡联系的性质及规模也无不受到当地种种因素的制约，如


财产的拥有水平，以及自然的、物质的，社会的和人为的因素（Tacoli 1998; 


Satterthwaite，Tacoli 2002）。 


就生活水平而言，我们可以拜读一下 Robert Chambers 在 1980 年代中期的著作，


他提出的观点在 1990年代初又得到了Chambers和Conway进一步的阐释。Chambers


指出，生活是由下列要素组成的：自身的各种能力，生存所需要的必要资产及行为


空间（Chambers 1988，1997；DFID 1999）。就资产的范畴而言，它也不仅仅是指自


然生成的（如土地、水源、资源、植物和动物），也涵盖社会的因素（如社区、家庭、


社会网络），还有物质的方面（如道路、卫生设施、学校）。另外就是人为的条件（如


接受的教育、工作及健康等），经济状况（如收入、职业及市场等），政治因素（如


参与意识、社会影响等）。总之，可持续的生活水平指的是人们谋生和提高生活质量


的能力。当然，前提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要危及他人的空间。因此，生活水


平的可持续性是人们的一种功能，既利用好上述资源为自己服务，也要不损害子孙


后代的利益。这是我们谋生应该遵循的底线，也是一种必须接受的战略考虑


（Houghton，Hunter 1996;Tacoli 1998: DFID 1999）。 


 


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城乡地域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制定规划必须考虑这种关系（Holms 1992;1995; 


Baker and Pedersen 1992: Brigs and Mwamfupe 2000）。南半球许多大都市开发影响地


区在制定乡村发展政策时，缺少对充分利用城乡联系的考虑，这难免会制约地区的


协调发展。人们要认真研究这一政策的缺陷，找出问题所在及那里生活水平不高的


症结（Rabinovitch 1999; Douglas 1998; Karunanyake 1990）。 


众多现代城市开发影响区[ ]1 均与各种交叉地带及城乡联系在一起。由于社会经


                                                        
[1] 开发影响区指的是城市周边的地区但比腹地的范围要小，那里被划分为一个个小地块。在这种地区可以做


到当日往返于市中心购物或上班。界定开发影响区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在不同经济、社会、物质及制度条件下


受城市影响而形成的城市新区的特点是什么。开发影响区界定后，就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它的人口变化及住房条


件，识别它的空间模式，研究城乡生活水平，研究夹在开发影响区及市中心区之间的城乡联系以及那里人们的


生活状况。从而，我们就可以搞清沿着公路带状发展起来的城市形态，以及在楔形的农业地带所进行填充式的


建设。与过去那种同心圈层发展的模式相比，这似乎是界定达累斯萨拉姆开发影响区的一种更加实际的方法。


根据Islam等人的观点（1992），判断城市对周围开发影响区影响的标准的要素，要因地而异，因为在城市的不


同地域，其郊区也有着不同的变化。下面是划定达累斯萨拉姆开发影响区的几个基本标准： 
• 可以做到当日往返城乡之间； 
• 乡村土地划分成小地块可用于出售及租赁，尤其是沿公路两侧的土地； 
• 具有明显的城乡混合功能； 
• 有新型的高产农作物，而且路边有销售网点； 
• 主要道路两侧地区发展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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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及基础设施水平不一，这种联系的构成及空间组合各异。在欧洲及美洲，许多城


市及其开发影响区在地理位置上几乎连成一片，其连接的程度决定着其经济发展水


平（Kreibich and Tamakloe 1996; Hirshmann 1991; Kunzmamm and Wegener 1998）。因


此，就提供服务及就业岗位而言，开发影响区已经成为了那里城市新区的一块亮点。


在发达国家，这种城乡共存的联系已经被证明是有利于区域发展的。 


在快速工业化的亚洲国家，虽然大城市周围地区农业人口众多，但现存的社会


经济基础条件（如良好的气候环境）使城乡联系发展强劲，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


随之大大提高（McGee 1987; 1990:115; Isarankura 1990; Karunanayake 1990:117; and 


Hwan Jin 1990:165）。在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受恶劣气候的影响，许多大城市受开发


影响的城乡结合地带根本无法进行开发建设（Mwamfupe 1994; Mabogunje 1968,1981: 


O’Connor 1983: Kamete 1998），达累斯萨拉姆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城市当前发展的


趋势及在现有条件下的发展预测都证明，它要发展起来任重道远。达累斯萨拉姆的


开发影响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极为落后。它的城市建设要跨入到城市开发影响区的水


平似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Mwamfupe 1994; CRSEP 1997; Mwapilinda 1998; Lugalla 


1995; Lupala 2002)。 


本文将重点探讨开发影响区的发展水平及城乡联系的建设质量。在道路两侧可


以见到的某些城乡联系地带，其优势和弱势取决于当地的运作机制，也取决于当地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开发影响区的区域规划机制。归结起来，本文提出了 4 种可


以为改变城乡联系落后地区做出贡献的观念，并从理论及实践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


讨。这 4 种观念涵盖的方面是：基础设施，人口统计，经济及机制等。这 4 种观念


将在本文选择的实例中被引用，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联。本文的用意是对城市与开


发影响区之间的城乡联系地带（功能及空间）进行调查研究，探究这一地区是如何


影响着城乡人民生活状况的：搞清这些地区在开发建设中尤其是在编制区域规划和


制定开发政策时给国家、区域及地方层面带来的种种挑战。本文将回答的问题是：


达累斯萨拉姆与开发影响区之间的城乡联系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发展得不好？城乡


联系能不能为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挥作用？本文研究的实例是一个个案例


（即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问题），也就是将商品作为分析单位。为回答这一问题，本


文选择达累斯萨拉姆的 Mlandizi 村作为例证。 


本文采用了机动性矩阵方法和韦恩图解模式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并现场走访


了部分家庭。调查中，尤其是在试点地区及主要的研究方面，也采用了分头采访模


式，这是由 Silverman 倡导的方法。1999 年 3 月至 2000 年 3 月之间，正值收获的季


节，我们采访过种植番茄的农民。采访中我们用上了上述所有的方法，贯穿于番茄


生产的全过程，从番茄在乡村的种植阶段到运送到城里的销售阶段，并对这一商品


的关系链进行了分析。这种方法勾划出了不同的城乡联系。同时，通过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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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弄清了这种不同的原因所在。通过对该村各类家庭的采访，更加摸清了城乡联系


的自然状况，也理解了这种自然状况对他们的生计带来的影响。被采访的其他利益


相关群体有：交通部门、代理机构及经销商。除此，一些被调查人员还针对政策及


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分组讨论中是难以获得的。这些都是


汇总信息的好方法。 


 


研究的依据 


 


在研究的案例中，Mlandizi 与达累斯萨拉姆之间的通道是达累斯萨拉姆城市外


围地区的主要走廊之一。Mlandizi 村坐落在 Morogoro 公路边上，位于距达累斯萨拉


姆西部 67 公里的 Kibaha 区（CRSEP1997：Mwamfupe1994）。该村庄在 1978~1988


年的 10 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是 2%；相比之下，Kibaha 区在同一时期的人口年增


长率是 2.1%。2000 年我们在该村庄调研时，它的人口总数是 13 424 人，进一步证


实了这个增长速度。 


 


人员流动及城乡联系 


 


Mlandizi 村庄的区位（枢纽地带）吸引了周边及很多外地人到这里来定居，是


国内人口流动的热点地区。通过采访种植番茄的农民，我们总结出了这里人口流动


的 4 个特点：乡村之间的流动；乡村向城区的流动；城区向乡村的流动及区域内的


流动。 


第一种是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在公路附近（方圆 5 公里处）拥有农场的当


地市民成为了第一批牺牲者，新来的移民将这些农场视为非常有价值的资产，农场


被卖给了新来的移民，而原来的主人要么搬到附近的其他农场，要么迁移到更远的


地方去了。下面是我们记录下来的与一位新移民的对话： 


“刚来时，我住在村中心，在哪儿租了一间房做买卖。同年，我用了 5 000TShs


（TShs，坦桑尼亚先令）在公路附近的Mzee Athmani Jongo买了一个 4 英亩大的农


场。1993 年，我又花了 102 000TShs从Zuberi Liseki (距公路 3 公里)买了另一个农场，


而原农场主迁往其他地方”[ ]2 。 


这个村庄经历的第二种人口流动形式是乡村向城市地区的流动。这种流动以年


轻人为主，他们在农村找不到事儿做，又没有资本干非农业的工作。另外的一种流


动是城市向乡村流动，其特点是城里人到乡村买土地做地主，但又不住在农村，这


种现象在 Mlandizi 尤为普遍。这一组群的人主要是城里退休的公务员、公司职员和


                                                        
[2] 2000 年 1 月与Ali Rashid 的谈话。Ali Rashid，35 岁，Morogoro的番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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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商人，他们都在那里占有土地。这一组群的人在达累斯萨拉姆退休后，到


Mlandizi 来经营土地。下面记录的是一位住在达累斯萨拉姆，但在 Mlandizi 经营土


地耕种的农场主的一段话： 


“因为这里土地便宜，1985 年我便在这里购置了一个农场，占地 150 英亩。但


现在驻军及Waswahili占领了此地。那时我所有的粮食都是这生产的。我用卡车将粮


食运送到Kariakoo市场或卖给Urafiki 和Sinza 的商贩”[ ]3 。 


“这个村庄收到了来自Kluvia，Kibamba和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区众多人申请土地


的要求。于是，我们将土地分成 2 735 块，平均每块为 2.5 英亩，申请者中有 2 100


人得到了自己的土地”[ ]4 。 


在乡村拥有农场但本人又住在城里的现象，在达累斯萨拉姆最为明显，这被视


为是最佳选择。这些人要么是退休的部长，要么是现职的部长，还有议会成员，他


们认为在乡村发展的潜力很大。然而，另一种人口流动是在区域间进行的。在被采


访的 24 人中，只有 4 个人是土生土长的 Mlandizi 人。下面是这个村的村长及几个


移民农场主的一段话语，证明了本文的调研论断： 


“今天我们村住着 20 多个部落的人，他们分别来自达累斯萨拉姆，Kibamba, 


Kiluvya, Kilimanjaro, Tanga, Lindi, Mbeya 和Bukoba等地”[ ]5 。 


调查认为，富人流向乡村是件好事。村民及村政府期待他们的到来，因为这些


新移民在经济及政治上所拥有的权势正是这里急切想要的东西。虽然这些地主不住


在村里，但有他们的名望就足以给这里带来发展的机遇，也足以增强这里的城乡联


系。同样，人口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也是城市居民的生存策略。通过农产品的销售，


当地人在经济上获得了很好的收益，有了钱，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那


些新移民（不经常住在这儿的地主们），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了这里的农场，又以便宜


的价格在这里购置了房产供他们退休后享用。他们用在这里经营农产品赚的钱补贴


在城里的消费。这种人口流动的过程带来了以下的一些变化，包括土地使用、土地


租赁、土地拥有，还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文化和金融方面的变化。最终，城乡人口


都参与了土地置换，参与了城乡联系。 


除此以外，这个结果表明这样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区域现象，因为人们是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流动，向着自己喜欢的地方流动。这个案例证明，人们愿意这样做，它


改变了空间结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好处，Mlandizi 村庄的外来人口就是如此。


他们在这里的沿河地带拥有一片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如番茄），提供城里常年需要


的食品，由此获得了财富。新移民参与了番茄种植，这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好处，也


                                                        
[3] 2000 年 1 月与Eberhad Saprapasen的谈话，他住在Shekilngo公路沿线的Sinza村。 
[4] 2000 年 3 月与Esther Nkwiley和Christina Kwayu的谈话，他们是Mlandizi行政区的农业发展部官员。 
[5] 2000 年 1 月与Salum Rajabu Litako的谈话，2000 年 1 月与Diwani Mhina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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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城乡联系做出了贡献，拥有资产和参与经济活动就是实证。 


不难看出，这种乡村至乡村、乡村至城市、城市至乡村及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的


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们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意愿。接受采访的人普遍认为，


由于他们所在地生活困难，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他们不得不选择流离他乡。结果是他


们走向了物质、社会经济及土地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从而参与到城乡联系当中来了。 


 


经济联系 


 


本文谈到的经济联系指的是家庭财产，如拥有的土地、房产等，以及他们使用


这些资产参与的各种经济活动，也包括他们通过各种技术及设备所参与的城乡联系。


因此，看看他们拥有的财产如土地、房屋及钱财，再看看这些财产在城乡联系中所


起的作用，就不难判断出这些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第二种重要的经济成分是这些


活动的数量和范围，这包括贫穷家庭是否有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劳动参与这些活动。


城乡居民都有同样的心理，他们希望摆脱贫困，节省开支，奠定经济基础（Bryceson 


1997）。因此，能否将这些资产（土地、劳动力、房屋）转换为食品和收入，是检验


这些居民有无战胜自身弱点的能力。 


 


拥有土地及其他资产 


 


在被采访的 24 个人中，有的种地，但多数还是从事其他工作。在Ruvu“小村”


（hamlet）[ ]6 ，平均每一个农场的面积为 2 至 12 英亩。在被采访的 24 人中，有 20


人（占 83%）不是当地人，他们来自国内各地，到这里来从事番茄生意。另外，从


农场规模及农作物品种可以断定该农场主是做生意的，还是到这里来谋生的。在被


采访的 24 人中，有 8 位农场主每人拥有土地 2 至 3 英亩；另外还有 14 名农场主（占


58%），每人拥有土地 5 英亩。 


这个结果表明，在 Mlandizi 地区，绝大多数农场主都是外来户，他们都生存得


很好。而当地的农民却把土地卖给了新移民，尤其是把村中心方圆 5 公里的土地卖


了出去。由此，当地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在慢慢地发生改变。移民妇女已经在给自己


买土地，买房屋，完全加入到了城乡联系当中。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现在村中的


妇女拥有土地不是靠丈夫，靠父母，而是靠自己，她们自己亲身参与买卖土地的活


动。虽然，对所有的人来讲拥有土地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权自由地买卖和


使用自己种植的农产品（Shivji 1998）。正因为这里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发生了积极的


                                                        
[6] 根据Kitongoji的说法，“小村”（hamlet）是指由村庄所划分的若干更小的行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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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这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从而给城乡联系也注入了活力。 


 


种植番茄的经济效益 


 


就经济效益而言，种植番茄所带来的收入远比种植如腰果或黄秋葵要大得多，


在 Ruvu 地区尤为如此。灌溉需要投入，购置农具及申请贷款也需要一些技术及掌


握一些技巧。通常，一些普通的农民是无法拥有这些资源的，所以他们用最简单的


方法做事，从种植一种经济作物开始。被采访的农民回答了他们为什么选择种植番


茄，并将此作为主要经济作物。他们説这样收益快，番茄市场是现成的，除此以外，


这里来往的旅行者也很多。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水源丰富。当然，他们也说了，他


们并不完全依赖番茄而生存。 


为了了解每公顷农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我们对腰果和番茄种植进行了


对比研究。Bryceson（2000）认为，农作物能体现经济价值，每公顷农作物的经济


价值越高，对提高生活水平贡献越大。然而，在 Mlandizi 村庄，日益增长的番茄种


植热对消耗当地资源带来的压力在上升。可是当地人是不会理会这桩事情的。 


本文中研究的土地租金是土地收益，土地租金是使用下列生产要素的回报：提


供土地、提供劳动力和提供资本。土地租金的收入不包含支付给其他生产要素的成


本如如劳动力、税务和利息（Payne 2002）。由于产值及劳动力费用的不同，质量好


的土地平均产值明显要高（单位公顷产量也高）。在研究中我们假设的前提是，番茄


和腰果只能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中心市场上进行买卖，而农民以不变的价钱购置他们


所需要的生产原料。表 1 提供了这两种产品在不同区位的土地租金。表 1 的计算依


据是：两种产品的报价分别是：番茄产量为 17.2 吨/公顷（CRSEP 1997），市场价是


3 788 900TShs，生产成本是 797 500TShs，市政税收是 550 000 TShs，中间商收费是


392 500 TShs；腰果产量为 0.45 吨/公顷，市场价是 161 500TShs，成本是 322 500TS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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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从市场距离看生产番茄与腰果的土地租金差别 
番茄生产 腰果生产 市场距离 


（公里） 产出(TShs） 运输(TShs） 租金(TShs） 产出(TShs） 运输(TShs） 租金(TShs）
0 3 788 900 0 3 788 900 161 500 0 161 500 


50  550 000 3 238 900  10 000 151 500 
100  1 100 000 2 688 900  20 000 141 500 
200  1 650 000 2 138 900  30 000 131 500 
250  2 200 000 1 588 900  40 000 121 500 
300  2 750 000 1 038 900  50 000 111 500 
350  3 300 000 488 900  60 000 101 500 
400  3 850 000 ——  70 000 91 500 
450  4 400 000 ——  80 000 81 500 
500    90 000 71 500 
550    100 000 61 500 
600    110 000 51 500 
650    120 000 41 500 
700    130 000 31 500 
750    140 000 21 500 
800    150 000 11 500 
850    160 000 1 500 


    170 000 —— 
 资料来源：现场调查，2000 年 3 月。 


 


从表 1 可得出以下结论： 


● 与种植腰果相比，靠近市场种植番茄的土地租金更高； 


● 与种植腰果相比，随着与市场距离的增加种植番茄的土地租金（R1）下降更


快（见图 1）。其原因是，番茄较之腰果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因此交通运输成本也大


量增加。 


● 距离市场 350 公里种植番茄的土地租金就与收入相抵为零，而种植腰果的土


地租金在距离市场 850 公里时与收入相抵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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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番茄） 


R2（腰果） 


租金 


K1 
距离：km 


K3


 
图 1 生产番茄与腰果的土地租金示意图 
资料来源：现场调查，2000 年 3 月 


 


从经济角度来看，在特定条件下应该从事取得更高租金的生产。比如，一直到


距离市场 380 公里以内的地区可以种植番茄，而在距市场 381~850 公里的范围内种


植腰果更为受益（K1-K3）。如果土地和交通运输费用没有变化，与市场之间的距离


所产生的效益取决于农场组织结构和产品的构成。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番茄种植


可以在距市场 350 公里以内的地区，但目前在达累斯萨拉姆及其影响区之间所发生


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番茄从相距 700 公里的 Mbeya，Tanga，Kilimanjaro，Arusha


和 Iringa 等产地运到市场。结果表明，在与市场的距离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决定作


物种植是否经济可行，其中包括农场与有铺面的道路的距离，道路状况以及是否便


于到达农场，地块的大小，季节性，农民和城市商人之间的民间运作机制等。 


通过上述的观察，在同样条件的地块上，农民更愿意种植番茄，因这比种植腰


果的经济效益要高得多。如果有人想以种腰果挣钱，就得多征地。也就是说要想种


植腰果赶上番茄的收入，番茄用 1 公顷的地，它得用 3 公顷。以此为例，我们可以


看出将大农场变为小农场，改变用地结构是一种促进城乡结合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理


想动力。这样可以引进高产农作物，可以提高村里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只有加强


城乡联系才能提高生活水平。 


 


番茄种植的风险和贸易成本 


 


在采访中我们要求被采访者提供他们最新的交易情况，包括成本开支、生产及


销售情况。他们提出了 13 种类型的开支，其中包括：生产成本（整理土地、耕种、


买种子、栽培、除草、杀虫、收割及运出），从路边向城里市场运送及相关开支，市


政及市场的税收，人员来往的开支（如贸易农/押货人员），委托及代理人员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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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付给市场的费用（执照），也就是他们支付的运营费。 
 
 
 


 


生产成本占 35% 
797 000TShs 


开发商占 15%  
 392 500TShs 
 
 
 
 
 税收占 25% 


550 000TShs  
运输费占 25% 


550 000TShs  
 
 
 
图 2 番茄生产及销售的各项开支 
资料来源：现场调查，2000 年 3 月 


 


在各种开支的费用中，生产开支是大头，占总开支的 35%，其次是交通运输和


市政税收占 25%，支付代理商的费用占 15%（见图 2）。总之，在 Mlandizi 村庄及


达累斯萨拉姆之间的农场，生产费用是最主要的。 


一旦番茄运送到 Kariakoo 市场，就转交给了代理商。货物被验收后，代理商向


市场交付费用和纳税。根据市场目前销售价农民和代理商谈好交易价后，就把货物


留在市场，一两天之后再回来取他们的货款。 


通常，农民将货物卖给代理商的价钱，要比代理商将货物卖给零售商、团体和


消费者的价格要低得多，这意味着代理商得到了双倍的收入，比如从一箱番茄中赚


得了 500TShs，收取了实际批发价与农民的协议价之间的差价。这 500TShs 直接从


代理商与农民的协议价中扣除。 


下面是一位税务员针对番茄贸易的利害相关人所说的一段话： 


在Mlandizi村庄和达累斯萨拉姆之间有 3 组商人在经营番茄运作：代理商，他


们为番茄生产注资；游商和农民商人，游商要设法不让农民与批发商接触，以确保


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7 。 


游商是最大的买主，他们从 Mlandizi 村庄的农民手中买走番茄，然后卖给达累


斯萨拉姆市场的代理商或集团采购部门。为了完成运送任务，他们负责租用卡车。


运送费用根据农场与公路之间的距离、道路条件，以及在农场、道路收费站和城里


市场等候的时间等因素而定。在运送路上有雇用的税收人员替政府收税。税款中有


一部分是地方税，有一部分可能返还给村庄。农业税中通常包括给道路收费站的费


用。当消费者从他们所居住的小区的市场进行日常采购时，这种番茄的经济链就达
                                                        
[7] 1999 年 12 月与来自Kibaha地区的税务员Fank Chonya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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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终点。Sinza 的一位零售商是这样说的： 


“我用 5 000~6 000TShs 在 Tandale 买了一箱番茄，用手推车运到 Sinza 花了 


1 000 TShs。每一箱番茄的重量不同，一般在 25~30 公斤左右。质量好的大个番茄


一般一公斤卖 400TShs，中等个头的一般一公斤卖 300TShs。平均下来，一箱番茄


我能赚 10 000~12 000TShs。这是我 3 天的工作量”[ ]8 。 


这里分析的主要是生产成本的情况，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他投入如劳动力的


投入，买杀虫药品的投入，买种子的投入等。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在非洲次撒哈拉地


区，高价值的农作物生产投入是很高的（世界银行 2000 年）。就生产成本而言，平


均每个家庭用在高价值的农作物上的地块很小，一般在 1/2~3 英亩上下。除此以外，


这一调查也表明，代理商比农民盈利的空间大得多。这一调研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代理商有能力操作盈利性质的运作，这里包括承担风险和资本投入，如建设


大型的产品仓储。如果这种解释说得通，平均算下来代理商肯定盈利，因为他们敢


于承担风险。第二，从事番茄零售赚钱不多，但进行贸易性经营盈利的空间很大，


所以许多买卖人在钻这个空子。 


调查结果也说明，以一公顷为单位面积，在特定的时间段里代理商比农民挣钱


多。比如在 3 个月的收成季节，代理商能挣 1 180 000TShs；但农民挣到 856 250TShs


要用 6 个多月的时间。即便这个数字不是那么精确，但事实证明两者之间的收入差


距也是很大的。再说，从花费的时间上看，农民也是处在劣势。要注意的一点是，


代理商不只是跟一个农民打交道。除此以外，代理商除了向市场支付年度注册费外，


是不纳税的。 
 
家庭收入多元化 
 


在 Mlandizi 村，家庭收入是不一样的。其收入来自这么几个方面：农产品收入，


打工，开饭馆或卖食品。典型的农耕季节开始于 1 月到 2 月，这期间主要是玉米、


黄秋葵和稻谷的种植期；2 月到 4 月是他们的收割期；5 月到 6 月是玉米和番茄的播


种期；6 月到 7 月是黄秋葵和稻谷的收割期；8 月到 9 月是黄秋葵（二季）和番茄的


收割期；10 月到 11 月是玉米和黄秋葵的又一次种植期；Ruvu 流域许多家庭的经济


来源就是种植番茄和黄秋葵。 


“1 月份我种稻谷，6~7 月份收稻谷。这期间也间种稻谷、玉米和黄秋葵。5~6


月份我种番茄，7~8 月份收番茄。10 月份趁着雨季又开始了第二茬的玉米种植”[ ]9 。 


在番茄种植交易中有两种类型的过程。第一种类型，是在番茄的交易链中产品


有多种用途；而第二种类型，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再分工。这说明了，全年农


                                                        
[8] 2000 年 3 月与来自Sinza的零售商Priscns Asenga先生的谈话。 
[9] 2000 年 1 月与Mlandizi种植番茄的农民Hadija Kisauti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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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间种是农民们的一种策略安排，以此确保他们淡季不淡。Mlandizi 村的农民利


用洪水冲积形成的肥沃平原、顺畅的交通和市场的便利条件，经营高产的农作物，


如黄秋葵、番茄和玉米。其结果是，与本地农民相比，那些拥有土地的新移入的农


民收入增加了，男人和妇女都在从事番茄种植。 


第二种类型出现在家庭中，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在番茄生产经营链中从事着不同


的工作。家庭成员分工是一种很好合作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会把赚到的钱


都汇集到一起。家庭成员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各有各的活动安排。但他们的收入不


可能因为是一家人就都得汇总在一起。当然，他们有时也会请全家人一块吃饭。 


调查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多方面的，渠道也有所不同。他们用不同的策略从


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如他们可以卖掉自己的农场去投资其他的项目；或用自产的番


茄在饭馆做成食品卖；或雇一位年轻人到市场上去卖，或到路边向行人兜售；其他


的还有一年四季间种庄稼。这些都是他们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谋略，也使他们在城


乡联系中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可以看出种植番茄所带来的 4 种活动：在路边卖


番茄，将番茄买给农场的收购商，在村中集市上卖番茄，将番茄做熟后在饭摊上卖。


每个家庭都可以同时做这 4 种事。我们采访的 24 户家庭中有 15 户是这么做的。他


们这样做是为了在经济上筑起一个旱涝保收的安全网。一年四季，新到来的从事农


业活动的移民络绎不绝。就个人而言，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很多。就家庭而言，妇女


在做教师方面成绩很出色，其他成员有做管理的，有作警察的，也有做买卖的。在


Mlandizi 村做买卖的人很多，这使效益大增，很多人家因此提高了生活水平。现在


年轻人做农活的越来越少，约 75%的年轻人在卖小吃、开饭馆、擦皮鞋或打工。 


这一结果引出的结论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受教育的


程度，做何种工作及是否有思路尤为重要。很明显，当其他经济活动成气候的时候，


农业收入就落到第二位了。然而，当其他经济活动不产生效益的时候，农业活动是


最靠得住的收入来源。这是一种规律，因非农经济活动会带来更好的效益。 


农民从事非农活动，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明显提高。Mlandizi 村城乡联系的


各种形式正在增强，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信息沟通，买卖兴旺，交通便利及收入


提高等。多种经营带来了活力，非农就业的提高使得这里的人们生活稳定，安居乐


业。 


从务农到经商，人们的收入大增，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因此，农业生产带动


的多种经营使人们增加了收入，也使先进与落后的城乡联系通过劳动力资源转化得


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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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与城乡联系 


 


基础设施条件对于居民点及其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不足绝对不利于人


们定居，基础设施好是吸引定居及经商的有利条件。基础设施好也就是物质环境好，


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与外界


联系方便，相对来讲也节省时间和能源。节省距离成本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要素。


另外，人类的沟通与联系指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群体与群体的联系，机构


与机构的联系，以及社团与社团的联系，这些联系为组织利害关系人创造好的经济


效益提供着信息服务（Reuben 1988）。比如道路基础设施好，城里及乡村的贫困人


群便可以利用这个条件跑点买卖，客观上节省了道路运输成本。 


 


村庄内外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城乡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村庄内外交通对


Mlandizi 村村民生活是有影响的，下面是这个村的一个官员所说的话： 


“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将我的农产品从Mongola村运输到只有 5 公里外的


Mlandiz村去。这段距离一麻袋腰果的运费是 800 到 1000TShs，而同样多的番茄从


Mlandizi村运送到 67 公里的外的Dares Salaam村运费才 300 到 500TShs”[ ]10 。 


Mlandizi 村内部的道路没有铺装。一下雨运输就成问题，运费马上提高，否则


损失更大。但是，这个村庄对外交通不错，是全天候的，运费适中。因此我们认为： 


首先，村内的交通与村外的交通是一样重要的。第二，从 Mlandizi 村到 Dares 


Salaam 的花销比乘小车从 Mlandizi 村中心到番茄地的费用便宜得多，而且还方便得


多。这是村里没有铺设通往至农田的道路造成的。第三，没有全天候的道路，对农


场来说，维持农产品的投入与供销，成本是十分昂贵的。用人力和手推车代替机动


化，这种办法既费钱又费时。第四，与乡村到城市以及城市到城市的运输相比，乡


村之间运输的费用要高很多。 


乡村之间运输的成本很高，很短的距离就花很多的钱。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


就受到了影响。由于受交通运输的影响，盼望从务农中得到的收入减少了，城乡联


系肯定也会受影响。这一事实表明，花钱修好村里内部的道路肯定会大大减少总成


本开支。现在不难看出，为什么很多农民和商人愿意在 Mlandizi 村经营耕种。另外，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村里年轻人在就业上有多种选择，这本身就促进了城乡联系，


减少了年轻人执意往城里跑。其结果是，被我们采访的家庭中，75%的年轻人在参


与城乡联系工作。我们的结论是，有好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地方如从达累斯萨拉姆到


                                                        
[10] 1999 年 12 月与Hohamed Ali Matola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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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ndizi 村，农民会选择农产品直销，这样他们赚的钱多，也能确保获得下一个季


节的贷款。除此，他们还可以跳过收购商，节省那一道的开支，因为他们可以亲自


将农产品运送到城里市场去。 


 


民间的运作机制与城乡联系 


 


从番茄生产链到城乡联系，我们可以看出主要参与人有：农民、打工者、采购


商、代理商、零售商和城市消费者。从耕种到收获，番茄的生产期大约 5~6 个月。


这意味着，3 个月中 1 英亩地每 4 天生产番茄 450 公斤。这也意味着，一英亩地在


一个季节可生产番茄 9 450 公斤。种 1 英亩番茄的成本大约是 319 000TShs[ ]11 ，这


里包含耕种、收割及把产品运送到路边的费用。番茄种植还需要更多的投入，如买


化肥和杀虫剂。为了说明这一情况，我们采访了Kisabi地区的几位农民，下面记录


了他们的说法： 


“为了多种植番茄，我与城里Kariakoo市场的代理商Kaunda先生签订了合同，


我把番茄卖给他。他给我提供足够 4 英亩地用的种子，批量的化肥。我支付农工的


工资是 100 000 TShs” [ ]12 。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农民通过代理商把产品销到城里市场有他的好处，代理


商可以从长考虑他们的利益。为了使农民获得贷款，代理商会经常派人来关注耕种


情况，并通过他们的邻舍了解其信誉情况，然后报告代理商确认对他们的回报。在


Kariakoo 市场有 5 位代理商。为了验证农民和被采访者的说法，我们又采访了这里


市场的统计员和经营经理。Kariakoo 市场的经销商是这样说的： 


“我 1975 年开始代理经营番茄买卖，共贷款 800 万 TShs，主要用于购买种子


和化肥。我为 117 家农户经销，其中 5 家在 Iringa，92 家在 Ruvu（Mlandizi），20


家在 Mbeya。 


当然，由于事故原因或腐烂，我有时卖的价钱会高出协议价”[ ]13 。 


“代理商是市场注册经营人，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的月收入从 1 500 到 


6 000TShs不等”[ ]14 。 


“产品定价的因素是：提供货物的连续性，供求比例，季节的时段，产品的质


量与数量，品种类型与口感等”[ ]15 。 


“有时为了得到贷款，番茄的市场价是农民和经纪人自定的”[ ]16 。 


                                                        
[11] 根据 1999 年的官方汇率，1 美元折合 800 TShs。 
[12] 1999 年 12 月与Hamisi Mgaya的谈话。 
[13] 1999 年 12 月，与一位从 1975 年开始就在Kariakoo市场集团做番茄代理商的Kaun da R.的谈话。 
[14] 2000 年 12 月与Kariakoo市场集团商贸副经理Mukori的谈话。 
[15] 2000 年 12 月与Kariakoo市场集团的商贸经理Mukori的谈话。 
[16] 1999 年 12 月与Kibaha区的税务员Frank Chonya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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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代理商不支付现金，以免流入其他经济活动。所有的商讨都是口头


协议。农民记录下来的只是钱数，得到的是化肥和种子。这种非正式的安全保障其


实是空的。下面才是获取贷款的几项安全措施：有提供农产品的记录，为了确保不


上当，代理商的助手能经常来农田看看。获取资金的途径是原料而不是现金，另外，


放贷方在番茄生产期经常下来走走看看，以提示农民他们还要还贷呢。代理商与农


民打交道可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如上所述，放贷方是需要信誉的，这种信誉是长时


间建立起来的，与社区的尊敬或不满是紧密相连的。社区接受某个农户的存在，这


个农户就是社会的实体。社区对其有说好说坏的权利。 


其次，多数农民都是有一定年龄的（30 岁左右），他们是受欢迎的。因此，贷


款的信誉实际上是来自社区。除此以外，就经济而言，农民的生存靠的就是番茄生


产，这也是家庭联系的纽带。因为种植番茄给他们带来了收入，他们不会撕毁合同，


丢掉信誉，离开当地。还有，就农业生产而言，种植番茄是很赚钱的，在这上下功


夫是很合算的。一般性的四季农作物是得不到贷款的，而种植番茄可以。代理商愿


意为番茄农争取贷款，因为他们的利益也在里面，这是一个连锁的关系，银行也从


中受益，只不过代理商在支配相关的经济活动，农民只是将番茄卖给他们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第一，从代理商那获得贷款是最为关键的，否则农民


无法完成一年四季的耕种任务。大约有 97%的农民从代理商那儿获取贷款，而且毫


无怨言，似乎也只能这么做。 


从代理商那儿获取贷款的附加条件是“收成后的农产品全部卖给代理商”。这一


条款对农民有些过分，剥夺了农民有机会卖好价钱的权利。代理商为农民贷款的条


件是为他们提供原料，这也是一种抵押。否则，农民可以随意出售他们的产品，用


所得收入做自己想干的事。因为，商人和农民没有文字协议，做事全凭相互“信任”。


如果代理商没有附加条件地为农民贷款，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会自行其是，代


理商就会受损失。因为他们与农民达成的都是口头协议。 


其实，农民们相当清楚代理商拿他们的产品到市场上去卖高价，但由于他们无


法搞到贷款，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附加条件。除此，作为个体，他们也无法打破这


种关系。如想打破这种关系，需要农民们联合起来。然而，城市市场管理系统以代


理商登记的形式在保护农民的利益。Karikoo 市场商贸经理说，至今，没有人抱怨


这种贷款关系，也没有代理商因延缓付酬而不守信誉。 


由此，代理商也努力为农民争取贷款以使自己获得更大利润。这是他们收入来


源的保障。多为一位农民做贷款，就多一份收入的保证，也能抵御突发的事件。总


之与多数农民打交道比与少数农民打交道好，可以减少风险。就此而言，城市市场


代理商通过番茄生产链，在推进城乡联系，为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大的


作用，这种民间非正规的贷款方式在发挥着作用。 


 249







官方与民间贷款方式的区别是：第一，官方的贷款来自官方，民间的贷款来自


民间。第二，来自官方的贷款缺少信誉：它们是官样条款，几乎没有信誉。而民间


的贷款，信誉力是驱动力，是获取贷款的安全阀。这种信誉是长期培育出来的，是


与个人在社区受欢迎的程度紧密相连的。邻居们对农场的认可也是社会的认可，是


衡量个体受不受欢迎的标尺。第三，官方贷款往往被超支，还贷期限拖而又拖。而


民间的贷款不是这样，除非特例，否则全是口头协议，而且非常牢靠。民间贷款能


促进友善，如农民因故这个季节没完成指标额度，下个季度可以补上。官方贷款，


只有在没履行合同时抵押的财产会被变卖。 


 


城乡联系的挑战性 


生产的力度 


 


（1）由于城里人及上游流域的人不断到这里来，使土地价位在不断上扬。新移


民将经济作物引进并且控制了城里的市场。 


（2）由于落户人口的增加，土地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改变似乎非常敏


感，特别在弱势群体中（如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通过买卖和开荒拥有土地。 


（3）由于就业机会增多，除了务农，2/3 的家庭在搞多种经营。因此对大多数


人来讲，务农已退居第二位。这表明非农经济活动更可信赖，收入也更加可观。 


（4）在加强城乡联系中，良好的公用设施建设是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道路好，


成本就低。除此，定居人口受教育的水平高，带来的收入也高。 


（5）从城里及其他地区来的移民就是这样，他们非常有志向。受斯瓦希里


（Swahili）文化的影响，妇女可以拥有土地。从经济角度讲，他们可以引进高产农


作物代替传统作物。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妇女还享有参加村里


决策的权力。 


（6）民间的贷款促进了农产品商业化，加强了城乡联系。 


 


缺陷和不足 


 


（1）涌入到这一地带的移民（区域交界地带）在这里定居，居住呈现无序状态，


而且这种状况有增无减。 


（2）区域发展规划机制在城市层面或区域层面非常弱化，或者是根本没有。比


如，在我们搞调研阶段，发现无论是国家土地部，人居组织还是市政府都没有意识


到，这一地段公路两旁正在发生着土地使用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


理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恰恰忽略了城市以外及城镇周边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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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 


 


未来城市发展的空间很大，活动范围很广。本文的案例证明，在加强城乡联系


的过程中要做的事情很多，现在只是一个开头。为了实现城乡联系的目标，根据本


文所引的案例，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 为了说明在跨地区、跨边界地段发展所受到的影响，我们建议为城市影响区


做联合规划。比如，在达累斯萨拉姆—Mlandizi—Chalinze 地带就要做一个整体规划。


在规划中要吸纳来自 Kinondoni 和 Kibaba 地区的地方规划师参加，他们能提出影响


这一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并通过规划加以解决，以实现统筹考虑这两个地区的资


源整合，也有利于解决各自的问题。从部门角度看，由于上下意见不一致，上述两


个地区的 N.B 方案不起作用， Kagera 盆地开发当局及 Uhuru 走廊开发计划对需要


解决的问题没能达成共识，东道主地区不得不优先考虑自身经济活动的安排。 


• 要提升地方资源保护，区域环境要协调发展。这一地区的可持续性只能靠长


期的研究和协调来实现。社会对土地使用的需求要靠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来理顺。


这就提出了空间规划的重要性，因为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协调土地使用的计划。这样


做，我们可以很好地考虑自然资源的使用，鼓励资源再利用。因此，区域规划要以


对人类负责的精神，多考虑方方面面因素和可能性。如果不以人为本，开发活动是


毫无意义的，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同时，在开发活动中要考虑本地区人民的需要，


要符合生态和经济规律，但切记不要牺牲周围人民的利益。 


• 由于公路两侧不断出现居民点，这里的基础设施要搞好，比如道路建设，地


块要规划好，制定出土地使用计划。在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Mtaa 地区的地方官员


可以做这项工作。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人口引向设定好的地区，以此为基地，


促进城乡地区的联系，改变那里人民的生活状况。 


• 建立地方规划机制，如在 Mlandizi 村建立农民和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否则，


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好。或许，深入研究这种经济运作模式会找到改善这种关系的


途径。从本文引用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综合协调可以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


因此要制定好城乡发展政策，同时要在实施中不断加以完善。 


 


 


 


 


 


作者：Nimrod S. Mushi，坦桑尼亚土地与建筑大学博士。 


译者：秦凤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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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城乡关系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Europe 
 


 


Christer Bengs 著 


叶齐茂 译 


 


 


引言 


 


1  “空间”的意义是什么? 


 


“空间”（space）的概念之所以为人们关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之一是


所有的决策都与空间地域密切相关。我们通常把“空间”视为一种协调不同活动


的平台。当今社会以等级制度方式组织起来的政府都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因此，


“空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若干世纪以来，曾经因为在欧洲建立一个国家


而发生征战，国界也多次发生过改变。直到现在，建立统一欧洲国家的努力仍在


持续。当然，建立统一的欧洲需要欧洲各国的努力。追求区域化的欧洲只能在整


合的欧洲的背景下实现，整合的欧洲意味着一个有统一的大欧洲机构负责整体协


调和管理，但由多个主权独立国家构成的区域，其中包括了部分对区域化持抵制


态度的民族国家。 


欧洲的区域化也是与全球化相关的。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家背景似乎不那么


重要了。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环境质量、便利的交通是区域化的特征。


相比原先以国家为背景谈论城乡关系，区域背景为我们讨论城乡关系提供了新的


角度。此外，区域化追求的是在日常通勤基础上创造功能区域以扩大地方市场。


今天，区域化已成为欧洲发展的普遍倾向。这个倾向扩大和增强了城乡联系，并


且持久地影响着欧洲的空间配置。 


日益减少对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使全球化得以持续。减少干预必然


伴随决策过程的分散，伴随新自由主义经济寻求建立新自由主义社会。就最近几


年横跨欧洲的发展来看，地方区域正在引进政治和行政改革。它的目标在于规范


化市场，通过新型的决策获得政治信任，通过地方区域代表制民主获得合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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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可能划分和辨别欧洲的城市和乡村吗? 


 


现在，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划分欧洲的城市和乡村已经不那么容易了，那些过


去显而易见的城市和乡村界线已经被工业化弄得模糊了。进一步讲，减少了干预


的房地产市场、日益改善的通信和信息技术使这种界线更加不清晰。那种城市和


乡村的视觉界线已经不复存在，城市和乡村的界线由乡村城市化所替代，那些传


统上与城市和乡村相关的环境也丧失了它们的特征。 


在许多欧洲国家，过去市区所特有的品质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在行政管理


上的城乡区别也不那么清楚了。把企业落脚在何处是经营者自己的事，而城乡劳


动力在功能上的分工越来越不明显。只有那些需要占用大量空间的企业仍然偏爱


农村。当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因为城市化而发生了变化：与地理位置关系不大


的大众消费模式使乡村生活更有吸引力。人们对乡村环境或城市环境对人们心理


产生影响的观念提出了质疑，那些认为城市可以给人以创造精神，而农村可以产


生更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的理论也被人们画上了问号。 


就城乡关系而言，究竟留下了什么？在今天再谈论城乡划分是完全不合时宜


的吗？虽然有些敏感，但是否存在按城乡关系去划分欧洲的可能性？如果有这样


的可能性，我们应当怎样和按什么标准去划分欧洲的城乡？按城乡关系去制定政


策还有意义吗？如果城乡关系的划分具有理论意义的话，它对政治学的意义何


在？这些便是本文的关注点。 


 


3 我们能够应用唯一的概念去理解改变了的城乡关系吗? 


 


如果这种概念存在，那么，它就是城市化。实际上，城市化贯穿于整个人类


文明，这意味着农村和农村生活已不再是城市规划之外的因素，城乡住区之间的


关系，城乡生活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本研究中，我正是在这个宽


泛的意义上理解城市化概念的，并且，城市化是理解和研究城乡关系的一个关键


概念。城市化可以理解为人口变化，可以理解为经济结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人


的观念、想象和行为的变化。 


 


4 城市化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就人口变化而言，城市化涉及到一定区域内城市与乡村规模对比的增长与衰


落。进一步讲，城市住区常常根据规模排序进行分类，然后，城市化研究包括对


在等级制度的城市系统上的各部分变化的研究，如在国家层次上的或地方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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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常，这个研究通过定义一个构成综合实体的城市系统而展开。 


当然你可以研究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其中有不止一个城市系统。整个欧洲就


是一例，由于历史原因，它包括了各种各样相对地独立的（国家和地方）子系统。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系统，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


全球化影响可能从总体上冲击着欧洲，但是有些影响只对某些子系统发生作用，


这依赖于城市系统的成熟程度。所以，研究总体欧洲和全球化的影响必然是在区


域、地方和国家的背景上进行。这点是很重要的，会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意义。 


就产业结构变化而言，城市化与人们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有关，特别是在农


村（农业）和城市（商业服务）间的流动有关。有些欧洲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考虑


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分类。但是，城市化不仅要满足社会功能和经济发展要求，也


要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要求，如房地产、信用机构、建筑材料的生产商、开发商、


建筑公司、房地产代理人和购房人等。城乡关系依赖于对投资回报的预期，因此


城乡关系随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变化。无论在什么地方，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土地


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对于了解城市化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化的第三个意义与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有关，以及与其相关的观念和印


象有关。当然，这些印象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而且经常被夸大，以致为商业所用。


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印象（images）成了商品，它们以有形和无形的实物、运


动、娱乐和住宅偏爱在市场上交易。早在 1960 年代，人们就有了混合城乡生活


方式的概念。 


 


5  城市系统在怎样变化？ 


 


根据阶段城市化理论，任何一个城市系统都将经历若干发展阶段，以周期的


方式城市化。城市发展周期最初的极化阶段包括大城市的增长（“大城市早期阶


段”，“大城市中期阶段”，“大城市后期阶段”）。当极化发生逆转时表示中等城市


的增长（“中等城市早期阶段”，“中等城市中期阶段”，“中等城市后期阶段”）。


而逆城市化阶段则相应是小城市发展阶段。根据这种理论，大城市的发展会对应


于小城市的衰落。最终，这种关系会发生一个逆转，小城市增长而大城市衰落。


中等城市成长和衰落处于这个逆转的中间阶段。 


事实上，人们把城市化的不同阶段用不同的概念表达，城市化(urbanization，


城市核心区人口的增长)，郊区化(suburbanisation，城市周边人口增加，城市核心


人口减少)，逆城市化(disurbanisation，城市周边和核心的人口均减少)，再城市


化(reurbanisation，城市核心区人口的增长，城市周边人口减少)。城市化的早期


阶段经常出现过度城市化，即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过分集聚，以致原有的城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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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无法维系。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郊区化多出现在一般发达国家，而


逆城市化是高度发达国家的现象。 


为了研究欧洲城乡关系，阶段城市化理论是有用的。它可以应用于不同尺度


的欧洲城市，也可以用来说明形态各异的欧洲城市系统。事实上，欧洲城市的发


展在不同的时间和国家都是不同的。欧洲的整合和全球化导致了欧洲城市的多样


性。阶段城市化理论为掌握欧洲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了基本概念，它也为制定政策


提供了一个视角。如果说城市化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成功执行影响城市化模式


的政策条件则是苛刻的。条件之一是承认多中心发展。按照阶段城市化理论，多


中心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阶段，它可能是不可逾越


的。 


我们必须在欧洲国家政治历史的背景下分析它的城市系统，政治历史的背景


似乎可以更好地解释不同城市系统的特征。许多世纪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的政


治动荡导致了欧洲城市系统与新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相关。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欧


洲城市系统并非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框架内“自然地”发展。随着每个国家


城市系统受到本国影响的减弱，欧洲城市的形态正在又一次改变，这种改变可能


加强欧洲的整合。 


欧洲整合的作用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冲击欧洲各种各样的城市系统，这种方式


会因城市的规模、吸引力和交通条件而变化。如果全球化导致了处于不同水平的


不同的城市化模式，那么，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一些城市，而不利于那些传统模


式的城市。市中心和周围地区的传统关系正在被各类网络所覆盖。这些节点城市


对各类网络的依赖性远远大于对它周围大城市的依赖。 


最近 50 年间关于城市人口的变动的数据显示，在欧洲高度城市化地区城市


化速度已经减缓了。但是，移民、国际流动人口、商品和投资更多地集中到了若


干大城市。这意味大城市的郊区化仍然在继续。于是，欧洲的中小城镇相对处于


优势地位。 


 


6  什么是乡村？ 


 


学术界有许多关于“乡村”的定义，大体有四种基本方法，而这四种方法与


四类研究相关。第一类研究是从乡村空间和功能的非城市特征出发讨论乡村，或


者从开放空间、小居民点、乡村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来研究乡村。尽管这些因素


也许已经变化了，但是这种传统方法仍然在延续。 


第二类研究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认为乡村正在消失。乡村区域的变化起因


于非空间的国家和国际经济。研究人员甚至怀疑是否真有农村这种地方。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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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把乡村从分类中剔除掉。特别是在讨论全球化和全球—地方联系时，这类方


法继续影响学术讨论。 


在第三类研究认为，单独定义乡村空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提出在一个


地理空间上叠加了一些社会空间。根据这种方法，乡村是一种社会机构，它应当


成为一个重要研究类别。直到现在，乡村的意义、乡村的依附物和乡村结构始终


是这类研究的兴趣所在。 


第四类研究应用的是解构方法，它认为乡村的标志日益与它的实体分离。农


村研究任务应当是，作为社会机构的农村空间怎样日益与乡村日常生活的实际地


理位置分离。许多学者通过解构乡村的方式，致力于探索乡村的复杂性和矛盾。 


 


7  重建乡村意味着什么？ 


 


在发达的市场条件下，经济变化似乎越来越使乡村成为“后生产性”的。人


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因城乡互动而产生的新需求，如高品质食物、公共休憩空间、


住宅空间，环境保护区域和不同类型的田园诗般的乡村。乡村区域的商品化提供


了各种各样的开发机会，当然也包括由此而引起的压力。 


为什么在一些区域人们似乎有能力创造性地应对市场，而另一些地方的人们


则缺乏这种能力？其原因在于政策是否满足了多样性的需求和环境，以及地方社


区的应变性和合作。从城乡决策的角度讲，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城乡


关系怎样与乡村地区的成功相联系？政策的角色是什么或能是什么？一个特定


的城乡关系和合作怎样与这类政策相关？我的研究将对此有所回答。 


 


8  怎样定义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的存在意味着有些地方可能被称为“城市”，而另外的地方则被称


为“农村”。它们的性质、特征和功能确定它们的联系。但是，“城市”和“农村”


不是人类活动和兴趣之外的独立实体：“城市”和“农村”的性质及特征是由人


定义的。因此，定义“城市”和“农村”，实际上是定义它们相互关系的主要特


征。 


给“城市”和“农村”下定义可能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定义必然与定


义者的知识背景相关。当我们把“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时，任何定义必


然反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证明“城市”和“农村”的区别，经验证据当然随


时间性而变。给一个地方“城市”或“农村”的名字并非全部，事实上，“城市”


和“农村”似乎是一个地区的方位和特征。它们表达了两者在整个区域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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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型。 


谈到城乡关系，我们的出发点将区分结构关系和功能关系。结构性质涉及那


些形体特征，它们相对稳定，反映了人类的努力，甚至于是跨世纪的而变化不大


的。土地利用模式、居民点结构和人口分布决定结构性质。功能性质涉及到对形


体环境的实际使用，如各种各样生产形式、消费形式和交流形式。可以假设，特


定区域的结构和功能性质可以用来定义“城市”或“乡村”的特征，那么，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根据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模式、经济活动、在这个区域内各自


的功能来定义“城市”或“乡村”。 


同样也可以假设，我们用结构关系和功能关系来定义城乡关系。对物质空间


环境的实际使用决定了城乡的功能关系，而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决定了城乡的结


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特定区域的功能因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于是，这个区域的物质空间环境不断改变。从这个角度上讲，所有的城乡关系是


持续变化的一个部分。当然，因为物质空间世界无法频繁改变，城乡的结构关系


相对稳定。城乡的结构关系为城乡功能关系提供了一个比较具有惯性的背景。另


一方面，城乡的功能关系可以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它要求物质空间环境具有灵活


性，以便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反过来，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具有灵活性去适应各


种各样的物质空间环境。 


我们可以把欧洲的城乡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村主导欧洲社会。


那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城里人拿他们的商品与农民交换农产品。第二个阶段，


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变化，乡村经济日益依赖于城市经济。现


在新的城乡关系远比传统的简单交换关系复杂。我们正在经历着第三个阶段。欧


洲的城乡联系已经超出了单一交换的方式，而展示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动态网络。


这种网络既给城市也给乡村带来了机会。对城乡关系复杂性的认识在各欧洲国家


和整个欧洲都引起了重视。有形无形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把城


乡统一在一起。 


 


9  欧洲的城乡政策 


 


我们曾经对欧盟大量政策文件、讲话和宣传品进行了一次评论，以弄清有关


欧洲城乡关系明确的或含蓄的表达。文件评论包括少量有关政策对城乡地区或关


系影响的参考文献。我们在政策文件分析中发现，在农业政策、农村政策和区域


政策文件中已经有了有关城乡关系的内容，但是在交通政策方面似乎忽略了这个


论题。事实上，交通对城乡的空间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用“社区农业政策”（CAP: Community Agricultural Policy）进一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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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发展的内容，在 CAP 中有可能注意到城乡关系，因为政府资金正在注入城


乡地区。果真如此，那将出现一个机会，让人们认识到关注城乡关系将为区域发


展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如果在城市政策中没有有关强化社区能力的内容，而在 CAP 里不强调农村


政策，那么想制定欧盟城乡政策是不现实的。当然，考虑到欧盟相关部门的政策


所产生的空间影响，包括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设法改进欧盟的政策。 


为了加强对城乡关系的注意，影响欧盟主要预算政策是很重要的。除此以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包括努力调动社区的主动性，以便使人们明确城市与乡村的存


在。为了推动城乡合作，“联系起来的欧洲区域”（Interreg）提供了一个舞台。


在那些地方，各种各样的区域代表和地方代表非常活跃地设法整合城乡事务。 


当我们在研究欧洲城乡政策时，注意到了不同欧洲国家城乡政策的发生和性


质。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怎样引起人们注意城乡关系这个主题的机会和限制。在文


献评论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城乡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和他们的经验，关注怎样把国


家层次的城乡政策与区域和地方层次的实际行动联系起来。关注它们的具体方


法，如为促进某些种类发展所采取的优惠政策，那些限制城市或乡村发展的政策。


当然，国家层次的城乡政策与区域和地方层次的实际行动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


果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10  有可能按照城乡特征对欧洲的区域进行分类吗？ 


 


回答是可以的。我们已经在图 1 中这样做了。图 1 反映的是城乡结构关系与


功能关系的统计分析结果。这两种关系形式相辅相成，结构的城乡关系是功能的


城乡关系的前提，反之，功能的城乡关系推进结构的城乡关系的变化。 


我们的做法如下。首先，分析和测试各国的城市化定义。根据这个工作，我


们发现欧洲的城乡分类是有所差异的。随后，我们选择了一套指标进行多维统计


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选择了其中一部分指标进一步识别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


系，得到了详尽的欧洲城乡分类，并与相关的欧洲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做比较。我


们把这个模型用到了两个案例中。 


欧洲城乡分类的基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影响的程度，另一方面


是人类干预的程度。我们按照人口密度和每个NUTS3[1]地区主要城市中心的状况


来定义城市影响。不同用途的土地的覆盖面积既可以反映人类干预程度，又反映


了土地的实际利用状况。土地的相对覆盖率决定人类干预程度。土地的相对覆盖


率包括人工地表、农业地区和居住区。欧洲平均人工地面覆盖率为 3.4%，而农


                                                        
[1] 欧盟统计办公室对欧盟地区行政区分类进行了定义，称之为NUTS (Nomenclature of Territorial Units for 
Statistics)。NUTS共有 4 个级别，NUTS3 包括 1408 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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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积是 50.36%，居住面积为 46.16%。然后，把不同的土地覆盖类型变换成在


NUTS3 地域尺度的相对份额。 


在确定城市影响程度时，我们考虑了两个因素：区域内主要城市的人口密度


和状况。然后我们把城市影响程度分为两类：强城市影响和弱城市影响。强城市


影响区域包括NUTS3区域中所有人口密度高于欧洲平均人口密度(107人/平方公


里)的区域，以及 NUTS3 区域中被称为欧洲大都市增长地区（MEGA）的主要城


市中心；其余的 NUTS3 区域被划分为弱城市影响地区。 


强人类干预对应于那些人工环境地面比例超出欧洲平均水平的地区。在中等


人类干预的地方，农田所占比例在欧洲平均之上。在低人类干预类的地区，只有


住宅地面比例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两类城市影响和三类人的干预结合成为六类模型，其中主要是两类城市影


响：强城市影响和弱城市影响，三种干预类型：高、中、低。两类城市影响表达


了功能性质和结构性质，三种干预型则是以物质空间环境和功能性质为基础的。 


 


11  欧洲城乡分类是刚性的和静态的吗? 


 


不是。这个分类模型是动态的。一方面它采用时间序列的统计资料，随时间


变动，我们可以在视觉上表达这个变化。在这项研究中，时间序列数据的应用目


前限于少量案例，因此，它必须进一步改善以容纳更多的变数。这个分类模型的


弹性表现在：它可能应用到不同的地理层次上，不同层次的表达使得相互比较成


为可能。我们已经在比利时和奥地利以 NUTS5-Level 进行了测试（见图 2~3）。


这些结果非常令人鼓舞，因为它们表明分类模型具有弹性的预测。应用同样逻辑，


我们有可能从一个地理层次转换到另一个地理层次，依此类比。虽然尺度改变了，


表达的逻辑是相同的，于是提供了可比性。 


这个分类模型的成功在于其应用的简单性。它所需要的基本数据易于获得，


只要必需的数据与对应的地理范围一致，很容易把分类模型从一个地理层次扩张


到另一个地理层次。这个简单的逻辑表明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勾画出欧洲的


比利时，比利时的自治市，比利时自治市的统计区等。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应用


的平均值可也能是更高层次的平均值：应用于 NUTS5 的平均值可能是国家层次


的，自治市中一个统计区的平均值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平均值。应用（上一层次/


下一层次的）平均值保证了不同地理层次之间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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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什么是不同地理区域的分布？ 


 


我们把欧洲分为六种区域类型，城乡关系的分布不均衡。多达 691 个 NUTS3


区域属于第一类型(强城市影响，强人类干预)，其余的则均匀地分布其他类型之


中。在新成员国和盟员国之间，这些类型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EU10+2 国家在


类型 3（强城市影响，低人类干预）中只有一个 NUTS3 区域；而在类型 4（弱


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中则占了一半以上。由于分布不均衡，这两种区域类型


受到其地理位置的高度影响。 


第一种类型（强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区域只占（29 个国家的）总面积


的 19%，但是，占 29 个国家 60%的人口和 72%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这个范围内。


三种强城市影响类型其对应数字总和分别为：占（29 个国家的）总面积的 27%；


占 29 个国家人口的 69%；占 29 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78%。这就意味着，几


乎 4/5 的欧洲国民生产总值是从强城市影响区域中产生的，而它仅占用了（29


个国家的）总面积的 1/4。类型 5 和 6，即弱城市影响和中等或低人类干预的区


域，则占（29 个国家的）总面积的 53%（22%+31%），总人口的 20%（12%+8%），


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 16%。 


EU15+1（挪威除外）占欧盟总面积的 68%，总人口的 77%；EU10+2 国家


占欧盟总面积的 23%，总人口的 21%。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 EU15+1 国家


和其它国家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EU15+1 国家拥有国民生产总值的 95%，而其


它新成员国和 2 个准备进入的国家只占 5%。 


 


13  从欧洲区域的结构性质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 


 


欧洲的土地覆盖和土地使用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农业用地数量非常稳定。


欧洲既存在着高人口密度地区，也存在着低人口密度地区，甚至于在那些大都市


区中，农业用地的数量也是相当稳定的，农业用地比例并不随着人工建筑覆盖面


积的增加而减少。当然，有些地区农田所占比例本来就不高，但那里的平均农田


比例是非常稳定的。这表明，农业对欧洲所有不同部分具有整合作用，即使那些


高度城市化的部分也是一样。只有在那些剩余农田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农田


才转为它用。 


横跨欧洲的农业用地是欧洲的巨大财富。首先，它提供了一个为地方生产食


品的基地，使消费者有可能控制他们所消费的食物的生产。在对当地生产的食品


和安全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的今天来讲，横跨欧洲的农业用地能在经济上产生巨


大的优越性。第二，富饶的农田给强城市影响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休憩的空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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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低估的环境财富。总之，农田和绿地的保护对欧洲的密集居住区具有特别


的重要性。 


人类干预程度可以通过人工地表占总地表面积的比例来确定。一般说来，这


个指标与人口密度相关，但是也有不同的情况，这与国家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洲东部（除波兰外）以及瑞典、丹麦、比利时以及法国的部分地区都有着较高


的人均人工地表面积，其人类干预程度远高于人口密度所对应的程度。这可以被


设想为一个生态学指标，以上提及的国家也许因此而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应该提


出新的更加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见图 4）。人工地表占有比例高也表明不连续


的城市用地比例过高，即那里发生了城市蔓延。 


当然，人们会提出，即使把人均人工地表占土地总面积设定为一个生态学指


标，它也没有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增加什么内容，因为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方面


的考虑。为了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应该将（人均）人工地表比例与经济产出（人


均 GDP）进行比较，将此作为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根据这个指标，东欧、瑞


典和比利时的情况是令人沮丧的。 


EU10+2 国家的情况表明，中小型城市中心的城市蔓延比西部地区得到了更


有效的控制。东欧不应该重复西欧的错误，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国家土地投机


因素的增加，土地管理越来越缺乏慎重，这个过程还因为 EU10 国家在那里的交


通投资而恶化。在这一地区，整体的可达性还没有达到 EU15 的标准。深入推动


经济一体化要求提高可达性，但这不应该成为城市蔓延的借口。 


 


14  城市与乡村地区之间的哪些关系是具有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城乡关系与社会经济的多样化过程相关，也与城市和乡村不同功能


的相互关联相关。在一个专题研究中，我们研究了服务供应、人流、接受教育和


知识的程度、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生活福利设施供应。于是，我们提出了一


些与制定空间政策相关的“城乡状况”（urban-rural situations）分析。 


在若干专题研究中，我们强调了全球—地方关系和城乡关系之间的联系。特


别是在爱尔兰的专题研究中，主要城市中心的生存力受到全球性的操纵者的极大


影响。而在 AIgarve 地区，国际旅游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加


突显了城乡联系的意义。 


在大部分欧洲地区存在着一种趋势，那就是城市功能性区域或通勤服务区的


规模似乎在扩大。这不仅是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可达性的提高，也依赖于通讯


技术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多样化和劳动力市场区的扩大，增加了劳动力市场在广


阔的城市集聚区中的灵活性。这些改进可能影响到邻近的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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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研究所包括的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地区，我们发现那里都有一个共同


的倾向——其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在加强。城市和农村在功能上的分割越来越模


糊，这就意味着从整体上看越来越多样化，而在特定的城市中心则向着专门化方


向发展。 


对城市地区发展的分析表明，中等城镇的财富正在增加。大都市区不再只凭


借人口和就业数字而占尽优势。虽然比较小的中心城镇被排除在全球性市场之


外，但是，它们是能够成功发展的。它们的经济主要依靠服务业，因此而保持了


稳定。 


休闲时间的增长对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特别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上讲，接


近消费空间是十分重要的。高质量的环境不仅对居民而且对企业也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但是，在许多案例中仍然主张把企业迁移到城市集聚区的外环而不是遥远


的乡下。对此，有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5  我们应当改进城乡间的功能合作吗? 


 


从就业机会来讲，整体上的多样化，城市和农村在功能上的模糊，使大多数


人口得到了好处。在那些主要投资区域里，部门间的联系把办公楼和企业吸引到


交通走廊的周围，因为那里可以吸引更多的来自四方的通勤者。 


对于城市区域来讲，由增加城乡的互动而产生的经济利益是相当明显的，但


是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来说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公共交通线路的发展通常


落后于汽车高速公路的投资，这就吸引或造成私人汽车的使用。由于这种发展也


许会产生某些不可持续的影响，因此加强对相互作用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不应该


强调单方面利益。 


当农业部门作为收入来源其作用日益边缘化之时，可达性较差的农业地区似


乎很难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小镇及其周围乡村维持经济活力的可能性似乎与人口


密度相关。在那些把乡村作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的地方，经济的多样化还是成


功的。 


 


16  保持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可能会比较好？ 


 


与多样化的市中心相邻、可达性较好和有吸引力的区域，在城乡互动中获利


最大。周围有农村的地区具有吸引力，使人们乐于把家安置在那里。这些地区接


受有资格的、富裕的外来人，以便获得一定税收，以维护当地的公共服务。如果


这些人在农村地区使用他们的购买力，必然会导致私人服务业的发展。如果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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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发生冲突的话，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些不太富裕的农村居民，或因不具


备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资格或因落后的公共交通使他们难以到达工作场所，因


此，他们最终只能成为低收入者。 


一天的休闲旅游或逗留时间更长的旅游当然是提升农村地区活力的因素。但


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当城市居民走进乡村，乡村按城市人的需要提供服务时，田


园风光会随之消逝，同样在城市周边地区也会因失控而发生城市蔓延。当田园风


光越来越被看作为一种与特殊环境相联系的意境时，人们一定会顶着城市的压力


来保护这种梦寐以求的景观。 


 


17  为什么会发生城市蔓延？ 


 


过去几十年，欧洲的整体倾向是决策过程的分散化，以及减少对房地产市场


的干预，这当然影响到土地利用和开发。这些倾向明显地是相互联系的：减少对


市场的干预必然伴随决策过程的分散化。在多数欧洲国家，规划和建筑法规在修


订时引入了自由主义的元素，瓦解了原先的规划等级体系，为短期的、由投资者


驱动的开发提供了机会。这些倾向为房地产投机提供了可能，因为投机商希望垄


断他们的区域以独占市场。 


当私人获取未开发的农田进行开发时，也许会导致建成区整体性的功能失


调，包括用于建设特别是运行的巨额开支。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提升功能和地方结


构，意味着发展决策必须建立在除单纯投机目标以外的其它层面上。这里并不缺


少工具性的知识，问题在于这是以一种方式来组织开发，因此这种知识是可以被


控制的。大体上这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除私人利益外，是否有社会认可


的共同利益？城市蔓延实际上是城市对农村的殖民化，它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


过程，而是投机开发、私有土地的囤积居奇和私人对公共投资所创造的价值的占


有。部分纳税人的损失是相当大的。 


在欧洲许多部份，区域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区域扩张，这代表了一种观念：


基础设施投资会扩大劳动力市场和通勤区，日益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将孵育经济


增长，而区域将受益于它的多中心结构。这种有关城乡关系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从日常通勤来讲，延长的快速铁路和公路不仅使城镇在功能上并入了核心地区，


它也意味着沿着新交通走廊范围广阔的投资开发。于是，欧洲农村进一步城市化，


而丰富的环境和文化财富可能再被破坏。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发展的尺度和程度上要有长远打算，要考虑区域未来


发展的多样性。因此，以投机为目的的开发似乎无法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契合。


那些基于随意性的开发也不会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的专题研究表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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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商对农村土地的开发实际上获得了许多在正常利润之外本应属当地居民和纳


税人的利润。如果目标是要让社区分享这些开发利润，那么解决的方法中需要涉


及到城市土地储备，分块开发的规划政策，以使用者为导向的、非投机的开发，


以及市政建筑地块的出让，这些办法可能避免以投机为目的的开发垄断。果真如


此，我们需要金融机构在长期抵押贷款和非投机的银行业务方面提供更多的选


择。 


 


18  城市蔓延有可能得到限制吗？ 


 


由城市发展对空间的占用问题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遏制城市发展是对城市


蔓延的反应，这个观念的基础是紧凑型城市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为了使城市紧


凑起来，鼓励在现有城市地区进行混合用途的开发，在内城地区开发更多的住宅，


将城市发展集中到现有城市边界之内。另外，应该确定出重点区域并加以保护，


在开发得到批准之前就应该适当考虑基础设施，应该鼓励内填式的开发。人们预


期紧凑型城市具有的优点是，能够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降低汽车尾气排放，减


少能源消耗，提供更好的公共交通服务，增加整体可达性，重新使用已有的基础


设施和已被开发的土地，增加城市活力，保存绿色空间，改善经营活动的环境，


简而言之，紧凑型城市可以创造高质量的生活。 


然而，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并非无可争议，因为它也有可能引发若干问题。


有关城市密集和紧凑型发展的经验表明，还存在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并非


确切地知道，到达何种程度的紧凑型发展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可持续发展


只是一个整体原则，它必须由地方经验加以补充。从长远看，只有适于居住的环


境是可持续的。有关经验表明，每个案例都具有独特性。所以，当开发商在城市


地区想要获得开发权时，我们不能拿遏制城市作为一个一般理由。 


公私合作开发也许会导致政治系统的大规模腐败。政府机构与私人投资者合


作共创双方的财富，因此腐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减少腐败风险的一种方式是，


在开发过程的所有阶段都进行公开招标和竞争，应保证非投机开发商在开发过程


中不会在制度上依赖其他的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建筑材料产业、建筑业等。 


 


19  政策建议是否重要？ 


 


政策建议不一定以特定的案例为依据。我们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分


析城乡关系，提出详尽的政策建议：政策建议应该是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果，所以


我们应当集中精力放到有限的具体事件上而不要搞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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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的目标是改进公共政策。这意味着建议者必须预见这些政策的结果


和运行。这个要求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它是非常严格和有限的，因为人们的


所作所为在很多时候背离了这个前提条件。推荐给政府的政策反映了可能的理想


以敦促政府对发展加以控制。这也许反映了政策建议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


获得政治支持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应该是经验研究的理性化和正确的认识。 


 


20  应该提出哪些建议？ 


 


（1）改善大城市的生活条件和修复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都是阻止城市人


口向外特别是农村地区迁移的有力战略，相对于阻止人们向遥远乡村的迁移，这


对于阻止人们向大城市周围农村迁移更为有效。因为人们向城外迁移的原因相当


不同。乡村地区应当制定政策以限制过于分散的居住模式，限制对自然地区的改


变。 


（2）新型公共交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高效能的和具有中/低强度的网


络；把乡村居住中心与中小镇连接起来，与主要公共交通网络连接起来。必须发


展出具有创新性的方法，综合考虑效率和效益。严格地保护自然区域。 


（3）集中大部分投资到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上，以便实现区域、


社会和经济的效率。只要那里有多样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服务，必然可以


吸引和支持经济活动，使它逐步形成比较大的人口中心。 


（4）强化中小城市中心的功能，有可能形成城乡功能互补的网络，保障农


村地区的多样性，利用中小城市与乡村发展合作和整合的潜力。 


（5）复兴被废弃的村庄，发展软旅游业（soft tourism）和人们的第二住宅。


应该制定灵活和多功能运输政策，以适应客运、货运、邮递和照顾边远乡村的老


人和学生。 


（6）除居住模式外，还必须促进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经济活动。有针对性


地提出政策建议，并深入系统地要求运用精密的知识研究各个区域的地方潜力，


以下是一些例子： 


 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利用与城市市场的接近和发展软旅游业； 


 利用林业产品用于能源生产，特别是寻求满足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需要； 


 利用边缘的农业土地引入高品位的树木种类，支持依靠森林资源的产


业，如木材产业； 


 利用当地居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小镇里的居民）对于周末和室外休闲


活动的需求，以增加乡村地区的经济收入； 


 促进各类旅游，如室外休闲活动、自然和老年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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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的开发需要与镇上的人通力合作，以寻求他们的意见、知识、技术、


资金来源、保险，以及对市场的了解等。在那些经济复兴无望的乡村区域，高效


率的城乡联系和合作是不可少的。 


（7）增进可持续性、改善区域内部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等战略的实现，取决


于在大规模范围内城乡关系得以改善。这些战略应该是包容互补的多样性的整


合，其中包括： 


 重新定义乡村的角色，通过改进乡村的潜力（例如文化遗产）为乡村定


位； 


 只要农业与环境是兼容的，应维护农业的功能； 


 加强在区域层次上的开发，使区域开发政策与土地使用规划相关联； 


 设立从横向和竖向关系协调区域战略规划的机构；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多目标的，一个区域内部的稳定发展可能对区域内的


联系产生极大影响，也影响国家层次的成功与否，甚至促进国际联系。 


（8）横跨欧洲大陆的农田是一笔重大财富。首先，它能提供对地方食物的


选择，使消费者有可能控制他们需要的食物的生产，而对地方产品和安全食物的


需求增加对地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其次，在强都市影响区，有丰富的农田便有


可能将农田用于休闲目的。这是无法低估的环境财富。因此，在欧洲的人口密集


区，农田和绿地的保护是特别重要的。 


（9）为了使开发目标可以为社区赢得经济之外的利益，引入城市土地储备


机制，要求分块开发的土地利用规划，由非投机的使用者推动开发，建筑业与开


发商分离，这些都是实现适当开发目标的基础。所有以上的措施，都需要金融机


构在长期抵押贷款和非投机银行业务方面提供更多的选择。 


（10）发展紧凑型城市政策的经验表明，每个案例都是独特的，并且不同地


区的居民决定着自己的判断。所以，当开发商想在某一城市地区获得开发权时，


无法用紧凑型城市政策作为普适性的指导。何种紧凑程度能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这一点不是很明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作为一般性原则必须由地方生活状


况来加以补充。从长期发展来讲，只有适于居住的环境才是可持续的。 


（11）信息公开和开发项目管理的透明度是地区合作的基础。当然，当一个


开发项目涉及巨大经济利益和权力时，信息公开和透明度也许从未被成功地执行


过。但是，确定这个重要的概念总比没有强。 


（12）公私合作开发也许会导致政治系统的大规模腐败。政府机构与私人投


资者合作共创双方的财富，因此腐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减少腐败风险的一种方


式是，在开发过程的所有阶段都进行公开招标和竞争，使非投机开发商在开发过


程中保持独立，不要让金融机构、建筑材料产业、建筑业等操纵了开发。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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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是，在欧洲已经禁止建筑企业担当开发商的角色，使这种情况有所减少。 


（13）无论这项开发是由私有开发商承担，还是城市公共政策所为，在开发


中促进竞争，以抵制垄断性的开发，这是公共利益的要求。私有房地产投机和对


土地囤积居奇不是市场的功能，而是对空间竞争的制约，竞争性的提高要求在空


间开发上进行竞争。住房供应和空间发展的特征总暗含了对竞争的某种制约。这


些制约涉及到次级市场，如土地市场（规划、开发实践），输入市场（建筑材料、


劳动力)，建筑市场（承包商），以及住房市场（私有和公共住宅供应系统）。所


有各种各样的开发模式，投机的和非投机的建筑供应都有对竞争的某些制约。 


（14）至于城乡关系，人们往往以城市为出发点来考虑发展问题，而认为乡


村的利益是不相关的，或者不那么重要，是可以回避的，我们能够正视上述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乡村问题也应该被包括在内。 


（15）在许多欧洲国家，一个被普遍关注的问题似乎是中低收入阶层被排除


在房地产市场之外。其明显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即商业金融机构的兴趣仅仅在于


获取利润。投机开发提供了丰厚的回报。购房者的金融选择似乎已经缩小，这可


能是在金融市场上同时发生的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但也是横跨欧洲的地方政治学


所提倡的非投机开发利益减少的影响所致。能够促进非投机开发的金融业务是非


常需要的。 


 


21  有哪些重要问题还没有进行调查研究？ 


 


本研究是这类研究中的第一个，其任务在于抛砖引玉，为进一步讨论城乡关


系问题提供机会。当然，有关进一步研究的一些想法是根据当前的经验而提出的。 


有关协调的城乡类型学方法论被证明在 NUTS5-1evel 分析中是有效的，我


们的主要研究任务是在国家层次上和其它空间背景下继续发展应用和测试模型。 


通勤模式方面的比较数据不足阻碍了我们对欧洲城市功能区域的分析。为了


改进这种状况需要采取的主要步骤包括：对于国家统计机构根据人口普查收集的


数据应该根据目标加以讨论，以便在基本概念和定义达成欧洲一致的意见。在等


待覆盖都市功能区域的时空数据得到改善时，我们有可能运用 6 个欧洲国家的比


较数据发展出一种方法。开展这项工作将意味着以一种创新方式对各种 ESPON


及其他成果进行综合。在 NUTS5-1evel 中运用的城乡分类法可以结合通勤服务


区的数据形成一个研究起点。各种评价城市影响区的 GIS 技术都将是非常有用


的。 


非常遗憾，2000 年的 Corine 土地覆盖数据（CLC: Corine Land Cover）没能


及时得到。为了得到更加动态的图像，我们可以在欧洲层次上应用各种时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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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当我们可以利用 CLC 2000 数据时，继续延用已有的方法工具开展工作是


十分重要的，这样一些后续任务在将来的 ESPON 项目中可以继续进行研究。 
 
 
 
 
 
 


作者：Christer Bengs，芬兰赫尔辛基技术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译者：叶齐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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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图：城乡分类 


 
 
根据人口密度、功能城市区域（FUA）排序、人工地表覆盖面积进行城市—乡村地区


分类： 
强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 
强城市影响，中人类干预 
强城市影响，低人类干预 
弱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 
弱城市影响，中人类干预 
弱城市影响，低人类干预 


 
城市影响标准：人口密度超过平均值（107 居民/平方公里，在 EU25+4 范围） 


至少是欧洲功能城市地区水平（根据 ESPON Action 1.1.1） 
 
通过土地覆盖面积的平均比例估计人类干预程度（在 EU23+3 范围，没有塞浦洛斯、


马耳他、挪威的数据）： 
高人类干预——人工地表面积比例在平均值（3.48%）以上 
中人类干预——农业用地覆盖面积比例在平均值（50.36%）以上 
低人类干预——剩余土地面积在平均值（46.16%）以上 


 
图 1 城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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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平均值在 NUTS5 Level 的比利时城乡分类： 


强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239） 
强城市影响，中人类干预（9） 
强城市影响，低人类干预（1） 
弱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77） 
弱城市影响，中人类干预（179） 
弱城市影响，低人类干预（84） 


 
城市影响标准：人口密度在平均值以上（比利时平均值为 336 居民/平方公里） 


欧洲水平功能城市地区（根据 ESPON Action 1.1.1 分类） 
 
通过土地覆盖面积比例（比利时）估计人类干预程序： 


高人类干预——人工地表面积比例在平均值（19.21%）以上 
中人类干预——农业用地比例在平均值（58.64%）以上 
低人类干预——剩余土地面积比例在平均值（28.19%）以上 


 
图 2 在 NUTS5-level 上的比利时城乡分类，根据 EU 23+3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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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平均标准在 NUTS5 Level 奥地利城乡分类： 


强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438） 
强城市影响，中人类干预（294） 
强城市影响，低人类干预（28） 
弱城市影响，高人类干预（163） 
弱城市影响，中人类干预（769） 
弱城市影响，低人类干预（666） 
 


城市影响标准：人口密度在平均值以上（96.8 居民/平方公里） 
欧洲水平功能城市地区（根据 ESPON Action 1.1.1 分类） 


 
通过土地覆盖面积比例估计人类干预程序： 


高人类干预——人工地表面积比例在平均值（1.76%）以上 
中人类干预——农业用地比例在平均值（36.34%）以上 
低人类干预——剩余土地面积比例在平均值（61.9%）以上 


 
图 3 NUTS5-Level 奥地利城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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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UTS 3 地区 人工地表面积（平方公里）/1000 居民 


0.48 – 1.33   (228 NUTS3 地区) 
0.36 -0.47    (228) 
0.33 -0.35    (75) 
0.25 – 0.32   (380) 
0.00 – 0.24   (380) 
 


在 EU23+3 国家，每千居民占有人工地表面积的平均值为 0.34 平方公里/1000 居民 
（不包括塞浦洛斯、马耳他、挪威的数据） 
 
图 4 NUTS3 地区人工地表面积/1000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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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在 NUTS3 地区，人工地表面积/10000 万欧元 GDP 


5.4 – 28.7   (136 NUTS3 地区) 
3.2 – 5.3    (136) 
2.5 – 3.1    (75) 
1.3 – 2.4    (472) 
0.0 – 1.2    (472) 


 
在 EU23+3 国家，人工地表面积/10000 万 GDP PPS 的平均值为 2.8 平方公里/10000 万欧元 
（不包括塞浦洛斯、马耳他、挪威的数据） 
 
图 5 NUTS3 地区人工地表面积/GDP 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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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交通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与挑战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Jacinta A. Opara 著 


张美靓 译 


 


 


摘要：本研究着手于确定东尼日利亚道路交通网络可能的增长点或发展中心。关


键增长中心的选择，采用的是线性分配方法（LAM）。采用的变量有人口、工业


发展水平，以及研究区域中所选城镇的节点可达性。得到的结论显示，应该利用


像奥韦里（Owerri）、阿巴（Aba）、奥尼查（Onitsha）和哈考特港（Port Harcourt）


这类的城镇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心。 


 


引言 


 


发展中心或增长点一直以来都是有关空间的文献的关注点。在有关区域发展


的文献中，增长点被假设为拥有范围广阔的小生境。这是由于这些增长点被假定


为指定区域中发展集中的地点。正是从这些点开始，发展将扩展到其他地区。特


别是在发展中地区，资金方面的限制将迫使发展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 


当然，所有的发展均发生在空间上。以发展的空间因素为基础，所有空间无


不打下自己的印迹。本文介绍的是一个关于空间的研究，本研究尝试采用地理学


的方法对于在东尼日利亚选择的几个增长点进行研究。选择东尼日利亚进行研究


就是要极大地强调该区域广阔的发展潜力。这一区域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以及丰


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通过更有效地选择发展增长点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发挥这


些优势。本文对照交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一背景进行阐述。 


因此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在选择东尼日利亚的增长点时应用了一个多标


准模型用于道路网络。 


 


理论框架 


 


本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发展政策导向，从而在增长点选择中达到利益最大化。


为了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需要选择增长点，有关的观点可以从各种论述中看到，比


如使用城镇人口作为选择增长点的指标。这样，工商业活动和其他行政职能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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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人口集中的地区。 


本研究认为，区域发展完全发源于空间或政治因素。因此，最理想的定位点


应处于最具战略性的区位，或处于一个竞争点系统中最中心的位置。选用最中心


点作为集聚活动的最佳位置，得到 weberian 模型的支持。网络中的最中心点可


能是最低成本的特定区域，所以也是集聚活动和发展的最佳地点。中心地理论认


为，这些中心具有最高的活动集聚水平，可以运用拓扑方法通过交通网络来确定


中心定位。研究中使用的交通网络可能是给定区域中现有的道路网络，其结构可


由一系列节点（城镇）和连线（道路）以及节点间的拓扑关系共同组成。 


在被选择的增长点中，其活动的聚集可能纯粹由经济原因所决定。例如，增


长点可能位于矿产资源丰富、粮食产量高的地区，或具有巨大工业以及商业潜力


的地区。 


另外，政治、历史和行政的原因也有可能影响区域发展的选择。 


因此，交通网络与人口的关系同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样重要。交通网络作


为一个系统包含着一系列潜在的区域发展，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最佳的发展中心。


因此，有关定位分析的理论可以用于增长中心的确定，以及选择增长中心的最佳


位置。根据上述分析，应该考虑的因素如下： 


（1）可达性作为衡量节点向心性的标准，在道路的拓扑连通性上更中心的


位置，其可达性就越强； 


（2）在特定地点上工业活动的数量； 


（3）城镇人口。 


 


东尼日利亚交通网络 


 


本研究主要考虑在该区域道路网络中的联邦主干路 A 和 F，二者连接的是该


区域中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东尼日利亚主要的经济中心包括：埃努古（Enugu）、


卡拉巴尔（Calabar）、哈考特港（Port Harcourt）、阿巴（Aba）和奥韦里（Owerri）。


前三个城镇是最突出的增长中心。 


对组成东尼日利亚主要路网的道路进行以下分类： 


（1）A3 交通网络，道路联系哈考特港、阿巴、乌穆阿西亚（Umuahia）、


埃努古和恩苏卡（Nsukka），或节点 16－15－12－8－7； 


（2）A343 交通网络，联系埃努古和阿巴卡利基（Abakaliki），或节点 8—7； 


（3）A232 交通网络，联系埃努古和奥尼查（Onitsha）； 


（4）A6 交通网络，联系奥尼查、伊希亚拉（Ihiala）和奥韦里； 


（5）A4 交通网络，联系伊科特埃佩内（Ikot Ekpene）、卡拉巴尔和乌约（U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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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尼日利亚联邦公路系统 
 


（6）FL03（F 干道）交通网络，联系奥韦里和哈考特港。 
 
方法论 
 


本研究在选择东尼日利亚的增长点时采用的是分析方法。地理学的定位分析


来源于 Von Thunen 和 Alfred Weber 的著作，并在 Walter Christaller 和其他人的


著作中得到论证。最近，定位模型变得越来越定量化，并且在设施选址上使用了


数学编程方法，这些都增强了本研究的方法论。 


在选择东尼日利亚的增长点时，本研究应用的数学编程方法采用了线性分配


方法（LAM）。该方法也用来作为多标准决策（MCDM）的参考，多标准决策也


是决策工具或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它包括目标、属性和标准，从而做出决定，包


括从不同的可供选择对象中做出决策。 


选择项都建立在一系列属性和属性权重的基础上，这种方法为每个选择项提


供了一个分等级的优先选择次序。 


线性分配方法是一个包括 5 个步骤的过程。在开始的 3 个步骤中，选择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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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选择项按属性排列。在总结每个地点和每个选项的属性数量及其排序的基础


上，建立地点矩阵 P。 


而后形成一个加权的地点矩阵（WP），考虑了主要的优先选择权重。在运用


分配运算之前，暂时还不需要加权地点矩阵。地点矩阵给出了关于每个选项中每


个属性的优先排序，这样可以被直接应用。 


第 4 个步骤运用了线性编程结构的分配运算法则。 
M          M 
∑          ∑       Pik Xik                    （1） 
i=1        K=I 


Subject to 


 
M  Xik= 1; i= 1, 2-M 
∑                                             （2） 
K-1 


 
M 
∑ Xik =1; K=1, 2-M                              （3） 
i-1 


 


在这里， 


Pik = 当给定 k 的等级时，ki 对于整个等级体系的贡献度 


Xik = 排列矩阵的元素，表示每个 Xi 的等级排序 


 


第 5 步骤是解方程式和进行分配。最大值问题采用单一运算法则直接得到解


决，分配问题可以用线性编程直接解决。 


线性分配方法（LAM）过程中使用的数据输入，包括主要城市中心人口、


制造业数量和城镇节点的可达性。一些城镇由于缺少数据而没有被选中。在分析


过程中选择的城镇包括：哈考特港、埃努古、奥韦里、卡拉巴尔、奥尼查、乌穆


阿西亚、阿巴和伊科特埃佩内。 


1990 年的人口数据主要从 1963 年的国家人口普查和 1993 年预测中获得。


在计划方案中运用了 Poert 公式。 


在这里， 


Po = 现在的人口 


e = 指数 


r = 增长率，固定值 3.2% 


t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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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数据从联邦政府工业部门获得，城镇的可达性指数从研究中获得（见表


1）。可达性指数主要包括获得城镇节点的可达性，其中包含重要的图表方法，该


方法采用矩阵代数获得位于交通网络中的城镇的可达性。 


 


表 1  线形分配模型中使用的数据 
 选定地点 工业（1990） 可达性指标 人口（1990） 
1 埃努古（Enugu） 10 40.71 328223 
2 哈考特港（Port Harcourt） 70 43.39 425654 
3 奥韦里（Owerri） - 35.03 461178 
4 卡拉巴尔（Calabar） 34 45.47 151148 
5 奥尼查（Onitsha） 136 42.03 386467 
6 乌穆阿西亚（Umuahia） 2 30.10 68474 
7 阿巴（Aba） 133 31.43 310542 
8 伊科特埃佩内（Ikot Ekpene） - 31.09 90332 


资料来源：1.联邦工业部 
2.国家人口委员会 


 
结果 
 


5 个城镇（方案 A）被选中采用地点矩阵进行分析（见表 2）。这些城镇是：


卡拉巴尔、埃努古、哈考特港奥尼查和奥韦里。地点矩阵采用以下标准对每个城


镇进行比较，即根据每个城镇排列在等级 1、2、3、4……中的次数。例如，奥


尼查在第 1 等级中 1 次，奥韦里位列第 1 等级 2 次，埃努古位列第二等级 2 次，


奥尼查位列第三等级 2 次。表 2 中的等级排序从表 1 中的数据产生。 
 
表 2  “A”方案地点矩阵 


  1st 2nd 3rd 4th 5th 
埃努古（Enugu） X1 0 2 0 1 0 
哈考特港（Port Harcourt） X2 0 1 1 1 0 
奥韦里（Owerri） X3 2 0 0 0 1 
卡拉巴尔（Calabar） X4 0 0 0 1 2 
奥尼查（Onitsha） X5 1 0 2 0 1 


注：在应用分配运算法则时需要取得下列分配： 
X12 = 1 
X24 = 1 
X31 = 1 
X45 = 1 
X5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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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矩阵也形成输入内容进入分配目标函数中。精确的线性编程分配问题的


解答如下： 
Maxzo = OX11 + 2X12 + OX13 + 1X14 + OX15 


+OX21 + 1X22 + 1X23 + 1X24 + OX25 
+2X31 + 0X32+ 0X33+ 0X34 + 1X35 
+ OX41 + OX42 + OX43 + 1X44 + 2X45 
+ 1X51 + OX52+ 2X53 + OX54+ OX55 


Subject to 
X11 + X12 + X13 + X14 + X15 = 1 
X21 + X22 + X23 + X24 + X25 = 1 
X31 + X32 + X33 + X34 + X35 = 1 
X41 + X42 + X43 + X44 + X45 = 1 
X51 + X52 + X53 + X54 + X55 = 1 
X11 + X21 + X31 + X41 + X51 = 1        （2） 
X12 + X22 + X32 + X42 + X52 = 1 
X13 + X23 + X33 + X43 + X53 = 1 
X14 + X24 + X34 + X44 + X54 = 1 
X15 + X25 + X35 + X45 + X55 = 1 


这样，目标函数（等式 1）代表地点矩阵的基本结构。在等式 1 和等式 2 中


运用单一运算法则时，得到如下分配：奥韦里排序第一，埃努古排序第二，奥尼


查排序第三，哈考特港排序第四，卡拉巴尔排序第五。结果是奥韦里位列第一而


卡拉巴尔位列最末。 


表 3 是另外 3 个城镇也包括在分析中时的地点矩阵，加入的城镇有乌穆阿西


亚、阿巴和伊科特埃佩内（B 方案）。 


表 3  “B”方案地点矩阵 
  1st 2nd 3rd 4th 5th 6th 7th 8th
埃努古（Enugu） X1 0 0 1 1 1 0 0 0 
哈考特港（Port Harcourt） X2 0 1 0 1 0 0 1 0 
奥韦里（Owerri） X3 1 0 0 0 0 0 1 0 
卡拉巴尔（Calabar） X4 0 0 0 1 1 1 0 1 
奥尼查（Onitsha） X5 1 0 1 0 0 1 0 0 
乌穆阿西亚（Umuahia） X6 1 0 0 0 0 1 0 1 
阿巴（Aba） X7 0 1 1 0 1 0 0 0 
伊科特埃佩内（Ikot Ekpene） X8 0 0 0 0 0 0 1 1 


注：在应用分配运算法则时需要取得下列分配： 
X15 = 1 
X24 = 1 
X31 = 1 
X48 = 1 
X53 = 1 
X66 = 1 
X72 = 1 
X8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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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矩阵试图检验，当分析中包含更多城镇时先前获得的等级排序是否


会发生变化。方案 B 中的精确的线性编程问题解答如下： 
 


Maxzo = OX11 + OX12 + 1X13 + 1X14+ 1X15 + OX16 + OX17 +OX18 
+0X21 + 1X22 + 0X23 + 1X24 + 0X25 + 0X26 + 1X27 + OX28 
+1X31 + OX32 + OX33 + lX34 + OX35 + OX36 + 1X37 + OX38 
+ IX41 + 0X42 + 0X43 + 0X44 + 1X45 + 1X46 + 0X47 + lX48       (3) 
+1X51 + 0X52 + 1X53 + 0X54 + 0X55 + 1X56 + 0X57 + 0X58 
+1X61 + OX62 + OX63 + OX64 + OX65 + 1X66 + OX66 +1X68 
+ OX71 + IX72 + IX73 + OX74 + IX75 + OX76 + OX77 + OX78 
+ OX81 + I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IX87 + IX88 


                                                Subject to 
X11 + X12                                                X18=1 
I                                                        I 
I                                                        I 
X81 + X 82                                                X88=1  
X11 + X21                                                 X81=1 
I                                                        I 
I                                                        I 
X18 + X28                                                 X88=1 


 


于是，地点矩阵（见表 3）得以建立并输入到分配目标函数中。得出的结果


显示，奥韦里位列第一，阿巴第二，奥尼查第三，哈考特港第四，埃努古第五，


乌穆阿西亚第六，伊科特埃佩内第七，而卡拉巴尔位列第八。 


 


小结与讨论 


 


从上述章节中总结的结论又得到了进一步检验，并且着重强调规划的含义。


方案 A 所得到结论表明，奥韦里是东尼日利亚增长中心的最佳位置；其次分别


是埃努古、奥尼查、哈考特港和卡拉巴尔。 


方案 B 显示，同样奥韦里也是增长中心的最佳位置；其次分别是阿巴、奥


尼查、哈考特港、埃努古、乌穆阿西亚、伊科特埃佩内和卡拉巴尔。在规划中，


必须注意到哈考特港、埃努古和卡拉巴尔以区域增长中心的地位提供服务，这是


因为工商业、行政管理以及服务功能等在这些城镇中集聚。基于得出的结论，实


现该区域的空间多样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奥韦里在两种方案中都位列第


一，所以该城镇应该也是必须作为一个主要的增长点。奥韦里是一个州的首府城


市，它不能作为以工业发展为最大目标的增长中心。 


阿巴可以形成另一个地缘政治区位，可以成为一个区域的增长中心。拥有适


当的区位、经济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城镇，可以担当区域中的主要增长中心。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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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点的多样化将会促进区域的发展。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进行了不断的尝试，试


图创建新的州和州首府城市新政府和新的行政中心选址上。这些首府城市同时也


作为增长中心，其基础是发展通常集聚在这些地方。这些地缘政治城镇可能扮演


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阿巴本来已经是州的首府，区域发展在此高度集聚，这


就增加了它称为一个增长中心的潜力。根据其区位效应和工业发展潜力，这些城


镇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特点表明了将它们作为增长中心的必要性。 


 


结论 


 


本研究试图确定东尼日利亚的增长点或潜在的增长点。基于以上分析，诸如


奥韦里、阿巴、奥尼查、和哈考特港等城镇，可能是增长中心的最佳位置。本研


究推荐以阿巴、奥韦里和奥尼查作为未来的增长中心，尽管哈考特港已经是一个


主要的增长中心。 


研究表明，这些城镇所承担的角色不能与埃努古、哈考特港和卡拉巴尔相提


并论。在州政府决策的努力之下，这些城镇可以有效地发展为增长中心，并且应


该在这些中心内集聚更多工业和服务功能。 


同样，也选择了这些城镇作为行政管理首府城市，如奥韦里所承担的角色。


在东尼日利亚区域发展规划中需要协调空间问题，其中包括了本研究中所采用的


指标。而且，在此类规划中使用节点可达性是必要的。有必要把空间方面的问题


结合到尼日利亚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使用空


间指数，从而在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促进可持续的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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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分散化的城市化和农村发展：促进中小城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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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尼日利亚通过促进中小城镇发展，来达到平衡与公平的增长和发


展的实例。在简要回顾了尼日利亚快速但并非均衡的城市化模式之后，文章批判


了过去的发展政策忽视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并总结了小


型城市中心的发展应该如何支持当前与分权、乡村转型和改善贫困有关的项目。 


过去数年中，许多学者和有影响力的援助机构都在关注中小城市中心的发


展，将之作为一个适当的折中方式，因为它结合了城市和农村发展优势，不存在


大城市过度增长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有限资源在农村过于分散地分布而造成规模


太小不足以支撑基础服务的问题。许多非洲政府在获得独立以后，认为在一些大


城市中集中生产活动和服务能带来更快的增长，其利益将自然地流入经济的其他


部门。事实上，很多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仍坚持快速的城市增长是必然的和必要


的，通过草率干预来分散经济活动或是不适当地分散大型人口聚居点是违反发展


或经济规律的（Egan, 1985; Egan and Bendrick, 1986）。而另一方面，一些批评家


认为大城市头重脚轻式的城市化发展是不公平并且是低效的，经济发展没有使穷


人受益，因为资源不成比例地流入城市来支撑城市发展，这是以牺牲大多数人所


居住的郊区和乡村发展为代价的。为了恢复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平衡与健康，他们


极力主张发展乡村来矫正政策的不平衡，并削弱那些吸引农村移民而加剧大城市


问题和低效率的城市的优势（Todaro, 1981; Lipton, 1977）。 


由于这些支持和反对观点的长期对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一直被误解为是不


相关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从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提倡小城镇


政策观点的基础是，城市化不一定对农村发展有害，是城市化的不平衡模式而非


城市增长本身造成了过去的不均衡。一种更为分散的拥有适量中低等级城市中心


的城市住区模式不仅疏解了大城市的压力，而且还将刺激和支撑区域、农村和农


业发展，扩大获得基础服务的人口比例，从而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World Bank, 2003）。这种所谓的“在农村发展


中的城市功能”（UFRD: Urban Func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在本质上是一种


为了更有效和公平地分配投资和生产活动而评估特定区域内住区系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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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dinelli, 1982; Kammeier and Swan, 1984; Bromley, 1983）。 


尽管小城镇方法被广泛提倡，但一些批评家（尤其是在有关政治经济研究的


文献中）坚称关于其优点的说法纯粹是假设性的，并且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


济结构与该方法试图推进的公平理想存在着矛盾。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小城镇更


可能是推动了掠夺式的开发而不是公平增长，并且将构成农村进步的障碍


（Southall, 1979; Southall, 1988）。 


 


有关中小城镇的政策争论 


 


一些研究团体和捐赠组织资助进行了研究并召开会议，讨论如何促进小城镇


的利益并消除其缺点，这类城市中心在区域和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提升这些


作用的适当的政策工具（World Bank, 2003; UNDP/UND-Habitat, 1995）。目前有


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要发展的住区的具体规模，如何识别那些有


潜力支持农村发展的住区，以及如何确保它们真正促进了农村发展。该方法的提


倡者认识到这一概念不能千篇一律地应用，因为不同规模的城镇在不同背景下有


着不同的功能；但是 5000~100 000 人口范围间的住区比较适当的，因为非洲超


过一半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这种规模的城市中心。同时，这种规模布局有利于促进


基础企业和农村消费者之间，以及农村生产者和城市市场之间经济的相互作用关


系（Tacoli and Satterthwaite, in World Bank 2003）。 


在发展过程中，这种规模的住区常常受到忽视，实际上它们应该是地方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它们的发展反映了一种更为分散的城市化模式，顺应了


政治分散化的发展趋势，将中央政府从行政管理和经济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并确


保了一种基础更广泛的发展方法。这种方法应“为分散化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等级


提供更低的层面，将地方所关注的问题自下而上地进行引导，并结合政府目标自


上而下地传达”（UNCHS-Habitat, 1981, p. 26）。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以成为整合城市和农村经济，达成城市人口平衡分


布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建立了适当的联系，中小城镇能通过转移移民、分散工


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疏解大城市不堪重负的基础设施、服务和资源压力；它


们还能为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化提供城市的基础支持功能。同样的，提高


农村生产力，增加投资机遇，以及提高农业加工和小型制造企业中的非农就业，


将提高农村收入及购买力，从而改善农村生活质量（Tacoli, 1998）。这些城镇可


以提供一系列的市政服务设施，包括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宗教和文化设施，


使周边农村地区从经济和可达性方面都可以接受这些设施提供的服务。创新思想


和方法也更容易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农村家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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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这一理念及其实际应用一直受到那些鼓吹直接农村投资和那些


认可更集中的开发方法的双重打击。一些学者告诫发展中国家，随着 20 世纪


80~90 年代长期的衰退和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从社会和政治上推动


有关地理平衡和发展小城镇的政策，违反了有效率的国家经济生产功能，并且在


自由企业经济中很难推行。此外，空间平衡政策不一定能保证社会平等，因为一


个地区的福利并不等同于那里每个居民得到的福利。将小城镇的社会服务和设施


靠近农村居民布置，并不一定保证他们能够使用这些设施或为农民提供他们所需


的资源，从而使他们获得服务和机遇（Egan, 1986; Dias, 1984）。首先这些学者认


为，既然农村人民的多数收入取决于他们在农村地区的生产所得，直接农村投资


将更好地担当中小城镇的媒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现有大城市间能够建立直接


联系的情况下。经纪人和中介越过小城镇而直接在村庄和集市中进行经营也是很


普遍的现象。1988 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召开的小城镇会议提出，根据


非洲国家调查的经验，小城镇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消除社会不公，因为多数非


洲政府倾向于宣传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却推行精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实践


（Southall, 1988）。 


在这些限制之下，小城镇方法的弱点似乎更多地产生于执行和政治限制，而


不是理念自身逻辑的缺陷，尤其是当小城镇作为国家城乡村发展政策的补充而非


替代物时。现在更是如此，因为随着人流、物流，以及其他资源和思想流动的增


加，城市和农村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互相交叉，并且城市和农村地区也越来越多


地带有对方的特征（Hundzalz, 2001）。 


 


尼日利亚的经验 


城市增长的趋势和模式 


 


与一些有着明显的集中发展方式的非洲国家不同，尼日利亚没有明确促进中


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但近来出现的行政管理分散化和农村开发计划，与上述小城


镇发展方法是一致的。尼日利亚 4 个原有的区域被分解为 36 个州，并且建立了


774 个地方政府区（local government areas），这就刺激了作为新建州府和地方政


府所在地的中、小城市中心的增长。另外，由中央和州政府机构所进行的道路和


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执行小城镇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尼日利亚是一个辽阔的国家，国土面积为 923 768 平方公里，人口达 1.25


亿。在英国统治以前，在尼日利亚各地就已经出现了大城市，但殖民改造转变了


原先的空间组织，使许多新的行政、贸易和交通中心得以形成。然而，殖民城市


的角色被狭隘地认为是那些与对外贸易紧密相关的地区，与农村的生产联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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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尽管这些城市对农村有着间接的控制。 


根据 1952~1963 年间的人口普查数据，尼日利亚人口数量超过 2 万的城市从


56 个增加到 183 个。至 1963 年，有 24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10 万，55 个城市超过


5 万，183 个超过 2 万。在 2 万人口以上的 183 个城市中，有 70 个位于国家北部，


78 个位于西部，29 个在东部，6 个在中西部区域。在广阔的中部区域和遥远的


北部区域，城市系统服务水平非常低下。1960 年代，随着城市的集中出现了区


域性增长：西南方的拉各斯（Lagos）/伊凯贾—伊巴丹（Ikeja-Ibadan）地区，东


部的哈考特港—阿巴—奥尼查—埃努古（Port Harcourt-Aba-Onitsha-Enugu）城市


区域，北方的卡诺—卡杜纳—扎里亚（Kano-Kaduna-Zaria）轴线，以及贝宁湾—


萨佩莱—瓦里（Benin-Sapele-Warri）地区的城市中心带，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使


城市化的不均衡模式进一步恶化（Mabogunje, 1977; Okafor, 1985）。这些大规模


的城市集聚区吸引了大部分的国家工业投资、现代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源，以及商


业、行政和教育设施。有关估测显示，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国家城市总人口从


2 989 万（占国家总人口 31％）增长至 3 829 万（占国家人口 34％）。在世纪之


交进行的评估显示，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从 1986 年的 39％增长至 43.5％，并预计


在 2000 年达到 50％，2020 年达到 65％。估计城市增长率为 5.5％，大致是国家


总人口增长率（2.9％）的两倍。至 1995 年，有 7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百万，18


个城市超过 50 万，36 个超过 20 万，78 个超过 10 万，并有 5 050 个城市人口超


过 2 万。从 1963 年至 1975 年，首都拉各斯（Lagos）的人口从 140 万增长到 350


万，现在可能达到 600 万，并预计在 2020 年达到 2 400 万（Okunlola, 2001）。 


 


城市－农村关系及小城镇政策 


 


在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发展规划中都发布了有关政策，承诺确保农村发展和


城市农村的平衡发展。在 1945~1956 年的“发展和社会福利十年规划”（Ten Year 


Plan of Development and Welfare）中强调，需要“同步开发城市和农村地区，……


以防止更多的人从乡村流向城镇，造成贫穷、失业和犯罪”。1946 年的“尼日利


亚城乡规划条例”（The Nigerian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Ordinance）建立了城


市和区域规划的法律基础，但是它的规定却遭到了普遍的忽略。在独立后第一个


真正的国家规划（1962~1968）中，保证要“达到一个更公平的人民和区域间的


收入分配”。“第二次规划”（The Second Plan，1970~1974）的目标不仅是要发展


自力更生的国家，而且要为形成一个经济良性发展和一个公正、平等、自由和民


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为全体公民提供发展的机遇。在 1975~1980 年的“第三次规


划”（The Third Plan）中，包含了对区域规划和农村发展的正式承诺：“在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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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每一地区的重要功能，以及使每一地区都能在经济总体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基


础之上，对城市－农村发展进行整合”。在“第四次规划”（1981~1985）也是最


近的一个规划中，保证通过更平衡的投资和开发的分配，“复兴和转变尼日利亚


的农村地区，并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 


实际上，城市和农村发展计划仅仅是一种并行的计划，还缺乏充分的协调，


并由于资源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原因受到很多限制。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出口收


入、保证粮食供应的农村发展计划，受到了组织结构和销售管理部门不利的价格


政策的阻碍。在内战结束以后的 1967~1970 年期间，军方政府将农业确定为“最


优先发展的等级”，并启动了“国家加速粮食生产计划”（NAFPP），这使政府直


接干预了粮食生产，对地方和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涨进行审查。 


其结果与 1970 年代后期军事当局推行的 OFN（Operation Feed The Nation）


计划一样令人失望。期望通过流域发展机构（River Basin Development Authorities）


和农业发展项目（ADP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来整合农业发展的


计划，使国家花费的金钱要远远多于它的成果。规划和农村发展项目实施方面的


问题在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在此不详加论述（见 Ukwu, 1983; Sokari 


George, 1987）。在一些所谓的优先发展项目中，大量资源中被不适当地分配或是


误用，零落地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Onyemelukwe, 1980）。 


在 1970 年内战后石油加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城市明显的扩张农村自身的开


发受到了进一步的破坏。包括行政管理、建设和商业等部门在内的城市就业大量


增加，城市就业者的薪水大幅提高，这些都促使了城市移民的增加，并加大了城


市－农村不均衡发展，尽管城市的贫困也在加剧。大城市变得更大，而小城镇则


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1975 年，在 2 215 个雇佣 10 个以上工人的尼日利亚企业


中，分布在 7 个最主要的城市（拉各斯、卡诺、哈考特港、贝宁湾市、乔斯、伊


巴丹和埃努古）中的占据了 68.2%。快速的城市增长加速了农村农业的衰落。政


府被迫通过进口弥补粮食赤字，从 1973 年到 1980 年，这一支出从 1.263 亿奈拉


（Naira，尼日利亚的货币单位）增加至 15 亿；与此同时，农业出口收入从 1960


年的 83%下降至 1977 年的 06%（原文为 06 per cent）（Fair, 1984）。 


在规划过程中小城镇几乎受不到任何关注，而大城市的发展则处于混乱状态


之中。1975 年，为了调整城市政策成立了新的联邦住房、城市发展与环境部


（Federal Ministry of Hous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但是很快它


就被强大的工程与住房部（Ministry of Works and Housing）所兼并，并制定了雄


心勃勃的城市住房与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带有严重的政治化倾向，


并且在布局上十分不均衡。在全国有 200 多个城镇编制了新的总体规划来指导发


展，但在经济衰退到来以前大多数规划中仅有不到 30%得到了执行，而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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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则成为围剿贫民窟和侵袭城市非正规部门的一种工具。 


 


经济衰退与分权 


 


随着油价下跌出口收入减少，人们对农业发展和经济形式调整重新产生了兴


趣，其中包括放松管理和经济自由化，废除经营管理部门和限制性的价格政策，


以及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开发过程等等。为了解决长期的经济危机和国力衰退，开


发思路倾向于将授权、分权和合作等措施作为管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元


素。为了减轻中央政府不堪重负的债务压力，分散化呈现出新的特性。出于政治


和军事原因，1967 年内战开始后尼日利亚原先的 4 个区分解成了 12 个州，1976


年又增建了 7 个州，1986 年再次增加了 2 个，总数达到了 21 个。至 1995 年，


州的数量增至 36 个。新建立的州的首府（见表 1）发展为中等规模的中心，成


为区域增长的决策中心和开发创新活动的发源地。不同于以前的区域组织安排，


新的州的组织结构使行政管理、增长和发展中心覆盖的范围更广。同样，为了减


轻拉各斯的压力，政府着手在阿布贾（Abuja）的边界区域开展了投资巨大的项


目，进行首都建设和重新布局的项目。 


不过，由于国土广袤，建立新州对城市人口和机遇分布所产生的分散影响是


相当有限的。到 1989 年，各州拥有的人口数量从 205.3 万（尼日尔州，Niger）


到 992.6 万（卡诺州，Kano）。尼日尔州人口数量最少，但仍然是博茨瓦纳


（Botswana）的两倍，冈比亚（Gambia）的 2.5 倍。在州的层面上，仍然存在着


城市首位度的问题。例如，在拉各斯州、卡诺州和河流州（Rivers），首府城市


拉各斯/伊凯贾、卡诺城和哈考特港占有支配地位，并抑制了其它城市中心的增


长。由于州府城市及其农村腹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很差，它们对边远的乡村地区的


影响必然受到限制。如上文所述，州的数量增加至 36 个，使得分权的影响达到


更远的范围。 


令人高兴的是，自 1976 年改革深入到地方政府系统，“进一步将重要的州政


府功能分散至地方层面以加速发展”（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Guidelines, 


1976）。改革受自下而上发展的理念引导，帮助国家纠正在中小型城市中心系统


发展中不适当的做法，并鼓励平民参与开发过程。改革还特别意味着强化地方政


府的财政和管理能力，强化它们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力。至 1989 年 5 月，地方政


府的数量从 304 个增至 449 个，一些在第二共和国期间非法建立的地方政府被当


局解散。随着进一步分散化，特别是在 Babangida 时代，建立的地方政府达 774


个，其中一些跨越了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地方政府所在地区正在加速发展，除


了它们传统的行政和服务功能，还被开发为小规模制造和商业活动中心。由于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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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适当的物质与经济联系，它们为创造第三级城市中心提供了合理的结构，更方


便农村人民的生活与就业，它们的位置对周边乡村更有效。 


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措施，以进一步促进中小城


镇的发展。1986 年联邦预算报告启动了一个项目，旨在“复兴尼日利亚农村并


提高农村生活质量”，通过拥有强大融资能力、与各级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有着


广泛联系的“粮食、道路和农村基础设施委员会”（DFRRI：Directorate for Food, 


Roads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来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村道路的修复，并提供其它


基础设施。另外，还建立了有关就业、职业培训的群众动员委员会(MAMSER：


Ancillary Directorates for Mass Mobilization)，来促进农村和非正规部门企业的发


展。 


建立州和地方政府所产生的分散化的影响以及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开发，为引


导农村建设的次级城市中心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潜在的


可能和实际之间通常还存在着很深的鸿沟。 


 


利用中小城镇加强农村－城市联系 


 


在尼日利亚这样幅员广阔而富有变化的国家中，将一种方法千篇一律地应用


于所有的城镇和部门是不适当的。但是，确定有关城乡发展之间实际和潜在联系


的政策、规划和投资意义，以及明确如何利用小城镇促进区域发展并改善贫困，


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1990 年代开展的一些全球行动议程，特别是里约热内卢


世界峰会的 21 世纪议程和伊斯坦布尔城市峰会的人居议程，都有效地提供了行


动指导，非常适用于尼日利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环境。例如，人居议程提


倡通过“强大的地方和国家机构……，注重农村－城市联系，并将乡村和城镇作


为人类住区连续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推进“一种互助支持的平衡和整合城乡发


展的方法”（UN-Habitat 1998）。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近期对一些最佳实践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通过实现真


正的分散化来创建有力的地方政府系统，需要支持与农村生活有着强烈联系和影


响的城市非正规/小型企业，要强调地方行政管理和经济的联系而不是形成隔离。


上述这些方面都反映了尼日利亚近期有关政治重构和分散化计划所关注的问题。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模式划一、单一等级的地方政府结构，而且对城


市和农村地区没有区别对待，1976 年的地方政府改革遭到了批评。不过，近来


对发展的思考表明，我们应强调地方政府结构之间的联系而非将其分隔，“因为


新型的地方机构能最好地管理城乡联系，这种新型的机构超越了传统的城乡地区


行政界限，能够在区域层面上对住区及其经济、社会和环境联系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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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salz, 2001）。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权力分散化使得尼日利亚建立了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


但制定决策和资源分配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虽然分配给地方政府的国家税收


比例从 1976 年的 3%增加到了 1991 年的 20%，地方政府依然在上级政府的法律


和政治影响之下，而这些上级政府政治领导人拥有各种利益和优先权。许多地方


政府似乎仍然过于庞大并且远离平民，不能起到我们期望中小城镇所承担的作


用。因此，回顾 Dasuki 委员会在“尼日利亚地方政府机构”（Review of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n Nigeria，1985）和“政治部门报告”（Report of the 


Political Bureau，1987）中提出的建议，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在这两个报告


中，都极力主张推进政治结构分散化，以确保地方政府接近人民，从而满足他们


的需求，并为地方参与提供真正的机会。 


加强小城镇和农业/农村发展项目的外在联系还需要其它的方法。在规划方


面，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规划实践应该更现实、更灵活并更具咨询作用，与地方


环境更协调。虽然声名狼藉的“1946 年殖民城镇规划法”在 1992 年被“城市与


区域规划法”所取代，但新法规定在执行应设立的国家规划委员会、州规划委员


会和地方政府规划机构仍在架构之中。对于 1978 年“土地使用法”（Land Use 


Decree/Act）引入的土地使用控制的集中化方法，还需要进行长期的监查，并需


要转向更分散的土地分配系统，这将会更好地保证城镇居民特别是城市贫民土地


和住宅的改善（Nwaka, 2004b）。 


在小城镇中以及小城镇和大城市之间，还必须稳步建立适当的联系，以保证


次级城市的增长和利益能够形成扩散，并且不会被居住在那里的富人不适当地占


用；需要向这些城镇提供基础服务设施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如住房、供


水、供电、市场、销售和存储设施等等；通过完善贷款制度、技术支持和培训，


促进和保护小型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并且简化限制性的许可手续，使它们的地位


合法化；为农村农民改善农业投入、农业加工设备和设施，为非农就业提供机遇


对改善农村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国家主导经济和政治的非确定性因素以及预算限制，中央和州政府有时


必须通过授权的方法以推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积极合作，并为私人部门参与尽可


能创造条件。 


将农村发展整合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另一个方法，是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需


要认识并加强城市人民和农村人民之间的纽带。在尼日利亚，多数城镇居民的活


动跨越城市和农村界线，并与他们农村的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个人、种


族团体和部落，他们将资源和先进的思想引入自己的家乡村庄，并把相当一部分


的城市积蓄投资于村庄中的社会和生产企业建设。政府政策应寻找管理城市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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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巨额投资以及城市居民为家乡发展集资的方法。加强城市居民与家乡之间的


纽带，可能是将小城镇政策与农村发展项目联系起来的一个方法，这意味着“非


洲农村发展之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得到城市的投资”（Hyden, 1986, p. 211; Dike, 


1982; Trager, 1988; Honey and Okafor, 1998）。 


最后，推进中小城镇发展不应被视为城市和农村直接发展过程的替代品，而


是国家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对全国范围内的人类住区发展起到平衡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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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喀什宣言——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联系 
Marrakech Declaration-Urban Rural Interrelation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b Mahoney 


胡文娜 译 


 


 


1 引言 


 
对于已经拥有宇宙飞船的地球来说，它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应的指导手册还没


有问世。 


——R. Buckminster Fuller 


 


有人指出，未来的十年中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将继续进行，并且呈上升趋


势。过去，城市和农村的规划一直是截然分开地执行，这种区别对待是可以理解


的。尽管这种分隔的后果之一就是大片的乡镇土地成为城市用地，同时人口也迁


移到城市开发区，以便拥有就业机会和享受城市的生活品质。 


现在普遍意识到，城乡之间存在着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都需要平衡和互相支持的方式推动城乡的发展。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截然不同，


零散的发展不再发挥作用，将被城乡联系的发展方式所替代。 


在城乡联系中，包括城乡之间不断增长的资金（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人


员（迁移和通勤）和物资（贸易）的流动。在这些流通活动中加强观念传播、信


息交流和革新推广，也是非常重要的。 


 


城乡联系的多维界面 


 


城乡联系不仅仅是拓扑意义上的邻里环境，还需要以多方面和多学科相结合


的方法来推进发展。只有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结合城乡联系中经济的、


社会的和环境的诸多主题，才能提供人类安居乐业的基本所在。 


 


充足的基础设施投资 


 


在诸如交通、通讯、能源和基本设施方面给予足够的投资，是城乡联动发展


方式的中心内容。在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足够的投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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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乡镇生产力，实现男性和女性共享市场贸易、就业和公共福利方面的机会。 


 


人居环境不再是概念化的城市和农村 


 


百万人口大城市和穷乡僻壤仅仅是众多城市和乡镇集合体的两极。忽视改善


小城镇的生活品质将会造成对大多数人群未来生存环境的忽视。因此中央和各级


政府都应该意识到政府的开发行为对城乡地区的冲击和影响，积极的政策在扶贫


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深入解读城乡地区的相互关系以及存在于城乡联系自然性


质本质上的多样性是非常必要的。 


 


地域的多样性和问题的多样性 


 


城乡分隔问题包括以下几个关键之处： 


· 城乡联系 相关要点包括城市和乡镇之间的不同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


要在建设可持续的城乡基础设施方面的平衡政策方法。 


· 城市蔓延和人口迁移 相关要点包括城市边缘的问题，以及要求建立全面


的土地政策，在建设可持续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控制体系下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要点证明在世界不同地域形成各不相同的情形；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


转型国家尤为明显。如何保证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平等对待，这一问题非常复杂。


就这些国家技术人员的数量、质量和成熟水平而言，答案也是结论不一的。 


未能发现差异就不可能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现在，全球调查报告不再具有


普遍性，不可能再成为统一的行动导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与挑战不能等同


对待。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思想里通常会做出诸如“城市—乡村”这样的分类，


例如在有些方法中提出的分类涉及到： 


（1）快速发展的百万人口城市，它们所关注的是经济的成功发展（以亚洲


地区为代表）； 


（2）以土地使用规划作为政府控制手段来取得协调发展的人居环境（以欧


洲地区为代表）； 


（3）以农村发展为主，与城市化阶段很少关联的农村－城市发展（以非洲


和拉丁美洲地区为代表）。 


然而，在上述分类中存在着一种风险，因为它忽视了空间及其相互关系。我


们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提升这些目前还不完善的分类。任何决定的做出都要考虑


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本文阐述了为实现可持续的城乡环境


的决策基础，重点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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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和管治； 


· 土地和自然资源基础； 


· 能力评估和发展。 


 


在理想状态下，人类在一个文化氛围内的合作发展良好的管理和正确的土地


政策才能创造可持续的城乡环境。其简化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城乡联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 Stig Enemark 


 


2 重要问题 


 


知识分为两种，我们靠自身来掌握的，或从中获得信息来掌握的。 


——Samuel Johnson 


 


城乡分隔问题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 城乡联系 其相关要点包括城市和乡镇之间的不同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


需要在建设可持续的城乡基础设施方面的平衡政策方法。 


· 城市蔓延和农村的人口迁移 其相关要点包括城市边缘的问题，以及要求


建立全面的土地政策，在建设可持续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控制体系下解决这些问


题。 


在世界不同地域以上问题的表现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国家之间，这种不同尤为明显。如何保证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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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非常复杂。就这些国家技术人员的数量、质量和成熟水平而言，答案也


是结论不一的。 


因此，针对城乡分隔的对策也只能作为一种原则提出来。 


农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带来的半城市化地区的蔓延，持续冲击着村庄、城


市和百万人口大城市，如图 2 所示。 


 


图 2 概念图示 
资料来源：Stig Enemark 


 


2.1 城乡联系 


 
城乡联动的发展方式是针对城乡地带经济、人口统计和环境的相似之处提出


的，使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成为人居环境的两大端点。因此，当前关于城市可持


续开发乡村层面的讨论应强调支持城市化的政策，同时在自然、经济和社会基础


设施方面的投资与日俱增，这对于提高农村生产力和市场化是非常必要的。在接


受城市化必然性的同时应保证那些依旧生活在农村的居民的生活标准和条件，必


须考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范围和生活方式。 
农村发展不能以阻止农民进城的政策为基础，而是应基于促进农村人口经济


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提高，以及通过增加农村的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力，从整体上促


进国家经济增长。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不仅是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也是


提高城市地区和出口市场中农产品的必要条件。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农村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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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相关的国家安居政策指导下，以上所述是安排和贯彻有关城乡联系和空间


结构的基础设施政策的首要前提。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基础设施之间


的差距需要更多的政府运作。正如 Don Okpala 在马拉喀什会议（Marrakech 


Conference）中所指出的那样。 


城市传统的发展方式是一种明显与农村不同的、不连续的形成叉状分支的发


展方式（a discrete and dichotomous approach），由于城乡之间的互补功能以及在


人口、资金、货物、服务、就业、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流动，这种传统方式已不再


符合实际情况。从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来说，城市和农村都是相互依存的。 


在城乡政策决策上已经不再存在其他的选择。农村地区视城镇为“经济增长的中


心或者发动机”，而城市应将农村地区视为不可缺少又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两


者应为平等的合作关系。无论什么情况下（通常是出于政治原因），鼓励或者为


单方发展提供机会都会打破这种平衡，正如2003年Magel教授在马拉喀什会议上


阐述的那样。 


2003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ECOSOC）会议上，


秘书长提到，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将农村发展放入中心发展议程，这里所说


的农村地区是指那些需求最大和受难最多的地区。以上这段话尤指非洲，因为非


洲多数人口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城市化常常被视为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反，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议程却提出了一个城市区域（city region）的概念，或者


可以说是涵盖了城市和农村的复合城市的概念，通过内部共同合作以求获得在区


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 


在上述讨论的背景之下，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和环境规划署


（UNEP）提出终止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是毫不奇怪的。 


 


2.2 城市蔓延和农村人口迁移 


 


在上个世纪，工业发展和投资增长推动了大城市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更是


如此，但还应归功于更高的人口出生率。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这种移民给农


业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同时使城市环境恶化，维持大量人口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由于资源不足也造成了城市中的生活质量下降。 


城乡联系对于双方来说并非总是积极的和互惠的。城市及其城市化地区占用


农业生产用地，侵占水资源，污染乡村环境，使乡村成为城市废弃物的堆放之地。


另一方面城市不再是高效率地扩张和建设，在城市中常常会有大量的农村用地，


导致“城中村”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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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至 2015 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60%，


而从现在至 2015 年间，在增加人口中大约有 90％是在城市地区中。大多数的增


加人口会产生在发展中国家内城的贫民窟和非法居住区内。 


在所有的国家中，无论如何市中心或中心地带都是积极发展，并向乡村开放，


这种情况被称为“分散式集中”。它有助于城乡稳定，符合自然经济法则。单向


大规模的聚集，首先因为城市人口的需求，更是乡镇缺乏稳定的组成结构的结果。


这些地区渐渐成为介于有钱人住宅区和贫民窟之间的宽阔的分隔带。这种情况下


犯罪率与日俱增也就不稀奇了。 


城市中心区和乡镇中心区应该就双方如何相互支持、互补、互相缓解或加强


等问题，毫无成见地平等对话。对话的主题包括交通和环境问题，控制开放空间


的能耗问题，推动能源更新问题，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如何相互结合、共同吸引


投资者和资金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明确指出：增强地域的竞


争力关联着城市和农村都两个地区。这是一个具有结合点定位的政策，也是共同


合作而非背道而驰的实践行为。正如2003年Magel教授阐述的那样，它是多中心


平衡的城市体系的发展，是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新型关系。 


回顾快速增长的超大城市和城市群，区域化的居住结构设计关注不同使用强


度具有兼容性的用地规划，多元和大容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公共设施。这是可持


续的生态目标、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先决条件。 


这样的优先发展必然会减慢城市的扩张。为此，必须增强农村地区的居住条件和


经济基础，从而鼓励在此定居。因此促进城市内部、城市之间以及乡镇和村庄之


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2.3 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关系到土地的使用和保护，实现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土地政策作


用于切实可行的私有和公共目标，例如在遵守当地供求关系的限度内倡导平等，


保证所有人的权利。土地政策还关系到资源配置，尤其是使用土地的权利，在保


证长期和短期都能在符合自然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前提下使其保证最长的有效性。 


土地政策带有包括社会经济学和法律法规的全部复杂性，它们说明土地是如


何使用和如何受益的。土地政策应提供一个均衡而完善的框架，以满足城市和农


村的社会需求。它还应处理好土地及其相关资源，如水、森林和土壤。土地作为


一种资源，其开采、利用和保护的平衡必然受到冲击，而这种平衡将满足现在的


需求而不危及后代的利益。土地政策的优先目标就是可持续发展。 


正如欧洲经济委员会土地管理导则中所阐述的，土地管理规定了在进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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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政策时的决定、注册、以及所有人、价值和土地使用情况的信息发布。针对


土地规划和使用权，一个完善的法律框架将会提高土地经营体系的容量和实力，


来满足从政府到市民多角度的社会需求。 


在土地的保有、价值和使用方面，土地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需要通过可行的


体系和方法来执行。这些规章制度包括： 


· 配置土地权限，划定界限，关于各种土地的变更如通过销售、租借、贷款，


出让和继承的等手段，以及解决有关矛盾； 


· 土地使用的控制、规划和实施，以及解决有关矛盾； 


· 评估、通过估价和税收累积国家收入，以及解决有关矛盾。 


土地注册被视为土地管理操作层面的一部分，它为执行土地相关的各种规章


制度提供体系和方法。 


通过区划的准备和采纳，土地使用控制主要是提出和衔接土地使用的规章制


度，由中央和各级政府来执行。这样，规划、开发和控制是土地使用控制中的关


键部分。 


零散的用地规划和草率决断直接使承担风险的地方相关部门和机构产生了


问题。这些部门机构必须以一种非常实际而直接的理念来处理这些矛盾。在可持


续发展观点中，一方面是短期受益和需求，一方面要关乎后代，两者之间的矛盾


冲突理所当然至关紧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意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


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这是在1987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中提


出的。现在，土地和住宅被视为社会凝聚力的核心，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2.4 土地开发 


 


引入和采用城乡土地政策是必然选择。为了在城乡联系中寻求重建和开发的


平衡点，我们需要在城乡地区进行扶贫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可靠的土地使


用政策、农村复兴和城市更新、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资源配置。 


2000年《农村21世纪波茨坦宣言》提出，应该创造和保护适宜的框架条件，


使农村地区改善居住条件和提高经济文化活力。为了保证生活条件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寻找迎接社会经济环境多方挑战的方法。为了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其


关键在于设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内在潜力的发展和与其他地区的经验交流。


发展策略必须充分反映起步条件、机遇和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发展策略还必


须尽可能为区域和当地的执行人员解决问题提供弹性空间。 


就土地开发来说，必须对农村地区给予特别关注，来解决城市扩张和人口迁


移问题。波茨坦宣言就这一情况为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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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为农村地区建立特别的国家政策； 


· 与贫穷抗争，保证粮食供给，消除不平等； 


· 增加更多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 保证土地和生产资源，解决土地利用中的矛盾冲突； 


· 保存自然生态体系，将环境保护融入到政策领域的方方面面； 


· 城乡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 保护具有多效和多能的农业资源和森林资源； 


· 确保良好的管理和参与。 


然而，仅仅着眼于农村地区是毫无效果的，甚至还会带来大量的困难和不足。


因此，也需要关注城市和城乡联系。“城市21世纪宣言”明确表示： 


· 城市和管理的其他层面应该采用有效的政策和规划。这些政策和规划整合


了发展的社会方面、经济方面、环境方面和空间结构方面； 


· 城市应通过经济机遇和团结合作，致力于扶贫和满足市民最低需求； 


· 城市应建立合作论坛，采用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关系推动网络合作体系； 


· 应该重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应该重视城市、农村和自然界


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 中央政府应给予城市用地开发更多的优先权。 


欧洲通过土地开发，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引入成功的项目，恰如其分地平


衡了城市（用地）和农村（用地）。 


 


3 制度和管理 


 


新的理念总是遭遇怀疑，通常会毫无理由地被否定，只是因为这些理念卓尔不群。 


——John Locke 


 


3.1 目标 


 


善治（good governance）为那些能够保证对社会、经济和环境上主要问题的


处理具有透明度和责任感的领导集体提供良机。在这个意义上，善治的最终目标


是以高效的领导集体承担起可持续人居环境发展的重任，来面对预期移民问题和


随之而来的城乡环境大融合。 


管治需要建立可以清晰识别的焦点，同时还要界定责任范围来保证对决策的


公众信心和商业信心。面向 21 世纪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在城乡联系中运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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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的管治。能够应对多方问题和多重相关数据的管治对成功过渡意义重


大。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在于，管治所要求的专业能力不能是单一的，需要从各


个学科集中专业人才。很明显，对于成功把握未来，正确而高效的研究机构和以


重要原则为基础的管治理念是革新中至关重要的环节（Magel，雅典，2004）。 


 


3.2 内容 


 


城乡联系的善治涉及相互关联的复杂情况，有行政、社会、经济、环境上的


问题，规划控制问题，土地使用以及一个高效的土地市场。如果土地和社会基础


设施的压力能够恰当地处理，相对于城乡分隔的综合政策就是关键。伴随快速发


展，这些压力意味着反腐措施必须提上议程，增强公众对规划和财政政策的信任


和信心。在制定这些政策的同时，还应留心保证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平等机会。 


针对发展可持续城乡环境关系，对这种直接需求的关注提出从大量的专业学


科吸收、利用和调整知识结构。一些有效手段可以提供城乡联系的相关政策和决


议的信息，有利于为制定高层面的行政决策、经济决策和社会决策建立信心。 


制定一个易于适应时间变化的管理框架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城


乡联系的自然规律将会发生改变，那么原本合适的管理方式也会随着新的要求和


新挑战的出现而变得不那么适合了。 


 


3.3 原则 


 


过去适宜的原则在未来不见得适用。这正是面对城乡联系管理最重要的挑战


之一。但是对以往经验的分析能够使专业团体从中学习教训，从而制定符合未来


需要的管理框架。有一个标准必须得到满足，那就是为满足城乡联系发展的变化，


管理框架必须为下一步的调整预留弹性空间。 


在所有层面上为城乡环境的管理确定独立的重点和责任来整合、调节和监


控，同时还要建立横向和纵向合作的适当层面。 


 


3.4 教训 


 


经验表明，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在最高层面上建立负责的权威机构。城乡联系情况复杂，缺乏针对焦点问


题的一对一负责制度将会使城乡联系散乱而失效； 


· 保证技术解决方案不会凌驾于善治。在实际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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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来主导计划项目中的复杂关系。城乡互动计划中的终极目标往往是最重要的； 


· 保持城乡联系的整体方法，它涵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法。


城乡联系的多学科性质要求进行不断的检查，确保所有团体都纳入管治之中； 


· 制定多学科计划，建立工作团队和项目小组。项目小组负责特别的短期行


动，一旦完成行动小组就可以解散。风险在于维持这些系统会降低善治的效率； 


· 城乡领导层的代表之间进行定期对话。建立论坛可以使观念共享和信息交


流更加方便，而缺少这样的论坛会造成对话活动的缺失，继而造成对话活动的失


败。 


 


3.5 未来之路 


 


在组织方面： 


· 为综合政策相关事务的协调和发展建立一个独立的权威机构，向公共领域


传达信息； 


· 在最高层面上，保证所有的城乡环境机构和团体都能确定他们对每一个重


点问题的责任； 


· 进行定期和联合的监控行动和强制执行行动； 


· 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管治结构，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其中应该包括土地


信息管理者，城市政府各部门（包括规划师、交通专家和工程师），城乡环境的


投资人，社区居民，信息技术/信息系统方面的专家。 


· 在所有层面上为反腐政策提供方便和义务； 


· 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的便利和义务； 


· 为建立和运作高效的土地市场提供便利条件，以及相应的信用和财政系统


的支持。 


 


在技术方面： 


· 建立相应的通讯标准，包括数据标准、格式和交换协议； 


· 建立元数据库，所有团体都有权使用（尽可能保持使用简便）； 


· 建立和维护技术问题的登记制度。 


 


在管理上方面： 


· 建立管理团队和独立的权威机构； 


· 建立广泛的宣传网络，坚持经常检查； 


· 建立相应网址并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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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为信息的交流和传达提供支持的商务流程； 


· 保持便捷高效的通讯； 


· 建立和维护技术问题的登记制度。 


 


4 土地和自然资源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 


——Louis Pasteur 


 


4.1 目标 


 


土地常常被认为是力量和财富的首要来源，这是因为土地能够吸引投资，土


地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能够作为一种收益性的资产。 


在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和缺乏服务设施成为大规模移


民和粗放式城市化的因素。缺乏控制的人类活动造成自然资源前所未有的巨大压


力，造成因资源有限降低生活品质。 


关于这个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 1999 年做出的统计使人震惊：


“到 2025 年，全世界有 2/3 的人口将处于用水紧张中，其中包括 70%~75%使用


淡水灌溉的农业区。人类引起的土壤环境退化造成 20%的世界土地干化，使 10


亿人口生计受到威胁。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 60 公里的范围，


而其中 1/3 的岸线面临人口和设施两大压力的威胁”。 


发展中国家不断面临着土地减少和资源匮乏的威胁，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就


是在诸如政治、制度、法规和技术各个方面配置和建立完善的基础体系，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提供支持和后盾。这也是运作和规划土地利用行为的需


要，是规划简便而高效的制度体系和法规体系的需要。它们都可以激活土地市场，


促进土地调整，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贯彻执行人类住区诸多政策。 


土地管理和土地行政的体系应该适应和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不能危及不可更


新的资源。 


由于人类活动及其负面影响的危险状态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冲击，国内和国


际各团体不得不约束各自的行为，主动遵守由各峰会、宣言、联合国和其他组织


发起的全球行动计划。 


为了组建这样的政策性委员会来保证行动成功，来自于多种学科的重要领导


和专家之间的对话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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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内容 


 


对大多数社会形态来说，土地和资源的经营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是


要寻找经济压力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平衡点。人类既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又是解决


问题之所在。上世纪的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造成这种大规模


移民的原因是： 


· 农村缺乏基本的服务设施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农村人口来说，城市代表


了富裕和乐土； 


· 在土地问题上不公正对待当地土著居民和弱势群体，包括相应的信用透支


方面的提供和获取； 


· 人类活动的失控和持续的干旱问题使土壤退化。许多国家的水资源匮乏，


农村人口和生活环境陷入危机。 


难以发展全局战术，缺乏公正的国有土地政策和整体实践，给土地资源太多


压力。UNEP 的数据和报告强调，资源日益匮乏是造成贫困的首要原因，这将会


危及后代的生存大计。 


 


4.3 原则 


 


除了传统的产业方法，土地行政方面的管理行动应该对城乡联系以及土地、


基础设施和资源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深入解读和领会。我们倡导的行动认为人口


的需求和期望是不同的。经验表明只有结合制度的和主动的方法才能促进可持续


发展，为人类造福。 


对综合方法而言，通过建立空间数据设施来加强信息基础，支持决策，并运


用统一而标准的研究方法和经济指标来评价所得到的结果。 


 


4.4 教训 


 


· 保证自然资源方面信息的时效性。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数据库


基础设施和大量的相关因素这一点很难得到保证。大多数国家都信奉“信息就是


生产力”，因而许多专业团体试图通过垄断信息保护自己的短期利益，这是整体


发展的巨大障碍。决策者没有使用正确及时的信息工具用来确定需要开发、投资


和服务的地区项目。 


· 确定综合方法。由于行政上和选择上的原因没有确定长期目标和分期建


设，由地方政府部门组织的项目行动有时会背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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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当地社区。进行设计和实施政策时，市民参与规划设计是非常有效的，


这样做可以保证民众成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 决策、信息和管理透明化。腐败干扰正常的政策和法规，纵容违法行为。 


· 建立弹性的财政机制，减少长期问题的危机，例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砍


伐森林导致燃柴和建材的短缺。为缓解森林压力，为农业人口寻找具有弹性的财


政机制和能源是当务之急。 


· 进行土地评估。由于城市化节奏过快，缺乏完善的规范制度和土地评估，


城市组织不断扩张以致占用良田。完善的土地评估制度可减少这种情况发生。 


· 建立合适的和可行的土地市场，同时建立相应的财政体系和法律法规。运


作土地市场必须取得行政许可，因此适当层面上的官方机制是必要的，但能否带


来更多的财富并不有效。 


· 为了探讨和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实践建立论坛。通过对相关实践的评价和


记录，为在在多层面上推广优秀的实践提供基础。 


 


4.5 未来之路 


 


· 运用标准化的方法和流程收集信息，建立更好的渠道便于决策者容易获取


信息。 


· 集中各学科的专业人才，共同建立标准用于评估系统的性能。 


· 咨询活动先行，这是为了发起和促使高层之间的深入交流，以便推动全球


行动的开展。作为计划的一个环节，全球行动将保证所有相关组织的合作和运转。 


· 关于环境决议的开展和进行，信息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关键因素是在讨论


通过哪种方式之前要向相关人群解释一个特殊政策为何而定以及如何受益。 


· 提倡土地管理的多元方式，明确评估的目的和方法。 


· 围绕自然资源的管理，明确冲突的类型和起因。 


· 明确和监控土地开发的经济指标（包括农村、城市和城乡过渡区域） 


· 引入高效的土地市场和相应的信用机制。 


 


5 能力评估和发展 


 


在世界上常识的分配最为公平，因为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具有丰富的常识。 


——Rend Desca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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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目标 


 


善治，全面的土地政策，健全的土地管理和土地管理制度是解决有关城乡分


隔问题的重要部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法，必须培育高效的土地市场和开


展有效的土地使用管理。然而，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


国家，在制度和必备的人力资源方面，国家处理城乡联系的能力远远不足。 


这种情况下，能力建设的概念在社会、组织和个人三大层面上为分析、评估


能力需求和及时回应这些需求提供原则。 


 


5.2 内容 


 


何为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一词是出现于 1980 年代的新概念。在不同的


背景下以及不同的使用者都会使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普遍认为，能


力建设和教育、培训以及人类资源发展（HR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密


切相关。但是，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近年来有所改变，趋向于涵盖社会、组


织和教育方面的更加广泛、更为全面的意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为人类资源发展（HRD）做出了一个基本定


义：“能力就是指个人、组织或者组织单元能够有力地、有效率地并且持续地行


使其功能的实力”。能力被视为是两维的： 


· 能力评估或判断是形成能力发展长期战略的重要基础。它是一个建构和分


析的过程，由此可以在更宽广的系统范围中对能力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并对这


个系统中的特定实体和个人能力进行评估。能力评估可用于资助性的土地管理项


目，或农村行动的自我评估。 


· 当开始强调整体系统、环境和文脉以及个人、组织、社会在其中的运行和


相互作用时，能力发展的概念就比人类资源发展（HRD）的含义更加广泛。即


使关注的焦点是承担某项功能的某个具体机构组织的能力，也必须考虑整个政策


环境和宏观层面上诸多特定行动的一致性。当然，能力发展并不意味着当前不具


备能力，也包含保持并加强现有的人群和社团的能力以推动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能力发展


的解释是：“由个人和各个团队、组织、机构和社会来进行，增强他们的实力完


成中心任务、解决问题、实现目标，在更为宽泛的文脉环境和可持续的方式下认


识和应对开发需求”。各方资助人普遍接受认可这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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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改善城乡联系 


 


普遍认为，作为土地管理的重要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安全性、土地市场的效


率和土地使用控制的效果在任何土地政策里都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行为


依赖于土地管理的某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所通过的一系列权力、限制和责任，


作为政策实施的基础来进行土地鉴定、绘图和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考虑全


方位的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的原则和选择。 


城乡联系的发展意味着这是一个长期战略行动，它包括：确立政治目标；采


用相关的土地开发政策和执行方式；建立法律体制来处理土地开发问题，尤其是


城乡分隔问题；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明确任务和责任；必须发展人力资源以便处


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问题以及一般社会问题；最后，专业团体的发展，例如国家


勘测机构应为开发和控制的标准和规范负责，提高专业技能带动政府有关部门创


造理想条件和服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为现实能力发展提出了三个要点： 


· 在社会组织层面上，包括政治目标、土地开发政策和行政手段、法律体制； 


· 在体制层面上，包括制度基础、善治、空间数据基础施、国际贸易中心以


及专业机构； 


· 在个人层面上，包括经教育培训获得的人力资源和技能，专业进修活动。 


全面的土地开发政策督促立法改革，反过来，由于技术需求和人才需求，立


法改革督促土地制度改革和最终完成。因此，全面的土地开发政策至关紧要。 


但是，能力建设并非一个线性过程。无论切入点是什么，无论当前焦点是什


么，都需要在前后层面上考虑其因果关联。能力建设应该视为一个方法论，目的


在于通过评估和处理相关主题及其内部关系的整体范畴得出可持续结果。 


 


5.3 原则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对于用以建设土地行政基础设施的资助项目，土


地使用控制方面只有整体分析，没有区分城市用地和农村用地的不同问题，这是


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能力建设的主题已经被纳入到主体部分，应最先处


理解决，而不是作为一个附加内容。实际上，这些项目应该作为能力建设的项目


来对待处理。我们仍然关注项目，但是焦点应该在建设能力满足包括城乡联系在


内的土地行政和开发的中期和长期需求上。 


一个优秀的整体方法在制定战略管理时会考虑四大步骤：我们的现状如何？


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如何实现目标？我们如何巩固成果？这一方法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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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力建设这一概念，其目标是评估、发展和可持续。 


 


5.4 经验 


 


· 建立资助项目的战略方法，保证首先建立能力建设措施，而不是作为附加


内容。 


· 发展国内自我评估程序，在城乡联系上确定能力需求，在行政上、法律体


制上、制度基础上和人力资源技能上为能力开发提供必要措施。 


· 促使采用和制定全面的土地开发政策，促进乡镇和农村制定政策同时纳入


一个专业领域，制定整体分析。 


· 促使中央和各级政府权责明确。关于土地资源和土地开发，处理权利、规


则和责任时确保遵守管理原则。 


· 提倡针对土地经营的理解应多学科融合，包括诸如社会、经济、环境、司


法、组织在内的方针措施的整体范畴。 


· 勘测教育应包含多学科方法，通过空间信息管理将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与


勘测科学和土地经营结合起来。 


· 建立强大的专业团体，例如国立勘测员协会。它负责开发、控制行业标准


和行业道德的制定，加强行业能力，与政府（指定的）代理机构相互作用，共同


创造理想条件和服务。 


· 倡导行业进修，保证和提高专业技术，使教育、研究和专业实践相互作用。 


 


5.5 未来之路 


 


未来之路包括三个阶段：评估、开发和可持续。 


 


评估 


 


结构分析包括如下问题： 


· 土地开发政策是否表述清晰？ 


· 通过什么手段可以恰如其分地控制人类的土地行为，尤其是城乡联系？ 


· 法律体制是有效而完善的吗？ 


· 这些组织是否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机构能够胜任管理城乡联系


的工作吗？ 


· 政府机构的各个层面是否清楚管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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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和人才技能是否满足要求？是否有规定人才数量及其能力的政


策？ 


· 是否有相关教育和培训机会？ 


 


发展 


 


能力发展的各项措施应该通过分析能力需求来寻找差距。这些措施包括： 


· 实施全面的土地政策，解决城乡分隔问题； 


· 为加强城乡各级机构之间的对话创造机会，例如论坛、研讨会和合作； 


· 为城乡联系建立法律机制； 


· 在空间规划上，采用适当的组织体制明确权责，尤其在涉及城乡联系时； 


· 明确的管理制度； 


· 采用相关政策确定人才需求及所需专业技能； 


· 在所有层面上给于充足培训机会。 


 


可持续 


 


由于能力发展的过程及其相关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因此不断进行监控是


非常必要的。这些措施包括： 


· 在所有团体、中央和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NGOs）、专业人士和普通市


民都应鼓励自我监控的意识，检查并讨论这些进程，提出相应的改变; 


· 不断回顾经验教训，推动进步。 


 


6 马拉喀什宣言 


 


只有勇于行动而不是瞻前顾后，才能掌握这个世界。 


——Jacob Bronowski 


 


关于改善城乡联系的马拉喀什宣言 


 


国际勘测员联盟（FIG)及宣言的合作者认为在世界不同地区存在城乡分隔，


同时相信为实现全世界都认可的人类生存条件，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关的委员会，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乡联系是城乡善治问题的全球性中心主题。 


马拉喀什宣言建议发展全面的国有土地政策，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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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机构和政府行动——良好管理需要公共机构和政府行动； 


· 土地管理基础结构——土地所有权、土地评估和土地使用，完善土地管理


基础结构。 


· 方法——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层面上，建立能力评估和能力发展的方法。 


和国际勘测员联盟（FIG）一样，在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联系这一主题中，非


政府组织与全球、国家和地方的合作伙伴一起运作，发挥了三大作用： 


（1）这些组织及其成员与社区组织（CBOs）一样，担当社区开发商、组织


者或者社区顾问的职责； 


（2）担任民众和权威机构之间的仲裁，监控资源、物流和服务； 


（3）作为政府机构的顾问，进行政策调整，增强本地资源，运用包括城乡


联系在内的地方决策为当地资源利用给予更多的自由。 
 
 
 
 
 
 
 
 


作者：Rob Mahoney，英国商务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译者：胡文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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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在世界人居日活动上的发言 


 


联合国将每年 10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指定为世界人居日，这为我们反思人类


的居住状况和人人都享有良好居所的基本权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世界人居日的主题是：“城市——农村发展的动力”。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是为了强调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相


互依赖的关系。只有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将它们作为同一


个综合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联系取决于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基础设施。改进基础


设施网络，提高农村地区的生产，为农村人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进


入市场、获得信息和工作。城市对农村贸易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通往国家和国


际市场的门户。城市通过向农村地区提供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从中获益。 
 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越好，农村人就越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从而缓解


农村的失业问题。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发达中世界里，


城市地区发展落后，因而限制了应该为农村人民提供的各种选择。 
 在发达中国家需要克服一个重大的障碍，那就是次级城镇和第三级城镇的供


应不足和发展落后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改进这些城镇之间的道路、铁路和其他


重要的通讯网络来缓解这一问题。通过提高购买力较高的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需


求，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将对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中间城镇是寻


求更好机遇的农村移民自然选择的目的地，这些城镇有助于缓解涌向大城市的大


量移民所带来的影响。 
 在许多贫困国家，农村居民点的分散特征使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的


成本极为昂贵。毫无疑问，农村不发达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难以获得基本的基


础设施和服务，如道路、电讯、医疗卫生、教育、信贷、市场和信息等。在这些


设施和服务中，有许多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才能够得到供应和支持。 
 因此我们面对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各国政府就必须要将自己国家的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统筹考虑，形成整体性


的政策。要促进城市和农村选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就意味着需要加强国家、区域


和地方的规划机构。 
 值此世界人居日之际，我们呼吁所有关注农村发展的人士，要将城市发展完


全纳入自己的计划，并对我们共同的未来树立一个更为整体的观念：城市能够成


为农村发展的动力。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  安娜·蒂贝琼卡 
2004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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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世界人居日献辞 


 


今年世界人居日的主题是：“城市——农村发展的动力”。我们之所以选择


这一主题，是想引起各个层面发展决策者的注意，不要将“城市”和“农村”看


作是相互隔离的实体，而应将它们视为经济和社会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城市与农村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市中生


活和工作，但他们要把挣到的钱寄回农村老家。城市吸收了农村的剩余人口，并


为农业生产和其他农产品提供了市场；城市为农村提供了在农村地区所得不到的


各种服务和设施，例如大学和医院；城市还集中了大部分的全球性投资，并且增


强了对来自农村地区的商品、劳动力以及其他的需求。 


在今后的 25 年里，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发生在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中，


而且大多数的人口增长将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最快的城市将是那些次


级城市和集镇，尤其是靠近农村地区的这类城镇。这种城市增长有助于改善农村


的生活，缓解那些由特大城市所引发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良好的管


理，需要对通讯、交通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还要确保所有的人


都能得到充足的服务。 


 尽管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需要采取不同的干预方法，


但是最终可持续发展不会也不应该完全偏重于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值此世界人


居日之际，让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城市对于农村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也让我


们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去寻求一条整体发展之路。 
 
 
 
 
 
 


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 A. 安南 
2004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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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2004 年 10 月 1 日至 4 日，我部参加了在内罗毕召开的“提高城乡联系


与协调经济发展国际会议”。本次会议是联合国人居署结合“世界人居日”


全球庆典组织召开的，会议的主题也是世界人居日的主题：“城市——乡村


发展的动力”。各国与会专家和代表就如下几方面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


研讨： 


  1、充分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增强各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意识； 


  2、宣传可以推广至他国的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范例，分享各国在


国家与地方发展规划和管理上的成功经验，帮助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


能力建设； 


  3、通过推动中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带动乡村地区发展，同时减少人口


转移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密切城乡间联系； 


  4、总结一些国家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的教训，探讨解决贫民窟问题，


减少城市贫困人口的思路和办法。 


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步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


展，是关系到国家能否如期实现现代化，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全面建设小


康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借鉴国外在促进城乡协


调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必将有利于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管


理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拓宽视野，少走弯路。为此，我司会同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组织翻译、编辑、出版了《提高城乡联系


与协调经济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Collections of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论文集共分为 5 个部分，收集了这次会议的 16 篇论文。来自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等单位的大约 20 多人参加了论文集的翻译、校译和编辑工作。 
 
 
 
                      建设部城乡规划司 
                       2005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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